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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我认识刘哲博士是我作为访问学者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从一开始，他不同寻常的哲学天赋就很明显地展示给了我。回到比利时后，我们继续保持着联系。不久刘哲来到鲁汶天主教大学做博士研究。在我的指导下他进行自己的博士工作。这本书就展示了这项工作的研究结果。他的优秀才能很快就得到了印证。起初他还犹豫是否要对黑格尔进行一个较为广泛的研究；但是他以恰当的方式投入到这项研究工作中，并以相对短的时间掌握了德国唯心论最高点的论题和思想家——包括对康德和费希特一定程度的掌握，但最主要的是黑格尔。后来又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他对自己的博士论文进行了答辩。该论文受到了答辩委员会所有成员的一致好评。他的博士研究是值得赞许的，我现在很高兴这本书能够出版。这本书将展示刘哲出色的哲学天赋和学术技巧；它更加直接地贡献给中国的黑格尔学术研究，而且宽泛而言也贡献给相关论题的国际讨论。这是刘哲的第一本著作，而我希望这将不是他的最后一本。我期待着在以后的岁月中他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并达到他哲学天赋和学术技巧的完全成熟。

这本著作为历时几年的学习、研究和综合的进程画上了句号。它标志着投入到这项研究的若干年工作的恰当结束。这项研究工作不仅在黑格尔研究上很有雄心，而且它致力于在通向黑格尔哲学的路途上来权衡康德和费希特哲学。这本著作通过细腻地处理黑格尔及其前辈哲学家的一个重要论题——自我意识，来对无限这个概念进行研究。整体而言，作者很好地处理了这项研究工作，并且带着令人钦佩的细致来加以推进。以一种尊重黑格尔自身概念的方式，刘哲展示了他真正的哲学才智。他对于黑格尔《逻辑学》中无限概念论证细节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并由此提出了一个内在性解释。这的确是这本著作的长处之一，尽管一些非黑格尔主义者或许会担心这项工作对于问题的表达会偏向过于同情黑格尔的方向。

当然，探究无限概念的进路有很多。我想提及一些会帮助澄清黑格尔概念的重要的进路。这个论题非常重要，不仅在漫长的哲学传统中、在黑格尔自身那里，而且也在当代思考中（尽管很多当代思考坚持并且只坚持有限性）。在这后一方面，很多当代哲学家是坚决反黑格尔的。我以为这种反黑格尔主义是过度简化的和片面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要彻底免除对于黑格尔无限主义的批评。我认为，问题在于有限与无限之间（metaxu）的空间，以及我们如何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在它们的差异和结合中表达这个居中的空间，从而既试图思考有限也思考无限。让我来提出下面一些命题。





第一条通向有限和无限之间空间的进路或许可以被刻画为反对二元论的简单—太过—简单的辩证。在这个进路中，我们把有限和无限均一化（univocalize）为两个彼此对立的项。某种否定活动在此发生作用。无限不是有限所是；有限不是无限所是。有限以或多或少确定的方式被界定。作为有限所不是，无限无法被如此地确定。无限是不确定的，而且的确仅有一个缺乏的特征。我们在古典思考中可以找到关于无限的一个比较缺乏性的定义，例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物理学》，卷Ⅲ，4—8节）。尽管这不是黑格尔的无限概念，但是却有着重要的相关性，即黑格尔自己对于不确定性的态度。这个态度是十分负面的：对于黑格尔而言，离开某种确定，就没有被表达的清晰性。在他看来，我们或许可以把不确定视为一个开端，但是必须超越它，不仅在确定的方向上，而且在自我确定的方向上。我后面会谈到这后一点。

回应有限与无限二元论的第二条进路或许可以通过康德的术语来表述。在黑格尔那里，康德通常被判定为是错误地固定有限与无限二元论的思想家。康德进行了一些关于无限的思考。他的确把无限思考为一个约束性理念（regulative ideal），但他的哲学就整体而言是关于有限的哲学。任何对于康德的辩护都必须面对黑格尔的如下反驳：任何对于界限的设计都必须让自己在界限的两侧，这样被设计的界限就无法像最初所宣称的那样不被超越。黑格尔正确地强调了这个论证，特别是如果我们的假设是并不存在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异质性。但也或许是黑格尔的反驳构成了一个循环论证，这涉及到在界限两侧内容的同质性。如果我们质疑这个同质性，我们也就必须以另外的方式看待这个界限。而且即使我们同意有对于界限的超越，也同样必须如此。这个超越并不预先排除界限两侧内容的根本差异性之可能性。

我们尤其要结合上帝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上帝具有一种绝对的单一性，而且无法通过借助可被有限清晰性确定的事物而被同质化。就后者而言，康德关于上帝的进路或许可以被称为设定性道德自然神论（postulatory moral deism）。这个论证之所以是设定性的，因为它是由有限出发投射到无限之中。它之所以是道德性的，因为这个设定或投射是基于康德对于我们道德存在的理解而得以可能的。它之所以是自然神论的，因为康德的道德上帝的“超越性”似乎很少涉及圣经一神论中的神性上帝。无论我们在有限中希望什么样的转变，某种鸿沟仍然被保留着。对于这个被设定的自然神的二元论而言，超越性始终是一个“彼岸”。我认为我们可以用更加愉悦的态度来阅读这个对于超越性的强调，并以更少二元论的心灵结构来靠近这个“彼岸”。康德的一些后继者并没有展示这种愉悦，而是造就了一个极端自律的内在性之计划。他们认为根据上述鸿沟可以合法地设定，将其他一些事物投射到道德的上帝身上。他们追问道：为什么是一个具有善良意志的上帝？为什么不是一个具有权力意志的非道德的上帝，就像叔本华或尼采眼中的上帝那样？这个问题要求我们更充分地探索作为传达超越有限内在的我们的有限条件。

我把黑格尔的进路视为第三条进路，它试图探索无限及其有限化之间的媒介。这或许可以被称为黑格尔的扬弃无限主义。首先我们知道黑格尔对于二元论思考方式的拒斥。这（种二元论）为知性（Verstand）概念所概括，而且黑格尔认为康德正是在知性的掌控下进行哲学思考。固定在确定性之上的知性可以很好地去固定（事物的意义），但是（其自身的意义）却被固定住了，而且因此无法公正地对待（不同）确定之间的过渡或者超越这些确定。辩证思考使得这些固定不再固定，并且允许我们看到对立者被它们各自的对立项所定义。在一个事物及其对立项之间存在着一个内在的关系。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有限与无限这两个概念：它们彼此交互蕴涵。

与此类似的思考在康德所发现的理性自身二律悖反的结构中已经被预示了。尽管理性必须固定在确定化之上，然而它的这种做法只是为了发现一个对立的确定同样具有理性的合法性。这与纯粹有限思考的内在矛盾有关：有限思考与自身相矛盾并且指向对于有限性的超越。因此，在黑格尔看来，我们无法通过与有限的对立来定义无限。这样的做法将导致有限的无限。同样，一个无限的序列也只是一个不确定的变化而不是真无限。这里不确定性替代了确定性，但是其开放性却是空洞的。超出确定与不确定，我们需要自我确定。

现在让我们来参考一下黑格尔的表述：“无限是……【片面的】无限与有限的自我扬弃，作为一个单一的进程——这是真无限。”
〔1〕

 这个自我扬弃的无限无法通过二元论定义下的有限和无限概念得到解释。黑格尔强调进程的单一性。没有任何被固定的确定可以公正地对待进程本身。作为进程的单一进程会抑制确定性之间的差别并仅仅留下给我们一个没有形式的流吗？我认为黑格尔的回应是强调形成，一个自我的形成。这来自黑格尔所提到的自我扬弃的特征。扬弃意味着否定、胜出（surpass）和保留——自我扬弃就是自我否定、自我胜出和自我保留。序列的无限是不够的。如果后面项对于先前项的否定不是对于先前项的替代，而是它的自我否定，进程就是它自己的自我胜出。它也是一个对于其自身的回复，因为在胜出自身中，它在该进程中始终仍是其自身：这构成了自我扬弃的自我保留。对于自我的回复意味着这样一种逻辑——在自我胜出进程中通过自身的它性来成为自我媒介。如果对于黑格尔的无限存在着它性，它也是一个内在的它性。有限如果被否定了就被纳入到自我媒介的无限进程中。在其自身，有限性作为一个片面的有限，无法稳定，而是让渡给其它者。在让渡中，有限把自身揭示为其所是——一个更加包容和自我包容的无限的环节。

让我们把这个自我包容的无限与黑格尔所说的作为“应该存在”的“坏无限”（《教育全书》，§94，附注）加以比较。这是对于作为约束性理念的康德无限概念设定特征的反驳；康德的无限概念可以启发式地引导一个变化的进程，但是并不构成这个进程本身。黑格尔在此的确触及到了一个关键点，尽管我们必须以与之不同的方式来对此加以限定。如果这种无限概念要作为约束性理念发挥作用，该理念必须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构成性——否则其设定就很容易化作一个愿望式的思考。而其构成方式又必须允许某种对于进程进一步展开的开放性。如果是这样，其构成本质与黑格尔所建议的完全内在性就并不相同。可以存在着这样一个无限的内在性，它保留着其自身的充盈，以致没有任何内在性可以穷尽其所传达的内容。这个内在可以被标记为内在的超越。我将借助存在的富余（hyperboles）来回到这一点。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黑格尔：“但是这个无限进程并不是真无限，后者在其它者中仍然与自身在一起，或说（如果被表达为一个进程）在它者中来到自己。”
〔2〕

 “坏无限”并不来到自身，并不在其它性中停留在自身当中。当然，这是一个青睐内在它性的循环论证，而且隐藏了在不属于其自身的它性中在自身当中的可能性，或者由此在自身与非自身之间的中间空间存在的可能性。它拒绝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里的之间更加真切地传达了无限对于有限确定性的超出。黑格尔试图关闭这个环路，而不是要敞开我所谓的之间（metaxu）对于其超越者的透析性，甚至是在定义该超越的内在关系网络中。在（黑格尔那里）有限与无限之间并没有不可被约减的空间。自我媒介的整体的单一进程以各种自身有限化的形式存在于无限和其自身之间。以神学的方式来表述，黑格尔的上帝就是要在内在中显现自身而且又在显现中看到自身。（这里）唯一的之间是在真无限与其自身之间，后者被表达为一个彻底的自我扬弃的无限主义的内在进程。但假如有另外一种意义的真无限（不是黑格尔的自我扬弃的无限），而是不仅超越有限的确定的整体，而且超越所有自我确定的进程，我们又该如何思考这个“之间”呢？

当然，恰如我们思考那些继承黑格尔的扬弃概念但寻求颠倒扬弃的思想家时所看到的那样，问题过去没有而且现在也没有终结于黑格尔。他们试图去扬弃（de-sublate）无限并把它带回到有限。在这个被颠倒的扬弃中，可以找到当代有限性哲学的根基。于是问题就成了：出现在有限及其自身无限化之间的是什么。我将提到两个对黑格尔扬弃无限主义进行反动的主要发展；我把它们分别称为设定的无限主义（postulatory infinitism）和设定的有限主义（postulatory finitism）。

这两种思考可以彼此进入，但首先谈谈设定的无限主义。这个观点宣称黑格尔精神（Geist）的行动性（agency）就是人性。这要求我们要求返回到人的有限性领域，取消思辨的“神秘化”。他们认为，黑格尔关于其思辨体系的过分声称勾销了所有形而上学神学的可信性。相反，隐藏在黑格尔中的人本主义必须被进一步发展，而且要沿着外在于对黑格尔体系肯定性拥抱的方向发展。“形而上学的神学”看起来像是由沉醉于思考自身的思考而吹到尺寸显著的哲学泡泡。在唯心论膨胀的某个界限处这个泡泡破灭了，但是新的泡泡又产生了——一个人本主义的、反神学的泡泡。我认为左翼黑格尔的解释，包括马克思的解释也基本处于这样的思考方式中。

第二个对于黑格尔扬弃无限主义的主要反动是我所说的设定的有限主义。这里的关注点在于有限与自身的关系。这种思考方式并不涉及有限与无限之间发生了什么，而是在有限与有限之间发生了什么。在内在性中有一个彻底内在的自我超越进程，而且它从不超出有限达到其它者那里。我认为像尼采的哲学就是对内在哲学的回应，而且他的很多后现代仰慕者坚持并只坚持有限性，其方式等于把有限设定为这样一个领域，超出其外没有任何更大的领域可以被思考。当然，这个描述是仿效安瑟尔谟著名的本体论论证中所使用的关于上帝的观念。因此，很显然这个设定的有限主义也可以变型为各种不同的设定无限主义，或者它可以被以不同方式解构为，例如失望的自律或自我切割，而不是充满对于自身自我确定能力的信心。在更早的、更靠近黑格尔的时代我们试图找到信心，在后来、更靠近我们的时代则找到自我切割。这个自我切割也可以隐瞒我们如何理解有限与无限关系之中的缺陷。

在第四条进路上，我试图指出我所谓的在有限与无限之间的之间学（metaxological）立场。它给出关于之间的逻各斯，这既不是扬弃的无限主义，也不是设定的有限主义，也不是设定的无限主义。设定的有限主义导致它以自身的方式无法宣讲的关于有限的某种困难。在有限中我们可以作为异于我们自身事物的尺度，但是我们并不是我们自身有限性的尺度。我们无限地胜出我们自己——但不是仅仅朝向我们自己。扬弃的无限主义不仅沉睡在有限中，而且沉睡在超出所有整体，甚至自我整体的无限之中。之间学进路肯定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差异，但是允许这个差异赋予一个透析空间，通过这个空间可以进行沟通，尽管这种沟通从未被黑格尔或后黑格尔式的内在整体所俘获。

当然，我们无法在这里就此说很多。但是或许我可以简单地提到我对于作为无限的上帝所进行的思考。我知道一些黑格尔解释者拒绝任何对于黑格尔的神学式解释，但是根据我对黑格尔的阅读来看，他在这方面并不是一致的。无论如何，我相信我们会通过思考这个问题本身而受益。

在《上帝与之间》一书里，我根据四个无限的概念讨论了上帝的无限存在：数目（或说量的）无限、序列无限、意图无限和现实无限。
〔3〕

 前三种形式宽泛地对应于我们上面所勾勒的三种对于无限的进路。这些无限概念与不确定、确定、自我确定和超确定（overdeterminate）这些概念相关。前两个无限概念关联于确定性、不确定性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第三个关联于自我确定，而第四个关联于超确定。这四个无限概念又分别被存在的均一性、双歧性、辩证性和之间性意义所主导。

无限的第一种形式是基于数字单元以及这个单元无限加倍的可能性之上。第二种无限的形式清楚地蕴涵着关于动态进程的意识；作为对于序列的标记，它是时间的和时间化无限的，而不是数学的或量化的。无限的第三种形式我称之为意图无限。
〔4〕

 我并不是指一个仅仅掌握自己的进程，而是指一个有意识的超越，它既是承受又是自我引导，既是受难又是行动。这就是我们可以归给人的一种无限。第四种现实无限通过超出而被定义，这个超出主要不是针对欲望无限，而是针对在有限中传递爱之存在（agapeic being）的富余（surpluses）。在之间中的爱之存在是对于现实无限的一个极度性（hyperbolic）图像。由于当下的限制，我不可能太多地谈论这四重概念，而必须把讨论限制在无限概念与超出不确定、确定和自我确定的超确定概念的联结上。

我想这四重概念会帮助我们重新定位黑格尔关于自我扬弃的无限概念，但这不是我在这里的任务。在此，我要公开支持刘哲博士之研究工作的主要长处。即使我对黑格尔的无限概念的理解有所保留，但这根本没有影响黑格尔贡献的重要性，更不会影响刘哲关于这个论题所写的精彩著作。他细致地分析了德国唯心论中有关该论题的语境，以哲学的方式与黑格尔所试图说的内容相协调，而且努力澄清了许多黑格尔讨论中的晦涩段落。这本著作将会以自己的方式而受到热烈的欢迎，它将展现出一个出色的年轻学者的哲学天赋。我们期待着作者未来的思想进程。





William Desmond

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哲学研究所哲学教授

美国维拉诺瓦大学大卫·库克哲学访问讲席教授

2008年11月

注释


〔1〕
 Wissenschaft der Logik I, in Werke in ZWanzig Bänder （Theorie-Werkausgabe）, vol.5, 编辑Eva Moldenhauer and Karl Markus Michel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0）, 页149; Science of Logic, 翻译A.V.Miller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69）, 页137. “Das Unendliche ist...das Sichaufheben dieses Unendlichen wie des Endlichen als ein Proze-ist das warhhafte Unendliche.”


〔2〕
 Enz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 in Werke （Theorie-Werkausgabe）, vol.8, 页199;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Encylopaedia Logic, 翻译、导言和注释T.F.Geraets, W.A.Suchting and H.S.Harris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1）, 页149.


〔3〕
 《上帝与之间》（Oxford: Blackwell, 2008），第四部分中的第七节“形而上学诗：上帝是无限的”。


〔4〕
 我在《欲望、辩证和它性：论根源》（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一书中使用了这个术语。整体而言，这本著作设计了意图无限和序列无限在之间中的交汇，这个交汇以之间字的方式表达了夸张无限的意义。现在，我更倾向于强调对无限自我超越的限定，即在作为力图意义上的生存存在（conatus essendi）之前我们的无限自我超越首先是在接受意义上的承受存在（passio essendi）。


自　序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是笔者于2001年至2005年在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完成的博士研究工作。这项工作主要研究的论题是黑格尔《逻辑学》第一卷（即存在逻辑）中的“真无限”概念。博士论文的英文原稿从2003年底开始陆续写就。现在，很高兴这个研究工作可以通过汉语的方式进入自己民族的学术思想世界。这使它获得了另外一种敞开的方向和实现反思自由的可能条件。关于研究内容的具体介绍将留待这本著作的导论部分。在下面这篇简短的序言中，我将试图解释这本著作在汉语世界中出现的缘由。

自从2006年底到母校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以来，我以前的导师赵敦华先生多次建议我把博士论文翻译出版。但我一直认为要对这本论文进行修改后再出版。虽然曾经多次进行修改的努力，可是每每开始，就立即宣告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博士论文完成后三年来的研究和教学，令我已经不再能够满意原来的工作结果。这个不满当然涉及论文中个别具体论证的不充分。然而，更加令自己不满的是其中对论证性分析重构研究方法的运用程度。这样，任何对于具体论证内容的完善都无法满足我对自己早期工作的批评。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所期待的修改实际上意味着对于这本论文内容的重新书写，其结果将只能是另一本研究著作的出现。

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考虑，我最终决定把论文的本来面貌从英文翻译成汉语，以飨国内读者。当然这个最终决定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基于下面所要看到的六点主要理由。

1．虽然自己在论文中个别论证不充分以及研究方法不娴熟，但是通过博士四年中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我获得了关于人的理性自由本性的基本哲学洞见。在我看来，从康德的哲学思考开始，德国古典哲学就已经清楚地证明了人的理性的自由不是神性创造者的自由，而只能是自我约束的理性自由。至今，我对于这个看似悖论性命题的肯定仍未尝动摇过。正是由于对此基本洞见的坚持，我愿意把自己早期的研究工作引入汉语学界，从而寻求新的批评和进一步反思的可能。

2．除了康德哲学，德国古典唯心论、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在汉语学界早已被拉下了原先拥有的宝座。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于20世纪出现的现象学、分析哲学以及其他哲学思潮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除此之外，笔者在北大文科实验班读本科的时候，就曾听说过汉语学界在80年代初提出“告别黑格尔，回到康德”的要求。近年来，康德哲学主要著作多种汉译本的出现似乎也在明确地回应着这个长久以来的要求。然而，近几十年来国际学术的发展则呈现了另外一番景象，并与汉语学界的哲学研究进程构成了鲜明的比照。在德语世界，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开始了大规模的黑格尔哲学批判版全集的编纂工作。这为德语世界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本基础。在英语世界，从70年代以来，黑格尔哲学的复兴就已经不再成为问题。而且，更加有趣的是，在国际学界，康德哲学的研究进程总是与黑格尔哲学研究进程彼此相伴。与这样的国际学术背景相比照，汉语学界于80年代初提出的“告别黑格尔，回归康德”的要求显得格外异常。在此，我无意探寻这个所谓的“告别”与“回归”的理由。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汉语学界对于黑格尔哲学乃至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未能从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学术进展中汲取必要的研究和反思资源。今天，汉语学界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仍然薄弱。这本博士论文的翻译出版或许可以为汉语学界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带来些许新的要素。在本书中，我将试图证明黑格尔哲学的思考本质只有在回归康德哲学的基础上才有被理解的可能。换言之，通过极端化发展康德哲学所带来的哥白尼式革命，黑格尔的哲学思考既构成了对于康德哲学体系的批评，也构成了对于康德哲学精神的忠诚。在这个意义上，将康德与黑格尔截然对立的做法是无法得到辩护的。

3．很长时间以来，汉语学界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接受偏重他的早期和未成熟作品《精神现象学》。这个偏向当然有其内在的理由。毕竟这部哲学作品包含着黑格尔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广泛和深入的哲学反思。与此相对，黑格尔哲学的成熟作品《逻辑学》则既显得枯燥又缺乏被思考的可能。而且，更糟糕的是人们普遍认为黑格尔在这里发明了一套不同于传统逻辑思考法则的辩证-思辨思考方式。这样，人们或者把黑格尔的辩证-思辨思考方式批评为一种没有论证和概念严格性巫术，或者把它赞誉为一种可以表达宇宙和人生本相运动的伟大洞察。的确，对于初次接触黑格尔哲学思考的读者而言，这样两种可能的直接印象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但是，黑格尔本人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工作性质理解成是狭义上的逻辑学。如果我们不认为康德的“先验逻辑”是对于所谓的新逻辑法则的发明创造，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样地对待黑格尔的逻辑科学呢？通过这项博士研究，笔者试图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思考给出一种可能的重新界定。简言之，黑格尔的辩证-思辨思考方式是理性通过纳入怀疑论的挑战而形成的对于自身思考的证明性监控。黑格尔《逻辑学》中概念运动的表面特征首先基于这个理性思考的自我批判特征。从这个角度，很难理解黑格尔可以创造一套异于人类基本形式思考的另外一套形式推理模型。

4．黑格尔是否定之否定理论的始作俑者。但是，迄今我们还未曾看到汉语学界对这个复杂理论作出过认真的反思。在这项研究中，读者们将会发现，黑格尔在《逻辑学》的论证中深深地依赖这个关于否定的理论。然而，与汉语学界中通行理解相异，黑格尔所谓的否定之否定需要在否定的自我关联中被解释。正是通过否定的直接性自我关联，否定可以成为我们理解人类理性思考自由的基础模型。在这个意义上，否定之否定与我们所期待的世界奥秘和人生智慧毫无关系。不仅如此，作为自我关联的否定，自由思考的理性或者哲学在本性上拒绝任何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狂妄和独断命题。在康德思想传统中，哲学只能谦卑地作为科学（Wissenschaft）为思考活动自身而存在。

5．在进行整个博士研究期间，笔者日益意识到费希特哲学在后康德哲学论证“星群”中具有的支配性位置。事实上，像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所有后康德哲学的反思必须建立自身与费希特哲学的理性位置与距离。因此，在这份博士论文中，我特地用一章的内容来分析重构费希特哲学在《全部知识学基础》一书中的基本命题。从而展现他在康德与黑格尔哲学关系中的论证性枢纽作用。事实上，离开费希特对于基础自我意识论题所做的规定性反思，后康德哲学被称为唯心论的根本理由很难被真正理解。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博士论文为汉语学界中仍然单薄的费希特研究提供应有的支持和贡献。

6．最后，这本博士论文翻译出版还包含着一个偶然性的和历史性的原因。哲学与艺术和文学同样具有塑造一个民族性格的文化功能。但是，这个功能的一致性不应该导致它们在学科本性上的混同。与文学和艺术相区别，哲学具有严格的科学性特征。正是这样的科学本性使得它得以在大学中获得自己的学科机制并被教授。然而，同样有别于其他学科，哲学的命运在于它本性所规定的无限开放性。这个开放性不仅是指科学研究的进程而言，而且是就相同论题所获得结论的多重性而言。哲学在要求每一个具体研究结果确定性的同时强调自身被质疑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本性的无限开放性可以被等同为始终不断地进行怀疑性反思的可能。哲学反思的自由基础从本质上拒绝把哲学的生命僵化在一种自我封闭的教条体系之中。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真正的哲学家认为自己的哲学思考是完成了的和不可再被推进的。无论康德、费希特还是黑格尔，他们无一例外地秉持着这样的理性反思信念。在这个意义上，寻求一个终结版研究成果的要求是虚妄的。不仅如此，哲学反思自由的无限开放性无法脱离理性共同体中个体间的批评和对话。毋庸置疑，这本博士论文承载着笔者与不同导师各自所代表的思想传统之间的理性对话。正是通过这样的对话，这份论文才获得了它今天的这个模样。因此，在笔者看来，对于这本博士论文的翻译出版正是对这场曾经的理性对话的纪念与感谢。

出于对上述六个基本命题的坚持，笔者试图把博士论文的原貌通过完整的翻译呈现给汉语读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笔者论文内容丝毫没有变动。为了语言流畅的目的，笔者对行文表述作了一定程度的加工。另外，笔者删除了一些离汉语学术语境过于迂远的学究式脚注。最后，笔者还修改了一些当时仓促写成的命题和论证，以便其中的基本思考可以变得更加明确。无论如何，这个文本是译文。在对自己的哲学作品进行翻译的过程中，笔者感受到了语言间几乎无法跨越的距离。今天让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说汉语还仍是一个远远的期待。经过修改后的文本还可能存在着不少表述问题，恳请读者原谅。





在结束这篇序言之前，笔者还想要对一些机构和个体的支持表示感谢。首先我要感谢鲁汶大学在与北京大学签署的双边交流协议下慷慨为我提供的博士奖学金。没有这份奖学金的资助，我永远没有机会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鲁汶大学进行学习，更不用说完成这项博士研究。另外，回国后博士论文中有关费希特与黑格尔关系部分的翻译和修改受到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的资助。最后，博士论文中有关康德部分翻译和修改得到了“200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8JJD720040）的资助，谨此致谢。

另外，这项研究工作不仅基于我自己四年中的哲学工作和回国后的研究，而且也受益于很多个体的无私帮助。在此，我首先要感谢自己博士研究工作期间的几位重要导师。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William Desmond教授。没有他的建议，我对黑格尔的阅读就根本不会开始。其次，我要感谢我的副导师Lu de Vos教授。感谢他对我的黑格尔研究在研究文献方面的建议。再次，我要感谢我的另一位副导师Martin Moors教授。是他对于康德批判哲学的精彩讲解把我引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传统中。另外，我要对德国哈勒大学哲学系Jürgen Stolzenberg教授表达衷心的感谢。感谢他对我的研究论题和工作方法所进行的极富引导性的帮助。没有这些导师的帮助，这项博士研究将会是另外一个模样。除此之外，我要感谢我以前的导师赵敦华教授，还有尚新建教授对我博士论文翻译的鼓励。当然，我本人对书中的所有的错误和缺陷负责。

我于2006年底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过去的两年中，我要感谢北大哲学系，特别是外国哲学教研室的各位老师和学长对我的研究和生活所给予的关心和支持。另外，我要感谢很长时间以来我的父母和其他亲人对我所选择的哲学生活给予的宽容和鼓励。还有，我要感谢妻子易凡在日常生活中给予我的理解，还有儿子同同友善的烦扰。

最后，但不是最少的，我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田炜女士出色的编辑工作，她的努力使这本著作的语言增色很多。





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2008年7月31日


哲学原著名称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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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一

本书旨在探索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无限概念。黑格尔把“真无限”概念视为他思辨唯心论的奠基性概念。长久以来，人们就已表现出对黑格尔思想中这个至关重要的概念的浓厚兴趣。

人们通常认为，哲学家们对于黑格尔无限概念的热忱或许是基于澄清他哲学思想本质的学术兴趣。然而，在我看来，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基于西方哲学传统中这个概念所具有的令人向往的历史。没有人会怀疑，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开始，无限概念作为中心论题之一，就以各种各样的不同方式来被探究。
〔1〕

 人们经常会惊讶于空间和时间的无边界性、数字可以延续至无穷的神秘性、无限可分性的悖论以及神性完善的各种谜语。无限概念的证明不仅对于哲学家而言是重要的，而且对于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同样重要。希腊人很早就展示出一种在其复杂性中检审无限概念的禀赋。一方面，阿纳克西曼德是第一位思考无限的思想家，他把无限看做是无边界的、不朽的，并且是所有存在物的终极根源。这个对于无限意义的古老思考或许是直接从无限这个术语在日常语言中的使用推导而来。另一方面，无限这个概念为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带来了诸多的悖论，例如“无理数”和“阿基利斯与乌龟”的悖论。根据瓦耶（Oiser），柏拉图在《斐利布篇》中把无限定义为不完全和非存在。亚里士多德则把无限定义为不可逾越或无终点。另外，他还在“实无限”和“潜无限”之间作了区分。实无限是指那些其无限性在某个确定的时间点存在或被给出的事物；而潜无限则是指那些其无限性超出时间存在或被给出的事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对于无限概念的拒斥都是基于实无限概念。而我们总是可以在下面这些情况中确认无限的存在：例如时间的流逝，分割的不同进程，自然物的永恒生成和消亡，任何有限物都不得不被其他事物所限制，计数的过程，还有天以外的事物。在这个意义上，无限的概念实际上被转化成了不确定概念。作为不确定的无限概念既不能用来界定宇宙也不能用来界定神。亚里山大的斐洛和柏罗丁以神学的方式构造出关于无限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所要探究的无限概念首先是神性的根本属性。中世纪，人们甚至至少把这样的问题回溯到柏拉图和色诺芬。

在神学早期发展中，人们认为在上帝的概念中无限与实在交互作用。在近代科学中，伽利略革命引入了宇宙的现实无限性，并因此与上帝的无限性相平行。笛卡尔追随柏拉图主义传统把无限性仅仅归给上帝，而认为事物只是不确定的。斯宾诺莎延续了笛卡尔的思考，从而区分了构成的无限和无限的确定，认为只有后者才归属于上帝这个独一的实体。至此，从柏拉图已降关于无限的古典思考已经被近代将无限视为绝对完美的思考所替代。尽管如此，有一个认识论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即这样的无限-完美如何被认识。康德的批判哲学在那些认识无限世界和上帝的企图中揭示了思想中的独断论。自康德以降，我们对于有限变得更加认真；与此同时，我们也获得了最初的与有限相对立的无限概念的观念。在康德的同代人雅各比（Jacobi）那里，斯宾诺莎主义为康德的年轻后继者呈现了一个悖论：无限必须超越任何连贯的哲学体系的边界。在其哲学生涯的初期，黑格尔就遭遇了无限和我们的有限认识之间的冲突。在耶拿时期之前，黑格尔更加关注从有限向无限的上升；而从1800年以后，无限进入我们有限认识的可能性问题则统治着他的反思。作为康德的后继者，非常引人注目的是，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始终强调康德的批判哲学是整个德国哲学的出发点。如果黑格尔不想退回到传统的独断形而上学中，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无限概念可以包含在他成熟的思考中呢？难道无限的概念不需要经历另一次改变吗？

在本书中，我试图通过康德的自由概念来论述黑格尔的无限概念，因为黑格尔将无限概念视为哲学的奠基性概念。具体而言，我将论证黑格尔的无限概念并不意味着一个特殊的视点，即由此出发所有的实在可以被揭示出来。相反，它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定义着我们思想之自由行动性的本质。因此，理解黑格尔的无限概念就是要去理解作为他的哲学基础的人类理性之自由。

然而，很长时间以来黑格尔的思想或者被嘲讽为近代主体主义的虚妄，或者被嘲讽为对普鲁士国家的辩护。在英语学界很少有研究把黑格尔的《逻辑学》视为关于人性自由的著作。
〔2〕

 这个盲点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偶然性的事实，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种种偏见中。一方面，很流行的做法是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各种各样的话语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式的、尼采式的、海德格尔式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式的或解构主义式的。另一方面，一些更富同情心的读者则很快落入黑格尔辩证思辨运动的节奏中，而不再关注构成这个运动内容的黑格尔的具体论证。或者他们只选择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某一片断部分以期获得一些有趣的结论。后面这两种进路都无法扭转这样一个印象——黑格尔哲学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变得过时了。
〔3〕

 但是仅仅询问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中什么是活的或什么是死的是不够的，因为这无法激励我们获得对于事物本身的更深的洞见。在我看来，常常可以被质疑的反而是，从上述任意一个侧面而得出的对于黑格尔的独断态度是否有充足的理由。而且，当代对于黑格尔《逻辑学》的独断阅读倾向于混淆黑格尔的无限概念和整全概念。

无论黑格尔的逻辑运动被如何描述，这样的整全式阅读的核心在于人的理性仅仅封闭在其自身之内。换言之，人的理性仅仅与自身相同一，而排斥所有差异性要素。我们一旦看到德国古典哲学进程中对于康德批判哲学的接受，这样的印象就会变得非常可疑。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批评任何关于灵魂、世界和上帝的（独断）知识的可能性，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的知性官能必须与感性直观这个被动性官能合作。然而，康德在第二批判中，以“理性的（行动性）事实”（Faktum）为基础恢复了传统哲学中所称的专门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
〔4〕

 黑格尔批评康德的“理性事实”是“胃里没有被消化的独断的硬块”，并力图把康德的批判性哲学思考推进到极致。从很早开始，黑格尔就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的道德性是意图和善的融合。这样，异质性要素尽管不是一个决定性要素，却也包含在我们的道德性意识之中。
〔5〕

 虽然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不直接处理伦理学的主题，但它是黑格尔伦理思考的终极基础，这使我们很难把这本著作视为近代主体主义的经典形态。像康德一样，黑格尔将整个逻辑学体系奠基在人类理性的自由之上。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原则不是别的，而是“无限自由的概念”（GW 12:229; 817）。

黑格尔在《哲学科学教育全书大纲》中声称“真无限”是哲学的唯一基本概念（Enz.:§95）。一方面，黑格尔把“真无限”和“假无限”概念相区分。另一方面，他认为我们可以把有限性和无限性理解为只能在其相互关系中加以思考的概念。黑格尔否认这组概念之间抽象的对立，而坚持认为无限是唯一肯定的，只有有限是要被扬弃的（Enz.:§95）。然而，无限这个概念在黑格尔研究界长期被视作最有争议的概念之一。
〔6〕

 人们或许以为黑格尔的无限概念要消解单一（singular）、个体以及存在以便使得关于绝对的思考得以可能。这看起来似乎青睐某种对于黑格尔逻辑的整全性阅读。然而，这样的阅读恰恰与黑格尔的思考相对立，因为单侧性地消解有限只能导致假无限。人们或许会问黑格尔所谓的对于有限的“扬弃”意味着什么。或者换言之，真无限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

二

人们通常习惯把黑格尔的无限概念等同为整全性。这种流行的解读方式近来被确立为一个界定黑格尔《逻辑学》的模型。
〔7〕

 在其论文中，佩玻查克（Peperzak）给出了一个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勒维纳斯式的解读，并由此把黑格尔的无限概念解释为“无限整全”。佩玻查克的策略在于批评黑格尔体系的基础性公设。在他看来，黑格尔把绝对与普遍等同起来是一个“（本体-）逻辑式错误”，因为绝对将由于成为有限物的整体而被有限化了。为此，他试图把黑格尔与一个主导性的形而上学传统相对立：从柏拉图、普罗提诺、整个中世纪、笛卡尔直到勒维纳斯的传统。在佩玻查克看来，黑格尔的真无限只是作为有限事物的整体而与假无限相对立。这样，他把传统的无限概念与黑格尔的真无限以及假无限相对立。与后面两者相对立，传统的无限概念是被有限性的人类本原地并不可或缺地渴望着。这样，作为本原的无限概念必须超越“（笛卡尔式）我思”的界限以及有限事物整体的疆域。

这里，笔者不可能讨论黑格尔与几千年来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关系。笔者仅仅质疑佩玻查克是否真正地把握和定义了黑格尔关于无限概念的思考。换言之，佩玻查克是否可以合法地把整全性概念作为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元范畴”？为此，我们需要考查佩玻查克的论证，并分析他如何发展并建立他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模型。

首先，佩玻查克从《逻辑学》第一部分中推导出黑格尔的真无限是要使得“自为存在”得以可能，而自为存在就是有限事物的全体。在这样的描述中，黑格尔的逻辑运动被理解为一个“追求”的进程，它克服并整合否定化的力量以便逐渐建立“存在者们的宇宙”。

为了获得这种追求的根源，佩玻查克引入了黑格尔在“概念逻辑学”部分所阐释的自我确定的普遍（the self-determining universal）这样一个思辨性结构。在佩玻查克看来，黑格尔的普遍概念在逻辑进程中具体化并个体化其自身，以便现实化被自我确定的整体。与此同时，无限存在者有限化自身以便使自身具体化。由此佩玻查克推导出黑格尔的无限既是基础又是（整全）疆域。既然佩玻查克认为黑格尔把本原者（普遍者、理念、绝对和无限）等同为有限的整体，他就不难论证黑格尔无法满足关于绝对实体和彻底无限的主体这样的传统形而上学观念。

他得出结论说：黑格尔无限概念的自为存在通过自然世界与文化世界的形式来实现其自身，并由此占有、认识、意愿、创造并享受其自身。在这样的解读中，黑格尔的科学就是概念化地把握世界的无限。

至此，佩玻查克已经建立起整全性模型来界定黑格尔的哲学思考。对于这类界定的彻底反驳毫无疑问需要分析黑格尔在关于“质”的概念以及关于“概念”的概念中所进行的逻辑证明。然而就本导论的目的而言，我们仍然可以给出一个对于此模型更为简洁的批评。在其整个批评性阅读中，佩玻查克仅只一次从《逻辑学》的结尾处引用了黑格尔的原文。他的引文如下：





最高的、最浓密的点是纯粹人格，它仅仅通过其本质性的绝对辩证性而并不更少地把所有都囊括并把握于自身之中，因为它使其自身成为最自由的——作为第一个直接性和普遍性的简单性。（GW 12:251）





按照他的模型，佩玻查克毫不犹豫地把这里所涉及的“最高点”解读为“无限人格最自由的和无所不包的自我确定”。相反，黑格尔清楚地指出这里所涉及的是“纯粹”人格，而并非像佩玻查克所相信的“无限”人格。纯粹性可以仅意味着内容为空。这个对于纯粹性的解释为上述引文所支持——黑格尔把最自由的和简单性相等同。如果佩玻查克把黑格尔的“纯粹人格”解读为他自己的“无限人格”，他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个文本上的矛盾：最自由性/简单性和整全性彼此相互对立。

佩玻查克把黑格尔的逻辑运动描述为对于整全的追求。在这个模型中，普遍者似乎只是追求完全发展的整体，并由此被等同为有限的整全疆域。而且，佩玻查克把这个追求视为无限者通过自然世界和文化世界所进行的自我实现。这样的追求模型很难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相融贯。在上述引文中，黑格尔的文本指出“纯粹人格”因为使自身成为最自由的或说简单性，才把所有都囊括并把握于自身之中。因此，这个纯粹人格并不将整全所有作为自己的目的。相反，这个纯粹人格自身成为它自己的目的。很明显，佩玻查克根本没理解这个纯粹人格的“自我目的”。

既然佩玻查克不理解纯粹人格的自我目的，他就会把两个不同的事物混同起来——整全所有和最自由的。因此，他根本也无法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困难关系。黑格尔正是要通过纯粹人格的自我目的来解释整全所有，而不是相反行之。在这里，佩玻查克的追求模型完全是混乱的。

最后，佩玻查克用柏拉图的无限概念来反对黑格尔的真无限概念，因为前者作为绝对的肯定者不会包含任何否定性内容。根据他的解读，黑格尔无限概念的自为存在只能通过自然世界和文化世界的媒介来成为自我反思。相反，在他自己所引述的黑格尔文字中，“纯粹人格”使其自身成为最自由的和简单性，而这意味着第一个直接性和普遍性。佩玻查克的模型无法解释纯粹人格的自我目的中所包含的直接性。

因此，佩玻查克对于黑格尔真无限的整全解读模型不仅无法解释黑格尔的《逻辑学》文本，甚至无法解释他自己文章中所引述的段落。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他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整全模型根本无法得到合法辩护。尽管出现这样的失败，佩玻查克也的确帮助我们获得了进入黑格尔真无限和自由概念的入口。他的整全式模型的致命错误在于，把黑格尔的自我目的式自由替换为庸俗的外在追求。这样，黑格尔关于无限和人类自由的基础性思考就被埋葬在他不合法的替换之中了。

三

黑格尔是可以合法地把真无限视为哲学的基础概念的。不论有限还是假无限都被扬弃为真无限中的观念性要素。而且，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因为有限的观念性而必须是唯心论的。由此看来，重要的是解释黑格尔真无限的概念。像我们前面已经论述的，我们如果不把无限概念与整全概念相区分，就无法合法地解释黑格尔的真无限。在近十年来，拉尔迪克（Lardic）对于黑格尔的真无限概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8〕

 与佩玻查克的解读模型相对立，拉尔迪克对于黑格尔的哲学进行了奥古斯丁式的阅读。在这样的解读下，黑格尔的《逻辑学》被视为“思辨神学”，它不仅取代而且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为此，拉尔迪克力图把黑格尔的哲学原则辩护为“主体的无限性”。在他看来，一方面黑格尔的真无限与斯宾诺莎式的整全相对立，可以容纳他性并在其中成为自身。另一方面，黑格尔的真无限可以被理解为神性的自由。与萨特的人本主义相对立，人类的自由植根于上帝之中。这样，拉尔迪克坚持认为黑格尔的真无限关涉到神性自由与无限化自身的人性有限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简而言之，黑格尔的真无限仅仅涉及作为纯粹思想的单一性主体。细致地分析拉尔迪克对黑格尔所做的神学式解读或许是很有趣的。但限于篇幅，笔者不得不将下面的讨论限制在指出他的解读策略中所包含的基本问题。这样的讨论最终会引导我们获得一个研究黑格尔无限概念的更好的进路。

拉尔迪克的论证首先诊断了费希特和谢林早期哲学中把握无限概念的失败。他把黑格尔置于德国古典哲学背景中考查其哲学贡献，这种做法是很有道理的。然而，在我看来，拉尔迪克对费希特和谢林哲学思考的阅读只是在重复黑格尔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错误判断：费希特和谢林哲学只是通往黑格尔的准备阶段。
〔9〕

 相对于费希特和谢林，拉尔迪克对黑格尔的思想发展进行了简短的描述。然而，这个描述在我看来是把黑格尔的成熟思考读回到了他早期作品的思考中。这样的阅读很难解释早期黑格尔的相对独立性，特别是他来到耶拿大学之前的时期。
〔10〕

 早期黑格尔尚没有从超越逻辑思考的绝对概念中摆脱出来。经过他在耶拿时期的发展，黑格尔用《逻辑学》替代了早期斯宾诺莎式的形而上学。在他的《逻辑学》中，绝对在“自由的概念”（the free Concept）中被超越。

其次，拉尔迪克对于黑格尔无限概念的重构依赖于过强地把黑格尔的《教育全书》解读到他的哲学体系中。
〔11〕

 例如，他对黑格尔后期关于上帝存在证明的讲座（1829）的强调，在我看来是言过其实了。这里，我无法具体地讨论黑格尔《逻辑学》和《教育全书》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黑格尔把自己的《教育全书》仅视为一个教育工具，而不是他自己的哲学体系。
〔12〕

 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家思考的行动性必须被等同为逻辑体系之中的绝对理念，否则最终的闭合就会变得不可能。
〔13〕

 《教育全书》的发展力图证明哲学是否是绝对精神展现自身的唯一场所。进一步而言，黑格尔仅仅把他关于上帝存在证明的讲座当作对于本真的、逻辑的和基础的确定的某种补充。
〔14〕

 然而，关于这个证明，拉尔迪克则仅仅强调它是逻辑基础确定的一个具体形态。基于这个扭曲，他进一步指出黑格尔的第二版《逻辑学》正是基于他在课程中理解理性和启示神学的成功。这样，黑格尔神学讲座的地位就被不恰当地从一个补充性内容提升到理解《逻辑学》的奠基性位置。这个体系地位的调整在笔者看来是无法被辩护的，因为对于黑格尔只有逻辑是绝对精神的最终领域。

最后，拉尔迪克正确地区分了无限的自为存在和朝向无限的逻辑运动。他试图证明对于无限的肯定是在逻辑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在发生作用的。在笔者看来，这是确认真无限概念是构成黑格尔《逻辑学》之关键的唯一可用的方式。然而，拉尔迪克本人也意识到在逻辑概念的线性推演和对于无限的肯定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把真无限界定为“运作性概念”（operative concept），以便内在于逻辑进程中的否定可以被嵌合在对于无限的肯定中。但值得怀疑的是，这样的策略是否有效。首先，他无法改变这样的印象：黑格尔的逻辑演绎是基于一个发展和实现自己的“自动机器”。第二，他无法在逻辑演绎中找到充分的文本依据来假设无限的恒常存在。最后，自我关联的无限在逻辑中被证明之前，不应该假设它的运作性存在。

尽管有这些缺陷，拉尔迪克还是很鲜明地把主体性的自由辩护为黑格尔哲学的原则。像他所引述的那样，真无限不是别的而就是“自我关联的否定性”。这是所有行动性、所有生命和所有认识的终极基础。作为纯粹思辨哲学，逻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和展示自我关联的否定性或说真无限。因此，我们必须把自我关联的无限和追求整全的反思结构彼此区分。进一步而言，构成逻辑运动的具体论证需要被仔细分析，以避免对于真无限的独断性假定。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对于黑格尔无限概念进行研究的起点。

四

我们的这项研究是朝向恰当理解黑格尔真无限概念的第一步努力。对于黑格尔真无限概念的完全理解需要探索黑格尔关于自由的“思辨唯心论”。与拉尔迪克不同，笔者将不会结构性地穿越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全部，以便证明作为理性自我目的的无限。笔者将采纳更加准确和谦逊的进路，集中讨论黑格尔《逻辑学》第二章中对于“肯定的无限”的逻辑证明。在黑格尔的逻辑进程中，真无限出现于“绝对理念”这一部分中。在这个部分之前的逻辑演绎中，肯定的无限是一个异常例外的部分。与绝对理念部分相类，真无限在这个部分中较早地进入了整个逻辑体系中。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化的结构，或许能更清楚地揭示黑格尔的基础性思考。毫无疑问，一个对于黑格尔无限概念的完整和充分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绝对理念。出于文本的相对独立性和论证的层次性考虑，笔者希望本书的研究工作成为通向终点的重要的第一步。

尽管本书着眼于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概念，但这项研究并没有忽略黑格尔真无限的历史语境以及它的系统演绎证明。与拉尔迪克的历史描述相反，笔者试图揭示，康德、费希特与黑格尔之间的创造性对话构成了一个“星群关系”。康德的思考必须在传统形而上学的背景中被理解。
〔15〕

 然而，康德为德国唯心论哲学家的基础论题提供了资源。别的不说，康德的“我思”和“自由”概念在他哲学精神的后继者中唤起了众多的呼应问题和洞见。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将揭示费希特如何发展实践自我意识来回应康德第一批判B版演绎中“我思”内部结构的悖论。以此为基础，我们将证明黑格尔如何发展“我思”的认识功能和内部结构来反对康德和费希特。
〔16〕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将采纳论证分析的方法来替代结构描述，以便对黑格尔的逻辑演绎加以解释。毕竟黑格尔是通过逻辑演绎证明来获得真无限概念的。为了澄清论证分析的意义，我们首先必须要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黑格尔的《逻辑学》是要替代而不是重复传统形而上学（GW 21:48）。在“客体性逻辑学”部分中的众多评论显示了黑格尔与传统形而上学和康德之间的批评性对话。这些评论的确展现出某些公众性兴趣。但是，黑格尔对于公众性内容之背后思考的真正批评只能来自于他对概念所做的逻辑证明。第二，为了澄清论证分析的意义，我们不得不理解黑格尔对于康德范畴演绎的批评。按照富尔达（Fulda），黑格尔本人的形而上学应该被命名为“真理（概念）论”（Aleitheiology），因为它力图推导纯粹理性的概念。
〔17〕

 康德在第一批判中已经展示了如何推导纯粹理性的理念（CpR: A321ff./B377ff.）。然而，康德的理念都附着在具体的基质之上——自我、世界和上帝。对于黑格尔而言，这个依附阻挠了我们对奠基于其下的概念本身进行批判。正是从这个角度，黑格尔的逻辑演绎力图把康德的批判精神发展到极致。很明显，这样的发展与人类理性的自我教化相关，而不涉及神性的逻格斯。最后，黑格尔对于概念的逻辑演绎牵涉到一种迄今仍然与我们相关的哲学认识活动：它将怀疑论论证纳入自身以图避免人类思考的基础层面上的独断思考。

通过对于黑格尔真无限概念的历史语境的构建和论证性分析，我们试图证明黑格尔的哲学本质上是关于人类自由的思辨唯心论。这个意图将会促使我们建立一个具体主体性理论。因为关于主体性的基础讨论很容易与经验自我意识相混淆，所以我们会对主体性概念作一个简短的论述。我们认为，这个主体性概念正是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唯一的基础问题。

事实上，自我意识本身已经成为从康德到萨特的基础哲学关怀。然而，自从20世纪初以来，自我意识问题逐步被还原为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一方面，它在各种各样的经验科学领域被讨论，例如精神分析、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它在哲学中被贬黜为一个具体的分支。作为一个具体的哲学领域，心灵哲学首先关心身心问题，从而决定赞同或反对唯物论。就像在其他科学中那样，在心灵哲学中自我意识同样被视为哲学论域中的一个经验现象。
〔18〕

 在这两种情况下，自我意识的哲学意义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它们无法理解先验自我意识和经验自我意识的区别；而这个区别恰恰是首先由康德做出，并被他的后继者们所坚守的。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这个区分意味着区分思辨逻辑中的普通主体性概念和在主体精神哲学中实在存在的主体概念。
〔19〕



根据亨里希（Henrich）的研究，自我意识论题的历史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20〕

 从古典哲学后期到近代可以被称为自我意识论题的前史。从近代早期哲学家笛卡尔到康德哲学时期可以被视为第二个阶段。其间主要的论题是自我意识所具有的体系性功能。笛卡尔是第一位把自我意识视为哲学原则的近代哲学家。在他看来，自我意识是所有可能知识的明证性基础。洛克关注自我意识的定义，并把由自我意识奠基的本体论概念施用于该定义之上。莱布尼茨则把自我意识视为其本体论的基础。尽管休谟批评了莱布尼茨富含歧义的自我意识，但康德追随卢梭把自我意识作为构成判断的基础。对于康德而言，自我意识甚至可以被视为先验哲学的“最高点”。正是在此基础上，康德力图反驳怀疑论并为人类的知识和道德生活做辩护。从费希特哲学开始，自我意识论题的发展进入了它的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自我意识的自身结构开始被主题化。亨里希强调费希特仅只开始了对于自我意识结构的反思；但事实上，在自我意识论题发展的第三阶段，无论费希特还是黑格尔从来都没有单独关注自我意识的内部结构，而是把这个对于结构的关注和其所应承担的奠基性功能联系在一起。
〔21〕



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自我意识不仅是对知识进行肯定的第一原则，而且是关于知识形式构造的第一原则。然而，康德关于自我意识自身基本问题的策略或许可以被称为一种“回避理论”。
〔22〕

 对于康德策略的检审或许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契机，来理解作为根本哲学问题的自我意识的首要条件。对于康德回避策略的系统性研究将在本书的第一章中进行。在这个导言中，我们仅通过一些概念区分来对该策略进行简单刻画。

在康德第一批判中，先验自识（transcendental apperception）首先被当作先验演绎的“最高点”来对人类的对象认识进行奠基。
〔23〕

 受同时代官能（Vermögen）理论的影响，康德毫不犹豫地把先验自识称为“我思”。康德的原创性首先在于，相关于我们表象的对象性而归给人类知性和自我意识的功能。在他看来，杂多的表象作为感觉是通过直观官能来被给予的。与这个接受性官能相区别，康德的知觉是一个自发性行动，它把杂多的感觉连接成为一个统一体并最终构成知识。在康德看来，只有基于人类知性的连接功能，我们对于对象性知识的连接构建才得以可能。

在连接功能的基础上，康德对先验自识这个复杂的统一体本身进行了细致的界定。就像第一批判先验演绎部分§16标题所指出的那样，康德所关心的是“自识的本原综合统一”。第一，在他看来，先验自识对应着被所有经验所分析性蕴涵的笛卡尔式的自我确定性。换言之，它所涉及的不是意识对于自身具体状态和事件的反思，而是对于主体自身存在的把握。第二，先验自识是一个统一体，它关涉着把我的意识表象归属给我的属我性（mineness）关系。第三，这个属我性关系或说先验自识统一体的建立需要特殊的活动来完成。康德把这个活动称为综合性的。综合的可能性在于我对心灵中差异性的状态或行动进行连接并把它们由此归给自身。这个差异性要素之间的可能跨越，同时必须假设我对于自身数目同一性（numerical identity）的意识。最后，在康德那里，这个综合活动不是由外在的刺激所带来的结果，而是人类知性的自发性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先验自识是本原性的。

这样，我们就必须区分先验自识和经验自我意识。在康德看来，经验自我意识意味着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观察。当认知综合活动通过内感知被给予时，思考主体就呈现给自己并进而获得自我知识。与其他的物理认识相似，经验自我意识必须假设先验自识的综合活动特征。尽管先验自识这个术语本身充满了心理学的色彩，但它无论如何不应该被等同为一个经验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应该把先验自识看做是哲学为了对人类知识进行奠基所做的理论性构造。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康德的先验自识概念被替换为“概念”，或更加准确地说“概念之概念”。从这个事实出发，我们可以推论：（1）自我意识可以具有一个独特的哲学含义；（2）它与经验自我知识之间的区分可以并不意味着对于两类不同经验现象的澄清；最后（3）经验研究无法帮助我们澄清作为哲学问题的自我意识。

尽管康德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我思”概念，但始终困难的仍然是对于两类不同的自我意识的概念化和现象化区分进行解释。而且，尤其困难的是准确界定先验自识概念，因为它本身在原则上就对象性意义而言是不确定的，并且无法被确定。另外，同样困难的是解释哲学自我意识如何与经验自我意识相关联。与此相反，康德很不情愿对作为其哲学第一原则的“我思”做进一步的澄清。为了避免类似的澄清，康德把“我”界定为恒常的附缀。一旦这个附缀本身被对象化了，它就已经被假设以使关于自身的对象性知识得以可能。这样，康德并没有否定自我意识作为人类对象知识的终极基础；而是要抵制对于他的第一原则所进行的任何理论性探究。
〔24〕

 尽管他的方法论强化了这个抵制，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既没有陈述也没有证明他自己的策略。当我们把上述的“我思”解释中的循环困难和它的基础性功能联系在一起时，我们甚至可以怀疑康德批判哲学的合法性。

无论如何，作为基础自我意识的“我思”在康德的形而上学论域中已经被鲜明地放置在最为重要的理论体系的位置上。尽管有康德的间接性劝告，但它的功能特征和结构特征将在自称为其哲学精神的继承者——费希特和黑格尔那里得到研究和探讨。费希特和黑格尔都试图建立一种具体的自我意识，从而不仅为人类认识而且为实践生活本身奠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在本书中把黑格尔的思辨唯心论辩护为关于具体主体性的理论。

五

在导言的前面几节中，我们分析了其他几种对于黑格尔无限概念加以研究的进路。与这些研究相对立，我们建立了本项研究的方法论。另外，我们也初步解释了可以被界定为真无限的主体性自由的含义。在导言的最后一节中，我们将简单地概括本书各部分的内容，以便读者可以获得一个在先的整体印象。

本书一共分为五个部分。在第一章中，我们将关注康德第一批判的B版演绎、先验理性的谬误推理和第二批判中对于道德律的演绎。通过这些文本，我们试图在形而上学论域中解释康德的自我意识概念。由此，我们将会发现费希特和黑格尔哲学思考中基础性问题之由来的最为本质的资源。

在第二章中，我们将借助费希特1797/1798年《知识学》的新的导论，来分析他在1794/1795出版的《知识学》。我们试图通过实践性自我意识来解释费希特“绝对我”的概念。尽管黑格尔误读了费希特的“我”的概念，耶拿时期费希特的根本意图与黑格尔是相近的。在我看来，费希特的“我”对于理解黑格尔的基础思考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章中的分析将不仅帮助我们理解黑格尔是如何误解费希特的思考的，而且将帮助我们揭示基础自我意识内部结构中的本质困难。

第三章将集中讨论黑格尔的“自由概念”或说“概念之概念”。我们的解释将借助他在“客体性逻辑学”的“假相”（Schein）部分对于绝对否定性的分析。一方面，我们将指出黑格尔如何通过与康德的批评性对话来发展“我思”的认识论功能。另一方面，我们将指出黑格尔如何通过绝对否定性的复合结构来分析“我思”中的自我意识。这一章将建立一个基础视点，由此我们可以分析黑格尔对于真无限概念的基础性反思。这个真无限概念本质上意味着概念的自由。

在第四章中，我们将论证性地分析在定在（Dasein）概念一章中对于肯定性无限的演绎证明。在这本著作的整个研究进程中，这一章的写作是最为困难的。我们将试图澄清体系性演绎所承载的黑格尔的逻辑思考。由于时间和关注点所限，我们将无法分析黑格尔在无限这一节评注中对于雅各比和谢林的批评。这个批评涉及当时更早些时候的泛神论争论。这只能留待以后专门的契机来讨论了。然而，我们可以明确展示黑格尔如何把定义、怀疑和思辨三个活动整合在同一个逻辑演绎文本中。

在本书最后的结论部分，我们将为前面四部分的研究提供一个初步的结论。这一章将不仅概括本研究所获得的结果，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出本研究的局限所在。也许哲学研究中类似的局限性永远无法被克服。但重要而且必须的是把握这个局限，从而引导我们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黑格尔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他的《逻辑学》中。他的《逻辑学》的丰富性可以通过他对真无限概念的思考而被逐步发掘出来。对于黑格尔而言，无限概念是其思辨唯心论的基础概念。通过对这个概念的深入研究，我们将敞开的是黑格尔对于人类理性基础自由的深刻洞见。

注释


〔1〕
 关于无限概念的历史存在着不同的叙述方式。人们或者可以单纯按照时间线索来检索它的发展（参考：R.Eisler的“无限”词条，收录在他的德文《哲学历史词典》中，见下述网址http://www.textlog.de/5287.html）；或者按照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参考：Salomon Bochner的“无限”词条，收录在《观念史词典：关于有选择的重要观念的研究》中，卷2，编者Ph.P.Wiener，纽约: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3, 页604—617）；或者按照人的有限性与无限的关系（参考：A.W.Moore的“无限”词条，收录在《劳特里奇哲学百科全书》，卷4，编者E.Craig，伦敦:Routledge, 1998, pp.772-777）；或者也可以通过对于无限概念的语义分析（参考：J.P.Osier的“无限”词条，收录在法文《哲学观念词典》中，卷1，编者S.Auroux，巴黎：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p.1289-1291）。在下面的两段文字中，我将综合这几类叙述内容以展示黑格尔的无限概念在该概念史中所具有的历史语境。


〔2〕
 在英语学界，人们刚刚开始意识到人性自由在黑格尔《逻辑学》中的重要意义。参考：R.B.Pippin: “Hegels Begriffslogik als die Logik der Freiheit”（黑格尔的概念逻辑是关于自由的逻辑学），收于Der Begriff als die Wahrheit: Zum Anspruch der Hegelschen “Subjektiven Logik”（《作为真理的概念：关于黑格尔“主体逻辑学”的要求》；A.F.Koch/A.Oberauer/K.Utz主编，Paderborn: Schöningh, 2003），页223—237。


〔3〕
 Rolf-Peter Horstmann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悖论：或者人们力图保持黑格尔的完整体系而无法使得黑格尔有意义，或者仅仅选取他著作中的一个片断而只能获得一个伪黑格尔。这个悖论也许会让我们怀疑黑格尔哲学对于当代思考的意义。参考：R.P.Horstmann: “What is Hegel's Legacy and What Should We Do With It？”，收于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7:2，1999，页275—287。


〔4〕
 近年来，汉语学界不断地尝试对西方形而上学这个思想形态进行界定，为此往往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思想中对于“存在”概念的讨论。尽管获得了一些有趣的思考，但是在这样的讨论中忽略了西方哲学传统中形而上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进程。这里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不可能讨论形而上学作为学科的庞大内容。但是，在沃尔夫哲学统治德国哲学一百多年后的康德时代，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主要被分为：普通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alis）（或本体论）和专门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前者讨论作为其自身的存在概念，后者则讨论具体特定的存在。在专门形而上学中包含理性心理学、理性宇宙论和理性神学三个部分。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我们将看到离开对于形而上学作为学科的理解，康德的哲学工作根本就无法被把握。


〔5〕
 根据Dieter Henrich，德国古典哲学家对于康德的反驳并不是要与他决裂，而是力图让康德的哲学思想更加的连贯。参考：D.Henrich: “Ethics of Autonomy”，收于他的英文论文集The Unity of Reason（R.L.Velkley主编，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页113ff.。


〔6〕
 2001年国际黑格尔协会召开了关于黑格尔思想中有限与无限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以德文出版了一卷内容丰富的文集，其中几乎囊括了黑格尔关于无限概念的所有重要方面。参考：Das Endliche und das Unendliche in Hegels Denken（《黑格尔思想中的有限与无限》），（F.Menegoni & L.Illetterati编辑, Stuttgart: Klett-Cotta, 2004）。这里我要感谢Lu de Vos教授给予我在研究文献方面的帮助。


〔7〕
 参考：A.Peperzak: “Unendlichkeit ZWischen Hegel und Lévinas”，收于Das Endliche und das Unendliche in Hegels Denken, op.cit.，页186—208。


〔8〕
 就我所接触到的文献而言，Lardic的法文著作是唯一一部专门论述黑格尔无限概念的专著。参考：J.M.Lardic: L'infini et sa logique（《无限及其逻辑》），（Paris: L'Harmattan, 1995）。


〔9〕
 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有一些重要的研究工作拆毁了黑格尔式的对于德国唯心论的论断。参考：W.Schulz: Die Vollendung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in der Spätphilosophie Schellings（《在谢林后期哲学中德国唯心论的完成》）;（Pfullingen: Neske, 1975），以及L.Siep: Hegels Fichtekritik und die Wissenschaftslehre von 1804（《黑格尔的费希特批评与1804年知识学》），（Freiburg/Mucich: Karl Alber, 1970）。在我看来正确的是，黑格尔、费希特和谢林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提供了德国唯心论的完成方式。在本书中，我们无法具体探讨这些不同方式之间的差异和关系。然而，本书第二章将展示费希特的独特性。费希特用以指称其学说的专门术语Wissenschaftslehre很难被汉语完全翻译。目前梁志学先生的通行翻译为“知识学”。这个翻译可以很好地表达其作为理论体系的含义。但是“学”这个概念在现代汉语中过强的学说含义无法表达德文原文中“lehre”所具有的教育含义。笔者自己也没有更好的翻译。为了不引起读者的混乱，沿用汉语通行译法。期待有读者可以给出更好的汉语表述。是为注。


〔10〕
 关于黑格尔无限概念在其早期思想中发展的论述，参考：M.Baum: “Zur Vorgeschichte des Hegelschen Unendlichkeitsbegriffs”，载于Hegel-Studien（11）, 1976, 页89—124。


〔11〕
 汉语传统中，黑格尔的书名“Enzyclopädie”通常被译为“百科全书”，这样我们无法把黑格尔的思考与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思想家们区分开来。就像费希特的书名中所包含的“lehre”一样，黑格尔书名中所包含的“pädie”同样包含着教育的含义。因此，笔者在本书中把黑格尔的书名统一改译为《教育全书》。具体的理性理由见后。


〔12〕
 关于黑格尔《教育全书》的最好的解释，参考：H.F.Fulda: G.W.F.Hegel（《黑格尔》），（München: Verlag C.H.Beck, 2003），页126ff.。根据Fulda的看法，黑格尔的《教育全书》不是他的哲学体系，而是一个教育或教学资源。


〔13〕
 在“客体性逻辑学”部分中哲学的行动性可以被理解为对于绝对的定义，在“主体性逻辑学”部分中这个行动性则在于“概念的展示”。这个改变并不意味着黑格尔《逻辑学》前后两个部分之间的断裂。而是定义性的活动被整合进展示的活动中。关于这个变化的解释，参考：H.F.Fulda: “Philosophisches Denken in einer spekulativen Metaphysik”（思辨形而上学中哲学的思考），收于Hegels Transformation der Metaphysik（《黑格尔对于形而上学的转型》），（D.Pätzold & A.Vanderjagt编, Köln: Dinter, 1991），页72ff.。


〔14〕
 Lardic在他结论部分的第13个脚注中引用了黑格尔的文本“Eine Art von Ergänzung zu dieser... nu reine eignetümliche Gestalt von den Grundbestimmmungen der Logik”。但是他在正文中所写的法文翻译中仅仅保留了后半部分，而省略了前半部分关于补充性质的说明。在我看来，这个翻译上的细微调整正是基于他自己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彻底神学化解释。


〔15〕
 康德的形而上学包含着一个异常复杂的哲学体系，对于它的思考只能留待专门的研究。简单而言，康德把形而上学理解为与哲学同范围领域。换言之，对于康德，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在康德看来，本真的形而上学或以“好像”（as-if）为形式，或以道德洞见为基础的超验的专门形而上学。在形而上学历史上，首先在康德那里出现了道德—宇宙论、道德—神论和道德—宇宙神论。尽管他拓展了形而上学并使之准确化，但康德仍坚持在他之前的传统专门形而上学的体系性结构。同时，他还建立了内在（经验）的形而上学，这触及现象世界中关于自然和我们基础自我知识的奠基性知识。除了内在的和超验的形而上学，康德也用第一批判中的先验哲学替代了传统中的普通形而上学（或说本体论）。我对于康德形而上学的了解受益于我在鲁汶大学的副导师M.Moors的康德课程，谨此致谢。


〔16〕
 当然，这里所做的简要的历史叙述并不企图穷尽康德在德国唯心论中的全部影响。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康德对于黑格尔基础思考构型的影响。以此，我们想拒绝黑格尔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自大，并公正地对待每一位思想家的独特性。与此同时，这并不是意味着要切断这三位哲学家之间的创造性对话。如果没有一个中心论题，他们的对话很难形成。这是建立他们之间星群关系的最低条件。除了对于哲学基础的共同质疑，人们也许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非对称性和误解。然而，这些误解也同样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指向了关于自由的基础质疑中所内涵的诸多本质困难。


〔17〕
 关于这个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界定，参考：H.F.Fulda: “Die Ontologie und ihr Schicksal in der Philosophie Hegels. Kantkritik in Fortsetzung Kantischer Gedanken”（黑格尔哲学中的本体论及其命运：黑格尔在继续康德思想中对康德的批评），收于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4）, 1999, 页465—484。


〔18〕
 参考：R.P.Horstmann: “Gibt es ein philosophisches Problem des Selbstbewusstseins？”（存在一个自我意识的哲学问题吗？），收于Theorie der Subjektivität（《主体性理论》），（K.Cramer, H.F.Fulda, R.F.Horstmann, U.Pothast主编, Frankfurt a.M.:1987）。


〔19〕
 参考：K.Düsing: “Hegels Begriff der Subjektivität in der Logik und in der Philosophie des Subjektiven Geistes”（黑格尔逻辑学和主体精神哲学中的主体性概念），于Hegel-Studien Beiheft（19）, 1979, 页201—214。


〔20〕
 参考：D.Henrich: “Fichtes ursprüngliche Einsicht”（费希特的本原洞见），收于Subjektivität und Metaphysik: Festschrift für Wolfgang Cramer（《主体性与形而上学》），（Wolfgang Cramer编, Frankfurt a.Main: Klostermann, 1966），页191—193。


〔21〕
 关于后康德哲学体系问题的讨论，参考：U.Claesges: Geschichte des Selbstbewusstseins（《自我意识的历史》），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4，以及J.Stolzenberg: “Geschichte des Selbstbewusstseins. Reinhold-Fichte-Schelling”（自我意识的历史），收于Internationales Jahrbuch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1）, 2003，页93—113。


〔22〕
 参考：D.Henrich: “The Origins of the Theory of the Subject”，收于Philosophical Interventions in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Enlightenment, （A.Honneth, T.Mecathy, C.Affe, A.Wellmar主编, Cambridge: MIT Press, 1992），页53。


〔23〕
 在汉语的康德学术中，transcendental apperception始终被翻译为“先验统觉”。这个翻译清楚地强调了康德的apperception在认识论中所发挥的奠基性功能。然而，它彻底忽略了由康德所定义的apperception本身所具有的和我思之间的关联（CpR: B132）。另外，这个翻译本身造成了第一批判先验演绎部分§16标题（Von der ursprünglich-synthetischen Einheit der Apperzeption）的翻译的困难。因为在apperception汉语翻译中包含的“统”和它所限定的内容中包含的Einheit是同义反复。最后，apperception这个哲学术语最初是由莱布尼茨从法文引入德国哲学。它首先是指意识和意识具体内容之间的反思关系。而康德的apperception首先是在意识对于主体存在自身进行把握的含义上使用的（I think that p）。汉语的“统觉”翻译同样无法传达康德的apperception与其前人之间的变化。鉴于§16对于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意义，我们将在本书中一律把apperception改译为“自识”。希望读者能够理解这个改译可能带来的术语混乱。


〔24〕
 根据D.Henrich的分析，康德相信他的“回避理论”是唯一的忠实于“我思”的方式。这个策略与康德整个批判哲学的方法论相吻合。对于康德而言，哲学工作只能基于一个在现实认识中恒常作用的“反思”。通过这个前理论化反思所揭示出来的内容为标记哲学的二阶反思活动设定了阈限。参考：D.Henrich: “The Origins of the Theory of the Subject”, op.cit.，页48。


第一章　康德的基础自我意识：纯粹自识与道德自我

尽管黑格尔从来没有停止对于康德——这位他自己哲学事业先驱的批评，但他始终把康德视为整个德国唯心论的起点。
〔1〕

 在他1832年的《逻辑学》中，黑格尔指出人们不应该停留在康德哲学的结论中。具体而言，人们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理性不可能认识真的内容，同时把绝对真理委托给信仰。为此，我们必须检查可以导致这种结论的康德式论证。否则，人们会怀疑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是否可以把自己的哲学基础捍卫为康德精神式的。在作出任何不谨慎的回答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审察康德的批判哲学，特别是那些会导致黑格尔所述的不愉快结论的论证。

康德声称他的哲学拱顶的基石是自由。然而，康德的自由理论并不是在其研究开始的时候，而是在其一生工作的终点处才获得的。对于康德而言，正是自由才构成了人类理性知识和道德生活的基础。康德处理基础自由问题最明显的文本是他在前两个批判中所进行的演绎证明。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主要关注第一批判中对于知性范畴所作的B版演绎，以及第二批判中对于道德律所作的演绎。我们并不企图对这两个演绎给出详细的评注。对我们这里的目的而言，我们要思考的是在康德自由概念中发生作用的纯粹自我意识的功能和结构。

与其他哲学家不同，康德思考人类的自由以便发现理性的结构。对于他而言，这个结构就是理论和实践生活的功能性导引。另外，无论在理论认识还是在实践行为中，自由总是关涉到自我关系这个要素。对于原初自我关系这个终极奠基性问题，康德始终保持着他在理论上的保留态度。由此，他的“卢梭式转向”和方法论允许他使用这个原初自我关系为人类理性生活作辩护。
〔2〕

 因此，在康德那里寻求对于笛卡尔的“我思”要素的实质性描述是徒劳的。然而，离开这个原初的自我确定关系就会使我们彻底远离康德。在康德那里，理性不仅仅是立法者，而且是判断和行动的规范的作者。

为了揭示康德哲学中自由的意义，我们将在下面的论述中采纳三个步骤。第一，我们将思考第一批判中B版演绎部分中所涉及的“我思”概念。我们将证明通过判断活动，这个原初自我关系在（理论）理性经验中奠基并引导人类的理性。第二，我们将分析在第一批判谬误推理部分中，康德对于基础自我关系的清楚的理论拒绝。在他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康德摧毁了理性心理学企图认识不朽灵魂的野心。最后，我们将分析第二批判中康德的“理性（行动）事实”的概念，以及它与基础自我意识的关系。在这里，康德对于纯粹自我意识作进一步探讨的不情愿达到了顶峰。

第一节　B版先验演绎中的“我思”概念

对于知性范畴的先验演绎构成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核心。这个演绎包含了两个主要的论证点：一个是证明了经验中系统性知识的可能性，另一个则是证明超出经验界限的知识的不可能性。对于康德本人来说，这个演绎是极端原创的、全新的和困难的。在1781年第一版《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之前，先验演绎部分是整本书中最耗费康德精力的部分；在相隔6年的第二版《纯粹理性批判》中，它成为全书中被康德彻底重写的两部分之一。一些评论者甚至声称：谁要是理解了这个部分就拥有了理解和评价康德整个第一批判的钥匙。同样是第一批判中这个富于思想的演绎部分在后康德时代启发着他的后继者，特别是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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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先验演绎关涉到人类知性的离散概念所具有的对象有效性。在前后两个版本中，只有B版演绎与我们当前的论题相关。毕竟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讨论的正是这一版的演绎。尽管B版演绎的理论重要性，人们甚至常常困惑于它自己的论证结构。通过亨里希（Henrich）的先驱性工作，这样的状况已经得到了稍许改变。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康德的B版演绎包含着两个论证步骤，而不是两个独立的论证。然而康德通过先验演绎所要建立的准确命题仍然是有争议的。而且，关于这两步论证具体内容的重构也始终是分歧重重。看起来，康德的B版演绎文本本身仍然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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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当然会进行一些文本解释。但是我们既不企图对文本进行详尽的评注，也不企图解决围绕文本所涉及的全部争论。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更加有趣的是关注B版演绎中“我思”概念的含义。像康德在B版演绎§16中所论证的，





但是这个表象（我思）是一个自发性行动，即，它不可能被视为属于感受性的。我称它为纯粹自识，以便把它和经验自识相区分；抑或称为原初自识，因为它产生我思这个表象，该表象必须能够伴随所有其他表象，而且在所有意识中保持同一，所以那个自识无法被任何其他表象所伴随。我也称它的统一性为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性，以便指向从中获得先天认识的可能性。（CpR: B132）





这样，康德的“我思”就必须被理解为自发性的、纯粹的、原初的和先验的。这四个限定中，前三个界定关涉到自我意识本身的特征，最后的先验性规定则与它在人类知识中的作用相关。毫无疑问，对于后继者而言，康德在这里首次引入的自我意识成了最丰饶的思想基础之一。离开对于康德自我意识的讨论，德国古典哲学的意义很难被真正澄清。

为此，我们将首先考察对于康德B版演绎的两个相互冲突的解读——亨里希与盖耶（Gu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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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意识的文本选择将帮助我们进入康德第一批判中的基础性思考。简而言之，我们将论证康德的“我思”不是从第一人称视角获得的经验性自我归属，而是在理性判断活动中发挥作用的自我意识。我们将通过下述三个步骤来论证康德的这个原初思考。首先，我们将通过亨里希与盖耶关于B版演绎结构的对话来分析“我思”的纯粹性。第二，我们将指出判断活动在建立范畴对象有效性中的意义。第三，我们将试图解释作为B版演绎基础的“我思”概念的完整含义。

1．B版先验演绎的基本结构

康德把关于知性范畴对象有效性的B版演绎奠基于先验自识中。而且，他认为先验自识是整个先验逻辑和先验哲学的“最高点”（CpR: B134）。然而，学界对于B版演绎中先验自识的意义和作用始终存在着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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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理解康德的先验演绎，我们首先应该澄清这个演绎的基本结构。

很长时间以来，康德的B版演绎被认为包含着两个彼此独立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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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亨里希于1969年出版了关于演绎结构的著名论文以来，学者们大致同意康德B版演绎的结构可以被界定为“一个证明中的两个步骤”。然而，始终存在争议的是如何重构这样的两个步骤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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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并不企图综述并分析各种对于康德B版演绎的可能重构。为了达到对康德“我思”概念加以解释的目的，我们将关注亨里希和盖耶对于B版演绎所给出的两个彼此冲突的解释。对于亨里希而言，康德在B版演绎中成功地证明了知性范畴的对象有效性。相反，对于盖耶而言，康德的演绎是一个彻底的失败。为这两个解释的任何一方作辩护或许都是无意义的。在我看来，更加重要的是检审他们各自论证带来的分歧点所在，从而为康德的先验自识概念提供阐释的可能。

在1969年的文章中，亨里希建立了他的主要命题：康德的B版演绎包含的是一个证明中的两个步骤，而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证明。具体而言，康德的第一步证明从§15延伸到§21。在这一步证明中，康德仅只建立了一个关于知性范畴对象有效性的范围限制性结论。康德第二步证明则从§22开始并发展至§26。在这一步证明中，根据亨里希的分析，康德取消了在第一步证明中对于知性范畴对象有效性的范围限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康德所建立的最终结论是在整个人类经验范围中知性范畴的对象有效性。

根据亨里希的论证重构，在B版演绎的§20康德结束了第一步证明（因为§21仅是一个评注部分）。根据亨里希的分析，康德在这里得出结论说：如果（so fern）所有杂多在一个（Einer）经验直观中被给予，它们就根据判断的各种逻辑功能之一而被确定（CpR: B143）。在亨里希看来，这里所强调的“一个”不仅仅是一个不定冠词，而且意味着对于直观杂多统一体的强调。“如果”这个限定关联词则揭示了第一步证明中对于知性范畴对象有效性施用范围的限制。因此，第一步论证证明的仅是，知性范畴在已经获得了统一性的直观范围内具有对象有效性。在亨里希看来，这个证明结论显然没有说明，在什么样的范围内这样的统一性直观可以被找到。在§21的评注中，康德指出他在第一步证明中所作的范围限制将在§26中最终被克服。在亨里希看来，康德于§26中引入了空间和时间的直观形式，由此证明知性范畴在所有我们的感觉对象中都具有对象有效性（CpR: B161）。

人们或许会错误地认为亨里希的论证解释仅仅依赖于对康德文本的语法性阐释。在1981年德国马堡康德会议上围绕亨里希的讨论中，这个混淆得以澄清。亨里希认为，他的解释的文本参照点是依赖康德在§21评注中对于证明基础的论述。他引述了康德在这一节中所做的唯一一个脚注：





证明的唯一基础依赖于被表象的直观的统一性，通过这个直观统一性对象被给予，这个直观统一性总是包含着对给予直观的杂多的综合，而且已经包含着这个综合与自识统一性的关联。（CpR: B145）





在亨里希看来，最后一个分句中的副词“已经”指出了B版演绎前后两个步骤之间的差别。因此，康德的术语“证明的唯一基础”的含义在于：只要我们找到统一性，这个统一性就通过知性范畴得以可能并由此被确定。根据先验感性论，我们在空间和时间的表象中获得直观。在§26中，康德证明这些直观包含着统一性，因而囊括了所有可以呈现给我们感觉的事物。以这样的方式，康德在B版演绎中证明了所有被给予的杂多都可以被从属于知性范畴。在解释这个从属的含义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盖耶对于亨里希对B版演绎解释命题的反驳。

盖耶同意亨里希对于B版演绎形式结构的命题：一个证明中的两个步骤。然而，他不同意亨里希对这两个步骤的具体重构。他不认为B版演绎的证明会导向对于第一步论证中范围限制的取消。在他看来，通过在第二步中引入空间和时间这两个人类认知的直观形式，使得在第一步证明中所获得的宽泛的和抽象的结论被具体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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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耶的论证是基于康德在§16建立的一个前提：所有我们的直观事实上可以被综合在范畴之下。在§16的开篇处，康德指出：“我思”必须可能伴随所有我的表象（CpR: B131-132）。从这个角度来看，康德在§26中对于空间和时间形式的引入只能是对于第一部分抽象结论的具体化。基于这样的解读，盖耶认为在§16的假设和§20中的限制性结论之间存在着分歧，而且他把这个分歧看做是康德建立完整证明努力失败的征兆。盖耶认为，康德在这里等于默认他的自识概念无法彻底证明知性范畴的对象有效性。

就笔者阅读所见，亨里希并没有对盖耶的批评做出任何直接回应。然而，亨里希对于B版演绎的重构事实上间接反驳了盖耶对该演绎所做的过于简化的解读。在亨里希看来，康德在§16中并没有证明知性范畴的对象有效性。换言之，我们不应该仅仅通过对于“属我性”的语义分析来证明这些范畴的对象有效性。在§16中，康德的确指出：“我思”必须可能伴随所有我的表象。否则，在康德看来，离开这个“我思”的伴随，表象或者将会是不存在的，或者将会是对我没有意义的。因此，自识的统一性就是对于“属我性”含义原本概念的把握。而属我性的建立是通过在数目同一的意识主体中把杂多表象连接起来。这样，康德似乎有理由把属我的含义推进到所有在同一主体中被统一的表象中。在这样的解读中，表象之间的差别看上去仅只是属我的潜在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差别。在亨里希看来，康德这里所做的拓展是有问题的。他指出在属我性概念中包含着一个语义的转移，即从“与我相关”到“归属与我”的转移。由于感觉官能和知性官能之间的差异，感觉材料或许仅只是在我这里，而并不属于我。人们可以思考从遥远处看一幢房子的例子。只有当房子的特征被纳入我们的意识中时，它们才变得属于我这个意识主体。亨里希认为，只有在第二步论证中康德才解释了我们的直观如何被纳入意识中。在亨里希看来，这个所谓的“纳入”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使成为意识的”的活动。幸运的是，康德没有把他的有歧义的扩展用作对知性范畴对象有效性的证明。这样看来，康德的B版演绎的两部论证可以被合法地理解为对于第一步中范围限制的取消。

盖耶很清楚亨里希对于属我性概念中语义转移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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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他对§16中康德命题的阅读基于误解亨里希对属我概念所做的语义区分——“与我相关”和“归属与我”。盖耶把亨里希的这个区分等同为他自己的命题：康德混淆了意识和自我意识。在我看来，盖耶在此的误解彻底错过了亨里希区分的核心点，因为亨里希的区分正是要使得某些与我相关的内容具有意识性，而不是在先地假定它们已经具有意识性这个属性。他对于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区分，恰恰只是在重复亨里希区分所要批评的属我的潜在性和现实性的区分。相反，亨里希要求一个比这个区分以及盖耶的（意识和自我意识）区分更加极端的关于属我性概念含义的区分。对于亨里希而言，感觉官能的独特性揭示了它对于我们知性官能的限制。

在这个混淆等同的前提下，盖耶批评亨里希没有清楚地解释他所认为的被康德混淆的两个属我性概念。盖耶把亨里希的区分替换为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的差别。盖耶认为，我们有可能通过我们自己对于睡眠中快速动眼活动（REMs）的观察来断定另外一个个体在做梦；即便该个体自己对于他自己的梦没有记忆，并因此无法把这个梦的意识内容归给他自己。这样，亨里希的“与我相关”和“归属与我”的区分就被改换为“属他的”和“属我的”之间的区分。在盖耶看来，这两种归属方式可以具有相同的归属内容，但不具有相同的归属范围。由此，盖耶指出，康德在§16中所做的有问题的拓展是出于对第一人称归属和第三人称归属的混淆。

这里，我们要质疑的是盖耶是否恰当地解释了康德的自识概念。在§16中，康德清楚地指出先验自识必须是纯粹的（reine），以此来和经验性自识相区分。对于康德而言，经验性自识必须假设内感觉所给予的内容，因而包含着杂多的材料。相反，先验自识是纯粹的，因而是不包含这些杂多的感觉内容的。盖耶正确区分了意识和经验性自我意识，但这个区分的代价是他混淆了纯粹自识和经验性自识。

通过第一人称视角来理解康德的纯粹自识的确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视角不仅破坏了康德关于“我思”的原初思考，而且使得整个B版演绎不再可能。盖耶对于康德知性范畴先验演绎的评价正是基于他对康德“我思”的含混解释。根据盖耶的分析，先验演绎的目标是要证明知性范畴的对象有效性。他认为康德首先通过关于自识的分析性命题建立了自我归属和范畴之间的交互关系。按照这个解读，关于自我同一性的先天确定性只能被理解为这样一个“概念性真理”：根据建构一套表象的法则，任何归给自身的表象必须被归给自身具有的所有其他的表象所从属的同一套表象。由此，盖耶指出，康德超越自识的分析性命题进入综合性命题是为了建立范畴的对象有效性。据称这来自康德对于自识自身先天表象以及先天自我归属的信念。在盖耶看来，先天的自我意识恰好意味着把某个或某些心灵状态先天地归属给数目同一的自我。他认为，康德只有以这样的方法才能从范畴的“对象实在性”移至范畴的“对象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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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耶的重构力图把康德的综合理论从他的先验演绎中驱逐出去。对他而言，康德的综合理论只能导致“先验心理学”。这将使康德的思考退化为近代主体主义。在盖耶看来，人的心灵通过先验自识施予自然明晰性的命题使康德偏离了他的中心论题——范畴的对象有效性。通过取消这个命题，康德的原创性被强化为既反对理性基础主义又反对经验基础主义。现在值得我们一问的是：康德的综合理论是否必然导向这样主体主义的解读？难道盖耶的担忧不是基于对康德范畴综合的简化解释吗？最后，有没有其他的途径来解释纯粹自识？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考虑康德关于判断的思考，毕竟判断活动是人类知性的本然活动。理解了康德的判断活动，我们可以更好地解释康德纯粹知性概念本身。

2．判断活动与先验自识

亨里希和盖耶两位学者都同意康德的B版演绎所包含的是具有两个论证步骤的一个证明，而不是两个独立的证明。然而，他们相互不认同的是构成这两个步骤的具体内容。亨里希把B版演绎论证的进程视为对第一步论证中所包含的范围限制的取消，盖耶则认为B版演绎论证的发展是要具体化第一步论证中所建立的抽象结论。另外，他们二者都认为康德B版演绎的证明使用了范畴对象有效性和先验自识之间的紧密关联。然而，盖耶否认康德先验自识概念可以作为知性范畴演绎的基础。在他看来，康德的先验自识就是指范畴的先天自我归属。根据这样的定义，康德的先验自识必然导致把人类思想结构强加在自然之上的结论。在盖耶看来，康德的先验自识概念正是近代主体主义的污点，它遮蔽了康德哲学真正革命性的内容。

亨里希或许会同意盖耶把康德哲学和所谓的近代主体主义相分离。然而，他会怀疑这个分离是否需要以牺牲康德关于先验自识概念的原创性思考作为代价。与盖耶区分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不同，亨里希把先验自识首先与“使成为意识”这样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先验自识要涉及这样的一种活动，它把仅仅与我相关的表象内容纳入到我自身。的确，亨里希在他1969年的论文中并没有对这个纳入活动进行细致的讨论；毕竟这篇论文的主题是B版演绎的论证结构的形式。在1976年写就了另一篇同样著名的康德论文，他论证性地分析了康德先验演绎的本质策略。在这篇论文中，上述关于纳入活动解释的缺失得到了部分地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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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首先分析亨里希的工作，以及盖耶对于它的批评。通过他们之间的分歧，我们将进一步思考康德的判断概念及其在B版演绎中所扮演的角色。

亨里希对康德先验演绎的重构开始于对于对象概念的预备性分析。在他看来，对象必须与单纯的感觉和具有恒常性的单纯心灵内容相区分。这样很容易推导出如下结论：必须假设一个理智性的活动以便满足内在于对象概念之中的要求。对于康德而言，正是知性的综合活动先于对于对象中所有规则性的组合和系列的识别。更重要的是，对象只有通过综合活动才可以从杂多的内容中形成。知性的范畴就是这样的基本规则，通过它们的规范我们可以把被给予的表象综合为对象。至此，亨里希仅仅分析了对象概念所蕴涵的可能结论。在这个预制性的反思中，我们还无法理解范畴的内容如何可以是先天的。另外，我们也还没有解释这些范畴如何可以与对象之间具有必然的关联。

在亨里希的第二步分析中，他通过探究康德判断概念的三个特征来重构康德的对象性理论。根据他的解释，康德把判断理解为这样的活动，通过它被给予的表象可以成为对于对象的知识。亨里希强调康德根本没有从自我意识出发来推导并获得判断的结构。毫无疑问，这个评论排除了盖耶把先验自识解读为先验心理主义的可能。对于盖耶而言，康德的先验自识会导致我们把我们的概念形式强加于自然之上。既然他对亨里希的工作十分熟悉，我们不禁要怀疑他如何可能在亨里希1976年的论文发表之后仍然坚持批评康德在B版演绎中具有先验心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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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并不企图具体细致地检审亨里希的论证。我们只是关注他对于康德B版演绎本质策略的界定。

根据亨里希的研究，既不是判断的为真的可能性要求，也不是判断中概念连接的要求可以导致康德对象性理论得以成功，而是在判断主词中的“统一中的杂多”结构才能界定判断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在判断主词中发生作用的综合不同于在判断命题层面概念间的综合。通过对于判断形式的分析性研究，亨里希得出结论：康德称之为经验的人类知识必然导向现象概念，在这些现象中很多属性被归给一个单一的对象。正是判断形式的这个方面为B版演绎§17中康德的对象概念奠定了基础。在§17中，康德指出：对象就是这样一个事物，“在它的概念中直观被给予的杂多被统一起来”（CpR: B137）。

根据亨里希，既不是直观杂多的单纯出现也不是它们之间的任意连接可以使得一个复杂的特称物处于判断主词的位置。因此，我们所有的认知对象必须是被构造的，既然人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朝向复杂式的对象。这个对于对象构造的讨论部分地解释了亨里希早先提到的“使成为意识”的活动。当人们进行判断并获得认识的时候，他们必须如此的指向显现——这些显现物可以通过不同的谓词的统一体来被界定。而且，对象不只是被思考为显现，而是服从更加复杂的一套法则。毕竟，自然中的对象是符合普遍法则的。而且，在自然界中一个具体事物绝对可能和另一个具体事物相互关联。这样，亨里希就证明了知性范畴对于康德对象性理论的必然性。然而，仅通过对于判断形式的分析，它们的先天性和对象有效性这两个本质问题还无法得到解决。

对于亨里希而言，这两个困难问题的解决正是要依赖先验自识。在康德看来，正是通过自我意识的本原综合统一体，人类认识的先天可能性与属我性的相互关联可以被主题化。亨里希一次次地强调这个相互关联并不是要从纯粹自识的结构中来推导出范畴。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拒绝把康德的先验演绎肤浅地理解为“构造性的唯心论”。通过对于竞争性论证漫长而复杂的分析，亨里希否认纯粹自识的“简单性”和“严格的同一性”可以为康德对于知性范畴的先验演绎奠定基础。相反，正是纯粹知性的“弱化的数目同一性”可以为这个演绎奠定基础。具体而言，这个弱化的数目同一性必须假设在不同心灵状态之间跨越的可能性；而且这个跨越受某些法则的规范。在亨里希看来，作为判断对象的法则，这些范畴是“我思”的弱化数目同一性的必然推论。由于这个由法则规范的跨越性活动是来自人类知性自身，而不是由任何外在的原因引起，因而该活动是本原性的。而这个跨越活动的本原性使得知性的范畴必然是先天的。

尽管如此，盖耶对于亨里希的批评最终是基于他对于所谓的“构造理论”的批评；而这个理论同样是亨里希力图摒除的。尽管亨里希使得对象性判断和先验自识之间的关系变得松散，盖耶并不认为他由此可以成功地摒除构造理论。如果盖耶的批评成立的话，我们将很快会和盖耶一起得出这样的结论：康德先验演绎彻底地失败了。也许在进行这样的否定性评估之前，我们应该仔细地分析盖耶所谓的构造的概念，以及为什么亨里希无法从康德的先验演绎中摒除这个主体主义的失误。

根据盖耶，构造理论的核心在于：“我们可以先天地确定，只要我们意识到任何表象的话，我们就意识到我们持续的同一性；这个确定的成立仅当我们总是运作或强迫我们的表象吻合我们对于同一性意识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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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个定义，任何把演绎奠基在“我思”之上的努力从一开始就被排除了，因为康德的先验演绎无论如何都要求知性范畴和纯粹自识之间的某种关联。在笔者看来，直接反驳盖耶对于构造的定义是困难的。或许更有帮助的是询问盖耶出于什么忧虑而对构造概念进行狭窄定义并由此拒绝构造理论。事实上，我们已经提到，盖耶担心的是在近代哲学氛围下的某种主体主义。根据这样的主体主义，我们将人类的认识形式施加于自然之上。但是，如果亨里希的阅读可以提供一种异于近代主体主义的关于康德唯心论的含义呢？难道亨里希不是用知性范畴与纯粹自识之间的交互关系替代了它们之间的推导关系吗？最后，我们可以忽略亨里希的警告——判断形式和知性官能必须被视为同“我思”一样的基础性事实吗？

然而，盖耶是有理由通过他的极端性批评指向知性范畴与纯粹自识之间关系的。因为亨里希主要处理的是康德先验演绎的基础论证，他无法在1976年的论文中充分地建立他所说的知性范畴与纯粹自识之间的交互关系。然而，在笔者看来，他的确提示了一种理解这种交互关系的可能性。一方面，亨里希指出纯粹自识涉及的是把不同表象秩序化在统一的表象之下的“功能的同一性”。另一方面，根据亨里希的分析，范畴表必须通过独立的资源来获得，即“对于判断及其形式的分析”。在笔者看来，这两个方面要求我们对于人类知性的判断能力作进一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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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部分，康德指出作为知性逻辑使用的判断是通向知性范畴表的“线索”（Leitfaden）。在“形而上学演绎”的§9和§10中，判断表和范畴表之间的平行关系似乎是被神秘地断定了。康德在那里这样引入知性的范畴概念：“在判断中给予不同表象以统一的同一个功能，也给予仅在直观中不同表象的综合以统一性，宽泛而言，这个（给予直观的统一性）被称为知性的纯粹概念。”（CpR: B104-105）根据隆格奈丝（Longuenesse）的研究，这个判断图表和知性范畴图表之间的平行关系直到先验演绎的部分才能被解释和证明。然而，在当下的形而上学演绎阶段，范畴图表可以在线索的意义上从判断图表中得出。在康德看来，对于范畴的澄清必须依赖对于判断的理解。换言之，“线索”这个在此部分标题中被使用的术语意味着康德的判断理论和意识理论（即知性纯粹概念）之间的紧密关系。

康德的判断理论首先是属于他的逻辑学本身的论题。根据隆格奈丝的研究，康德的逻辑概念更接近波尔-罗亚尔（Port-Royal）逻辑，而不是我们今天的现代逻辑。波尔-罗亚尔逻辑学家把逻辑视为对于我们心灵活动的四个主要功能的反思——认识、判断、推理和排序；而康德则把逻辑视为知性和理性在形式方面的自我认识。他们都认为判断的定义依赖于“什么是思想”的先天观念。尽管他们之间有这些相似性，但康德对于判断的定义假设的是杂多的表象，而不是多种已经确定的观念。这样，康德使得自己与逻辑学家们相区别。对于他而言，思想就是使杂多的表象成为同一的自识的对象统一体。因此，在康德看来，判断永远不能彻底地与感知表象相分离。

对于康德而言，重要的是区分人的感性官能与知性官能：前者只能是直观的，而后者则只能是演绎的。作为演绎性官能，人的知性仅仅通过概念形成判断。在康德看来，概念的功能就在于统一性行动；它把不同的表象排列在共同的表象之下。人的知性官能永远不可能像在感性那里一样，直接地与对象发生关联；相反，它总是与该对象的其他表象相关联。这个与知性关联的表象或者是一个直观内容，或者本身已经是一个概念。康德指出：“在每一个判断中都有一个统握许多表象的概念，而且在这众多表象中包含着一个被给予的表象，它直接地与对象相关联。”（CpR: A68/B93）因此，判断就是关于我们表象的统一性行动。它会导致一个更高的表象，从而把关于对象的直接表象以及其他表象统一在这个更高的表象之下。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判断可以被用来认识对象。因为人的知性力图形成判断的演绎统一体，因此它被视为“判断（活动）官能”。知性的具体功能通过判断统一体的形式被展示；这个展示并不涉及这些判断的具体内容。

然而，离开对于对象的指称，根本就无法建立判断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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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前面的引文中，我们已经看到判断的统一性功能首先被界定为“概念从属”。通过这样的从属关系，对象被置于主词—概念之下，进而它们一起被置于谓词—概念之下。由此，概念从属构成了在康德意义上的规则——“在一个普遍条件之下的断言”。为了理解对于我们所论的对象性认识的奠基，我们必须首先解释判断是如何与对象相关联的。

在以“A是B”为形式的判断中，人们会说对于任何一个事物x，概念A属于这个事物，同样概念B也属于该事物。康德把这个结构不仅归给分析判断，也归给综合判断：“分析命题的例子是，对于任何一个事物x，物体概念（a+b）属于这个事物，广延概念（b）同样也属于该事物。综合命题的例子是，对于任何一个事物x，物体概念（a+b）属于这个事物，引力概念（c）同样也属于该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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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在康德看来，事物x同样出现在分析判断之中。在我们的引文中，无论是在分析判断还是综合判断中，判断的两个概念都被归给事物x。因此，判断的连接只有在指称它所涉及的事物x的条件下才得以可能。这里，我们所关涉的仅仅是判断的形式。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之间的区别将无法被讨论。根据隆格奈丝的研究，这两种判断之间的区分在于判断的外延而不是判断的内涵。

在与一个单独事物的关系中，概念获得它的意义。反过来，概念看起来像是关于对象的“认识基础”。隆格奈丝这样来引述康德：“每一个概念，作为部分性概念，被包含在对于事物的表象中；作为认识的基础，即作为标记，这些事物被包含于其下。从前一个角度看，每个概念都有内容，而从后一个角度看，每个概念都有广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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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在判断所连接的概念下被思考的对象，广延可以被表象为复数形式“x, y, z”。因此，在以“A是B”为形式的判断中，概念A中被思考的内容与表象“x, y, z”一起被置于概念B之下。在这个意义上，判断是概念之间的从属。通过这样的从属关系，对象“x, y, z”被置于主词—概念之下，进而一起被置于谓词—概念之下。

概念从属是一种潜在的推理演绎；在其中，我们把一个概念置于更加普遍的概念之下。通过这样的演绎推理，我们也把属于更加普遍概念的标记归给包含于该概念之下的所有对象。这样，人们或许会说每一个判断在自身当中都包含着一个潜在的三段论。这个潜在的大命题（最普遍的概念）把属概念归给种概念，并由此把属概念归给在种概念范围中的所有个体。然而，这个演绎推理必然是潜在的，因为被指称的事物x同时既在场又不在场：在场是因为通过端项x来赋予概念从属以意义，而不在场则是因为这个端项x本身并不是一个明确的表象。作为一个单称对象，事物x必须通过端项x形式性地在判断中的潜在演绎里发生作用。这个端项x仍然需要被确定。规则意味着对于产生感性直观的进程的意识；相反概念从属则可以被称为规则的条件。概念的普遍性使得概念成为规则所要求的条件，因为它标记着归属于其下的所有对象。

除了概念从属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在智性层面上的逻辑从属——一个断言与其普遍条件的关系。逻辑从属意味着在判断中不同概念之间的连接。依赖断言与其条件之间的不同关系类型，康德区分了定言判断、假言判断和选言判断。定言判断是谓词对于主词的从属，因为主词是对于谓词进行断定的条件。假言判断是结论对于前提的从属，因为前提是对于结论加以断定的条件。选言判断是完整的划分对于被划分概念的从属，因为被划分的概念是断定完整划分的条件。在逻辑从属中，从属关系不再像概念从属关系那样是一个对象包含在概念的广延中。相反，它是在智性中一个断言与其条件的连接。这样，判断的形成必须满足两种形式从属关系：概念从属与逻辑从属。这两种从属关系共同引导我们的判断官能，以便最终获得明确的知识。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判断中统一功能的含义在于对于对象x的意向性关联。但是，一个概念性统一体如何可以与直观对象相关联？这个关联的可能性将通过概念形成中判断所起的功能来被揭示。隆格奈丝提醒我们要注意判断图表与“概念比较”之间的平行关系。她强调在判断活动中比较这个反思性环节。在认识判断中，这个反思性环节与确定性环节同时共存。反思性环节的功能通过与抽象和反思联系在一起的比较活动得以实现。

就概念的形式（普遍性）而言，概念通过知性的三个基本活动而产生：比较、反思和抽象。这三个活动在我们的整个认识进程中发挥着作用。例如，我看见一棵塔松、一棵柳树和一棵菩提树。通过在它们之间的比较，我注意到它们在树干、树枝和叶子方面的差异。然而，我抽象掉了它们在量、形状等方面的差异。这样我最终获得了一个树的概念。在形成概念的整个进程中，我们从一开始就关联着我们觉知（apprehension）法则中的普遍性要素来比较各种直观表象。这样的比较可以被称为“普遍化比较”。觉知的法则就是图示（schema）。因此，比较表象来获得概念就是比较各种图示。比较图示要求生产图示。这个图示来自于普遍化比较，而图示同样也是这个比较的对象。不同的表象必须相互比较，从而不同的图示可以在其中出现，进而被反思成为概念。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把其他的事物置于这些普遍概念之下，其中觉知的规则同样可以被识别。

觉知的法则既内在于感性的和单一的表象，又产生于比较活动。比较各种表象以便把它们置于一个统一的意识之下就意味着产生对于图示的意识。但是，这个意识的可能性本身假设了感性表象趋向于这样的规则。觉知活动就是对于一个仍未被确定的概念的展示。对于概念的确定则在于比较活动以及自识的统一体。因此，康德认为只有通过反思比较中的一个确定性活动，概念才变得清楚。比较活动不仅使得明晰性概念与单一对象相连接，而且允许概念被清楚地反思为概念。

根据隆格奈丝的研究，比较/反思/抽象活动运用于四个方面：（1）比较经验表象来获得概念，（2）比较这些表象的图示，（3）产生这些图示的清晰性表象，即概念，（4）在判断中比较这些概念并对其进行连接。这四个方面是人类知性判断活动中同一个反思性环节的不同侧面。这四个方面的活动均由获得清晰性知识的目的所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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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性范畴与判断形式之间的平行关系可以通过判断活动中的比较环节来建立。直到《纯粹理性批判》B版演绎的§19中，康德最终建立了这两者之间的平行关系。

在判断中，无论是概念从属还是逻辑从属，都是通过普遍化比较得以可能。由于判断形式与范畴之间相平行，人们可以说范畴在我们认识的两个端点发生作用：一方面范畴引导我们的觉知活动，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对象图示的比较来获得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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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还可以说，作为功能的范畴以完全展开的方式出现在对象图示中，并且是对象图示的清晰形式。自识的本原综合统一体假设了对于这些功能和法则的自我意识。只有通过判断活动，作为功能的范畴才可以生成为完整发展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渐成（epigenesis）总是面临着失去的危险，因为它总是卷入一个感性的广大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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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很明显康德的判断概念无法像盖耶所相信的那样是把形式强加给自然。

至此，我们可以反驳盖耶对于亨里希关于康德先验演绎重构的极端批评。范畴与先验自识之间的关联并不必然导向盖耶所批评的构造理论。事实上，盖耶意识到了范畴与自识之间的关联所带来的革命性意义。但由于他对判断的不充分解释，盖耶不得不把自我意识理解为经验性的自我归属，并由此否定康德的先验演绎。像亨里希对他的批评那样，盖耶的策略会导致这样一个后果：人们不再能够理解自我意识与世界的关系如何与这个自我意识本身一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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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为自识原初—综合统一体的“我思”

从上述论证中我们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康德的先验演绎并不意味着自然要被迫吻合于人类的认识。相反，人类理性的生命努力在自然中发展自身。人类理性的自我实现必须与经验中对于自然的认识相关联。这个关联正是通过第一批判B版演绎中的先验自识概念来被主题化的。知性范畴与“我思”之间的关联是通过人类知性的判断能力而建立起来的。这样，康德可以把关于知性范畴对象有效性的先验演绎奠基在自识的本原—综合统一体中，而不坠入构造理论的危险中。尽管，对于康德的构造论阅读会导致主体主义的自大；然而盖耶对于主体的极端拒斥同样会错失整个演绎中为真可能性的锚点。

完成了对于先验自识功能的澄清，现在我们需要理解“我思”本身的本质。尽管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提及它的本质，但我们还没有机会充分地解释“我思”中的自我意识。事实上，对于B版演绎中“我思”的主题化是与康德的方法论原则相冲突的。根据亨里希的观点，康德从卢梭转向之后只给先验哲学分配了一个辅助性作用：它对于辩护人类的本质兴趣是必需的，而所有这些兴趣假设自由的观念是可以被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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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版演绎中，§16中给出了关于“我思”的最集中的解释。在康德看来，自识的本原—综合统一体与理论判断活动的自发性相关。康德论证说：“然而这个表象［我思］是一个自发性活动，即它不可能被视为属于感知的。”（CpR: B132）尽管这里并没有说明知性自发性的含义，但是康德至少指出了人类认识所涉及的思考必须是自发的，这样才能成为其所是。首先，人类思考与直观感性相区别，不可能像在上帝那里一样是“智性直观”。人类知性不可能通过智性来直观并创造事物。第二，人类直观是一种接受性官能，由此感性杂多可以被给予我们。明晰性必须被带给感性杂多。换言之，某种对于表象的连接必须发生；而这个连接无法完全归于感性表象的单纯发生。最后，人类的认识进程利用判断能力来概念化地确定对象。在整个判断活动中，“我思”穿越了对于被给予的感性材料的连接和反思。所有的规范被本原性地镌刻在知性之中，并被知性立法。

通过在上一部分中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关于自发性的界定都来自于判断活动中先验自识的作用。尽管“我思”自发性地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没有基础的。康德说它是通过某种自我意识而产生的（CpR: B132）。

然而，康德对于“我思”的讨论十分有限，而且很不系统。尽管如此，他明确地把“我思”作为人类知识的最高原则。像康德对于其后继者的警告那样，对第一原则的思考已经远离了先验演绎的宗旨。恰如康德所言，无论它自身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我思必须可能伴随所有我的表象；因为否则的话，在我这里被表象的事物将无法被思考，而这等于说该表象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CpR: B131-2）。这可能是康德对于“我思”命题的最清晰的陈述了。这个绝对的基础性最高原则要断言所有人类的（知识）经验都不可避免地是自反性的。这个自反性的原因在于不管我意识到任何事物时，我都确信是我在如此这般地认识。这个反思是在判断综合活动中对于认识主体本身的自我意识；而正是通过综合活动我们把差异的感性杂多带入到统一体中。离开这样的自我关系，“我”这个术语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会质疑康德的“我思”具有什么样的认识论特征。在康德看来，“我思”这个表象是纯粹的，因而与经验自识相区别。在康德那里，对于经验自识意义的讨论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对于我们这里的目的而言，我们只需要强调经验自识必须假设在内感知中给予我们感性杂多。如果经验自识被混同为“我思”，作为知性基本功能的范畴就会成为对于人类心灵状态的不同改变。这样，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表象“我思”如何可以是本原性的。毕竟，康德清楚地指出“我思”必须可能伴随所有我的表象，而不被任何其他表象所伴随。

为了解释康德“我思”的本原性和纯粹性特征，亨里希认为“我思”等同于笛卡尔式的“我思”。一方面，本原的自我确定为任何具体的对象意识所假设，因此先于后者。另一方面，它又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对象意识而独立出现。“我思”是一个伴随我们的具体认知意识出现的自我确定。在笔者看来，“我思”的独特性来自于它对意识综合活动的介入。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盖耶的论证反驳了亨里希把康德的“我思”阅读为笛卡尔式的“我思”。盖耶的反驳与他对康德关于知性范畴的先验演绎关联在一起。他承认亨里希的阅读很明显是康德自己的论证策略。在盖耶看来，对于范畴的演绎不能建立在笛卡尔式的“我思”的基础上，因为康德混淆了两个命题：一个命题是说我所自我意识到的所有表象都服从自我意识的条件（即数目同一性）；而另一个命题是说在任何意义上我所意识到的所有表象都服从自我意识的条件。前面我们看到，盖耶对于亨里希的批评依赖于他在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之间所作的区分。在他看来，康德的“我思”只能通过人类心灵中对于意识状态的自我归属来解释。这样，纯粹自识就成了从第一人称视角看来的虚妄的自我归属。毫无疑问，盖耶的阅读与康德在纯粹自识和经验自识之间的区分是不相吻合的。然而，盖耶有理由通过他的极端批评来置疑康德的“我思”概念本身的合理性。

另一位重要的康德哲学研究者艾利森（Allison）不同意盖耶对于亨里希的笛卡尔式的自我确定的批评。他指出“我思”中的自我关系是“可能性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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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艾利森，“我思”表象仅仅是这个事实——它必须被假设为我们知识的必然性逻辑条件，而不是自我意识的必然性或现实性。这样，他把康德的“我思”视为人类知识的一个认识论假设。

另外，艾利森承认，并不是所有的意识都是自我意识的。与盖耶不同，他没有思考在任何意义下的意识，而只是考察了与对象相关的对象性意识。这样，他很难认同盖耶的论证，即在睡梦中我们是有意识的但没有自我意识。就笔者的理解而言，艾利森的命题意味着，存在着这样的时刻，人们在思考但是却没有自我意识。这样，结论将是我可以把我的数目同一性归给每一个构成要素，仅当我根据范畴获得经验统一性的形式。

艾利森正确地指出盖耶混淆了经验自我归属与作为认识论条件假设的“我思”。然而，他并没有真正解释“我思”中的自我关系的含义，因为作为功能的范畴和被充分展开的概念之间的区分在艾利森对于康德演绎的解释中仍然缺失。这里，重要的是要强调：正是同一个“我思”构成了纯粹的、本原的和先验的自识。与艾利森相对立，笔者试图强调人类的认识不仅是朝向性的，而且就在思考的自由之中。因此，亨里希是合法地强调“我思”的本原性。像他对于盖耶解读康德的批评，





然而，这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人们不再能够理解自我意识与世界的关联如何与这个自我意识本身一同出现。在它［最近的研究策略］有资源来检测怀疑的正确性之前，它一定已经怀疑了它的现实同一性——这些反思的结果始终是彻底开放的。这样，关于世界知识的卢梭式先天性通过论证的开始就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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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恰当地理解亨里希的论证点的话，我们就不能仅根据艾利森的认识论条件假设来理解本原自识。康德的“我思”不仅包含着自我立法，而且包含着自我产生。因此，它假设了先天的自我确定；否则理论认识从一开始就丢失了其自身的作者。尽管“我思”与人类经验不可分离，但它不可能在经验中并通过经验来被确定。它必须与所有人类经验相关并因此具有某种独立性。否则，我们很难说：这些行动或表象是我的，因为“我的”这个归属关系假定了成为意识的活动。

在上一个部分中，我们已经看到盖耶的批评包含着这样一个内核：笛卡尔式的自我确定与构造理论相关联。如果所有的意识都是自我意识，世界将彻底成为理性主体的构造结果。然而，这样的解读无法解释亨里希的“穿越命题”：范畴必须在数目同一性的基础上被假设。尽管亨里希没有充分地分析康德的判断概念，但他对于范畴作为功能的强调值得注意。在判断活动的帮助下，我们可以认为“我思”是综合功能中的自我意识，而这个综合功能由概念所规范。我们并不是在康德的先验演绎中获得概念，而是在形而上学演绎中根据判断的形式获得知性范畴。然而，这些对象的有效范畴可以在知性中获得“种子和潜质”，因为知性是它们的根本源泉。

不同于经验的自我归属，“我”指向的是认知性思考活动的主体自身。它并不是任何世界中可被经验观察的事物，而是在世界中进行判断的人类的自由。“我”必须从根基上被断定，因为知性/理性是所有对象性范畴的根源本身。作为规范，这些由自我立法的范畴把我们的判断活动引导向知识。因此，知性的自由是通过判断而不断朝向明晰的对象认识之努力。即使这个努力常常面临解体的危险，理性的自我教化还是在理论世界中持续进行。理性这个无限的根基具有异常的丰富性，其中理论只是其最初的和最少的成果。像我们已经提到的，康德的自由概念必须与对于理性和人类兴趣的辩护相关联。尽管理论理性还不能与它的工具特征相分离，理性的自我教化兴趣已经在其中发挥作用了。在笔者看来，这是康德那里理性的理论功能与实践功能之间最好的类比。

第二节　“我思”的结构悖论和本体论悖论

在上一节中，我们主要关注先验自识在人类思考中的认识论功能。我们试图澄清自识的自我关系如何可以和它与世界的关系相互关联。重要的是，自识的自我关系以及它与世界的关系彼此之间不能相互还原。像亨里希指出的，范畴、知性官能和康德的“我思”是我们的理论生活不可或缺的三个事实。因此，先验自识只能意味着人类思考朝向判断的自由。

像我们已经提到的，自识的自发性并不意味着自识是没有基础的。在“我思”的表象中有某种自我关系在起作用。至此，我们仅仅知道“我”是涉及作为功能范畴的自我意识。正是“我”产生综合活动，并在其中意识自身。尽管如此，我们还不清楚我们如何来解释这个“我”。另外，“我思”这个表象异于经验自识，以及现象世界。这难道意味着纯粹自识要被视为是属于本体世界？

这些问题涉及“我思”的认识论特征和本体论特征。在第一批判中，在“纯粹理性的谬误推理”一章中，纯粹知性得到进一步讨论。因此，在这一节中，我们将主要关注第一批判的谬误推理这一部分。我们并不企图对这部分文本进行细致的评述，而只是试图更加清楚地展示康德关于纯粹自识所设立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悖论。我们不应该仅在负面的意义上理解悖论。相反，它是康德的方法论策略，从而避免对于纯粹自识本性的进一步研究。康德相信，回避这个研究将会更好地引导人们理解理性在理论和实践生活中的功能。

下面我们将通过三个步骤来澄清这些要点。首先，我们将指出纯粹自识的模糊结构，以及康德对于该论题的理论保留。其次，我们将展示康德关于“我”和“内感知”的区分。最后，我们将展示康德的理性心理学对于不朽灵魂解释的批评。这些批评并没有摧毁“我”的概念本身。事实上，通过这个重要的步骤康德敞开了一个朝向实践的理论的全新维度。

1．在“我思”表象中的认识论悖论

学者们通常满足于下面三个关于“我思”的命题，因为它们可以在第一批判的文本中被清楚地找到。首先，我们不知道思考性事物自身是什么。在其自身中，它们或许可以是物质的、或许可以是非物质的、也或许两者都不是。第二，如果我们把思考性事物当做知识的对象，思考主体必然和其他的经验事件一样是一个现象。第三，在先验意义上，思考的主体就是那个进行经验者并由此成为人类知识的认识论条件。因此，“我思”意味着在经验领域中判断的自由。然而，康德关于“我思”的论述根本不连贯。而且，看上去他似乎力图通过建立内在于原初自我意识结构中的逻辑悖论，来阻止人们对这个论题进行下一步的探讨。在这部分中，我们将展示“我思”的认识论悖论。

康德建立的关于“我思”的第一个悖论出现在B版演绎当中。如康德所述：





现在，我没有另外一个关于自发性的自我直观，它像时间那样给出要被确定之物，并且会在我当中给出确定；而关于这个自发性，只有我自己对它有所意识，甚至是在确定活动之前的；因此，我不可能把我的实存确定为自我—行动的存在。（CpR: B158）





在这段引文中，悖论是很明显的：（1） 当我意识到我的自发性/自由的时候，我并没有关于它的自我直观，（2） 当我是自发的或自我行动的时候，我不可能把我的实存确定为自我行动的存在。我把我自己称为智性的，因为自发性就是我所是；尽管我并不知道我如何知道“我在”以及“我在”的准确含义。第一个认识论悖论是由于对“我思”的自发性不可能进行感性直观。在康德看来，自发性行动不可能通过内感知被给予，因为这将导致一个外在于该行动的限制性（意识）条件。

如果是这样，人们或许会考虑“我思”是否可以被概念化。至少，概念化与自发性之间并不像在内感知那里一样彼此不和谐。然而，康德在谬误推理的开始处就否定了这种概念化的可能。他指出，





关于单独的它［思考的先验主体=x］本身，我们永远不可能有任何概念，因为，这样我们会围绕它陷入一个恒常的循环；既然在任何时候为了对它进行判断，我们必然总是已经具有了关于它的表象。（CpR: A346/B404）





的确，这里的悖论不再是官能本性与其对象之间的冲突，而是另外一种冲突。在先验演绎中，我们已经看到“我思”如何可能伴随我的表象。只要我形成判断，综合活动的自我意识总是会发生作用。因此我们根本不可能单独地对先验主体进行概念化，否则就会落入致命的理论循环之中。

在康德那里，人类的认识需要两个官能——感性直观和概念知性；通过这两个官能，表象的对象可以被认识。根据前面所述，纯粹自识既不可能被直观也不可能被概念化。换言之，它根本就不可能被对象化。如果这个命题可以被接受，人们会质疑纯粹知性如何可以被表述。康德毫不犹豫地指出“思考的先验主体=x”。这个x难道与那个表述先验主体的纯粹自识不相矛盾吗？

我们必须注意到，康德仅仅是拒绝单独地概念化“我思”，也即拒绝脱离具体的意识生活。对康德来说，意识本身并不是界定一个具体对象的表象，而仅仅是表象的一般形式。尽管“我思”本身作为自我确定独立于具体的认识，但离开这些认识它根本不可能出现。我们已经指出“我思”仅当主体从事判断活动时才得以可能。如果“自识”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表述先验主体，它必然超越只能将人类思考自由行动对象化的日常语言。

尽管如此，康德似乎不愿意解释“我”的表象中所蕴涵的认识论困难。他满足于指出“我思”仅只是一个“简单的并且在内容上对于自己而言空洞的表象”。对于康德而言，先验主体最多只能通过作为其谓词的思考（活动）来被识别（CpR: A346/B404）。然而，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既没有解释这类谓述的意义，也没有解释它的可能性。事实上，他只是通过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认识论悖论，力图使人们远离这些问题本身。另外，他还制造了很多本体论悖论，以图强化这样的印象：对于他先验唯心论哲学最终基础的质疑根本就无法解决。

2．超越现象界的纯粹知性

康德的先验哲学不仅是一个认识论，而且本身就是形而上学。康德的意图是用自己的第一批判来替代德国形而上学传统的沃尔夫本体论。很明显，康德的第一批判界定了作为对象的存在概念的含义。这等同于在现象世界中人类知识的为真（可能性）。在上一个部分中，我们已经看到纯粹自识无法被认识，无论是通过自我直观的方式还是通过概念化的方式。这些认识论的困难将首先导致纯粹自识在现象世界中的本体论式的放逐。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区分经验自识与纯粹自识的本体论特征。这个区分同样也是康德关于理性心理学对于不朽灵魂论述的批判之基础。

理性心理学的认识论基础是内感知，因为内感知出于其清晰与明见性被认为不同于外感知。相反，康德认为内感知会把“我思”置于与时间直观的外在关联中，从而破坏了自发性所要求的无条件性。康德坚持内感知对象的先验观念性，并因此认为自我知识同样只属于现象世界。对于康德而言，所有我们的自我知识都涉及内感知与自识的结合。根据阿默里克斯（Ameriks）的研究，康德拒绝了他的所有近代先驱所共同持有的一个观念：自我知识具有相对的直接性和认识论上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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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我们的自我认识中，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我们没有对于物自身的理论洞见。

这样，我们需要理解康德的内感知概念，以便把纯粹自识与经验自我知识相区分。与外感知不同，内感知与自我知识有着紧密的关系。我们首先必须解释在内感知中所包含的被给予性。阿默里克斯认为，表象属于内感知。这样，因为如果它们可以被我们反思，这些内感知表象就已经是时间性的。只有依靠自识我们才真正认识它们的时间性本身。然后，借助比较反思，我们可以把时间顺序分配给我们的表象活动，而该顺序符合事件的普通对象性图景。因此，自我影响（self-affection）并不是一个创造性的生产活动，而是一种直观的能力。第二，我们还要区分两种不同意义的自我影响：一个是反思性的，而另一个是自识性的。阿默里克斯认为，前者只是把我们的表象带入到清楚的意识中来，而无须对这些表象具有知识。相反，自识性的自我影响综合这些表象并由此把它们归于概念之下。第三，在康德意义的影响概念中，存在着一个被动性含义，尽管这个影响发生在心灵对于自身的自发性反思之中。一方面，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需要被给予的材料；这些材料是经验的内容而不是来自自我的创造。另一方面，我们不仅必须与这些材料有直观的接触，而且必须采取某种综合活动，以便可以认识它们。

既然经验自我知识确实涉及作为自我影响的被给予内容，我们就得进一步来解释康德的内感知概念。根据阿默里克斯的研究，康德对于内感知的定义经历了相当的变化。而且关于它在批判哲学中的最终含义也有不同的解释。它或者可以被纳入到空间与非空间意识的对立中，或者是空间与反思意识的对立中，或者是表象内容与表象活动的对立中。这样，我们需要区分三个关于内感知的主要理论模型：反思理论、独立流理论和活动理论。

关于内感知的“极端反思理论”认为，内感知仅只是对于我们意识过去活动的反思，而这些被反思的活动本身全部（或至少在本原上）是朝向空间性内容的。人们批评极端反思理论过于狭窄地限制了内感知的范围，因为毕竟还存在着一些心灵的活动与具体的空间内容无关。至少康德本人相信，我们具有一个带着某种内感知的死后生命，尽管我们在这个生命中没有身体或对于身体没有意识。

关于内感知的“认知反思理论”论证指出，这样的反思依赖于一个等同于判断官能的能力。拒绝这个定义的主要理由在于，康德关于内感知和自识之间所作的区分。根据这个区分，康德允许没有认识的反思的可能性。在第一批判的B版演绎中，经验自识被定义为对于通过内感知所提供的自我直观内容的概念化确定（CpR: B154）。它所涉及的自我知识是一个完全发展的自我知识。然而，并不存在这样的逻辑必然性，即必须把对于意识的直观内容综合为知识。阿默里克斯指出，康德在后期的手稿中区分了“注意自己”和“观察自己”。前者仅仅是指对于进行思想（活动）有某种体验，而后者则表达的是某种经验知识。事实上，康德把内感知理解为传递关于被影响的自我的材料，因此与完整发展的自我知识相区别。为此，阿默里克斯认为内感知应该等同于在反思中被直接揭示的内容。为了清楚地区分内感知和反思，阿默里克斯甚至提出内感知并不仅等同于事实上被反思的内容，而是等同于任何可以被反思的内容。这个理论可以被称为关于内感知的“弱反思理论”。下面我们还将对这个弱反思理论作进一步辩护。

除了关于内感知的反思理论外，还有另外两种理论模型——独立流理论和活动理论。尽管独立流理论允许内感知频繁发生，但它把内感知等同为所有关于非空间性要素的意识。而且，这个理论认为存在着两个彼此分离的意识流：一个展现空间内容，而另一个展现对于空间特征毫无指涉的内容。这个理论的缺陷同样是明显的。一方面，它无法建立与自我意识的清晰连接；另一方面，它无法解释康德的命题：所有表象属于内感知。

根据活动理论，只要某事物被视为表象着的而不是被表象的，它就属于内感知。这个理论可以很好地修正关于内感知的其他理论的缺陷。然而，阿默里克斯证明，活动理论无法令反思理论家满意地揭示康德后期关于内感知频繁出现的命题：内感知是通过对于心灵的反思性影响而被揭示的。相反，在弱反思模型中，内感知可以被解释为不仅关涉到自我已经拥有的意识，而且关涉到属于自我（of self）的意识。

自我知识的观念性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知识中我们必须服从一个形式，在先地确定着心灵中杂多内容的样式。甚至当我们通过反思被影响以后，自我知识只有当给予我的材料置于我的活动的时间条件下才可以被获得。正是由于内感知所要求的被给予性，自我知识不得不属于现象世界。作为所有人类认识的根基，纯粹自识因此必须与经验性自我知识相互区分。因为纯粹自识不通过内感知被给予，它根本不属于现象世界。

3．对于不朽灵魂的批判

康德的知性的纯粹自识不仅被排除在现象世界之外，同样也被排除在本体世界之外。这个将纯粹自识从本体世界的排除将涉及康德在第一批判中对于不朽灵魂的批判。

康德认为，灵魂的不朽性是传统理性心理学全部理论的核心概念。关于灵魂不朽的论证主要基于实体、单纯性和人格三个概念。根据阿默里克斯的研究，康德自己发展出四类论证来证明灵魂的不朽：（1） 经验的或理性的，后者包含着基于下述两类基础的证明，即（2） 形而上学—理论性基础或形而上学—实践性基础，而后面一种证明反过来又涉及（3）实践—神学的论证，或（4）实践—目的论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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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谬误推理部分中，康德主要从形而上学—理论性基础的角度批评了理性心理学。

第一个谬误推理涉及实体性概念。根据这个推理，作为思想的存在（灵魂）的“我”被理解为实体。“我”被认为是主体，而思想则寓于其中作为确定内容。因此作为主体的“我”不能被用作其他事物的确定内容。因此，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视为实体，而思想则是我们实存的偶性和我们状态的确定。在第一个版本中，康德并没有批判“我思”作为实体的观念，而是关注从实体概念所延伸出来的关于灵魂持存的推理。持存特征是一个经验性概念，因而它必然把实体概念置于经验基础之上。然而，推理本身并没有满足所需条件，而是直接从作为所有思考主体的“我”推导出持存特征。即使我们探寻这个经验基础，我们也无法通过观察来建立持存性。与内感知相区别，没有任何直观与纯粹自识带来的“我”相关联。因此，康德说我们只能具有逻辑意义的“我”，而不能把它看做基底。在他评判的结尾，康德允许“灵魂是实体”这个命题的合法性，只要我们只是在理念而不是在实在意义上使用实体概念。尽管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没有明确地承认这个命题的合法性，他的立场是连贯的，因为他仅仅否定作为对象的“我”对我自己而言是一个自足性存在或说实体。这同样否定了把“我”的持存性奠基在经验之上的可能性。

第二个谬误推理涉及的是单纯性概念。这个推理被称为“所有关于灵魂纯粹教义的辩证推理之软肋”。通过这个推理，人们认为可以推出作为思考性存在的“我”是单纯性的。康德首先证明思想统一体与聚合体是不同的，并由此把该统一体视为单纯的。在他看来，复合实体包含多重构成要素的聚合。聚合活动，或者内在于这个聚合体的活动，是把许多分离为各种构成要素的活动或偶性聚合起来。在聚合条件下，聚合体作为外在结果是可能的，但思想在这种作用下就会被彻底摧毁。如康德所述，被划分为不同存在物的表象永远不可能构成一个思想整体。换言之，表象的聚合根本不等于思想的综合统一体。因此，思想的统一体必然是单纯的。

康德对于第二个谬误推理的批判是基于思想统一体与构成性表象之间的综合关系。根据康德，就概念而言，这个包含许多表象的统一体或者关联于在其中彼此合作的实体的集合体，或者关联于主体的绝对统一体。因此很难从思想的统一体中推理出“我”的单纯性。这个批判本质上依赖于这个假设：思想主体或许可以被视为构造性实体的外在结果。

康德的第二个批判具有认识论特征。在他看来，主体的单纯统一体不可能从经验中得出，因为它是所有可能经验的条件。而且，经验并不提供给我们任何必然性认识。因此，康德直接拒绝了经验证明。

作为单纯实体的“我”同样不可能基于先验自识。一方面，这样的做法意味着对象化先验主体=x。康德在此强调对于思想性存在表象会带来理论上的循环。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任何表象都把“我”包含进去作为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思想的整体可以分配给不同的主体，但先验的“我”不可能被如此分配。否则，我们将不再可能说“我思”。

康德对于第二个谬误推理的批判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层次：（1）思考主体的单纯性无法从思想的单纯统一体中被推理出来，而是必须被后者假设；（2）被断定的先验主体没有建立任何关于主体单纯性的知识；（3） 像我们立刻要看到的，“我思”的单纯性必须和灵魂的非物质性相区别。

康德进一步把他对于谬误推理的批判与灵魂的非物质性联系在一起。这涉及物质与灵魂之间的区分。根据康德，物质属于外感知显现的基础。人们认为灵魂不可能在外感知中被直观，因此不具有广延性、不可穿透性、聚合性以及运动性。然而，奠基我们外在显现和影响我们感官的同一个事物或许也可以是思考的主体。作为本体性基础，显现的基底是超出感性直观的。因此，就其作为基底而言，灵魂不可能充分地与物质相区分。

通过这个理性心理学的悖论，人类思考的统一性会被摧毁。因此，我们必须区分灵魂的单纯性和先验主体。灵魂与物质的可能等同会损害人类思考的自由；相反“我思”被断定为对于人类认识可能性的拯救。

第三个谬误推理涉及人格的概念。因为思考主体在不同的时间中意识到自己的数目同一性，它由此被推理为一个人。为了获得这个推理，先验主体必须被转型为内感知的对象。这样，数目同一性就意味着我通过对于自我的内直观把关于我的连续的各种确定内容中的每一个都归给数目同一的自我。这样，我们就无法区分整个时间在作为个体统一体的我这里，和我在整个时间中被发现是具有数目同一性的。然而，伴随时间的“我”不等同于关于主体数目同一性的经验知识。这个先验主体根本就不在时间的对象结构中。它只是我们思考以及思考间连接的形式条件。

灵魂不朽的证明主要依据我们在上面讨论的三个主要概念：实体性、单纯性和人格性。从形而上学—理论性的视角，康德对于不朽灵魂的批评把先验之“我”从本体性世界中排除了出去。这个结果最终被表达在第二版谬误推理的一个长长的脚注中。康德指出，





像已经被说过的那样，“我思”是一个经验命题，并且在它自身中包含着“我实存”这个命题……它表达了一个不确定的经验直观，即一个知觉……在这里仅意味着被给予的、并且只给予给思考本身的实在事物，因此不是作为显现，但也不是作为物自身（本体），而是某个事实存在之物，并且被指为“我思”命题中的存在物。（CpR: B422-423）





这里，康德表述了关于纯粹自识的本体论悖论。在他看来，纯粹自识既不属于显现也不属于本体世界。人们或许会质疑这个“我思”的实存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康德的作品中，对于这个问题答案的搜索将是徒劳的。尽管“我思”是康德先验哲学的最高点，康德从来没有清楚地解释它。而且，我们已经看到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悖论似乎把我们抛进了一个无法穿透的深渊之中。

康德在这里的谨慎被拓展到他的实践哲学中。像我们已经提到的，这个谨慎并不是在康德哲学生涯的开始之处就被假设了，而是伴随着他的卢梭转向才出现的。在这一节中，我们已经解释康德如何从形而上学—理论性视角来区分纯粹自识和不朽灵魂。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证明基础自我意识从形而上学—实践性角度仅知识被断言了。即使是在实践领域，康德也拒绝人们对这个自我意识作进一步的研究。在这一点上，作为康德的极端追随者，费希特和黑格尔都走得更远，乃至抛弃了康德本人的警告。

第三节　理性的（行动）事实和纯粹自我意识

康德的批判体系最好被描述为对于哲学思考新维度的敞开。他对于理性心理学的批评摧毁了形而上学—理论性的野心。与此同时，他的批评敞开了进入先验之“我”的形而上学—实践性的入口。这并不立即导致这样的结论：我们对于不朽灵魂会有某种实践性的理解。事实上，这个实践性知识必须基于对人类自由的实践性理解。在这条论证路线上，道德自我已经被置于明晰性/本体世界之中，从而超出了显现/现象的世界。在这一节中，正是这个基础的道德性自我而不是不朽的灵魂将成为我们的论题。

在形而上学的学科历史中，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原创性恰恰在于把形而上学体系拓展到实践领域。正是专门形而上学的任务界定着第二批判的特征和方法。然而，康德的道德哲学研究还包含着另外一个目标，即把理性辩护为一个整体。一方面，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具有同一个结构；另一方面，它们依据不同的功能而彼此区分。像在第一批判中那样，康德对此不愿做过多的解释。他清楚地指出：一旦触及到基本官能或基本能力，所有人类的洞见就被穷尽了（Ak 5:46）。这个证明的限制是基于康德所优先考虑的形而上学的宗旨。

这里，我们并不企图论述康德第二批判中全部实践的形而上学。在这一节中，我们将主要关注“理性的（行动）事实”（Faktum），这既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光亮之处也是它的晦暗之处。首先，我们将解释理性的（行动）事实的含义。其次，我们将反思康德在第二批判中对于自由的演绎。最后，我们将试图澄清康德在解释纯粹理性的基础自我意识时所持的保留态度。康德的保留态度在传统形而上学的范围内来看是合理的，然而他的保留态度所带来的对于论证范围的限制在哲学思考的新的方向中将会被打破。

1．理性的（行动）事实的概念

在第一批判中，康德执行“演绎”的特殊方法以便解释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在第二批判中，这个方法论策略似乎没有不同；而仅只是演绎的具体步骤与第一批判中关于知性范畴的先验演绎有所区别。康德在第二批判中的演绎开始于对基础性道德法则的断定。从这个基础出发，他的演绎进一步辩护了道德自由的概念。如果我们把这个演绎步骤与康德两年前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以下简称《基础》）一书中所作的演绎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第二批判中演绎的独特之处。在《基础》中，康德坚持以道德自由作为基础来演绎道德法则。而在第二批判中（它仅比《基础》一书晚出版了两年），康德已经放弃了在前书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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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康德演绎思考变迁的细致研究并非本书力所能及，可能需要单独的一部专著才能完成，所以在此，我们仅关注第二批判演绎背后的形而上学基础。

在《实践理性批判》的§7中，康德清楚地表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基础性法则之后，引入了“理性的（行动）事实”这个术语。他论证道，





人们可以把关于这个基础法则的意识称为理性的（行动）事实（Faktum der Vernunft），因为人们不可能从理性中的其他在先条件，例如从对于自由的意识（既然这并不在先地给予我们），推理出这个关于基础法则的意识；而是相反。因为这个对于基础法则的意识从其自身出发并为了自身强迫给我们，以作为先天综合命题；这个先天综合命题并不基于任何直观，无论是纯粹的还是经验的；另外如果意愿的自由被假设的话，这个命题将会变成分析的，但为了一个作为肯定性概念的意愿自由，智性直观是必需的，而这一点是不可接受的。（Ak 5:31）





首先康德把他所称的事实与从肯定性自由概念而来的逻辑推理相对立。其次，作为理性的（行动）事实，道德法则必须与经验事实相区分。只有通过这两个条件，道德法则所开启的维度才能被确定。

首先，对于道德法则和经验事实进行区分并不困难。从《基础》一书开始，康德已经反复证明道德行为必须是为了责任的目的本身。换言之，道德规则必须是目的本身，而不是用来实现其他愉悦我们的内容的媒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要在一个异于自然法则的另外一套法则中生活。如果这个命题是正确的话，我们将无法理解被道德法则所断定的先天综合判断。为了反驳关于人类理性的各种诡辩，康德直接断定在每一个责任中由“应该”所涉及的综合的合法性。这样，道德法则所断定的就是道德规则的法则性本身。作为理性的（行动）事实，道德法则仅仅指出了对于善的绝对要求。

其次，道德法则不应该从自由的肯定性概念中推导出来。在第二批判的§5中，康德已经指出了在道德法则和意愿自由之间存在着交互蕴涵关系。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可以通过道德意识现象来理解。根据亨里希的观点，道德意识必然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于善的绝对要求，另一方面是我们对此要求的立即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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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康德那里，正是这个理解认可的要素区分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在理论领域，人的认识对于我们的自我认识是中性的，因此是无关的。理论知识的错误并不会导致愧疚感。相反，一旦善以某种方式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就会即刻认可这个道德意识。而且，我们会确信我们可能执行善所要求的内容。当一个人做恶的时候，或许我们不能肯定他仅仅是把他所做的当成了善。然而，至少在做恶的瞬间，他对于善的洞见被遮蔽了。或者他并没有把善当成实在的善，或者他把自己当前的行为视为普遍要求的例外。因此，道德洞见必然在回应绝对的善的要求时涉及我们的认可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我确定。在康德那里，这个认可的环节进一步由理性的（行动）事实、对于道德基础法则的尊重以及道德行为中的愉悦感所构成。然而很明显，自我确定和自我实现的自由必须与作为绝对的善的要求的道德基础法则交互作用。

最后，善的存在是在道德意识中被立即断定的。善之存在这个事实正是通过我们的认可和信念来展示自身的。同时，自我通过认可的环节被带入到明晰性/本体世界。自我在与绝对的善的要求一致时，同时意识到作为整体的自我。因此，用以表述绝对的善的要求的基础性道德法则不可能以自我理解作为条件，相反后者必须假设善的存在。

因此，康德的术语“理性的（行动）事实”并不意味着一个随意的特定事实。相反，道德洞见的复杂结构被压缩在“（行动）事实”这个单一术语中。进一步而言，康德的术语“理性的（行动）事实”揭示了道德知识与柏拉图形而上学思考的亲近性。正是善的事实构成了康德实践形而上学的基础。对于康德而言，善的事实必须被断定为先于自我知识的，因为善的事实关联着理解存在概念自身的（普通）形而上学或说本体论。后来，黑格尔批评康德的“理性的（行动）事实”为独断论的残余，以便将康德的批判哲学极端化。在笔者看来，黑格尔式的批评基于对康德第二批判的误解。人们不应该忘记第二批判这本著作的理论背景是实践的形而上学。这个独特的形而上学特征被清楚地展示在经康德深思熟虑而选择的题目之上：“实践理性批判”，而不是“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纯粹实践理性根本无须批判，因为它并不包含任何的矛盾。第二批判的任务仅仅是要清除会阻碍我们道德洞见的各种障碍。

2．对于道德自由的演绎

在上一部分中，我们已经展示了善的绝对要求和从我们而来的认可之间的交互关系。自我实现的自由必须假设自我认识以及对于善的道德理解。下面，我们将进一步探索为什么在康德那里善的绝对要求必须通过独断论的方式来被断定。这样，康德的“理性的（行动）事实”的概念会得到进一步澄清。我们将集中关注第二批判中演绎的具体步骤。一方面，这会帮助我们更多地理解基础性道德法则的独断特征；另一方面，它同时将显示康德形而上学视角的界限。

在对自己演绎步骤的解释中，康德承认在基础性道德法则的演绎和知性范畴的先验演绎之间存在着差异。在他看来，我们根本不可能像在知性范畴那里一样，通过演绎来证明基础性道德法则的客观实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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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性道德法则并不涉及被外在给予理性的对象的构造。相反，它涉及的是构成对象存在基础的认识。通过道德认识，理性把自己的意图实现在世界之中。进一步而言，基础性道德法则不可能从自由的肯定性概念中推导出来，因为后者涉及智性直观。然而，康德在第一批判中就已经指出，人类的认识官能不可能具有这样的能力。对于他而言，人类认识对象的官能只能是感性直观和概念知性。而智性直观作为这两者的统合会把人类的理性认识转变为神性的认识。这里，人们或许会质疑自由的肯定性概念在多大程度上与智性直观相关联。

在康德看来，第二批判的演绎开始于对基础性道德法则的断言，终结于对道德自由的演绎。他论证说，





道德原则反过来作为对于深不可测的官能进行演绎的原则，这个官能没有经验可以证明，但是思辨理性不得不至少假设它可能（以便在宇宙论的理念中找到因果性的无条件者，从而不使自己矛盾）；这个深不可测的官能就是理性官能，无须证明基础的道德法则在认识到该法则约束自身的存在者中，不仅证明此官能的可能性，而且证明它的实在性。（Ak 5:47）





毫无疑问，这是对第二批判中演绎步骤的一个指涉。康德不仅指出了演绎自由实在性的任务，而且提到了完成该演绎的可能性资源。事实上，在康德的演绎证明中人们可以识别出两个或三个步骤：（1）辩护先验自由，（2）作为理性的（行动）事实的基础性道德法则，（3）独立于关于基础性道德法则意识的道德自由。下面，我们将依照这样的顺序来重构康德在第二批判中的演绎步骤。

关于先验自由的辩护可以回溯到第一批判中的第三个二律悖反那里。通过思辨理性，康德辩护了自由行动的原因的概念。我们并不企图对这部分复杂的论证进行细致的评注。对于我们当下的目的而言，我们只试图指出康德在二律悖反中的解决方案所具有的哲学意义，以及它与第二批判的关系。

康德认为，第三悖反中的本质问题在于：如果在所发生的整个系列中人们只识别到纯粹的自然必然性，是否可能把同一个发生一方面视为自然的结果，而另一方面视为自由的结果；或者在这两种因果性之间存在着一个直接的矛盾（CpR: A543/B571）。康德的策略是同时保留这两种因果性：自由和自然。

与原因概念相区别，因果性概念意味着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连接。在康德看来，这个连接会涉及不同种类的法则。因果性的法则被命名为实际原因的特征/性格。人具有两种性格：智性的性格和感性的性格。一方面，人是众多的自然显现之一；另一方面，他在自身中有一个特殊的官能，而且这个官能不可能成为直观的对象。通过这个官能，人可以成为显现的原因。这样，人就会被划分到两个世界中：在其行动中作为物自身的本体世界，和在其行动结果中作为显现的感性世界。

在自然的必然性中，每一个在自然中的发生物都必须在先前的显现中寻找自己的原因。根据这个自然律，因果关联系列将会无限后退。经验性格使得行动的主体根据所有确定法则服从因果关联。在这个意义上，他属于感性世界中的一部分。与其他的显现一样，行动主体的行动结果不可避免地从自然中流出。

然而，同一个行动主体同样具有智性的性格。他不可能彻底地服从因果自然律的无限后退，因为这个性格的主体根本不受时间条件的限制。时间只是显现的条件而不是物自身的条件。这样，康德为先验自由理念提供了一个概念空间；这个自由不被感知性要素所影响，也不被显现物所决定。作为物自身，人在其智性性格中超越了不停歇的时间之流。因此，他可以从自身出发开始一个行动，而不受其他显现的决定。因此，自由和自然的完整意义可以在同一个行动中同时地并且没有矛盾地并存。

我们或许会质疑这是否是对第三悖反的一个解决方案。一个个体的人如何可以被划分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属于本体的层次，而另一个属于经验的层次？是否在康德那里这两重性格仅只是被堆叠在一起？或者它们彼此之间有某种作用关系？康德在第一批判中并没有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的解释，毕竟他的关注点在于论证先验自由概念的可能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于智性性格和感性性格之间的关系毫无考虑。康德两次提到它们之间的关系：经验性格是智性性格的显现（CpR: A541/B569）；智性性格通过作为它的标记的经验性格被指涉（CpR: A546/B574）。这样，这两个性格之间既不是彼此合作，也不是简单地并列在一起。它们之间构成的恰恰是一种综合关系。根据康德，自足的实践原则可以被拓扑为不同种类的经验原则中。通过这个综合关系，智性原则被翻译到显现的世界之中。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对这个综合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就我们当前目的而言，我们只需指出经验性格是感性的记号，通过它我们可以识别行动主体的智性性格。

正是以智性性格为基础，我们才可以解释律令概念。根据康德，律令概念意味着我们在实践性事务中执行能力的原则。律令表达了某种必然性和因果关联，其基础无法在自然世界中被找到。对于康德而言，纯粹理性恰当地并且明显地有别于所有需要经验条件的官能。理性官能根据理念来建立自己的秩序；它使得经验条件吻合这个理念，并且根据这个理念来宣布某行为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理性是自由的官能，因为它是我们意愿的无条件性条件。而自由不可能在经验性格中被找到，因为人在这里只是自然因果链条上的一个部分。康德说，





理性的自由不能只被否定性地看做是独立于经验条件的（因为这样的话理性官能会停止作为显现的原因），而是肯定性地被视为从自身中开始一系列经验结果的官能；这个开始采取这样的方式：在理性自身中没有什么开始，但作为每个意愿行为的无条件性条件，它不允许在时间中有先于它的条件；而结果则在一系列显现中开始，但却永远不可能构成在这个系列中的第一个起点。（CpR: A553-554/B581-582）





这样，先验自由的否定概念和肯定概念都被认为是可思考的。

先验自由使得我们可以把人置于明晰性/本体世界之中。这不应该被视为一个需要理论证明的理论性假设。先验自由的概念可能性只是用来敞开一个哲学思考的新的维度。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康德立即在第二批判中断定基础道德法则为理性的（行动）事实。这正是《实践理性批判》中整个演绎的终极基础。

作为人类，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实践原则：技术性规则、实用性规划和道德性法则。尽管这些原则都有律令的特征，但只有道德法则可以被视为定言律令。道德法则不仅来自纯粹实践理性对于自身的立法，而且起源于这个理性本身。道德法则为感性世界提供了一个超感性自然的世界的形式。康德把超感性世界称为“原型自然”，而把感性自然称为“摹本自然”。他指出：“因为，道德法则事实根据理念把我们转入自然中，在这里，纯粹理性如果配有合适的物理能力，就会造成最高的善；而且道德法则使我们的意愿为感性世界加诸一个属于所有理性存在者的形式。”（Ak 5:43）这里，最高的善意味着基础道德法则所表述的绝对要求。这个善构成了这样一个自然的理念，它不以经验的方式被给予，但是通过自由而可能。换言之，不同于其他的倾向和需求，基础道德法则必须是意愿的直接确定基础。基础道德法则断定的正是我们所做的道德判断的法则性本身。

根据康德，基础道德法则只有在与意愿自由的关系中才得以可能。这两者之间彼此交互假设。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基础道德法则必须被断定为纯粹理性的（行动）事实，尽管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对这个事实提供准确的观察。同时，这个自我在这个道德法则中确定自身。在对第二批判演绎评述开始之处，康德指出，





同时，它揭示这个事实不可分离地与对于意愿自由的意识联系在一起，并且等同于后者；通过这个对于意愿自由的意识，理性存在者的意愿，由于属于感性世界，把自己看做是与其他原因一样必然服从因果法则；然而在实践中它也在另一方面把自己看做是物自身
 ，意识到自己的实存是在事物明晰性秩序中的可被确定者——这个意识不是通过对于自我的特殊直观，而是根据某些可以在感性世界中确定因果性的动态法则。（黑体由引者添加，Ak 5:42）





与纯粹自识不同，基础道德法则把自我转入到事物的明晰性/本体性秩序之中。在第一批判中，“我思”的功能是作为先验—逻辑条件伴随着我们所有的认识经验。尽管在“我思”中纯粹自我意识在发挥作用，但是这个自我意识并不能导致关于“我”的形而上学结果。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康德把作为认识主体的先验的“我”从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中彻底放逐了。只有在第二批判中，实践主体的自我才在基础性道德法则的条件中被建立在本体论世界之中。

人们或许会问，在道德自由的演绎中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自我知识，康德不是已经指出基础道德法则是演绎的原则吗？事实上，康德坚持基础道德法则和自我理解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而且，因为先验自由概念的严格性要求，我们必须把自我看做是“目的论王国中的成员”。根据康德的先验自由概念，我们必须认为人们具有明晰性/本体的性格。这意味着作为因果性的意愿要由纯粹实践理性自己来确定。因此，行动主体的自我必须被设定为在明晰本体世界中的物自身。

基于对基础道德法则的设定以及由此而来的作为目的论王国成员的自我，康德可以完成对于道德自由的可能性以及实在性的演绎。这个实在性并不意味着通过对因果概念的实践性应用来拓展我们的知识。而是，我们只有在纯粹理性中寻求同时作为感性存在者的人之意愿的确定基础。通过在明晰本体秩序中关于因果性的确定法则，纯粹实践理性填补了思辨理性留下的尚未被确定的空缺位置。先验自由的问题式概念由此获得了对象的和实践的实在性。

至此，第二批判的演绎证明全部完成。引人注目的是康德在其中把自我理解为属于明晰本体世界的物自身。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对于自我的实践本体论界定是问题式的先验自由概念敞开的维度所要求的。先验自由概念所敞开和确定的新的维度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这意味着康德的思考被一个关于自我的形而上学观念所牵引。在对第一批判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康德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双重角度拒绝了对于先验之“我”的认识。因此，毫不奇怪，康德使用一个否定性的术语“智性直观”来拒斥对于道德自我的任何进一步研究。但是，如果实践的“我”通过一个不同于康德的先验自由概念所开启的另一个维度而被思考的话，我们还可以坚持康德对于自我意识的保留态度吗？毋庸置疑，这样的可能性远远超出了康德思考的空间。对于康德而言，实践领域是延续传统意义上专门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的最后空间。而这就是他所认为的形而上学的本质领域。

3．康德对于基础自我意识论题的保留

至此，我们已经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确定了不同的位置，这或多或少触及了纯粹自我意识论题。在对知性范畴的先验演绎中，纯粹自识总是能够伴随所有我的表象。它所涉及的纯粹自我关系包含着对于判断法则的自我意识；而通过这个法则可以产生作为知识的表象的统一体。尽管康德把“我思”作为先验哲学的最高点，我们已经看到他不愿意对这个终极基础作进一步的研究。虽然纯粹自我意识论题在第一批判的谬误推理部分中被主题化了，但是康德却建立了一系列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悖论，企图阻止人们对于这个基础论题的热情。根据亨里希的研究，康德的这个做法应该被视为他的方法论策略而不是其理论的失败。1765年受卢梭影响之后，康德的理论放弃了科学优先性意识的幻觉。作为探索研究者，康德在卢梭转向之后把自己的价值看做是让哲学服务于人性的道德命运。他的理论回避策略最终在第二批判中达到了极致。

在常识中，我们都认为道德意识必然与我们的基础性自我意识有关。由此，人们有理由期待康德更多地在实践哲学中讨论基础性自我意识论题。在前面，我们已经看见基础性道德法则可以把我们带入到明晰性本体世界之中。我们的整个自我通过我们对于善的绝对要求的认可得以被意识到。所有这些要素似乎都暗示着康德关于基础自我意识的思考。而在第一批判中，我们看到康德把这个思考引向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悖论。在第二批判的演绎之前康德同样清楚地拒绝了我们的期待。在§6的附注中，康德界定了自己的演绎策略。他指出，





现在，我在这里不问它们［自由和无条件的实践法则］事实上是不同的，还是毋宁是这样一种情况——无条件的法则就是纯粹实践理性的自我意识，这个纯粹实践理性等同于自由的肯定性概念；这里我要问的是从哪里出发我们可以开始我们对于无条件实践性内容的认识，是从自由开始还是从实践法则开始。（Ak 5:29）





这段引文定义了第二批判演绎的哲学思考方向。对于康德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建立关于无条件实践内容的认识起点。在前面我们关于演绎进程的讨论中已经明确了这个具体的起点。第二批判的演绎论证开始于基础性道德法则，终结于对于道德自由实践实在性的确立。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主要关心上述引文中的前半句话。康德在这里清楚地陈述了他对于基础自我意识论题的保留态度。首先，他看起来满足于自由和基础道德法则之间的交互指涉关系。其次，他试图避免讨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本身。事实上，他在这里的理论保留已经蕴涵在前面我们对于第二批判演绎的研究中了。

康德把关于基础道德法则的意识称为理性的（行动）事实。我们已经指出，这个（行动）事实概念既包含着关于道德洞见本身的本体论要素，也包含着关于该洞见的认识论要素。在并且在对善的绝对要求的认可中，整个自我可以被带入到我们的意识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础性自我意识和基础性道德法则之间构成了交互指涉关系。它们中任何一方的可能都必须假设另一方的可能。进一步而言，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道德认可中，善的存在和自我的存在同时被肯定下来了。很明显，对于道德法则的意识不可能与基础性自我意识分离开来。

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个基础自我意识是如何可能的？在康德的理论体系中，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解释自我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在第一批判中，康德已经证明自我认识必然涉及内感知并因此属于显现的世界。在道德意识中，本真的自我却超越了现象世界。通过对善的绝对要求的认可，道德自我被提升至明晰性本体世界之中。这样，作为本体世界的本真自我就不再可能被对象化并由此而被认识。在康德那里，这个关于“如何可能”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不合法的。

对于这个问题本身合法性的否定还进一步表现在康德把基础自我意识和自由的肯定性概念相等同上。他认为，对于肯定自由的意识意味着对于人的基本官能有所洞见。在第二批判中，康德清楚地指出人的理性洞见会消失在我们的基本官能面前。因此，康德对于基础自我意识论题的保留态度事实上是基于他对于这个问题本身的考虑之上。

现在变得更加清楚的是，康德关于“我”的思考彻底地朝向一种形而上学。亨里希合理地指出康德的道德哲学发展了从苏格拉底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
〔31〕

 在笔者看来，至少就基础自我意识的论题而言，康德已经把形而上学的潜质推进到了极端境地。在他所承继的形而上学传统中，本真的自我最多只能通过善的绝对要求和基础道德法则来被断定和理解。

然而，在康德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困难的问题。年轻的黑格尔和席勒一起质问善和道德自我之间的关系是否只能被理解为被动性的。自我难道不是倾向于满足善的绝对要求吗？进一步而言，在实体之“我”和实在之“我”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和费希特一样，人们或许会问这个“我”如何可以把自己认识为实在的。最后，图宾根神学院中的基督教正统把康德理性的（行动）事实概念扭曲为独断论式的启示。所有这些困难的论题构成了德国唯心论发展的基本论证背景。
〔32〕

 而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对在道德法则中已然发生作用的基础自我意识作进一步的探讨。

康德的形而上学视角把他引导到作为理性的（行动）事实的基础道德法则理论中。本真自我的概念就包含在这个事实当中。在传统形而上学理论体系中，康德的思考的确回避了理性心理学的各种可能的失败。然而，它的界限也同样很明显。康德的理论回避策略只有在他的传统形而上学框架中才可能合乎情理。由这个形而上学传统所激发出来但又被它自己弃置的基础自我意识问题，要求我们刷新已有的哲学思考传统。而这一点正是德国唯心论的目标和贡献所在。毫不奇怪，费希特和黑格尔都声称自己不是在发展康德哲学的字句而是在发展这个哲学的精神。事实上，在康德和他的这两个后继者之间既存在着问题的连续性，又存在着解决方案和哲学模型的断裂。康德关于道德洞见的思考是他自己漫长探索的最终结果。只有在康德思考的最后一站我们才真正获得了进入费希特和黑格尔哲学思考的契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我们将回到这个被康德激发出来又遗弃的问题——基础自我意识是如何可能的。

注释


〔1〕
 在一个经常被引用的评论中，黑格尔说康德哲学构成了最近德国哲学的基础和起点，而且无论在它之中可以发现多少错误，它所具有的价值都不会被影响改变（GW 12:46）。黑格尔对于康德的这个赞誉无论在《逻辑学》1812年的第一版还是在1832年的第二版中都没有任何变化。人们或许可以把这个对康德哲学价值的评估作为黑格尔自身思辨唯心论的必要条件。


〔2〕
 在导论中，我们已经提到康德关于原初自我关系问题上的主导性“回避理论”。Henrich指出康德策略与他自己的方法论主张相吻合。然而，这个策略对于他的后继者而言并不是自明的。康德在这点上的沉默构成了德国古典唯心论中创造性问题的根源。康德的哲学体系本身必须被带回到传统形而上学的论域中；而与此同时，它为一个新的哲学纪元准备了丰厚的基础。在这样一个康德传统中，黑格尔的《逻辑学》在我看来是最为接近康德的教诲的。这个命题将在本研究中被论证。


〔3〕
 在《逻辑学》中，黑格尔花费了很大的气力来批评性地分析康德的先验演绎。在他看来，康德的终极洞见就包含在这部分论证之中。通过他对康德B版演绎的批评性讨论，黑格尔把自己的原初洞见融入自己的逻辑学著作中。事实上，仅仅是《逻辑学》这个书名就已经蕴涵着黑格尔与康德的亲近性。毕竟康德在第一批判中的独创性内容是他的“先验逻辑”。我们将在第三章中讨论黑格尔与康德之间的批评性对话。在这一章中，我们主要关注康德自己的洞见。这个对于康德的研究并不是基于某种历史的好奇心。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性阅读是力图把康德拉进他自己的哲学思考中，以便更好地为康德哲学的精神作辩护。离开对康德的理解，笔者怀疑人们是否可以真正地进入黑格尔的《逻辑学》。


〔4〕
 这里，我们无法评述有关B版演绎浩如烟海的研究文献，因为即使是评述很少的文献都需要单独一本书方能完成。有关B版演绎的最小研究文献范围，参考：P.Guyer: “The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 of the Categories”，收于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P.Guyer主编,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页156。


〔5〕
 我们将要讨论的他们关于B版演绎所作的相互对立的解释分别包含在下述文本中：D.Henrich: “The Proof-Structure of Kant's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刊于Review of Metaphysics（22）, 1969, 页640—659；“Identity and Objectivity”，收于The Unity of Reason（R.Velkley主编,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页123—208；“Die Beweisstruktur der transzendentalen Deduktion der reinen Verstandesbegriffe-eine Diskussion mit Dieter Henrich”，收于Probleme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B.Tuschling主编, Berlin: De Gruyter, 1984），页34—96；以及“The Identity of the Subject in the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收于Reading Kant: New Perspectives on Transcendental Arguments and Critical Philosophy（E.Schapter & W.Vossenkuhl编, Oxford: Blackwell, 1989），页250—280。P.Guyer:“Book Review of Identität und Objektivität”，于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76）, 1979, 页151—167；“Kant on Apperception and A Priori Synthesis”，于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17）, 1980, 页205—212；以及“The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 of the Categories”，收于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P.Guyer编,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页123—160。


〔6〕
 关于康德先验自识的各种当代解释的综述，参考：K.Ameriks: “Understanding Apperception Today”，收于Kant and Contemporary Epistemology, （P.Parrini编, Dordrecht: Kluwer, 1994）, 以及“Kant and the Self: A Retrospective”，收于Figuring the Self: Subject, Absolute, and Others in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D.E.Klemm & G.Zöller编,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7〕
 对于这个解释命题的系统批评，参考：D.Henrich: “The Proof-Structure of Kant's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 页641—645。


〔8〕
 关于这个重构内容的争论，参考：“Die Beweisstruktur der transzendentalen Deduktion der reinen Verstandesbegriffe-eine Diskussion mit Dieter Henrich”，收于Probleme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B.Tuschling编, Berlin: De Gruyter, 1984），页34—96。


〔9〕
 参考：P.Guyer: “The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 of the Categories”，页153—154。


〔10〕
 Guyer对于Henrich的了解可以在Guyer早期文章的一个脚注中得到证明。参考：P.Guyer: “Kant on Apperception and A Priori Synthesis”，于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17）, 1980，页210。


〔11〕
 对于Guyer来说，对象实在性意味着，知性范畴独立于我们的经验被合法地运用到某些对象之上。相反，对象有效性意味着知性范畴必然运用到所有知识对象上。他认为康德在这两个论证策略之间摇摆。参考：P.Guyer: “The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 of the Categories”, op.cit.，页124—127。


〔12〕
 Henrich的这篇论文依据他在海德堡1974年的讲座，并以德文单行本的方式于1976年出版发行。参考：D.Henrich: Identität und Objektivität（《同一性与对象性》），（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sverlag, 1976）。这篇论文的英译本收录在他的英文论文集The Unity of Reason（R.Velkley编,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页123—208。Guyer关于Henrich论文的书评，参考：P.Guyer: “Book Review of Identität und Objektivität”，于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76）, 1979，页151—167。


〔13〕
 在他的书评中，Guyer承认Henrich 的工作对于康德学术界的两个关键贡献之一是：1.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康德对象性判断和先验自识两个方面之间的松散连接。2.证明了在B版演绎中先验自识通过连接不同的心灵状态形成判断的能力来行使它的功能；并且通过这个功能，认识主体可以确认连续的同一性。参考：P.Guyer: “Book Review of Identität und Objektivität”, op.cit.，页159—160。尽管如此，Guyer既没有在他的书评中也没有在后来出版的关于康德先验演绎的研究中改变自己的立场。


〔14〕
 参考：P.Guyer: “Book Review of Identität und Objektivität”, op.cit.，页166。


〔15〕
 关于判断力的最好的研究，参考：B.Longuenesse: Kant and the Capacity of Judge（C.T.Wolfe译,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这一节下面关于康德判断活动的论述曾得益于Longuenesse的工作。Longuenesse工作的首要价值在于她充分地强调了康德判断理论和意识理论之间的紧密关联。然而，在笔者今天看来，她对于范畴表的证明无法区分先天知性范畴和作为谓词位置出现的经验概念。毕竟普遍性经验概念同样是在判断活动的终点处获得的结果。


〔16〕
 Longuenesse批评了Klaus Reich关于判断图表的先驱性工作。在她看来，Reich关于康德判断图表演绎的研究是徒劳的，因为他仅仅从这样一个判断定义出发，即判断仅只是“思想中的统一性功能”（B.Longuenesse: Kant and the Capacity of Judge, op.cit., 页77）。与Reich的工作相反，她建议考虑蕴涵在每一个判断中的对象性关系。


〔17〕
 康德的论述原本出自他的《逻辑学》，§36, Ak.IX, 页111。另见B.Longuenesse: Kant and the Capacity of Judge, op.cit., 页87。


〔18〕
 康德的论述原本出自他的《逻辑学》，§7, Ak.IX, 页95。另见B.Longuenesse: Kant and the Capacity of Judge, op.cit., 页87。


〔19〕
 Longuenesse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证明“比较概念”与“判断形式”之间的平行性（参考：B.Longuenesse: Kant and the Capacity of Judge, op.cit., 页131—166）。这个平行关系一方面意味着判断形式不能被直接地运用于对象之上，而是作为比较的规范引导概念的形成和对象性知识；另一方面，范畴对于对象的确定是通过在知觉中的统一性活动来实现的。


〔20〕
 在本研究中，笔者没有充分意识到这里Longuenesse所谓的“范畴获得”的含混性。通过判断活动，我们获得的概念首先是经验认识概念，而不是范畴本身。然而，由于判断本身必然包含某种具体形式，在构造某个具体形式判断的意义时，我们可以追随Longuenesse称之为“范畴获得”。事实上，“范畴获得”命题的基础在于判断形式通过比较环节发挥的功能性要素。


〔21〕
 关于形而上学知识的渐成，参考：G.Zöller: “Kant on the Generation of Metaphysical Knowledge”，收于Kant: Analysen-Problem-Kritik, （H.Oberer和G.Seel编,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1988），页71—90。


〔22〕
 参考：D.Henrich: “The Identity of the Subject in the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收于Reading Kant: New Perspectives on Transcendental Arguments and Critical Philosophy, op.cit., 页279。


〔23〕
 参考：D.Henrich: “Identity and Objectivity”，收于The Unity of Reason, op.cit.，页123—208。很显然，康德的方法论是无法被他的热情追随者Reinhold和费希特所知晓的。因为“我思”是康德先验哲学的最高点，在笔者看来对于纯粹的“我”的本质的进一步澄清是必需的。这一点在下一章关于费希特的讨论中会变得更加清楚。


〔24〕
 参考：H.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An Interpretation and Defense, New Haven: Yale Univeristy Press, 1983, 页140。


〔25〕
 参考：D.Henrich: “The Identity of the Subject in the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 op.cit., 页279。


〔26〕
 对于自我知识的观念性的具体论述，参考：K.Ameriks: Kant's Theory of Mind: An Analysis of the Paralogisms of Pure Reason, 2n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页234—301。这一节下面的讨论从Ameriks的出色研究中获益良多。


〔27〕
 参考：K.Ameriks: Kant's Theory of Mind, op.cit., 页178。


〔28〕
 关于康德在《基础》及第二批判中的演绎结构历来存在争论。Henrich最早以发生史学的方式探讨了康德关于道德法则演绎所作的各种不同的研究。参考：D.Henrich: “The Concept of Moral Insight and Kant's Doctrine of the Fact of Reason”，收于The Unity of Reason, op.cit., 页73—82。另外，Henrich后来对康德在《基础》及第二批判中的演绎进行了论证性的分析。参考：D.Henrich: “Die Deduktion des Sittengesetzes”, 收于Denken in Schatten des Nihilismus（A.Schwan和W.Weischedel编,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5），页55—112。这篇文章的节略英译本，参考：“The Deduction of the Moral Law”，收于Kant's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P.Guyer编,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8），页301—341。


〔29〕
 D.Henrich: “The Concept of Moral Insight and Kant's Doctrine of the Fact of Reason”, op.cit.，页61—62。


〔30〕
 当我们在这里谈论对基础性道德法则进行证明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康德的道德演绎是以此为最终目标的。事实上，像康德在《基础》一书中所指出的，真正要被演绎的是“定言律令”。然而，在对这个律令的可能演绎中，不管怎样都会涉及基础性道德法则的证明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在这节中关注对于基础性道德法则的证明。同样，我们不能把下面的讨论混同为对于康德道德演绎的讨论。


〔31〕
 D.Henrich: “The Concept of Moral Insight and Kant's Doctrine of the Fact of Reason”, op.cit.，页55—61。


〔32〕
 参考：D.Henrich: “Ethics of Autonomy”，收于The Unity of Reason, op.cit., 页113—121。


第二章　费希特《全部知识学基础》（1794/1795）中的基础自我意识

康德的形而上学思考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实践理论那里达到了顶点。通过理性的（行动）事实概念，康德延续着柏拉图以来的传统，以解释善的存在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存在。然而，康德的实践形而上学的最终结果有着这样一些具有事实色彩的要素——理性的（行动）事实和对于基础道德法则的尊重。这个实践理论的声调听起来与肇始于康德的批判哲学的整个精神是不和谐的。在这种情况下，费希特和黑格尔作为康德哲学精神成熟的后继者，必须刷新哲学思考，以便提供一个比康德本人更具有批判精神的哲学成果。

在康德第一批判直接性影响的余波中，先验自识问题成了最受争议的问题之一。而正是从这个争议点出发，哲学的思考进程将被更改。
〔1〕

 在其哲学生涯的早期，费希特已经明确了他关于基础自我意识论题的本质思考。尽管很多人误解和讥讽他，费希特始终把自己视为是康德哲学的真正发展。他把自己哲学思考的体系称为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费希特一生都在不间断地表述和改进自己的知识学。他的创造性工作本质上力图忠实肇始于康德的批判哲学的精神。费希特明确地声称全部知识学的核心就是理性的自由。

由于受黑格尔和谢林批评的影响，费希特哲学长期以来遭到冷落。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费希特的创造性的思考。这种对于费希特哲学兴趣的提升当然有其外部原因——费希特哲学作品批判版全集的出版。
〔2〕

 尽管如此，当代的费希特学术研究远不能令人满意。根据施托尔岑贝格（Stolzenberg）的评述，费希特研究的复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方是要为费希特的哲学体系作辩护，并把它作为德国唯心论的一个独立代表，而另一方则是要评估费希特哲学理论的有效性，并强调它对于当代哲学讨论的可能性贡献。
〔3〕

 在本章中，我们试图在与康德批判哲学的关系中来揭示费希特的“本原洞见”。具体而言，我们将试图证明，费希特在《全部知识学基础》（1794/1795）（以下简称《知识学》）中的“绝对我”的概念是康德纯粹自识概念的后继者。

这个对费希特的迂回将为我们下一步的黑格尔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一方面，黑格尔的基础思考是通过批评康德和费希特哲学来建立的；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在多大程度上黑格尔的思考事实上是接近费希特思考本身的。像我们已经提及的，德国古典哲学内部的对话往往充斥着彼此的误解。同时，这个误解又是富有创造性的，因为它们揭示了这个时期基础问题的不同层面。毋庸置疑，这些误解性对话可以让我们直面构成行动理性无限性的纯粹自我意识的复杂性本身。这里，剥离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负累，人类的自由赢得了一个在哲学中被主题化的契机。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费希特关于人类自由的概念将同时显示他与康德的连续性和断裂性。

除了他所写的导论性和准备性作品外，费希特一生共写就了十五个版本的知识学。他的知识学写作开始于1794到1795年间第一次出版的《知识学》一书。即使简要介绍这些不同知识学体系也需要一本书的篇幅。
〔4〕

 因此，在这一章的讨论中，我们将通过1797年《尝试一个关于知识学的新的展示》（以下简称《尝试》）的论述帮助，集中讨论《知识学》中的基础论证。
〔5〕

 作这个文本选择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像书名已经蕴涵的，《知识学》一书的目的在于为费希特整个哲学体系提供基础；第二，正是这本著作构成了黑格尔对于费希特批评的核心对象。

根据施托尔岑贝格的研究，费希特早在前往耶拿任教之前就已经获得了他关于基础自我意识论题的根本性思考基础。出于历史的原因，他的《知识学》是以赖茵霍尔德（Reinhold）的风格写就的；而《尝试》则更加清楚地展示了费希特哲学思考的本来方向。因此我们将首先通过《尝试》的文本来澄清费希特与康德哲学之间的关系。第二，我们将返回费希特《知识学》的第一部分，在那里费希特建立了《知识学》一书的三个基本原则。最后，我们将集中关注《知识学》的§5论证。在这里纯粹自我意识在实践领域被重新思考。通过以上三个步骤，我们试图证明费希特通过基础自我意识论题把康德的形而上学思考转型为一个全新的哲学纪元。对于费希特本人而言，这个全新的哲学思考方式应该被称为知识学。

第一节　费希特的纯粹“我”与康德的纯粹“自识”

费希特与康德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以致他的同代人为此常常感到困惑并要求他自己做出澄清。尽管费希特认为在未来自己的哲学思考被接受的命运端赖于此，这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看起来似乎抵制所有可能的清晰描述。然而，他的确在《尝试》的第二版导言中努力澄清这个复杂的关系。在这个导言的§6中，费希特声称，





知识学的作者为其阐述添加了这样一个声明——这个哲学与康德的哲学是彻底一致的，而且不是别的，就是恰当被理解了的康德哲学。（SW I: 468-469）





知识学的作者……尽可能公开地承认他曾经也无法理解康德的作品，并且只有在他已经以自己的方式发现了知识学之后才发现康德作品拥有价值和内在连贯的意义。（SW I: 470）





如果费希特的这个陈述没有让事情变得更加清楚的话，它至少显示了他与康德哲学关系的微妙性所在。人们或许会置疑费希特是否把自己的思考强加给了康德哲学。康德本人在晚年的时候就公开地拒绝了费希特所谓的对于他的哲学的认同。而费希特自己则声称他仅仅试图完成康德第一批判所肇始的哲学革命。今天，出于历史距离的原因，我们可能拥有了更好的契机来理解这两个哲学家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关注《尝试》第二版导言中的§6。毕竟在这一小节中费希特试图澄清他与康德的关系。恰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事实上费希特所展示的，既有与康德哲学思考的连续性又有明显的差异性。而这两个要素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他们两者之间的创造性对话。

1．智性直观与纯粹自识

在《尝试》第二版导言的§6中，费希特通过以下两个要点来展示他与康德批判哲学的微妙关系：“智性直观”与“物自身”。他与康德的差异之处首先在于他令人惊讶地坚持智性直观这个对他而言异常重要的概念；而康德则把智性直观从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中排除出去。另外，费希特对于物自身的反驳是基于他对智性直观的坚持。因此，我们在这一节中将从解释费希特的智性直观概念出发，从而重构他与康德之间的一场鲜活的对话。

乍看上去，没有什么比在康德批判哲学之后还坚持智性直观更令人困惑的了。这一点对于费希特的哲学思考而言显得尤其突出。一方面，费希特的智性直观概念构成了他知识学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很清楚康德彻底拒绝了对于人类认识而言智性直观的可能。对于康德而言，智性直观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解决方案，它嘲讽所有的劳动并且只能产生出最糟糕的幻觉。于是，人们就会置疑费希特的哲学是否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但是，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即这两个思想家在使用同一个术语表达完全不相同的概念？

在《尝试》第二版导言的§6中，费希特首先区分了他自己的和康德的智性直观概念的含义，以求把自己放在一个与康德批判哲学恰当的位置上。在费希特看来，康德意义上的直观必须指向某个存在。费希特在这里所说的某个存在意味着一个被设定的存在和一个固定的存在。当然，费希特在这里是使用自己的概念来澄清康德直观概念的含义。然而，他的这个澄清似乎并没有带来太多的改观。对于康德而言，直观只是人的认知官能之一，由此我们可以从外部接受感性杂多。我们对于那个影响直观这个被动官能的事物没有任何认识。我们最多可以像康德所做的那样称之为“先验对象=x”；这个先验对象是我们意识形式定义中的对象相关物。人们会猜测是否费希特对于康德直观概念的上述澄清与这个对象相关物有关系。我们在此不可能进一步讨论这个论题。毕竟，费希特主要关心的是解释康德的智性直观概念。

直观意味着与某事物的直接性关联。智性直观不是对于感性事物的直接意识而是对于物自身的直接意识，因为康德的感性直观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明晰性概念。在康德那里，智性直观意味着我们仅通过概念就可以创造出物自身。对于费希特而言，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所批判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就是智性直观的一个案例。尽管费希特并没有解释直观的关联对象的准确本质，他对于智性直观的界定与康德本人的界定则是一致的。对于康德而言，作为我们智性能力的知性官能必须是概念性的。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知性的综合活动必须假设通过感性直观而来的被给予者，而不是自己与认知对象之间建立一个直接性关联。因此，费希特正确地看到智性直观是康德用以为人类认识拒斥物自身的特殊方式。

事实上，费希特非常欢迎康德对于物自身的拒斥，并声称他的知识学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做同样的事情。对于费希特而言，所有的存在物必然是感性的。这个命题可以看做是他对康德第一批判命题的极端化发展。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康德并没有把自己仅仅局限在认知经验中。的确，在康德那里，知性官能的范畴只有在经验的范围内才具有对象有效性；但同样正确的是康德通过先验自由概念敞开了一个明晰性本体世界的维度。而且，他在第二批判中建立了实践形而上学。在他看来，道德自我通过基础性道德法则可以被提升至目的王国之中。这个所谓的本真自我就是在道德洞见中被断定的物自身。费希特正确地指出康德为人类的知识拒斥了物自身。但是对于康德而言，彻底清除物自身就是做得过多了，因为物自身与我们哲学思考的一个新的维度相关。追随康德的批判哲学精神，费希特明确地指出在康德意义上的智性直观只能为知识学带来一个荒谬的事物。既然荒谬的事物根本无法被思考，费希特在自己的哲学思考中甚至拒绝物自身这个术语本身。

既然是这样的话，费希特本人的智性直观概念又意味着什么呢？在他看来，智性直观是“对于我的绝对自我行动性的直观”。他这样来表述自己的智性直观概念的含义：





知识学所谈论的智性直观并不指向任何存在物；相反它指向的是一个行动（Handeln）——这一点甚至康德都没有提及（或许，除了以“纯粹自识”的名义）。（SW I: 472）





很明显，费希特的智性直观概念与对于物自身的独断认识没有任何关系。它所涉及的是对于自我行动性的意识。在这个意识中，不是任何存在物而是行动本身被当做是意识的相关对象。进一步而言，在这个行动意识中，这个行动本身是自我联系的，因为费希特把它与康德的纯粹自识概念相比照。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对这个意识进行具体分析。这里，我们首先关心的是费希特与康德哲学之间的关系。

人们会在康德批判哲学的文本中寻找具体的位置，费希特对此可以通过智性直观概念来对其有所指涉。费希特认为，人们必须对康德在第二批判演绎中所证明的定言律令具有自我意识。而且，他把康德的定言律令概念等同于他的基础性道德法则。在此基础上，费希特进而询问在这里所涉及的是什么样的意识。他认为，康德在第二批判中忘记了询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从来没有讨论过所有哲学基础的论题（SW I: 472）。

费希特的判断是否公正地对待了康德的形而上学思考呢？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康德出于方法论的考虑有意识地回避关于道德法则中所涉及的理性实践性自我意识的讨论。对于康德而言，我们只需要断定在善的绝对要求和道德自我意识之间存在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另外，在康德那里，道德自我是属于明晰性本体世界的。这样，基础性自我意识根本不可能被主题化，除非人类具有智性直观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在康德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直观官能本质上是感性的。因此，康德并不是像费希特所指责的那样忘记了实践性基础自我意识的问题，而是出于自己的理由彻底拒绝了这个问题的合法性。

尽管如此，费希特还是正确地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康德在基础道德论证中没有将自我意识问题主题化。事实上，康德的形而上学视角根本不允许这个问题主题化的可能。人们进而会问费希特在接受康德批判哲学的前提下如何可以对这个问题加以主题化呢？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费希特与康德之间存在着一个细微的差异。康德并没有把基础性道德法则等同于定言律令。对于康德而言，只要是理性存在者（包括天使）都必须遵从道德法则，而只有对人这样的理性存在者，由于他与感性世界的关联，基础性道德法则才成为律令。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在康德那里自我意识与基础性道德法则之间是不可分离的关系；而在费希特对于康德批评中，他所假设的是自我意识与定言律令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于这样的细微变化，费希特所说的自我意识从一开始就不是去意识康德所谓的在目的论王国这样的本体世界中的本真自我。因此，他也就回避了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所批评的理性心理学的谬误。同时，他也将康德哲学中对于物自身的批评极端化地扩展到了实践理性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费希特的智性直观概念力图极端化地推进而不是倒退康德的哲学思考，以便使关于基础性自我意识的思考得以可能。

进一步而言，费希特批评康德没有思考所有哲学的基础本身。在费希特看来，康德的第一批判和第二批判仅仅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展示为彼此平行的内容。通过这个平行关系，康德想强调的是同一个理性的不同功能。在第二批判中，康德提醒我们所有我们的洞见在我们的基础官能面前就会消失。在康德那里，理性在理论世界中被视为一个假设，而在实践世界中则仅仅被断定为一个事实。对于他而言，离开智性直观，我们没有任何可能直接进入理性这个基础官能本身。

值得注意的是，费希特把实践自我意识看做是与所有哲学的基础相关联的。他提出在康德的整个哲学工作中纯粹自识概念是唯一的例外，它清楚地指向基础自我意识本身。通过这个术语，被指向的理性的纯粹自我意识没有任何传统理性神学中的独断论特征。毋庸置疑，以费希特的方式将基础自我意识主题化的工作将会摧毁康德在理性的理论功能和实践功能之间所做的平行性划分。康德区分的基础在于实践道德性的“我”属于明晰性本体世界。既然费希特放弃了这个实践形而上学的维度，他拒绝康德在理性中所作的功能区分就变得并不令人惊奇了。另外，费希特给予实践理性的优先位置并不是要彻底背离康德的哲学旨趣，而是在康德自己的著作中有着确凿的文本依据。
〔6〕



毫不奇怪，费希特会在纯粹自识的启发下来思考实践性的自我意识。既然纯粹自识是本原性的并因此是自由的，对于它自身的意识必然是直接性的，否则它就会成为被构造的对象。在哲学传统中，直接性的意识被称为直观。然而，这个纯粹自识中涉及的直接性意识不可能是感性直观，因为它所意识的内容不是与对象相关的而是对象性意识的条件。因此，费希特使用智性直观这个术语来指称康德哲学中的纯粹自识。在这个意义上，费希特的智性直观概念与康德在使用它时所具有的传统形而上学含义相去甚远。尽管二者在同一个术语下使用的是不同的概念，费希特与康德的关系还是通过这个有争议的术语被部分揭示了。一方面，作为结果，费希特对于智性直观概念的使用来自于康德对于理性心理学独断论的批评。另一方面，费希特远远超出了康德的哲学体系；毕竟在康德哲学的背景中仍然存留着传统形而上学的视角。在这里，我们可以强调费希特关于智性直观的界定：他的智性直观概念不是对于对象的直观，而是对于“我”的绝对自我行动性的直观。

2．智性直观与“我思”

在上一部分中，我们已经指出费希特是如何把他自己的智性直观概念与康德的批判哲学联系起来。我们可以证明费希特在实践理性中找到了所有哲学的基础。而且，他是通过康德的纯粹自识概念来理解实践理性的自我意识。这样，费希特敞开了一个新的思考领域，这个领域甚至无法被康德的实践独断性而上学所覆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充分地指出费希特把全部哲学的终极基础奠定在智性直观中的含义。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这要求我们对从康德第一批判而来的先验—形而上学思考做进一步的变型。

在《尝试》的第二版导言中，费希特力图在与其他哲学立场的对照中来讨论康德的哲学。为了展示具体的理论论题，我们在下面将忽略费希特与其同代人发生争论的历史背景。人们或许可以说，费希特对于康德哲学的转型根源于并且被激发于一个极端冲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独断论、怀疑论和先验唯心论彼此互相冲突。作为康德的追随者，费希特的转型力图回击其他冲突的思想潮流，从而为康德先验唯心论作辩护。

费希特转型的第一步就是利用哲学立场和生命立场的方法论区分来替代康德关于人类官能的理论。很明显，康德在第一批判中采纳了这样的秩序：从直观经过知性再到理性。关于这三个官能的原理大致而言是相互分离地引入第一批判中的。如果人们把这些官能理解为认识的功能，那么康德的思考是可以被辩护的。对于康德而言，人类认识的可能性必须是基于这些不同的官能之间的协作。如果人们对于这些官能的功能一无所知，他们将很难定位可能的表象。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官能本身可以被视为是表象。与此相关联，费希特引入了哲学立场和本原立场之间的区分。费希特认为，哲学的立场建立在哲学反思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视角来看，自我意识与感性直观一样都是表象。相反从本原立场来看，不论自我意识还是直观都不可能单独构成表象。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完全的表象必须包含三个构成要素：直观、自我意识/智性直观和概念。后面我们还将对费希特在这两个立场之间的区分作进一步的讨论。在这里，我们只需要指出费希特的区分避免了康德的官能理论在他的同代人中所引发的困难。

在这个转型中，费希特并没有隐藏他与康德之间的差异。他清楚地指出康德不会像他一样使用智性直观这个概念来指称属我性。费希特对于自己的辩护在于：智性直观与完整表象之间的关系和感性直观与完整表象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首先，智性直观和感性直观是表象得以可能的要素。其次，它们二者都通过概念被统一在表象中。最后，感性直观构成了表象的对象性关系，而智性直观则构成了表象的主体性关系。这样，很清楚，费希特通过生命立场，把康德的功能性官能转变成同一个表象的结构构成要素。学者们通常承认康德唯心论是基于直观官能的独立性之上的。这样，人们会考虑是否费希特的转型坠入到某种独断的实在论之中。这个顾虑可以通过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费希特对于物自身的拒斥而得到解决；而且，费希特的表象的三个构成要素之间有相对的独立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清楚在多大程上费希特可以避免这种独断论。

为此，我们必须进入费希特对于纯粹自我意识的哲学解释中。对于他而言，先验唯心论的精神就在于“理性是绝对自足的；它只是自为的；并且为了它的只有它自身”（SW I: 474）。具体而言，所有对于理性的确定必须基于理性自身。进一步而言，必须从理性自身出发来解释理性的确定，而不是从外在于理性的事物来解释它；因为理性不可能来到这个外部事物中而不放弃自己。通过奠基和解释这两个术语，费希特在此指出了绝对自足理性的基础状态。

但是理性的所有确定如何可以奠基于理性自身并从理性自身出发而被解释呢？另外，费希特这里所谓的确定意味着什么？为了澄清这些问题，费希特首先引用了康德第一批判B版演绎§17中的命题：“与知性相关联的所有可能直观的最高原则是所有的杂多服从自识本原综合统一体。”（CpR: B136）费希特认为，这个命题建立了思考的直观可能性和自识本原综合统一体之间的协作关系。既然康德指出直观没有概念是盲目的，费希特推理认为直观必须以思的可能性作为条件。由此，他得出结论，所有意识必须以自识本原综合统一体为条件。费希特的推理看起来公正地解释了康德的命题。然而，他忽视了康德命题中所强调的一个分句——“与知性相关联”。就在费希特的康德引文之前的一个命题中，康德指出，与感性相关联的所有直观可能性的最高原则是时间和空间形式。当康德指出直观离开概念是盲目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即像费希特所解释的那样认为说该直观是不可能的。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某个直观仅仅与我们相关而并没有被提升至认识的层面。这里人们应该记住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康德和费希特对待表象的不同进路。康德的思考是基于官能的功能，而费希特的思考则是基于对表象的结构分析。如果感性直观与其他要素一样，只是表象的一个构成要素，它离开概念就什么也不是，因而也不可能。

费希特认为，康德所谓的自识的本原综合统一体是我们所有意识的条件。为了解释这个统一体，费希特引述了康德第一批判B版演绎§16中的著名命题：“我思必须可能伴随所有我的表象。”（CpR: B131）根据上述他对意识的结构性分析，毫不奇怪费希特仅强调了这个命题中的“我思”部分，而并没有强调同样被康德强调的“可能”的限定。对于费希特而言，“我思”这个术语首先意味着在思想中我是思想者。与康德的同代人的思考相反，费希特证明“我”不应该通过对于思考的不同片断之间的比较来被获得。否则，一个思考会以另一个关于这个思考的思考作为条件，以至无穷。如果是这样，我们根本无法使得我们的思考奠基在基础自我意识中。即使我们把思考视为是对于所有杂多表象的统握，这也只能导致思考一般而不是一个同一的思考者。因此，费希特十分准确地把“我”界定为数目同一性。

费希特借助康德B版先验演绎的§16来支持他对“我思”概念的解释。毋庸置疑，在这一节中康德描述了纯粹自我意识的本质。首先，康德强调“我”在所有的意识中必须是同一的。第二，他强调“我”的本原性，因为它不可能通过意识的偶然要素被确定。既然我们谈论的是“我”，纯粹自我意识就必须仅通过自身来被确定，并且是被绝对地确定。最后，费希特区分了纯粹自我意识和对于我们个体性的意识，因为后者必须假定第三人称视角下对于我的意识。这样，费希特把康德的自识的本原综合统一体等同于他自己的纯粹的“我”的概念。

尽管如此，仍然存在着一个问题：费希特的纯粹之“我”如何可以是所有意识的基础？对于康德而言，“我思”只是我们进行判断的必要条件。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况，在其中我们可以具有感性知觉但却没有通过判断获得最终的概念性知识。康德从判断的图表中推导出了知性范畴的图表。这个推导的可能性基于下面两个事实：判断的形式与知性的综合功能。而费希特却认为康德要从纯粹的“我”推导出哲学的体系。这样，人们就会怀疑费希特如何可以通过纯粹自我意识来建立对于意识的确定。这难道不意味着通过人的心智来创造地球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费希特在这里所作的转型意味着什么呢？

有趣的是，费希特自己就已经提出了这个困难的问题。他在这一点上承认与康德的差别。他说：





根据知识学，所有的意识都由自我意识确定；即所有在意识中发生的都以使得自我意识得以可能的条件为基础——也就是说，由自我意识所给予和产生，并且在自我意识之外没有任何基础。（SW I: 477）





这里，费希特将他所谓的由自我意识确定所有意识的含义具体化了。对于他而言，确定是由被奠基、被给予和被引入来界定的。康德不难承认范畴源于知性。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知性范畴等同于知性判断活动的不同规则。尽管知性范畴的对象有效性基于自我意识，康德从来没有试图从自我意识中推导出这些范畴。因此，费希特的术语“确定”要求比康德的“条件”更多的内容。

费希特必须论证他从自我意识出发系统推理范畴的要求。首先，他认为我们不能抽去具体意识的确定内容，而同时认为它们的可能性要以自我意识为条件。其次，费希特认为只有从自我意识中推导出来的才是意识，而其他的则什么也不是。这一点可以从我们前面所述的费希特对于表象的结构分析来解释。作为一个完整的表象，自我意识必须与感性直观和概念在一起。既然在表象中每一个要素都不可或缺，费希特从纯粹自我中建立推导的努力就是合理的。

至此，费希特已经定义了纯粹自我意识的基础地位。人们或许会置疑费希特知识学会不会变成为某种神性的逻格斯。这个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费希特的纯粹之“我”就像康德的纯粹自识一样，首先是没有内容的，因此是空的。另外，人们会置疑，如果这个“我”是空的话，费希特是否可以获得他所要求的体系。在本项研究中，我们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涉及费希特哲学体系的概念本身，而且涉及他的哲学体系与基础性自我意识的可具体化之间的关系。另外，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费希特仅仅要求从自我意识中推导出意识的规定。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学要获得所有意识的规定。最后，人们可能还会置疑费希特的知识学与其他哲学体系以及其他科学学科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处理关于费希特知识学的这些困难问题。就当下的目的而言，我们已经很清楚费希特的纯粹“我”在表象或说思的领域有其自由。它既不是思之一般，也不是经验的自我意识，更不是对于个体性的意识。对于费希特来说，从本原的角度，纯粹自我意识是使得表象得以可能者。当这个本原基础在哲学中被对象化时，它就意味着纯粹的“我”。在人类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我”，因为每当人们寻找它时，它已经作为基础被假设了。只有在哲学中它可以被主题化并且被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毫不奇怪，纯粹的“我”是哲学家人为构造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个对象并不是彻底异于我们的生命，而是在人的自由中有着自己的根。

3．对于物自身的批评

在前两部分中，我们已经看到费希特把自己的纯粹“我”的概念与康德的纯粹自识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另外，费希特解释了纯粹“我”的意义和它对于我们所有意识的基础地位。然而，费希特并不认为这足以辩护先验唯心论，反对独断论和怀疑论。

费希特认为，这个辩护的不充分性首先可以通过赖茵霍尔德的思考而被揭示。就意识的经验内容而言，赖茵霍尔德把我们的经验意识/经验奠基在异于“我”的事物之上。对于费希特而言，先验唯心论的这个困难同样可以在与埃伯哈特（Eberhard）相妥协的康德主义者那里得到见证。根据埃伯哈特的观点，显现的对象基础由物自身构成。或许费希特误解了赖茵霍尔德的思考。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或许可以把费希特的批评理解为对于埃伯哈特的独断论的过度焦虑。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康德本人也对埃伯哈特的思考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为了批评独断实在论，费希特问：根据康德的哲学思考，在多大范围内知性范畴可以被应用，以及在多大范围内因果性范畴是有效的。根据康德，范畴只有在显现的领域内才有对象的有效性。对于费希特而言，这个范围就是为我们和在我们这里的表象世界。这样我们就不可能把异于“我”的事物当做认识经验内容的基础。因此，费希特指出独断论的可能性就奠定在一个无效的推理基础之上，即从被奠基者推理至奠基者。这个推理之所以无效是因为因果性范畴只有在经验范围内才有效。因此，我们不可能超出显现的世界而进入外在于我们的物自身世界之中。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费希特采用了与当时的怀疑论者舒尔策（Schulze）反对赖茵霍尔德相类似的怀疑论论证。

然而，这个论证的相似性并不意味着费希特是在赞同怀疑论。事实上，费希特恰恰要辩护康德式的先验唯心论，反驳独断论和怀疑论。毕竟，后面这两者都通过独断实在论来解释康德的第一批判。因此，我们有必要来重新思考康德的物自身概念。费希特认为，康德把物自身等同于本体，而本体同样出现在赖茵霍尔德和舒尔策的作品中。这个等同可以让费希特把三个思想家归于同一个范畴之中，尽管我们已经看到康德的形而上学思考是不同于独断实在论的。无论如何，费希特首先尝试解释本体概念的含义。他指出，





根据康德、赖茵霍尔德和舒尔策，本体是这样的事物，在服从思考的确定法则中（这些法则必须被并且已经被康德建立了），除了显现我们思考的内容；以及在服从这些法则中，我们必须思考并添加给显现的内容。因此，本体只是由我们自己的思考所制造出来的。然而，它不是通过思考的自由行动被制造的，而是通过必然的思考行动——必然，即如果“我”要存在。因此，本体（之物）就是仅仅为我们的思考而存在，并且仅仅为作为思想存在者的我们存在。（SW I: 482-483）





因此，本体之物并不像独断论和怀疑论所假设的那样意味着独立于我们的存在。对于费希特而言，它是通过我们的思考添加给表象的事物。尽管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添加的含义，但至少它的含义能通过思考的法则而被理解。在《尝试》第二版导言的§6中，费希特清楚地解释了他对于康德先验哲学的方法论式的解读。上述的对于本体之物的添加来自我们思考的方法论要求。

在对于人类思考的进一步具体化中，费希特强调了他的方法论式的意图。在他看来，本体之物的可能性不是基于我们的“自由思考”，而是我们在“我”的假设之上的“必然思考”。关于这两种思考的差异，很清楚，必然思考必须服从某种法则，否则它就不具有任何必然性。进一步而言，费希特指出必然思考的法则性假设了“我”的存在性。在这个意义上，费希特的解释是可以被关涉我们认识条件的康德先验哲学所接受的。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纯粹自我关系必须卷入根据范畴朝向对象的判断活动中。毕竟，知性范畴只有在“我思”的基础上才是对象有效的。最后，费希特指出，人类思考必须是必然性思考，因此要服从法则。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解释这个对于本体之物的添加对于我们必然思考意味着什么。对于费希特而言，这个添加与感知有关，因为在感知中必须假设被感知之物。当赖茵霍尔德把物自身当成基础时，他不可避免地会卷入一种不连贯性之中。这是赖茵霍尔德为独断论付出的代价。正是出于同样的不连贯性，怀疑论者（例如舒尔策）批评了赖茵霍尔德对于康德哲学的展示。

很明显，只有通过对于独断论的本体概念进行批评，才可以避免怀疑论。在这个意义上，费希特对于物自身的批评并不是要彻底消除它在解释人类认识时的方法论式的作用。对于费希特而言，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认识受到外在对象对于我们的影响。然而，这个外在影响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的认识是基于外在事物。费希特清楚地指出他所做的只是要区分经验实在论和先验实在论。费希特认为，这两种实在论都出现在康德的第一批判当中。像赖茵霍尔德和舒尔策一样，康德没有对这两种哲学立场加以区分。但是当先验唯心论哲学受到舒尔策式的怀疑论挑战时，这个区分就显得格外必要。根据费希特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一个彻底的经验生命角度来考虑物自身概念。从这个角度看来，我在思考物自身时并没有意识到我的行动性，因为这个视角本身就不是自由的。只有从哲学的视角中，我才可以指向我的思考的行动性一侧。从这个视角出发，不是我的思考的对象性关系，而是它的自我关系被主题化了。用费希特的术语来说，“就像我设定我自己一样确定地，我把自身设定为受限的”（SW I: 489）。而且，费希特认为这个受限性是“我”的可能性的必要条件。“我”的本原受限性将在下一部分中讨论。这里，我们只需要指出对于一个外在事物的添加是基于“我”的自我限制性活动。

在上一部分中，我们已经看到，费希特对于生命和哲学视角的区分，有助于将纯粹自我意识的理论性主题化。现在，这个区分被用来辩护先验唯心论，反驳独断论和怀疑论。通过对于康德第一批判的方法论式的阅读，费希特使得这一区分得以可能。在这个方法论式的阅读中，康德的官能理论的形而上学背景被关于人类认识条件的结构性分析所替代。在这两个立场中，自我意识与感性直观和概念同样属于我们表象的结构要素，但是它相较后者而言具有特殊的位置。一方面，从生命的角度来看，自我意识标记了表象的主体性关联；另一方面，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自我意识被主题化为我们所有意识以及它自身的基础。这两个视角之间的关系后面还将会涉及。这里，我们只需要理解经验实在论在实践领域作为“感觉的事实”而发生作用。尽管我们把一般受限性奠基在“我”之中，这个限定的具体确定则只能通过经验的方式被揭示。对于费希特而言，这里是先验解释的最终边界。因此，哲学的任务被限定在通过经验实在论来表述对于感觉加以澄清的具体法则。

至此，我们已经证明了费希特把康德的形而上学模型转型为一种被称为知识学的新的哲学思考模型中。在这个界限中，康德关于纯粹自我意识的理论保留可以被清除。与此同时，康德朝向明晰性世界的形而上学雄心通过感觉的事实而被限制。在18世纪最后十年中，费希特的知识学对于他的青年追随者们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些青年人中至少要包括荷尔德林、谢林和黑格尔。

第二节　《知识学》（1794/1795）中的基础原则

费希特的知识学力图为康德的先验唯心论作辩护，反驳埃伯哈特的独断论以及舒尔策的怀疑论。对于费希特而言，这个辩护只有基于纯粹自我意识才可以成功；他由此把这个自我意识视为先验唯心论的精神。在他的批判哲学中，康德出于他自己的方法论的理由，谨慎地制止任何对于这个先验哲学最高点进行进一步研究的企图。在费希特这里，这个方法论上的保留理由不再充分。离开对于纯粹自我意识的理论澄清，我们很难反驳独断论哲学对于康德的扭曲。费希特在其哲学生涯之初就意识到了这里的严重问题。1794/1795《知识学》是其一生中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知识学的完整基础体系。另外，在笔者看来，这部《知识学》作品包含了费希特在耶拿时期哲学沉思的历史根源、本质特性以及必然发展。因此毫不奇怪，这部作品会被视为西方哲学史上的一部经典哲学文本。

像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费希特在1794—1995年的《知识学》的理性形态仍然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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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于这个理性形态的不幸无知，首先由于混淆了费希特的纯粹“我”与智性“我”的概念。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证明了费希特的纯粹“我”与康德纯粹自识之间的紧密关系。在这一节中，我们将试图解释费希特的纯粹“我”的概念。在费希特的《知识学》中，这个纯粹“我”首先被界定为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原则。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无条件的第一原则必然与另外两个原则相关联。这样，人们自然会怀疑纯粹“我”的无条件地位；毕竟它与同样本原的“非我”相对立。这个纯粹“我”的悖论不是在第三个基础原则中，而是在实践领域中才得到解决。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考虑费希特的实践性解决方案。在这一节中，我们仅关注基础自我意识的意义。

如书名所示，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基础》不应该被读作知识学的完整展开的哲学体系，而是这个体系的基础。在这部《知识学》的前三部分中，费希特讨论了三个基础原则，它们构成了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认识论要素。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主要关注第一和第二个基础原则。尽管第三个原则同样是基础的，但它主要涉及的是现实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具体可能性。因为我们仅仅关注费希特的纯粹自我意识，所以他在第三原则中所作的讨论在这里可以被省略。首先，我们将澄清作为（本原）行动（Tathandlung）的纯粹“我”；进而，我们将通过“非我”来证明“我”的本原有限性。通过这两个步骤，我们将更加清楚费希特对于人类有限自由的洞见。

1．在（本原）行动中的纯粹“我”

康德之后，费希特是第一位充分意识到传统自我意识理论之危险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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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传统理论对于自我意识的解释采纳了反思模型，自我意识就不可避免地落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当中。从一开始，费希特的基础原则就力图反对在自我意识的哲学解释上的反思循环。

根据亨里希（Henrich）的研究，在对于自我意识的反思解释中存在着两种循环。在第一种循环中，自我意识由作为“主体我”的自我返回关系构成。只要我们使用这个自我返回关系来解释自我意识的可能性，这个“主体我”就已经被提前假设了。事实上，“我”必须被看做是“主体我”与“客体我”同一体的整个结果。这样，反思理论最多描述了自我意识的结构，而并没有解释它的起源。与此同时，这个自我意识的反思结构阻止我们通过外在的事物来解释“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永远不可能获得“我”这个概念所需要的自我同一体。无论如何，自我意识关系必须包含它所关联的要素之间的同一关系。

在第二种循环中，自我意识首先被视为一个任意的主体对于对象的认识。然而，自我意识要求主体必须直接认识到对象与自己是相同的。否则，关于这个相同性的认识就要以第三个要素为中介，从而导致无穷递推；或者在这个认识中已经假定了这个同一性认识。这个反思困难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自我意识中的意识必须是直接性的意识。当“我”在自我反思中出现时，这个直接性的同一意识已经在其中发生作用了。

然而，自我意识并不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同一体，而是“我”这个统一体中包含着内在差异。只是，这个内部差异不应该摧毁自我意识的直接统一体，否则说“我”这样的语言活动就变得不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唯心论有必要建立一个具有“同一与差异的同一”形式的思辨哲学思考。

的确，传统理论中的反思循环模型无法真正解释自我意识的内部复杂性。而费希特哲学的基础反思首先就是要帮助我们思考如何避免这样的理论循环。尽管如此，我们不应该忘记康德哲学所引发的基本哲学争论，从而避免把费希特的哲学思考抽象地与个体化论题联系起来。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证明费希特的基础思考力图根据康德的纯粹自识概念来为他的先验唯心论作辩护。尽管我们还需要解释费希特的纯粹“我”，然而混淆纯粹自识和经验自识会从一开始就摧毁我们的这个解释工作。在这一节中，我们将探究费希特在《知识学》§1中所建立的基础洞见。

费希特很早就获得了对于纯粹“我”的本原洞见。然而，首先是在《知识学》§1中他成功地推理出纯粹“我”这个绝对的第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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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费希特的观点，对于第一原则的这个演绎既不是证明，也不是确定，而是搜索。这个界定首先是基于（本原）行动的不寻常特征之上；毕竟《知识学》第一原则就是要表述这个特殊的行动。费希特认为，（本原）行动是我们经验意识的基础，尽管它本身从来没有为后者所认识。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看到，费希特要求将纯粹“我”加以哲学主题化。在《知识学》中，这个要求通过对于第一原则的搜索而被实现。这样，费希特就可以避免哲学文本中对于基础原则的“无知主义”。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哲学地表述绝对基础，即使这个术语会极度地缺乏内容。

费希特通过“抽象反思”来定义他的搜寻：这要抽象掉所有对于第一基础原则的多余添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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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费希特搜索方法的合法性问题，我们将在下面的具体分析中观察这个抽象反思操作。费希特认为，我们必须从普通逻辑法则出发来搜索作为人类认识基础的绝对第一原则。同样明显的是，必须根据知识学的第一原则来证明这些法则的正确性。因此，我们似乎看到在费希特的搜索方法中包含着一个循环证明。既然费希特认为这个循环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猜测对于他而言这个循环不会伤害到他的哲学方法。事实上，费希特在这里的方法是基于对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深刻反思。当它具有同一律“A=A”的形式时，作为第一原则的“我在”才可能进入到我们的意识中来。人们可以通过这个同一律的形式来推导那个没有进入意识的“我在”的内容。反过来，这个形式的正确性是来自于对“我在”内容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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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毫不奇怪，费希特的搜索开始于同一律法则；他把这个法则称为“经验意识的事实”。换言之，“A=A”被假定为正确的。费希特把内在经验中的自明性和外在经验中的普遍适用性作为常识理解的标记。从这个视角出发，同一律法则可以被视为彻底确定的和明证的。这样，我们无须进一步的证明来绝对地确证这个法则本身。

进一步，这个绝对的确定性与任何具体内容无关，而是仅仅关涉到“A=A”的形式。人们不可能通过对于“A=A”的绝对确定来断定A的存在本身。通过这个绝对确定，人们可以断定的仅仅是“如果A存在，那么A存在”（SW I: 93）。通过把定言判断转译为假言判断，费希特抽象掉A的内容本身，并把它作为多余的内容。“A=A”的形式仅仅由上述假言判断中“如果”与“那么”之间的必然连接构成。这个具有绝对必然性的关联被预备性地命名为X。在这里，费希特还没有证明“A=A”与“我在”之间的联系。

费希特的下一步证明是要把“A=A”的形式转译为“我在”，所以看起来他必须要进一步解释X与同一律之间的关联。为此，费希特首先（悖论地）询问了在什么条件下A存在。人们或许会质疑费希特是否忘记了他在前面刚刚写就的拒绝关于A本身的断言。这个怀疑可以得到缓和，因为费希特指出，“我们不知道是否以及如何一般性的A被设定”（SW I: 94）。这样，我们就会问费希特所说的A存在的含义是什么。事实上，费希特已经指出没有谓词的“being”这个概念与有谓词的不相同。A的存在并不首先涉及一个对象内部确定性的具体条件，因为我们并不知道A是否以及如何被现实地断定。另外，它也不涉及意识时间和空间中具体对象的认识条件。相反，费希特力图借助作为必然关联的X是经验意识的事实这个条件，来解释A的成问题的存在。

首先，费希特引入了经验自我意识，作为经验意识所有事实的条件。他认为，判断是人类心灵在经验意识中的活动。而且，所有活动的条件在经验自我意识中被给予，并且为了搜索的目的，这些条件被假设为已证明的。当“A=A”被视为一个判断时，X作为判断的法则就出现在经验的“我”之中。如果X是绝对的确定而无须任何其他条件，它就必须通过自身给予给“我”。因此，费希特论证说“X至少是在我之中，并且被我所设定”（SW I: 93）。进一步而言，作为必然连接的X只有在与A的关系中才是可能的。随着X在经验“我”中被设定，A同样在并且通过“我”被设定。

但人们会问这里所说的设定A意味着什么。A如何可以进入经验自我意识之中？这个进入意味着A存在吗？费希特指出“如果A在我之中被设定，那么它就被设定了；或者说——那么它就存在了”（SW I: 94）。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引文中条件向无条件转移时，“在我之中”这个限定被取消了。这个变化是为了释放A被设定在“我”之中这个条件，以便使得A被绝对设定乃至存在。根据上面的证明，由于它的普遍性和必然性，X是奠基在思考之中的，并因此在“我”之中。通过这个奠基，A同时被设定在“我”之中并通过“我”被设定。进一步而言，X是一个经验意识的事实，与被思考与否无关。如果A是通过X被设定在“我”之中，那么，对于它的存在的断定，必须根据作为事实的X而被思考为必然的。在笔者看来，费希特所断定的A的存在只是作为法则的X所要求的一个结构要素。毋庸置疑，这个断定无关乎A是否被设定为存在的。

因此，“我”可以意识到A的存在，仅当它意识到X是A存在的基础。费希特继而推导说，“在我之中……存在着总是自我同一的事物，并且这个事物总是同一个”（SW I: 94）。施托尔岑贝格认为，这个命题可以被解读为费希特对于关联X的形式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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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证明，X是对于条件命题中两个部分的必然连接，而且它具有无条件确定的特征。当“我”判断X作为法则时，在这个“我”当中总有一个始终自我同一的事物。基于这个必然性法则，费希特得出结论：“这个绝对被设定的X也可以被表达为我=我；我是我。”（SW I: 94）为了理解这个结论，人们或许可以思考X作为法则，它规范着主词A与谓词A两个位置的A之间的关联。费希特的结论意味着判断主体对于法则X的意识必须假设它对于自我同一性的意识。上面，我们已经证明了A只有以X为中介才属于了判断主体。这个“我”的自我同一性不能通过自身来与一个位置或另一个位置上的A相连接，否则它就不可能意识到连接X本身。离开对于X的意识，对于A的存在的意识根本就不可能。因此，判断主体“我”必须在与X的相关中意识到自身的同一性。

尽管在X与“我是我”之间存在着这样的条件关系，施托尔岑贝格认为，这个关系还不足以充分地解释费希特所用的“表达”这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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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费希特而言，表达这个术语同时意味着形式与质料之间的条件关系。与其他法则不同，最高的法则包含着形式与质料之间的特殊关系。因为这个绝对的第一法则必须是自我奠基的，其形式与质料必然交互性地彼此确定。这个交互确定关系指向的是X与“我是我”之间的关联。这意味着X仅在“我是我”或“我在”中找到满意的质料。与同一律“A=A”不同，“我=我”的质料并不比其形式更少无条件性与绝对性。这个绝对确定的形式X因此与在笛卡尔“我思”中的质料完美匹配。既然X是一个经验意识的事实，在这个阶段“我在”所表述的还仍只是一个事实而不是（本原）行动。然而，同样正确的是“我在”是X的基础。在这里，费希特把同一律形式“A=A”转译为“我是我”以及“我在”。既然“我在”具有同一律形式“A=A”，它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意识中来。然而，这个对于“我在”的意识仍然是成问题的。正是这个问题将引导费希特进一步搜索第一原则。

至此，“我在”的质料还没有被令人满意地描述。一个充分性描述最终会要求从反思模型转变为（本原）行动模型。为此，费希特邀请我们重新观察他论证的起点，即同一律命题“A=A”。这个命题现在被界定为一个判断并因此成为判断活动的结果。这里，费希特的判断概念仍然是传统意义的。根据这个传统判断概念，对于概念连接的表象必须被追溯到判断主体的活动。这样，费希特说判断是人类精神的活动。

X被界定为判断确定性的普遍形式。它包含在经验意识中作为所有事实的最高条件。经验意识的所有事实必须通过判断的形式来被表达。就形式而言，X与“我在”是一致的。这样，“X=我在”就是判断活动的最高条件。“我在”因此是所有经验意识事实的最高条件。这样，在“我在”中绝对的和自我奠基的活动，就是任何具体判断活动的基础，它通过同一律的绝对确定性发生作用。至此，我们已经证明了绝对的和自我奠基的活动建立了被设定存在和事物存在之间的必然关联。因此，它排空了所有经验条件，并由此是自身之中的纯粹行动性。

对于费希特而言，这个纯粹的行动性就是“我的自我设定”（SW I: 96）。这个等同是基于（本原）行动模型。费希特的“我”同时既是行动又是行动的结果；既是行动性的又是行动性所带来的。费希特最后得出结论：“我在”是对于（本原）行动的表达而不是对于事实的表达。毋庸置疑，（本原）行动展示了主体“我”与对象“我”之间的直接性自我同一关系。这个自我同一性意味着一个前反思的自我关系。虽然这个前反思自我关系超越了反思模型，但是自我意识中的意识这个环节至此还没有被主题化。（本原）行动只是为了我们的“我在”，而不是为了它自己的“我在”。根据费希特的搜索方法，人们有理由怀疑纯粹自我意识很难在《知识学》§1中被探究。在这个阶段，我们只需要指出费希特的（本原）行动概念不再是反思模型的受害者。这个纯粹的“我”仅仅是来自自我设定行动，在这个行动中行动及其结果构成了直接的统一体。

2．纯粹“我”的本原有限性

费希特《知识学》（1794/1795）中的第一原则表达的是纯粹“我”的绝对自我设定。这个绝对的“我”不依赖任何被假设的存在，而是彻底地作为自我行动的结果。另外，这个纯粹的“我”在（本原）行动中并且通过该行动来被构成。而且（本原）行动与任何具体的内容无关。对于费希特而言，正是这个纯粹的和绝对的“我”构成了人类认识的无条件基础。尽管如此，费希特的第一原则作为一个结构要素只能与其他功能要素一起发挥作用，以便来实现我们的意识与自我意识。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讨论《知识学》中的第二个基础原则——“非我”的认识原则。费希特认为，“非我”的形式并不比纯粹“我”更少无条件性。换言之，纯粹的“我”将绝对地对自己对立设定一个“非我”。这样，纯粹的“我”本质上就与某事物相冲突；尽管该事物由纯粹的“我”所设定，但是却异于这个“我”。人们或许会质疑纯粹“我”的绝对本质会被对于“非我”的绝对对立设定所摧毁。在费希特的同代人中，荷尔德林与黑格尔已经基于这个理由质疑了费希特纯粹“我”第一原则的绝对性。一方面，如果这个纯粹“我”是绝对的，它如何可以把自身敞开向另一个异于自身/外在于自身之物？而另一方面，如果这个纯粹的“我”可以走出自身，那么它如何可以是绝对的？费希特从来没有承认过他的知识学基础原则中存在这样的致命困难。在他看来，被对立设定的“非我”的质料是有条件限制的。然而，即使“非我”在质料上受到限制，我们仍然很难思考一个与纯粹的和绝对的“我”同样具有形式绝对性的“非我”。在这一节中，我们将检审费希特《知识学》（1794/1795）关于第二个基础原则的论证，以图澄清这个困难的论证在哲学史上的演进。在笔者看来，费希特仅仅力图为人类辩护一个有限自由的概念。

《知识学》§2中的困难从它的第一句话中就明显可见。费希特指出他在这里的方法同样是要搜索第二个基础原则。对于他而言，与在第一基础原则中的理由一样，不可能证明或推导出这个第二基础原则。这意味着第二基础原则所表达的对立设定行动不可能进入经验意识中。而且，这个对立设定行动一定是像（本原）行动一样作为经验认识的基础。尽管如此，费希特并没有彻底排除对于“非我”的推导，因为我们已经在前面证明了“我在”这个第一基础原则。这样，我们或许可以考虑从第一个基础原则中以某种方式推导第二个基础原则；毕竟第二基础原则不是全部知识学的绝对起点。后面我们将看到费希特对于这样演绎第二基础原则可能性的拒绝。这里，我们必须检查“搜索”这个概念在§2中的含义，以便理解费希特对于“非我”的演绎。像我们已经知道的，费希特的搜索意味着从一个经验意识事实出发，进而前进到它的基础当中。这个进程是基于对形式与质料之间的关系的深入反思。在§1中，我们已经看到同一律“A=A”的形式只有在“我在”的表达中才与质料完美的匹配。这个完美匹配的基础在于第一原则是绝对无条件的。在绝对的第一原则中，形式与质料之间彼此互相确定。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假设费希特要再次通过形式与质料之间的某种关系来搜索第二基础原则。然而，由于“非我”在质料方面的被限制性，在第二原则中不可能出现同第一原则一样的形式与质料的完美匹配。而第二原则中要以某种方式包含它的形式与质料的不成比例性。如果是这样的话，纯粹的“我”与对于“非我”的绝对对立设定之间的极端冲突就可以以后者的受限质料作为中介而得到缓和。§2的题目是“第二个、按照内容受限的（基础）原则”。这个标题似乎暗示费希特在强调“非我”受限质料的中介作用。在这个思考线索下，我们可以询问：如果“非我”的绝对形式与受限质料之间不是简单的堆叠，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另外，“非我”的受限质料如何调和绝对的“我”与“非我”绝对形式之间的极端冲突？最后，在多大程度上绝对的“我”允许“非我”针对自己被对立设定？下面，我们将检审费希特对于“非我”的演绎，以便证明它的哲学意义。

费希特对于“非我”的演绎的确开始于矛盾律“-A≠A”。为了证明矛盾律作为经验意识的事实，费希特运用了与§1的论证一样的标准：在内感知经验中的自明性和在外感知经验中的普遍适用性。如果矛盾律“-A≠A”是一个经验意识中的事实，我们无须任何证明来确定并建立它的正确性。相反，在这里它直接被假定为是绝对确定的。

然而，这个证明还不足以证明矛盾律“-A≠A”是经验意识的事实。作为第二原则，我们会怀疑是否它可以从前面已经获得证明的第一原则中推导出来。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同一律“A=A”中推导出矛盾律“-A≠A”吗？即使-A没有包含在同一律“A=A”中，似乎可以通过这个定律证明“-A=-A”。然而，这并没有真正建立起-A，因为在同一律中出现的-A可以被任何一个标记为Y的事物所替代。这里，费希特再次把定言命题“-A=-A”转译为一个假言命题“如果A的对立者被设定，那么该对立者就被设定”（SW I: 102）。这样，很清楚，同一个关联X在定言命题“-A=-A”中被重复。因此，没有任何新的内容出现在“-A=-A”这个命题中。

如果第二基础原则是不同于第一基础原则的话，那么它就不可能像在“-A=-A”中那样单纯地重复后者。同时，我们应该指出矛盾律“-A≠A”与任何具体的-A的内容无关。正是这个命题的形式应该被视为与同一律形式不同的新的事实，由此第二基础原则就可以被搜索到。如果矛盾律“-A≠A”不可能从同一律“A=A”中被推理出来，它就必须被视为是与同一律不同的经验事实。这样，矛盾律“-A≠A”的形式就被证明为是独立于并因此不受同一律限制的。

当矛盾律“-A≠A”的形式被视为是一个判断的法则时，它必须奠基在经验自我意识之中。因为它的无条件性质，矛盾律的形式必须在并且通过经验的“我”被设定。在这里，费希特基本重复了§1中关于同一律奠基在经验“我”之中的相同论证。然而，他在§2中对于这个奠基关系有了一些更多的补充。根据费希特，奠基于经验的“我”就意味着“处于最高形式之下，这个最高形式就是具有形式这个条件本身，或意识的统一”（SW I: 102）。这样，经验的“我”被设定，这就意味着作为判断活动条件的每一个具体法则的法则性。

通过矛盾律相对于同一律的独立性，费希特证明了矛盾律“-A≠A”无法从前者推导出来。又根据矛盾律所具有的绝对确定性，费希特证明了这个定律作为经验意识的事实。在此，他并不关注构成-A的具体内容，而是关注其形式本身。费希特询问-A或者A的对立者是否存在。另外，在什么样的活动形式下这个-A的形式被设定出来？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费希特拒绝了从同一律推导出矛盾律形式的可能性。在同一律中设定的只是A而不是-A。矛盾律“-A≠A”的形式一定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另外，这个形式是在并通过经验的我来被设定，因为矛盾律“-A≠A”本身可以被当做一个判断。矛盾律“-A≠A”的形式作为一个经验意识事实是独立于现实地被思考与否的。而且，这个形式本质上与A的对立者相关联。因此，A的对立者必须基于矛盾律“-A≠A”这个经验事实而被绝对地设定。换言之，如果矛盾律“-A≠A”的形式奠基在经验的“我”之中，A的对立者就会基于这个事实而被绝对地设定。毫无疑问，-A的存在基于从矛盾律中的法则性向矛盾律这个具体法则的转移中。像在§1中对于A的存在的断定，这里对于-A存在的断定同样与-A是否现实地存在无关。

在§1中，A的存在基于设定活动。很明显，-A是A的对立者。而且，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对立本身被证明为是无条件的。因此A的对立者必须基于一个与设定相对立的活动。费希特把这个无条件的和绝对的活动称为“对立设定”，并与设定活动相对立。的确，这个对立设定活动必须在并且通过经验的我来被设定，因为它涉及矛盾律“-A≠A”的形式。

但是这个对立设定活动是如何奠基在经验的“我”之中的呢？这难道不是与这样的事实相矛盾——设定活动同样奠基在经验的我之中？这同一个“我”如何可以既设定又对立设定而不陷入一种精神分裂当中？在笔者看来，费希特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是§2中最为晦暗的部分。我们将尽力来澄清费希特的可能洞见。尽管矛盾律“-A≠A”本身作为一个判断是基于“我”的统一体之上的，这个奠基却不可能通过同一律命题“-A=-A”来完成。首先，对立设定是主体这里-A的基础。对于费希特而言，仅当-A被对立设定于“我”之中，作为判断主体的“我”才能使得-A作为其本身的谓词。然而，正是在“我”之中，对立设定的可能性必须假设意识的同一性。毕竟，对立设定本身就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因此只能自身给予给“我”。这样，费希特就清楚地界定了在绝对设定与对立设定之间的悖论关系。

因为这两种设定活动都是绝对的，它们彼此之间不可能互相推导。解决悖论的方式看来要基于对于“意识同一性”概念的分析。费希特说：“在这个功能［对立设定］中行动的我的进程本质上是这样的：A（绝对地被设定者）=A（被反思者）。”（SW I: 103）首先，费希特这里的解释看起来十分悖谬。因为他在前面已经否定了对立设定与谓述判断之间的关系。根据他，是对立设定自身的可能性必须假设意识的同一性或说经验的“我”。然而，当我们更进一步看这句引文的时候，费希特的要点似乎在于对“我”的结构进行分析。换言之，“我”是通过设定的“我”与反思的“我”之间的同一来被构成。他主张，这两个A的同一性必须基于这两个“我”的同一性。而且，为了解释这里所涉及的同一性，费希特引导我们返回§1文本中。

人们或许首先会怀疑这里所涉及的“我”是否与（本原）行动所构成的“我”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考虑“我在”是对于X这个事实的绝对表达的话，这个怀疑就变得很成问题。只有通过X的中介作用，A才被决定性地设定。这个纯粹的和绝对的“我”因此不是基于，而是奠基这个在设定“我”与反思“我”之间的同一性关系。在笔者看来，合理的解释是通过“我是我”来考虑这两个我的同一性关系。一方面，费希特的确在§1中演绎出纯粹“我”这个第一原则之后，讨论了“我是我”这个命题。另一方面，在对“我是我”这个命题讨论段落的脚注中，费希特指出，谓述判断的系词表达的正是从设定“我”向反思“我”的转移。我们已经证明，“我在”只能通过同一律“A=A”的形式才可以进入意识中。因此，“我是我”就是第一绝对基础原则被意识的方式。这里所涉及的论题与绝对自我意识中的意识环节相关联。然而，费希特对于“我是我”的讨论过于形式化以致无法清楚地揭示这里的意识环节可能性。这个论题直到《知识学》的§5中才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在这里，我们只需要指出，“我在”或者（本原）行动并不等同于设定“我”与反思“我”之间的同一性，而是作为这个同一性的基础。

对于费希特而言，对立设定首先与这两个“我”的同一性相关联，而不是与绝对的“我”。具体而言，-A是绝对地针对作为谓词的A对立设定，而谓词A意味着反思对象。因为这个A已经被设定在“我”之中，-A同样与被绝对设定的主词A相对立。毋庸置疑，这个对立关系必须被包含在同一个“我”之中，否则-A就成为A而失去了对立性。因此费希特指出，从设定到对立设定的转移必须基于“我”的同一性。我们这里可以简单地重述费希特的论证结构：（1）从主词A到谓词A的过渡是基于对“我”与反思“我”的同一性的设定，（2）对立设定通过谓词A的中介而对立于主词A的设定，所以（3）对立设定必须基于“我”的同一个同一体之上。既然费希特没有清楚地解释这个同一性概念，他的绝对对立设定理论看起来就是有缺陷的。不奇怪，荷尔德林与黑格尔对费希特的激烈批评都指向了绝对设定与绝对对立设定之间的冲突关系。如果这个冲突不可调和的话，康德在第二批判中所力图建立的人类自由概念就会受到致命的打击。然而，这样的批评并没有真正理解费希特的本原洞见。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证明了费希特的纯粹“我”的概念是对于康德纯粹自识概念的继承。在这一部分中，我们进一步证明了费希特的对立设定并不直接地与纯粹“我”的概念相对立。它们之间的对立必须借助反思环节。然而，我们还是有理由说费希特在此并没有充分展示他自己的理论洞见。这个理论缺陷在于§1中的（本原）行动概念没有充分地揭示纯粹自我意识的意识环节。

尽管存在这个缺陷，费希特的理论意图是要把绝对对立设定的可能性奠基在意识的同一体中。通过反思的中介，绝对的“我”可能进入意识之中并因此被对立设定。这样与设定相反的对立设定的极端性就通过反思环节而得到调和。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对于这个中介关系作进一步讨论。这里，费希特进一步证明被一般对立设定者的存在通过经验的“我”被绝对地设定。-A的存在通过矛盾律“-A≠A”来被断定。这个绝对的对立设定奠定了-A的存在。既然绝对设定活动奠基于“我”之中，对于对立设定的断定同样通过“我”来被设定。这意味着“我”通过自己的活动来绝对地限制自身。

这里，费希特基于绝对的对立设定描述了-A的绝对形式。尽管对立设定在形式上是无条件的，它在质料方面的受限性已在前文中得到论证了。我们可以回忆费希特的论证：-A是对立设定于谓词A的，而谓词A要基于主词A；既然-A必须在与A的关系中才可能存在，对立设定活动在质料方面就是有条件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思考这个对立设定活动的对立的意义。这样，费希特就证明了对立设定活动的绝对形式与受限质料。这两个方面都涉及对立设定活动的方式而不是它的结果。事实上，只有通过其结果，对立设定活动才来到我们的意识当中。

至此，我们已经证明被对立设定者的存在是通过“我”而被绝对地设定的。在此发生作用的活动是对立设定活动。通过经验的“我”被对立设定的内容就是作为绝对地被对立设定者的-A。就像绝对设定活动一样，-A也包含形式与质料两个方面。在费希特看来，-A的形式意味着对立性本身。而仅当它与一个确定的A相对立时才有内容。因此，-A的质料意味着对于任何确定内容的否定。由此可以看到，-A的形式是通过对立设定活动而被绝对地确定。因为这个形式意味着对立性本身，作为该活动的结果的-A就是一个对立者。另外，-A的具体内容通过A来被确定。它包含的就是A所不是的内容。在这个论证阶段，我们只知道这个事实——-A是任何一个确定A的对立者。只有通过A的内容的确定才可以获得-A的具体内容。

因为A的具体内容可以被任意确定，所以我们不可能在-A中找到对于对立设定的表达。这样，-A就不可能展示基于绝对对立设定行动的对立性性质。作为表述对立设定活动的第二原则，必须同时包含无条件的形式和有条件的内容；因此，费希特引入了术语“非我”，它针对在§1中被绝对设定的“我”而被对立设定。这一点是§2中最为含混的命题。费希特的命题看起来仿佛是：因为“非我”是对于绝对被设定的“我”的否定，它因此必然是无条件的。然而，我们应该记住的是，“非我”所包含的否定是与确定内容的关系。尽管在§1中绝对的“我”在（本原）行动中被设定，但它仅仅指向这个设定行动的前反思自我关联而并没有包含任何内容。这样，“非我”在彻底纯粹的绝对“我”中无法找到任何内容来否定。

尽管如此，费希特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人类认识的第二基础原则在“非我”中被表达。但这个结论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它损害了（本原）行动这个绝对基础。由于费希特“非我”概念中的含混性，它的无条件形式使得其有限的质料成为无限的。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黑格尔是如何在此基础上批评费希特的“非我”概念为独断论的残余。很明显，费希特的本原洞见被黑格尔批评的强大影响所彻底遮蔽。费希特认为，“非我”的无条件形式与人类认识中的对象性意向关系相关联。而且，对立设定活动只有基于意识同一体才得以可能。然而，“非我”根本不能显示这个在“我”之中的奠基关系。事实上，在《知识学》的开始处，费希特还没有充分地确定“我”的概念的含义。但关于这个理论缺陷的历史因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我们当下的目的而言，我们至少已经部分证明了费希特的信念：人类认识的基础原则是不可争议的。尽管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费希特的基本洞见与行动性的自我关系及其本原有限性有着明显的联系。在1795年出版的《知识学》后半部分的§5中，费希特显著地改善了对于基础洞见的表达。

第三节　在《知识学》§5中的基础实践自我意识

在本章第一节中，我们已经证明费希特在康德之后敞开了一个哲学思考的新维度，并把它命名为知识学。费希特的知识学首先反思的是由康德的纯粹自识概念所表述的人类理性的自由。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看到费希特在《知识学》（1794/1795）的第一和第二基础原则中演绎了纯粹的“我”和其本原有限性。然而，很明显的是，费希特的基本洞见并没有充分地表达在这两个基础原则的论证中。一方面，他并没有通过（本原）行动概念充分地解释纯粹自我意识特别是其中意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费希特的绝对的“我”陷入到与无条件对立设定的“非我”之间的晦暗关系之中。这里所涉及的理论缺陷或许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费希特建立人类有限自由的努力是异常困难的。无论如何，在概念上自由与有限性/受限制性之间是彼此矛盾的。然而，费希特在《知识学》§5中尝试改进自己的体系性表达，以期更好地揭示纯粹自我意识的基础思考。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考查费希特在§5中关于纯粹自我意识所做的新的论证。然而，首先人们会质疑我们是否错误地把费希特的基础性思考安置在这部分论证中。毕竟，《知识学》§5是费希特建立他的实践哲学的具体基础的地方。通过这样一个事实这个疑虑就可以被打消了——费希特本人把实践理性视为是理论理性的基础（SW I: 264）。第二，在《尝试》的第二版导言中，费希特把康德的纯粹自识概念与定言律令联系起来。第三，值得一提的是，康德自己也同样认为理性的实践功能优先于其理论功能。最后，费希特把§5的任务定义为通过实践理性解决智性“我”与绝对被设定的“我”之间的冲突。这个实践理性难道不是费希特在§1和§2中指向的模糊的意识同一体吗？换言之，§5中的实践基础会同时导致作为知识学根本基础的纯粹自我意识被重新思考。如果说费希特在§1中的（本原）行动概念仅仅可以将纯粹“我”的前反思自我同一关系主题化，那么§5中的讨论将涉及自我意识中的意识环节。而这一点对于充分地解释自我意识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费希特而言，关于纯粹自我意识的充分解释本身只可能是实践性的。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分析费希特在§5中对基础实践自我意识给出的复杂论证。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费希特的证明明显没有落入反思模型之中。我们将首先审查费希特关于绝对“我”与智性“我”之间冲突的界定。其次，我们将展示他如何通过反证法论证来解决这个冲突。最后，我们将展示他的发生性论证，从而揭示一个关于纯粹实践自我意识的新型思考。

1．纯粹“我”与智性“我”之间的冲突

费希特在§1中已经指出判断的系词意味着从设定到反思的转移。这个转移必须基于绝对设定的“我”与反思的“我”之间的同一性。同时，这个同一性也是对立设定的基础；而这个对立设定首先是与作为谓词的被反思的A相对立的。尽管这个同一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费希特只在§1第七段中以纯形式性的方式对其进行了讨论。这样，他就无法真正地将自我意识中的意识要素主题化。在§5的开篇，费希特声明，绝对被设定的“我”与智性“我”之间的冲突将被解决。这意味着对于“我是我”或纯粹自我意识的重新思考。然而，这个重新思考必须基于费希特在§1中建立的（本原）行动概念之上。

因此，我们将首先分析绝对“我”与智性“我”之间冲突的本质，这将为我们指出解决该冲突的方向。

费希特的论证开始于强调作为（本原）行动的纯粹“我”。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费希特的绝对“我”仅仅包含着行动性的自我关系，在其中设定活动同时是其自身的结果。因此费希特说通过自我设定活动“我”是绝对同一的。另一方面，费希特的智性“我”是在必然法则约束下的表象功能。我们不会具体地分析这个功能本身，因为这是《知识学》§4理论部分的论题。就我们当下的目的而言，我们只需要知道作为智性“我”要产生具体的确定内容。因此，费希特认为智性“我”与绝对自我设定的“我”是根本不同的。

人们会进一步追问这两种“我”的概念之间的具体差异。费希特的看法是，只要智性“我”在表象的领域之中，它就是它在其自身中所设定的内容。然而，表象的领域本身并不被智性能力所确定，而是被它所假设。这个区域并不涉及任何具体的表象方式，而是表象的可能性本身。换言之，“我”是表象着的这个事实在这里仅仅是被假设了。对于费希特而言，这个被假设的表象事实意味着对于要前进至不确定和无限位置的“我”的行动性的“阻碍”。只有通过这个“阻碍”，作为智性“我”的表象能力才可以建立它自己的确定内容。因此，费希特说作为智性的“我”的事实依赖于对不确定的“非我”的假设。而且，在理论表象的范围中，这个阻碍是彻底不可确定的。相反，绝对“我”仅仅在并通过自我关联的设定而被产生。不像在智性“我”中那样，它无须假设任何超越自身的内容。因此，尽管绝对“我”与智性“我”表面上看起来是彼此矛盾的，但它们事实上是统一的。

费希特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不可能通过取消导致冲突的智性“我”得以解决。在§2中，我们看到“非我”在形式上必须与“我”相对立，而在内容上则要以后者为条件。由于“我”与“非我”不可分离，对于智性“我”的消除会在绝对“我”之中导致新的冲突。这样，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反思智性“我”对于“非我”的依赖关系。具体而言，费希特将试图解释这样一个关系：“我”通过自身来确定那个不确定的“非我”（SW I: 249）。这样，智性“我”将通过“非我”的中介被“我”所确定。

费希特的确定概念意味着在交互确定法则下的某种因果关系。他这样表述自己的确定概念：





因果关系由这个构成，即由于对一个事物中行动性的限制（或说其中一定量的被动性），根据交互确定法则，与被消除的等量的行动性被设定在对立设定者之中。（SW I: 249）





因此，因果关系包含的是在被设定活动与被对立设定活动之间的量的关系。它必然假设被设定者与被对立设定者拥有具体确定的内容，否则这种量的转移关系根本不可能。毋庸置疑，这个量的关系被合法地使用在智性与“非我”的关系之上。只要“我”是智性的，它的无限活动的一部分就必须被设定在“非我”之中。然而，人们会置疑这同样的量的关系是否可以用于绝对的“我”与“非我”之间。看起来，绝对“我”无法与“非我”之间形成交互确定关系，因为绝对的“我”就是绝对的行动本身。这样，费希特把绝对的“我”视为“非我”的原因在于，它是所有表象的终极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绝对的“我”是绝对的和纯粹行动性的，而“非我”只能是被动的和被确定的。因为智性通过“非我”被确定，对应着“非我”中被动性的确定量必须被推理成是设定在绝对“我”之中的。这样，这个确定的行动性必须来自绝对的“我”，因为后者是纯粹行动性的。这样，费希特使绝对“我”与智性“我”之间的中介得以可能。然而，很明显，这个中介的可能性是基于对原因概念的含混使用之上的。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费希特在两个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原因这个概念：或者作为终极基础，或者在交互确定关系中作为被对立的原因。

如果不把原因与终极基础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费希特将无法解释从绝对的“我”那里获得确定化的含义；而这个确定化正是调和绝对“我”与智性“我”之间冲突的前提条件。为此，他在这一点上论证说绝对“我”不应该通过绝对的设定来成为“非我”的原因。首先，绝对设定意味着的仅仅是自我设定的（本原）行动的行动性自我拥有关系。第二，“我”离开对于自身的限制不可能对立设定“非我”。换言之，“非我”必须被对立设定于一个确定的“我”。否则，或者绝对的“我”或者“非我”的无条件对立性将变得不再可能。在这里，费希特更关注第二个方面，因为这涉及实践哲学的基础。在§2中，费希特证明对立设定的形式并不比绝对设定活动更少绝对性和无条件性。他清楚地拒绝了那种力图从设定活动中推导对立设定活动的尝试。这意味着“我”必须绝对地限制自己而没有任何外在的理由。于是费希特再次遇到了在同一个“我”中绝对“我”与“非我”之间的极端冲突。像在§2中那样，他指出，第二基础原则不是彻底绝对的：它具有无条件的形式和有条件的质料。这里，费希特说先天假设一个异于绝对设定活动的设定是意识的（行动）事实。这个设定必须被我们的有限理性所假定，以便理性可以使事物与自身相区别。在“我”的本性中无条件地和绝对地被奠基者就是这个设定不同于绝对设定，并且可以服务于对立设定的活动。而且，只要有这样一个设定，对立设定的结果就是“非我”。
〔14〕

 对于费希特而言，人类意识正是通过对立设定活动和“非我”来与神性思考相分别的。这样，我们可以说费希特是假设了终极基础与确定原因之间的差别的。同时，费希特已经有可能拒绝黑格尔对其哲学批评的假设，因为费希特的“非我”从来不是针对绝对的“我”而被对立设定的。对于费希特，一个还不是智性的确定的“我”必须成为绝对“我”与“非我”之间的中介。基于“非我”的事实，费希特使得这个特殊的确定的“我”主题化：它既不是绝对的“我”，也不是“非我”或智性的“我”。

费希特《知识学》§5的任务是要弥合绝对“我”与智性“我”之间的冲突。根据费希特的观点，这可以借助绝对“我”对于“非我”的确定而成为可能。而我们在上面看到，这个可能性又建立在从“我”的绝对行动性中得出确定行动性之基础上。这个推导不应该损害作为意识事实的“非我”所具有的无条件对立性。这就是纯粹实践理性将最终获得的基本论题。在§5的第二部分中，费希特构造了两种论证来证明绝对“我”与智性“我”之间的同一性。在下一部分中，我们将首先考查他给出的反证法证明。

2．在奋进（Streben）中的行动性确定之“我”

费希特关于绝对“我”与智性“我”冲突的第一步分析已经导致了绝对“我”与“非我”之间的新的矛盾。的确，前一个冲突离开后一个就无法被解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费希特首先采取了反证法证明。下面，我们并不企图细致地评述费希特的证明本身，而是集中关注一些足以点亮费希特论证核心的重要环节。

费希特的反证法证明形式上包含一系列的把冲突向更深基础还原的工作，以便找到绝对“我”与“非我”之间的最终中介。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个反证方法最终会澄清我们在上面已经引入的特别的确定的“我”的含义。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5的论证任务才可以最终完成。

这个反证证明开始于对绝对“我”与“非我”因果性关系的进一步分析。一方面，“我”应该因果性地作用于“非我”之上。智性的可能性被“非我”确定，而后者反过来又被“我”的确定行动性所确定。另一方面，“我”不能对于“非我”有任何因果影响。因为“非我”是对立设定于“我”的，本质上它是“我”所不是者。一旦“我”因果性地作用于“非我”，这个“非我”的对立性含义就会被立即摧毁。另外，对立设定活动被建立为“我”的一个绝对活动。其无条件的本质假设“我”已经放弃了一些它已经设定的内容。这个放弃明显地与“我”的同一性相矛盾。这样，在“我”与“非我”之间因果关系的冲突就是基于这个事实——“非我”必须无条件地被对立设定于“我”。

费希特把上述这个矛盾转译为关于“我”的两个视角之间的矛盾。只要“我”是绝对的，它就是“无限的和不受限制的”。像他所表述的一样：





它［“我”］设定所有的存在者；它不设定的就（对它而言）不存在（并且除了它就什么也没有）。但是所有它设定的都被设定为我，并且这个我把它设定的设定为全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因此是囊括全部的，即无限的、不受限制的实在。（SW I: 255）





关于绝对设定的这个表述，意味的不是别的而是（本原）行动，因为费希特在§5中强调它是一个绝对的假设。相反，只要“我”针对自己对立设定“非我”，“我”将把被设定的存在整体分割成为“我”和“非我”。从这个视角来看，“我”把自身设定为“有限的和受限制的”。对于费希特而言，正是这样两个视角构成了“我”对于“非我”因果作用中的冲突。

尽管费希特把绝对“我”称为纯粹的行动性，他对于绝对设定的表述却十分含混。他所使用的术语“所有”、“设定”、“无限的和不受限制的实在”，似乎鼓励人们把绝对“我”解读成斯宾诺莎式的实体。事实上这一点正是荷尔德林与黑格尔的批评中所假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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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费希特完成了他关于两个视角的区分之后，立即拒绝了这种斯宾诺莎式的哲学基础。首先，他论证说无限与有限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在斯宾诺莎式的实体概念中得到解决。为此，斯宾诺莎主义必须把无限置于我们之外。第二，费希特论证说斯宾诺莎主义无法解释无限的理念如何可以进入我们的意识。在斯宾诺莎主义中，人类理性生活的终极基础在哲学话语中变得不可言说和不可辩护。

如果我们明确了费希特对于斯宾诺莎主义的拒绝，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关于绝对“我”与有限“我”的解释。费希特认为，无论是无限“我”还是有限“我”，都基于“我”的设定活动中，否则它们根本就不再可能是“我”。因此，它们之间的差别必须在设定活动中来寻找。在我们关于§1论证的讨论中，我们已经证明费希特的绝对“我”在（本原）行动中被构造。而这里费希特更加明确地声称：“只要其行动返回自身，我就是无限的，并且因此它的行动性也是无限的，因为它的结果，我，是无限的。”（SW I: 256）费希特迂回式的表述是为了避免反思模型而付出的代价。他这里实际要指出的是行动性、行动者和结果的同一性。绝对“我”是作为所有这些要素的综合结果而出现的。因此，费希特得出结论说，只有“我”的纯粹行动性，或说纯粹“我”本身才是无限的。这个纯粹的行动性是严格的直接性自我关系，并因此排除任何对象关系。相反，有限“我”的活动不是直接联系自身，而是联系对立设定的“非我”。费希特认为，这个与“非我”的关联把“我”的活动变为一个“对象性的行动性”。只要“我”的行动性是对象性的，它就是受限制的和有限的。这样，“我”的无限和有限两种视角就被区分为“我”的两种不同类型的行动性：自我关联的行动性与对象性的行动性。

只要上述两个“我”的意义是不同的，我们就可以避免斯宾诺莎主义。这意味着在自我关系行动性与对象关系行动性之间建立某种因果性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个中介性的“我”来确定“非我”，而这个中介性的“我”通过绝对“我”的纯粹自我关联行动来显现。根据前面所述，关于因果性的冲突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对立设定活动就形式而言同样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在《知识学》§2中，费希特也证明了对立设定活动的质料相反是有条件的。然而，他在那里并没有清楚地解释这个质料的含义。在这里，费希特指出质料是对立设定活动的产品。在对立设定活动中，有条件性的要素就是这个活动的产品。这样，在纯粹“我”与“非我”之间可能的因果性就可以是基于对立设定的有条件性产品。根据费希特，由于对立设定的无条件本质，“我”将绝对地设定一个对象。作为被设定的产品，这个对象本身就是“我”的边界或者说是对它的限制；而且这个限制是无法具体确定下来的。另外，这个边界的确定性必须以“我”的自发性为基础。这个自发性的“我”持续地设定和再次设定它的边界，直至无穷。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既有限又无限的“我”。只要“我”有一个对象作为它的限制，它就必然是有限的。然而，这个边界限制可以被推至无穷，因而“我”又是在其有限性中的无限。很显然，这个关于“我”的有限和无限命题是对于《知识学》第二基础原则的重新思考。费希特用关于对立设定的行动性解释替代了在§2中的形式性解释。在关于对立设定的重新思考中，十分醒目的是，“我”可以在设定对象中保持自身的无限性，而同时又限制自己。换言之，绝对“我”与“非我”之间的极端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被调和了。

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中介呢？在纯粹“我”与有限中的无限“我”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这个有限中的无限“我”难道不是我们前面已经引入的那个独特的确定“我”吗？为此，我们必须考查费希特反证法证明的下一个论证步骤。只要“我”设定一个对象，它就必然对立设定一个反对自身的行动性，尽管它可以把这个限制推至无穷。虽然是通过“我”来在对象中对立设定行动性，但是被设定在对象中的行动性必然是与“我”的行动性相反对的。在这样的对立关系中，“我”的行动性不可能是纯粹的行动性，因为它必须与“非我”相联系。很明显，这个与“非我”关联的“我”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独特的确定“我”。费希特在这个阶段把这个“我”中的未知行动性称为X。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被称为X的行动性是建立绝对“我”与智性“我”同一性的重要条件。现在我们就必须来破解这个令人困惑的X。首先，它不可能被对象所消除，因为它们两者相互对立。X与对象彼此共存并且相互独立。第二，这个未知的行动性必须无条件地奠基在“我”之中，这样，它就必须通过作为纯粹自我关联的“我”的绝对活动来被设定。第三，X的行动性必须是无限的，因为与它对立设定的对象可以被推至无穷。最后，费希特得出结论：“X是通过我在其自身中设定的活动性；并且这个活动性把自身与我的对象行动性相联系，就像可能性的基础与被奠基者之间的关系。”（SW I: 259）在这个结论中，费希特进一步确定了X的行动性与“我”的对象行动性之间的关联——“可能性的基础与被奠基者之间的关系”，或说“确定者与被确定者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置疑这两种行动性如何可以彼此共存。

这个问题要求进一步确定X的行动性与“我”的对象行动性之间的关系。对象的可能性被证明是基于它与X的关系，因为前者是被对立设定于后者。这样，这两个行动性之间必须彼此关联，否则对象就永远不会是被设定的。只要对象是绝对地和无条件地被设定的，这个两个行动性之间的关系同样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这可以被视为费希特对于§2中证明的一个改进。在那里，费希特并没有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对立者的无条件形式可以在“非我”中表达。我们已经提到，正是由于这个含混，黑格尔错误地认为费希特的绝对“非我”是对于绝对“我”的否定。这里，费希特指出，绝对“非我”的意义是“我”与“非我”之间的绝对关联。看起来，费希特是用一个实践性因果关系替代了“非我”中的形式性否定。并不像黑格尔想象的那样，费希特的“非我”是“我”的绝对设定和对立设定之间的冲突。费希特指出，“非我的设定是绝对的，只要它把自身奠基于依赖于我的关联之上”（SW I: 260）。如果绝对的对立设定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被奠基，那么它的无条件形式难道不会被改变吗？

在给出一个简洁的回答之前，我们必须更加仔细地确定这里所谓的绝对关联的含义。根据费希特，这个关联意味着“两个行动性被绝对地和无条件地设定为彼此一样的”（SW I: 260）。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费希特把这个绝对关联解释为确定者与被确定者之间的关系。确定关系意味着因果关系，在其中从“我”的行动性中让渡出一部分给对象。这样，费希特所谓的等同关系就意味着取消从“我”到“对象”的因果关系的可能性，从而使得对象的设定不再可能。因此，费希特指出，这样的量的等同关系永远不可能被实现。相反，他把这两个行动性的等同关系视为是一个绝对的要求。

既然这个等同性仅只是一个要求，我们就需要询问这种被要求的等同的基础。首先，“我”是绝对独立的，所有其他事物应该是依赖它的。其次，作为与“我”对立的对象被要求与“我”等同。由此，费希特得出结论说，作为X的行动性不是要确定而是向着确定“奋进”（Streben）。奋进的行动性必须通过“我”的绝对设定来被设定。而且，它必须是无限奋进，因为对象是绝对的与“我”对立设定的。尽管对立设定活动是基于绝对关联，其无条件的形式并没有受到损害，因为这个关联包含的是“我”的无条件奋进。最后，这个奋进的“我”作为确定行动性奠基在纯粹“我”之中。它就是我们必须要发现的独特的确定的“我”。

在§5的开篇处，费希特追问了绝对“我”与智性“我”之间的同一性。在他看来，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是建立在绝对“我”与“非我”因果性的基础上的。然而，这个因果关系同样是悖论性的，因为“非我”本质上是与“我”相对立着设定的。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因果性中的悖论是否可以通过奋进来解决。尽管“我”的纯粹行动性必须是对象的条件，由于这个行动性的自我关联本性，它同时与对象之间是共存的和彼此独立的。因此必须在“我”当中找到一个绝对的活动，它同时与对象活动相联系。费希特认为，这个活动在“我”的纯粹行动性中具有作为活动的绝对形式。而且质料则以绝对被设定的“我”为条件，而后者在（本原）行动的意义上是包含所有的实在的。因为这个原因，这个纯粹行动性同时是“我”的绝对行动性与对象行动性之间关联的条件。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关联的绝对活动是无限的奋进。由于其绝对的形式，纯粹行动性不可能成为这样一个事实——存在着一个关联对象的活动——的基础。相反，它只能是这样一个事实——只要关联活动被设定，那么它就是奋进活动——的基础。同时，绝对的“我”包含所有的实在；正是朝着这个实在关联活动在奋进。在这个意义上，绝对“我”既是无限奋进的基础又是它的目标。

这里，纯粹的“我”可以通过奋进的中介与对象相关联，因为奋进是“我”的绝对活动与对象活动之间的关联。很明显，关联活动必须假设对立设定对象的活动。现在，费希特要求我们反思这个关联活动的“第一基础”。初看起来，这个问题十分模糊。人们会问费希特在这里是否要思考对立设定这个无条件活动的基础。然而，费希特拒绝了这个质疑，并重复强调对立设定活动是意识的（行动）事实。如果是这样，费希特在什么意义上要探究所谓的第一基础呢？为了解释这个问题的意义，他引入了第一人称视角与第三人称视角的差异。在关联活动中，“我”通过本性要奋进。只要“我”是自我同一的并且出于必然奋进朝向自我的实现，它就会总是不断地进行对立设定活动。与此同时，它也由此在奋进活动中引入了分裂和相异要素。这样，奋进所意指的关联活动就是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统一。只有从第三人称视角出发，这个差异方面才可以被分离出来。这个从第三人称视角观察的智性和作为朝向自我实现奋进的“我”是不同的。因为奋进必然是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统一，费希特要求“我”本身必须是自己设定界限的智性。很明显，费希特这里的目标是要把智性嵌入到无限的奋进活动中。这难道不是费希特在§5开始处定义的任务吗？根据反证法论证，费希特要把关联活动中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冲突还原为在奋进活动中无限与有限的冲突。由于对绝对“我”的假设，这后一个冲突必须被消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奋进概念最终被确定为人类的使命和本质的统一（Bestimmung）。

费希特对于奋进概念的演绎开始于绝对“我”与智性“我”之间的矛盾。因为他在§1中已经建立了绝对“我”，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宣称这两者之间的同一性。作为这个同一性的结果，“我”必然是对于自身本质的自我意识。然而，反证法证明建立的作为奋进的“我”仅仅是为了我们（哲学家）的。如果这就是费希特的最终结果的话，作为知识学终极基础的“我”如何可以离开自我意识而被说出呢？

这个自我意识的缺失十分重要，以致费希特必须要以另外的方式重构他关于奋进的证明。他自己把这个缺失仅仅看做是方法论上的问题。因此，在§5的第二部分中，他指出要给出关于奋进的另一个方法的演绎。但事实上，这个方法论的表面变化引发了对于§1中所建立结果的重新反思。毋庸置疑，费希特要重新表述他的基础思考以便演绎奋进概念。这个重新表述不应该被视为是对于他的本原洞见的摧毁。尽管绝对“我”的更早表述有着各种缺陷，但费希特始终确信“我”的本质是实践性的。

3．基础实践自我意识

费希特的《知识学》（1794/1795）并不是一次性全部写就出版的。据考证，这部著作的序言和实践部分出版于1795年，而其他部分则于1794年就出版了。这样，我们有理由认为费希特在这段时期里发展了自己的思考。因此，费希特在一部著作中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基础思考并不令人奇怪。

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费希特关于奋进概念的第一个演绎无法为绝对“我”本身建立这个实践本质。事实上，费希特在§5完成第一个演绎之后立即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第一个演绎并没有充分澄清奋进这个异常重要的概念（SW I: 270）。因此，他试图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演绎这个重要概念。具体而言，他用“直接的和发生的”证明替代了第一个反证法证明。这样，他从绝对“我”开始以便解释奋进的要求如何在人的精神中出现。我们可以期待第二个证明会解释绝对“我”中的基础自我意识。换言之，这个基础自我意识中的“自为”环节或说意识环节将要被解释。

这里，人们或许还会有这样的印象，即费希特证明策略的改变仅仅是方法论的问题。在费希特《知识学》中，奋进概念构成了他的实践哲学的基础。仅当人们把§5当成是对于奋进概念的主题化思考时，这样的方法论本质假设才得以成立。然而，我们不应该忽略从《知识学》§1到§5关于绝对“我”的重要发展。像我们将要看见的，这个发展将远远超出证明方法变化的界限。事实上，它为基础自我意识添加了一个新的要素，使得其内部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下面，我们将把演绎奋进概念的论题放在一旁，因为这同样是非本书力所能及的研究。相反，我们将集中关注费希特关于绝对“我”的新的思考，以便解释他关于基础实践自我意识的洞见。

通过揭示他先前在解释绝对“我”时的漏洞，费希特道出了他的基础思考的发展。像他所表述的，





我不应该仅仅为一个外在于我的智性设定自己，而且应该为了自己设定自己；它应该把自己设定为被自己设定的。因此，就像它是一个我一样确定，它必须只在自身中拥有生命和意识的原则。（SW I: 274）





很明显，费希特把“为了自己”和“作为”这个环节视为是前面关于绝对“我”的基础理论中的缺陷。在§1中，费希特在并通过（本原）行动建立了绝对“我”。在这个（本原）行动中，行动及其结果之间是完全直接性的关系。在上一节中，我们看到费希特的作为绝对设定的（本原）行动不是一个对象性活动。相反，它是直接的自我同一关系，并因此封闭在自身之中。这样看来，自为环节的添加会摧毁这个直接性自我关系。我们会置疑费希特这里的自我批评是否会退回到关于自我意识的反思理论模型上。

首先，这个怀疑是有道理的，因为费希特把（本原）行动转译为向心性行动性。在他看来，（本原）行动是这样的活动，在其中“我”绝对地和无条件地设定自己。因此，这个纯粹行动必然返回自己。费希特的术语“返回”加深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在行动和它自己之间存在着反思关系。的确，我们这里或许可以通过直接性自我关系来界定费希特所谓的返回。然而，费希特却用向心性活动来界定这个返回关系。这再次增强了一个印象：费希特这里要把他先前关于绝对“我”的理论转换成自我反思。而且即使他的想法并不如此，这些不灵便的术语至少显示了一个事实——这个新的自为的要素是非常难以解释的。

费希特声称他对于“向心方向”概念的使用仅仅为了使绝对设定行动性可以被理解。另外，他也表达了对于这个术语使用的一些保留意见。首先，向心这个术语借自自然科学。就其本质而言，它不应该属于知识学的先验哲学论域。第二，费希特认为向心只有在与离心相对立时才变得有意义。这样，把（本原）行动界定为向心方向就必须为该行动性假设一个离心方向。然而，这个假设与绝对“我”的实际构成相冲突。根据费希特，绝对“我”的最严格的图景应该是“数学式的和自我构造的点”。在这样的点中，没有什么可以被区分，更不用说两个相反的方向了。这里很清楚，费希特把（本原）行动界定为向心的并不是要摧毁自己的理论而退回到反思理论中。

如果上述分析是可接受的，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费希特在此使用这样的含混术语来解释“我”的绝对和无条件的行动性。毋庸置疑，这个术语使用关涉的是在作为（本原）行动的“我”的第一个解释中所缺乏的自为的环节。费希特说：“如果构成性行动性仅仅存在于我中，这个我就会是物体之于我们所是的。”（SW I: 273）在§1中，费希特的演绎仅仅从哲学家的角度归给绝对“我”一个构成性行动。因此，并不是通过且为了“我”自己，这个构成性行动被设定。进一步而言，先验哲学家可以像费希特在§1中所做的那样，以同样的方式归给物体一个构成其纯粹存在的内在能力。由此，“我”就无法与一个物体区分开来。在这个意义上，§1中建立的绝对“我”没有生命和灵魂，因此根本不是“我”。费希特把（本原）行动转译为向心行动性，包含着他对于§1中论证结果的自我批评。为了把“我”与物体区分开来，他必须要探究“通过且为我”这个结构；而这一点在§1关于绝对“我”的论述中恰恰缺失了。尽管如此，费希特的新的思考仅仅考虑了“为我”这一侧，而“通过我”则彻底被搁置在了一旁。

因为这个原因，费希特要求“我”不应该仅仅为了一个外在于自己的智性而设定自己。如果“我”是一个“我”，它就必须为了自己来设定自己。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我”才能获得生命的原则。毫无疑问，费希特期待通过向心方向来表述这个自为的新的要素。而且，他说“我应该把自己设定为被自己设定的”。通过“为”这个小介词，他同样把意识的原则引入了绝对“我”之中，以使“我”具有灵魂。根据费希特的观点，意识原则意味的是“我”无条件地“反思自己”。这样，他看起来要再次把绝对“我”退回到反思理论中去；而且，这次他清楚地把基础自我意识界定为自我反思。然而，费希特立即拒绝了这种对于他的文本的肤浅阅读。如果自我反思可能的话，“我”必须本原地被区分成反思着的“我”与被反思的“我”。当“我”的行动性是向心的时候，它就构成了反思着的一侧；相反，当它的行动性是离心的时候，它就构成了被反思的一侧。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对于费希特而言，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是极端困难地在绝对“我”中区分这两个相反的方向。因此，自我反思的可能性如果不是被消除了，那么至少是被削弱了。另外，自我反思意味着“我”首先要被设定成实在，然后再被反思。如果这个自我反思可能的话，“我”就必须被设定成为某物或具有量。换言之，被反思的“我”必须被设定成确定的。毕竟，我们的意识只可能是关于确定性事物的意识。然而，这一点与绝对“我”直接相矛盾，因为绝对“我”被设定成是所有的实在。如果向心和离心方向可以以某种方式在绝对“我”中被彼此区分的话，“我”就会被设定成为一个无限量或者“一个填充无限的量”。对于费希特而言，这样的无限量就会导致被反思的“我”的确定性的丧失，由此（具有对象性性质的）反思意识就会变得根本不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费希特事实上拒绝了以传统反思理论模型来解读他这里所谓的自我反思意识。

至此，我们已经揭示了费希特在第二个发生论证中要把意识要素引入绝对“我”之中。而且，这个意识环节不能等同于对象性意识，从而使基础自我意识退回到反思理论当中。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个要被引入的意识要素呢？难道我们的意识在形式上不都是关于某对象的意识吗？费希特的论证策略是，首先探究自我意识中自为这个环节，因为这个环节将带来绝对“我”的自我同一性中的内部差异性。根据前面的论述，在绝对“我”的同一体中，向心的和离心的方向是同一的。对于费希特而言，它们二者只能通过哲学反思来被区分开来。进而，他引入了一个“要求”来显示在向心方向和离心方向之间的不同。然而，在这里，这个所谓的“要求”还没有被证明。所以，人们不得不怀疑费希特在此是否可以合法地使用这个尚未被证明的假设。费希特声称他仅仅为了表述的需要而使用这个假设。为了解释他的命题的意义，我们首先必须考虑在“我”的纯粹行动性中区分向心和离心的不可能性。因为“我”的纯粹行动是纯粹自我关联的，它似乎可以被刻画成返回自身的并因此是向心的。但是，如果这样的话，离心的方向就永远不可能被表达。为了解释直接性自我关系，向心与离心这两个方向必须被区分开来。而这意味着“我”的纯粹行动性的直接自我关系必须被拆开。为此费希特引入了“要求”概念，并把“我”的纯粹行动性等同于一个趋向无限的离心行动性。这样，离心方向就可以在纯粹“我”之中获得表达，因为这个方向是要朝向包含实在整体的绝对“我”的实现的。另外，这个“我”的离心活动要在某一点被阻挡并退回。在这个条件下，“我”的离心活动就无法包含无限的实在。只有以这样的方式，绝对“我”的行动性才可能获得另一个向心性方向。

基础自我意识中意识环节的建立要以向心与离心两个方向的区分为条件。而区分这两个相反方向都必须假设对于“我”的绝对行动性的某种阻挡。然而，作为要求的绝对“我”的无限行动性是不可能被任何阻挡所限制的。为了回应这个要求，“我”就必须不断地超出阻挡朝向无限实在。这样，我们看到同时存在着两个冲突的方面：一方面是朝向无限实在的行动要求，而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该要求的现实性不满足。而只有基于这个不满足条件，“我”的行动性自我返回关系才得以可能。更准确地说，只有通过对于无限行动要求的限制和不满足，这个无限行动性本身才可以被带入到自我意识中来。至此，我们已经证明了，基础自我意识中意识环节所要求的两个方向的区分，只有在无限行动要求受限制的情况下才可以建立。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论向心还是离心行动性都属于同一个“我”的行动性同一体。它们并不是真正彼此分离的，而是通过哲学反思区分为两个方向。离开离心方向的可能性，向心方向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反之亦然。建立起这样的方向区分后，在什么意义上它们可以一起构成一个基础自我意识的统一体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费希特引入了“本原奋进”这个概念来刻画离心方向与向心方向的统一关系。毕竟奋进这个概念同时既包含着朝向无限的行动性也包含着被阻挡性。换言之，在这个本原奋进中就已经包含着对于奋进本身的直接性意识。这两方面的统一关系是基于绝对“我”所必须的基础自我意识。

为了可以更好地说明费希特关于奋进的基础思考，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所谓的无限行动性的要求是意向性本身。而这个作为活动性的意向性本身则需要通过具体的意向关系显现出来。在任何意向关系中都必然包含着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形式差别。只有在这样的基础意向关系中，“我”的实践意向性本身才可以被纳入到自我意识当中，并归属于我。因此，这被归属于我的不是任何一个具体意向，而是蕴涵于其中的意向行动性本身。通过这样的方式，费希特把意识这个环节引入绝对“我”之中，从而使得基础自我意识关系复杂化了。与此同时，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复杂的自我意识关系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自我对象化或说自我反思。毋宁说，费希特的根本洞见在于，基础自我意识中包含着对于实践主体纯粹行动性的前反思性自我意识。

最后，费希特指出，不论是向心还是离心行动性都必须基于“我”的绝对存在之中（SW I: 276）。然而，他既没有解释这里“我”的绝对存在的含义，也没有解释这个绝对存在的“我”如何可以产生上述离心与向心的内部差异性要素。首先，在《知识学》第一原则中，我们已经看到费希特通过（本原）行动建立了“我在”的概念。在上述的发生论证中，他把这个自我关联的本原活动转译为朝向无限实在的离心活动。他并没有解释在什么意义上这样的转译是可能的。而对这个转译的解释也就关系到第二方面的问题——绝对存在的“我”如何可以产生自己的内部差异。无论如何，通过（本原）行动建立起的绝对“我”只能是自我同一的。这难道不是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被费希特放置在一旁的“通过我自己”这个相关环节吗？这里可以确定的是，费希特在1795年这部分知识学中仅只是对于基础自我意识中意识环节反思的开始。对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要推迟到1796年以后他在耶拿所讲授的“知识学新方法”。而这显然超出了我们当下的论证范围。

这里，我们只需要强调费希特的基础自我意识是通过对于无限奋进的直接自我意识而建立起来的。的确，在费希特的论证中，向心和离心两个方向的区分可能性是被直接假设的。然而，他的核心要点在于，这两个对立方向的统一不是通过传统反思模型建立起来的。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统一关系的建立是为了说明基础自我意识中意识的含义。显然，在费希特看来，这个自我意识的统一体就是奋进及对于奋进意识的统一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费希特所指向的基础自我意识在本性上是实践性的，而不是对象性的。

与费希特在《知识学》基础原则部分以及反证法论证相比较，上述的发生性证明有着如下两个明显的改进：第一，通过发生性证明，我们看到费希特得以对基础自我意识中意识环节作主题性的讨论；第二，正是为了解释这个被主题化的意识环节，“非我”作为构成这个意识的必要条件被演绎出来。这样，“非我”与绝对“我”之间的形式对立就通过后者中的意识可能性被调和了。简言之，如果人类理性的本质自我关系可以被建立的话，它必须以限制自身作为条件。这样，费希特关于有限自由的理论就可以避免把人的自由思考为神性的无限活动。

在第一章中，我们看到康德拒绝了任何在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关于自由的狂热探讨。费希特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基础哲学视为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只要他把自己的第一哲学认定为知识学，康德在批判哲学中的理论顾虑就不可能适用于费希特。

另外，费希特的哲学基础思考并没有终结于他的《知识学》（1794/1795）之中。我们已经看到，在这部早期的著作中，他的论证仍然有着很多的缺陷。然而，没有人会质疑费希特通过他自己的艰难思考开启了唯心论哲学的一个新方向。这个方向摆脱了康德哲学中仍然保留的形而上学传统。在这个新的唯心论哲学方向中，第一哲学的基础在于人理性的自由，或说是基础性自我意识。一方面，这个自由理论并没有卷入任何关于理性实体的形而上学独断论。另一方面，作为人类理性生活的终极基础，这个基础自由并不是经验个体的自由；相反，它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自我关联以及实践自我意识。由于这个基础自我意识的出现，作为主体的“我”包含的是一个行动性的统一体：它既是一个直接性的整体又包含内部的差异要素。正是出于对这样一个悖论性主体的“我”的解释，费希特的知识学必须与传统形而上学和经验学科相区分，而成为先验的哲学论域。从18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费希特的先验知识学为黑格尔和其他同代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哲学导向。而且它持续地以肯定或否定的方式激励着这些年轻后继者的哲学思考。

注释


〔1〕
 关于康德时代这个论题的历史性起源，参考：D.Henrich: “The Origins of the Theory of the Subject”，收于Philosophical Interventions in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Enlightenment（A.Honneth, T.Mecathy, C.Affe和A.Wellmar编, Cambridge:MIT Press, 1992），页29—87。


〔2〕
 参考：J.G.Fichte: Gesammtausgab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R.Lauth, E.Fuchs和H.Gliwitzky主编, Stuttgart: Frommann, 1962迄今）。费希特批判版全集的第一卷出版于1962年。从那以后，费希特的一系列作品被重新编定、补充和发现。


〔3〕
 这里我要表达对于Jürgen Stolzenberg教授的感谢。感谢他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自我意识论题以及费希特哲学研究方面给予我的重要帮助。


〔4〕
 关于费希特在耶拿时期知识学发展的概述，参考：G.Zöller: Fichte's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The Original Duplicity of Intelligence and Wi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另外，以自我意识为论题对于费希特知识学发展的论证性重构，参考：D.Henrich: “Fichtes unsprüngliche Einsicht”（费希特的本原洞见），收于Subjektivität und Metaphysik: Festschrift für Wolfgang Cramer（W.Cramer编, Frankfurt a.M: Klostermann, 1966），页188—232；J.Stolzenberg: Fichtes Begriff der intellektuellen Anschauung（《费希特的智性直观概念》）,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6。


〔5〕
 费希特的《尝试》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作品。在今天我们所见的文本中，它包含1796年开始的知识学新方法的第一部分论证，以及两篇很长的导言。事实上，费希特在《尝试》中展现的工作首先已经在自己的课堂里讲授过了。这些文本从1797年起陆续刊登在当时由费希特本人和F.I.Niethammer合编的杂志Philosophisches Journal einer Gesellschaft Teutscher Gelehrter之上。关于《尝试》文本的历史，参考：J.G.Fichte: Introductions to the Wissenschaftslehre and Other Writings（1797-1800）, ed. & trans. D.Breazeale,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4），编者导言部分，页vii—xxxii。


〔6〕
 在第一批判中，康德对于纯粹理性的实践功用的优先性的表述可以在“纯粹理性的法则”部分中找到（CpR: A795-820/B823-848）；而他对于纯粹实践理性优先性的清楚陈述则在第二批判当中（CprR: 5:119ff.）。


〔7〕
 参考：J.Stolzenberg: “Fichtes Satz ‘Ich bin’: Argumentanalytische Überlegungen zu Paragraph 1 der Grundlegung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 von 1794/95”，于Fichte-Studien（6）, 1994，页1—34。Stolzenberg的这篇经典文献不仅论证性地重构了费希特朝向作为行动表达的“我在”原则，而且建立了理解费希特这部早期《知识学》的必要历史背景。下面对于费希特纯粹“我”的研究受益于Stolzenberg的这项工作。


〔8〕
 在对费希特的研究中，Henrich第一个以批判自我意识反思模型理论为论题，分析了费希特的本原洞见。参考：D.Henrich: “Fichtes ursprüngliche Einsicht”, op.cit.。正是在Henrich工作之影响的基础上，国际费希特研究中出现了全新的、以意识和自我意识为论题的研究工作。


〔9〕
 费希特关于纯粹“我”的证明的方法论反思并不总是一致的。关于他思考的发展，参考：J.Stolzenberg: “Fichtes Satz ‘Ich bin’: Argumentanalytische Überlegungen zu Paragraph 1 der Grundlegung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 von 1794/95”, op.cit.，页7ff.。


〔10〕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费希特的抽象反思方法不等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关于自我意识的反思理论。这里的抽象反思方法是指搜索知识学第一原则的方式。


〔11〕
 费希特是在他的Eignen Meditationen手稿的边注中做出这个关于形式与内容的反思的。参考：J.Stolzenberg: “Fichtes Satz ‘Ich bin’: Argumentanalytische Überlegungen zu Paragraph 1 der Grundlegung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 von 1794/95”, op.cit.，页10—14。


〔12〕
 J.Stolzenberg, op.cit., 页22。


〔13〕
 J.Stolzenberg, op.cit., 页24—25。


〔14〕
 很明显，费希特在这里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康德的先验演绎。在康德那里，先验演绎关涉的是我们认识经验的可能性。与康德哲学不同，费希特基于构成我们经验统一体的不同结构要素来解释这个可能性。而且，费希特把这些不同的结构要素理解为“我”的不同活动，这一点已经远离了康德关于主体统一性的形而上学假设。基于人类经验的结构性（行动）事实，知识学是先天可能的；因为（行动）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可以在哲学中被进一步主题化和解释。


〔15〕
 关于荷尔德林对于费希特的批评，参考：V.Waibel's “Hölderlins Frühe Fichte-Kritik und Ihre Wirkung auf den Gang der Ausarbeitung der Wissenschaftslehre”（荷尔德林早期对费希特的批评及其对于知识学发展进程的影响），于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3）, 1996, pp.437- 460.关于黑格尔与荷尔德林批评的关系, 参考：K.Düsing: Das Problem der Subjektivität in Hegels Logik: systematische und entwicklungs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en zum Prinzip des Idealismus und zur Dialektik（《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问题》），于Hegel-Studien Beiheft（15）, 1976, pp.56ff.


第三章　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概念之概念

在前两章中，我们已经指出纯粹自我意识构成了康德以后德国古典哲学争论中的基础问题。纯粹自我意识所具有的基础性地位通过它在康德先验哲学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一次被树立起来。然而，康德把自己的全新观念限制在纯粹自我意识之于人类认识所具有的功能性意义之中。与此同时，他还力图阻止各种试图将这个基础主题化的狂热的、理论性的尝试。即使在实践哲学中，康德也出于相同的理由拒绝对于基础自我意识的讨论。相反，他的实践哲学又通过作为理性（行动）事实的道德基础法则来断定本体论自我。对于康德的同代人而言，康德在这个基础问题上的理论回避策略相当于承认，如果批判哲学不需要一个新的基础的话，至少需要进一步的解释。然而，康德已经指出，纯粹自我意识本身一旦被主题化的话，其内部的复杂结构似乎要抵制所有可能的理论解释。尽管费希特是第一个尝试解释这个基础自我意识的哲学家，他却给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方向：把基础自我意识理解为实践性的意识。基础的“我”通过一个自我关联的活动以及由此蕴涵的对于无限行动性的自我意识来被构成。尽管费希特对于实践理性的推崇与康德哲学体系并不相同，然而它却与康德批判哲学的精神相呼应。在德国唯心论中，费希特可以被视为是这样一个关键点，离开与他的关系其他哲学家的工作就根本无法被思考。
〔1〕

 我们都知道，黑格尔从一开始就是在与康德哲学的关系中来发展自己的哲学思考的。然而，自黑格尔到耶拿大学以后，费希特就没有从他的哲学思想发展中缺失过。几乎在黑格尔的每一部主要著作中都可以找到他对于费希特哲学的批评。
〔2〕

 事实上，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黑格尔与费希特本原洞见之间的距离要远比他自己所承认的近得多。或许，黑格尔想安葬在费希特身旁的遗嘱，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历史性的偶然。

尽管有着康德与费希特的种种努力，对于黑格尔而言，纯粹自我意识论题仍然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在黑格尔看来，康德从来没有澄清纯粹自我意识如何既在人类认识又在道德生活中发挥作用。而且，使用自我意识这个术语本身似乎要把人类理性生活的绝对基础让渡给某种心理学。在他看来，费希特对于纯粹“我”的解释如果不是彻底错误，至少是远不能令人满意的。事实上，费希特基础自我意识理论的可能缺陷已经通过他自己对知识学的不断改进而被证实了。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笔者所要表达的并不是一般黑格尔主义者们的普遍命题——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峰，康德和费希特哲学只是通往这个峰顶前的准备。
〔3〕

 通过前两章中借助康德和费希特的迂回，我们试图强调三个思想家在基础自我意识这个论题上有着不同的视角。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事实上，康德的哲学体系要回溯到传统形而上学背景中；而费希特和黑格尔则要发展新的哲学理论模型，从而使得康德哲学的“哥白尼革命”被更加充分地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无论费希特还是黑格尔都是康德的追随者。而且，黑格尔也是费希特的追随者，因为他是通过自己的辩证-思辨逻辑学替代了后者的知识学，并重新思考费希特的基础洞见。通过几十年的工作，黑格尔的《逻辑学》在德国唯心论中代表着他自己发展的最为完善的关于基础自我意识的思考。
〔4〕



在本章中，我们要分析黑格尔对于基础自我意识论题的原创贡献。具体而言，我们将解释他在《逻辑学》中所谓的“概念之概念”或说“自由概念”的含义。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项研究最终是为了理解黑格尔的无限概念。大致而言，我们可以说黑格尔的真无限概念是要独立于所有的限制，而有限以及假无限则负担着限制。换言之，真无限概念指向的是一个不受限制的本性、绝对的自足性和自由。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自由的领域是通过“概念的概念”来敞开的。作为自由，黑格尔的“概念的概念”构成了必然性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黑格尔的真无限概念也意味着概念本身的自由性。因此，我们下面对于自由概念的讨论就是要确立黑格尔真无限概念得以被解释的论域。

黑格尔把人类的理性自由当做解释无限概念的论域并不奇怪。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费希特也把无限概念理解为“我”的绝对行动性不受任何限制。在他那里，理性主体的无限性不是要无限地向某个具体的目标奋进，而是任何具体对象活动的行动性根源。费希特的“我”的无限性与任何种类的斯宾诺莎式实体都没有关系。相反，它首先是行动性的自我关联，并因此缺乏内容。由于其纯粹性和无内容的特征，费希特的绝对自我设定活动不受任何外在的影响。然而，当这个自由活动要被纳入到我们的意识中时，它必须要假设限制自己活动性的它者。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黑格尔关于自由概念的思考并没有远离费希特的根本洞见。对于黑格尔而言，概念的自由性或说无限性是由“自律的否定”或说“绝对的否定性”构成。
〔5〕



毋庸置疑，黑格尔自由概念的逻辑无限性仅仅构成了基础自我意识的形式性自我关联，它还没有涉及内在于这个自我意识中的意识要素。黑格尔完整的基础自我意识模型必须要到《逻辑学》最后部分——“绝对理念”中才可以建立起来。
〔6〕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把我们的论题限制在基础自我意识中的纯粹性自我关系以及无限的纯形式性概念上。在这一章中，笔者试图论证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一个精神性继承者。

因此，我们将集中讨论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两处文字，因为在那里包含着黑格尔与康德及费希特的批评性对话。在《逻辑学》第三卷“概念原理”的导论部分中，黑格尔试图通过康德“自识的本原综合统一体”概念来解释他自己的自由概念。他说：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最深邃的和最具真知的洞见是，构成概念本质的统一体被视为自识的本原—综合统一体，被视为是我思的统一体，或者说是自我意识的统一体。（GW 12:17-18）





在第一批判中，康德首先强调的是自识的本原综合统一体所具有的认识论奠基功能。尽管如此，我们不应该忽视，在上述引文中，黑格尔进一步把康德的自识概念等同于自我意识。
〔7〕

 这样，黑格尔不仅把他的自由概念理论与康德自识概念的认识论功能相联系，而且与后者所包含的纯粹自我关联连接起来。

通过我们前面的论述可见，事实上是费希特而不是康德发展了关于基础自我意识本身的理论。令人诧异的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交汇口，黑格尔只字未提费希特。黑格尔并不是不知道费希特的著作。事实上先通过他的好友荷尔德林，后通过与谢林在耶拿时期的合作，他对费希特的哲学思考相当熟悉。
〔8〕

 这样，黑格尔这里的缄默就另有理由。一方面，黑格尔的这个缄默暗示着他拒绝承认费希特作为康德批判哲学的真正继承者。很明显，在黑格尔看来费希特并没有发展出一套逻辑学。与黑格尔不同，费希特把自己的基础理论称为知识学，而康德第一批判中最具独创性的部分被称为“先验逻辑”，黑格尔对于康德哲学的忠诚首先就展示在他对于自己基础理论的命名之上。另一方面，黑格尔把康德的自识概念等同于费希特的自我意识概念，已经意味着他在通过后者的工作理解康德。从这个角度看来，黑格尔这里的缄默意味着：在他看来，费希特哲学并没有超出康德就自我意识功能方面所作出的理论贡献。另外，黑格尔《逻辑学》最后一部分是要得出对于基础自我意识的充分把握。在这样的部分中对于费希特保持缄默，意味着他对于费希特基础自我意识结构理论本身的不满。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黑格尔对于费希特自我结构的批评，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他所谓的自由概念或“概念之概念”。在笔者看来，黑格尔在这方面的批评很好地表述在他关于《逻辑学》第二卷“本质原理”部分的“假象”（Schein）概念的论述中。通过他对于假象的批评，我们将看到黑格尔自己关于绝对否定性中的前反思自我关系。

我们将要处理的两处文字是有意识地从黑格尔《逻辑学》中选出来的。首先，它们能够揭示黑格尔的基础自我意识理论所处的“星群”关系。在这个意识上，它们是对前面两章内容的进一步延伸。尽管康德对基础自我意识的主题化持理论上的保留态度，他仍然把这个自我意识视为其先验哲学的最高点。费希特在康德之后通过理论模型的转换使得这个自我意识成为基础哲学理论的根本论题。然而，他在《知识学》中关于绝对“我”所展示的原创性思考本身还需要被进一步澄清和改进。黑格尔在与康德和费希特的对话中是一个有创造性的对话者。尽管他或许误解了这两位思想家，但是他们的对话仍然能够帮助我们揭示内在于自我意识论题中的复杂层面。作为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历史性描述，“星群”这个概念指的不仅是这个时期思想家个体之间复杂的关系，而且首先是他们共同关注的基础问题中所包含的复杂统一体。所以，黑格尔与康德和费希特的对话将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基础自我意识论题本身的反思。

第二，我们选择的两处文本涉及黑格尔自我意识理论的基本洞见。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不是依据某种逻辑概念的神秘展开，而是相反，依赖严格的论证。在这样的方法论前提下，他的逻辑学体系的最终基础只有在全部论证的终点才可以获得，否则就会成为不合法的假设。尽管如此，这个基础的特征可以通过概念的自由来把握。黑格尔的自由概念是通过从存在原理到本质原理中概念的演绎最终获得的。这里，我们并不企图考查黑格尔通向自由概念的全部证明过程，因为这样的工作需要若干本专著才能完成。相反，我们的目标将限制在澄清自由概念或“概念之概念”的本质上。根据黑格尔，“概念之概念”是通过绝对否定性的复杂结构而建立起来的。黑格尔对绝对否定性的洞见包含在他对假象概念的批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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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在绝对否定性结构基础上的概念自由就构成了概念的否定本质。

基于我们所选的两处文字，我们将证明黑格尔的自由概念理论既是康德“我思”概念的功能上的继承者也是其结构上的发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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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我们将采取以下两个步骤：首先，我们将考察黑格尔对于康德自识概念认识论功能的认同及保留；然后，我们将反思黑格尔对于费希特基础自我意识的批评。

第一节　自由概念作为康德自识概念功能的继承者

仅仅在“概念逻辑”（即《逻辑学》第三卷）的导论部分中，黑格尔就三次称赞康德自识的本原综合统一体是最深邃的和最高的原则。然而，在这三次称赞中，只是在第一次时黑格尔同时提到了“我思”或自我意识统一体。这个非对称性并没有贬低自我意识的重要性，而是相反，揭示了理解康德先验演绎不寻常的困难。对于黑格尔而言，这个困难就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它要求我们应该超出对我之于知性关系的表象，或者说超出概念之于事物以及其属性和偶性关系的表象，并前进到关于这个关系的思考中。”（GW 12:18）基于这个要求，黑格尔一方面在《逻辑学》中试图拒绝康德的官能理论，另一方面则试图拒绝认识与对象之间的直接性关系。在他看来，只有在这两个条件都被满足的情况下，康德的洞见才可以被辩护。

对于黑格尔，康德自识的本原综合统一体就意味着真这个概念。在他看来，康德并没有充分地解释真，因为他的先验唯心论并没有彻底地与“心理学唯心论”区分开来。黑格尔把自己的逻辑学视为关于真的科学，或者说是关于可以产生自身现实性的“绝对形式”的科学。在他看来，真不是哲学的目标而是哲学的绝对对象（Enz: §25）。

人们或许会认为黑格尔要退回到前康德和前批判哲学当中。如果这是真的话，黑格尔就必然会在“理念”这一章讨论灵魂、世界和上帝这些概念。然而，对于逻辑学的简单观察就会否定这样的可能性。在黑格尔的逻辑—形而上学体系中传统的专门形而上学被彻底拒绝了。而传统的普通形而上学则被转换成为与康德先验形而上学相吻合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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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黑格尔看来，这个康德式的先验形而上学意味着理性的自我教化。

带着这样的观念，我们将细致地分析黑格尔对于康德的认同与保留。在下面，我们将尝试理解作为康德自识概念功能继承者的“概念之概念”。首先，我们将分析黑格尔对于康德先验演绎的高度赞扬。其次，我们将分析他在什么意义上批评康德先验哲学的心理学残余。最后，我们将证明黑格尔批评式地转变康德先验哲学的意义。

1．“我思”与真的概念

黑格尔与康德的批评性对话开始于“概念原理”中导论部分的第十五段。这里，他并没有直接进入与康德哲学的冲突。相反，他首先称赞了康德在第一批判中的基础洞见。他说：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最深邃的和最具真知的洞见是，构成概念本质的统一体被视为自识的本原—综合统一体，被视为是我思的统一体，或者说是自我意识的统一体。（GW 12:17-18）





对于黑格尔而言，康德第一批判的B版演绎构成了他最为深邃和最具真知的洞见。黑格尔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自由概念等同于康德的这个洞见。在他看来，概念的本质不是别的就是统一。

为了澄清黑格尔在这里的意图，我们有必要简单地看看黑格尔的“概念”中所包含的自我意识与意识统一体这两方面的内容。在B版演绎的§16中，康德把“我思”这个表象界定为纯粹的、自由的、本原的和先验的。这些特征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而是以各自的方式界定了“我思”的本性。首先，康德把“我思”作为纯粹的自识与经验自识相区分。对于康德来说，经验自识必须要假设通过内感知获得的感性杂多。相反，纯粹自识并不假设任何由经验给予的内容。它是一个对于认识主体自身的表象。其次，“我思”这个表象必须通过自我意识才得以被构成。这个自我意识伴随所有杂多的表象，并且在其中保持同一。正因此，所有的这些表象才可以归给同一个认知主体。然而，这样的归给本身必须假设同一个主体要穿越不同的表象。在康德那里，这样的穿越意味着对于杂多表象的综合成为统一体。再次，这个综合活动必须是源于自身的，所以是本原的，而不是由外在因素导致的。这个综合活动本原性的要求通过“我思”所隶属的官能特征得到保障。在康德看来，“我思”不属于感知官能，而只属于知性官能。因此，他指向了一个知性的自发活动性。最后，作为纯粹自我意识条件的综合，要求杂多表象间连接的规则性。根据康德，这样的规则不是别的就是知性范畴。由此，康德可以论证这些范畴的先天对象有效性。因此，关于康德“我思”的完整解释必须包含下面四个要素：“我”的纯粹性、综合统一性、本原性以及自发行动性。在第一章中，我们看到，康德出于自己的方法论拒绝对这些要素作进一步的解释。而且，他还提出各种悖论来阻挡人们对它们作进一步探究。

与自我意识本身的解释无关，上述关于“我思”的四重要素似乎很难同时共存。人们或许可以考虑“我”的纯粹性与综合之间的不和谐性。这个不和谐性可以进一步被“我思”的本原性与自发性加剧。很显然，康德没有看到其中的任何冲突，因为他是通过知性的功能来界定这些要素的。然而，当“我”被转变成认识中的结构要素时，上述的冲突就在所难免。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黑格尔对于康德的批评集中在这些要素所蕴涵的结构冲突中。在证明“我思”的悖论之前，黑格尔赞扬了它在康德先验唯心论中所具有的认识论意义。而且，在与康德的这个批评性对话中，黑格尔只关注第一批判的B版演绎中的论证。

在“概念原理”的导论部分，黑格尔与康德的亲缘性清楚地表达在第十五段中。在这段内容中，黑格尔描述了他对于康德第一批判B版演绎的基本阅读线索。值得一提的是，黑格尔仅仅挑选了康德B版演绎的一些重要论证点，而不是其论证的全部。具体而言，在他关于B版演绎的反思中，整个演绎的第二步证明被彻底忽略了。而且，即使在他所关注的第一步证明中，黑格尔的讨论也是十分有选择性的。这样的解读策略或许是出于这样一个意图——显示他与康德基础洞见的一致性。然而，他与康德的可能一致性从一开始就因他对B版演绎的选择性解读策略而蒙上了阴影。

事实上，黑格尔对于B版演绎论证的描述是从评估自识的本原综合统一体开始的。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康德是在第一批判B版演绎部分§16中达到这个“我思”的最高统一体的。在这之前的一节即§15中，他区分了知性官能与直观官能的功能性差别。在康德看来，直观官能只是一个被动性官能，它用以接受感性杂多。因此，连接杂多的综合活动不可能属于感性直观，而必须属于知性官能。后来，黑格尔证明了康德的知性只是一个空的形式，并因此彻底排除了综合的可能。这样看来，黑格尔对于B版演绎的论述是从§16而不是从§15开始的，似乎是合乎情理的。换言之，他不同意康德把综合活动归给知性或黑格尔所谓的“概念”的方式。在黑格尔对B版演绎的分析中，他想强调的就是知性本身是本原综合统一体。

当他着重讨论了康德的奠基性原则之后，黑格尔进而引用了B版演绎§17中关于对象概念的定义：“对象是这样一个事物，在它的概念中被给予直观的杂多被统一在一起。”（GW 12:18）与康德的原本表述相比较，人们会发现黑格尔在这句引文中有意识地添加了对于“杂多”的强调。康德这里把对象视为综合活动最终获得的结果，黑格尔通过对“杂多”的强调要指出杂多是内在于统一体之中的。这句引文之后，黑格尔进一步重复了康德在§17中的论证。杂多表象的统一必须假设在它们的综合中意识的统一体。由此，意识的统一就构成了表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对象有效性。出于相同的理由，意识的统一也是知性可能性所倚赖的基础。尽管这些对于意识统一性的界定并非不正确，但黑格尔与康德的差异在此也同样是明显的。他忽略了康德对于意识统一的功能性界定，即使得杂多表象成为知识的官能。而康德认为，在被综合到一个统一体之前，感性杂多是盲目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感性杂多自身与任何确定无关，并且不构成任何知识。这个命题正好揭示了康德关于认识官能不同活动本性的思考。在康德看来，人类的认识官能必须彼此协作才可以形成对象性的知识。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黑格尔这里的忽略是基于他对康德理论的心理学式的解释。在他的解读中，康德所谓的感性杂多已经被视为是对于确定对象的接受。

进而，黑格尔又讨论了康德在B版演绎§18中所做的关于经验自识与纯粹自识的区分。通过这样的方式，杂多被建立成对象统一体中以及意识中的本原内容。于是，黑格尔得出结论：表象对象确定性原则只来自于自识先验统一体的基础法则。这样，他就过滤出了康德B版演绎中人类认识的基础法则。对象统一体必须基于意识统一体，而后者不是别的，正是先验自识。

得出这个基础法则之后，黑格尔还没有定义在对象性知识中范畴的作用。他的解读跳过了B版演绎的§19与§20。在§19中，康德讨论了判断中的概念统一体；在§20中康德推理出了B版演绎第一步论证的结果。在§21的开始处，康德指出范畴是被给予的表象杂多的对象性确定。通过范畴，这些杂多表象被带入到意识统一体中。由此，黑格尔推理说概念的统一体就是，通过它事物成为一个对象，而不再只是感觉、直观或复现的确定（GW 12:14）。这个推理很显然不同于康德的对象有效性概念。黑格尔这里把概念的确定与感觉、直观以及复现的确定相对立。的确，在康德那里，范畴构成了关于对象的确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康德的直观也包含着异于范畴的确定化的可能性。对于康德而言，确定由判断活动构成，而这个活动必须基于直观与知性之间的相互协作。用康德家喻户晓的比喻来说，确定性意味着我们的表象既不盲也不空。因此，黑格尔这里把概念与其他确定方式（感觉、直观和复现）相对立，根本无法解释康德的哲学概念本身。尽管如此，很明显，黑格尔把概念的对象统一等同于“我”的统一，而后者就是康德所谓的自识的本原综合统一体。

通过对B版演绎的扭曲，黑格尔最终达到了他关于对象性认识的结论。他这样来表述：





对于对象的（概念化）把握就是，我使得它成为我的、通过它并把它纳入到我自己的形式中，也即纳入到这样一个普遍性中来，这个普遍性就是确定性，或者说确定性就是普遍性。（GW 12:14）





黑格尔关于对象性认识的概念是来自于他对康德的对象定义的特殊解读。康德认为，对象就是这样的事物，在其概念中感性杂多可以被统一起来。与黑格尔不同，康德坚持认为对象统一体必须基于判断活动，因为，正是通过判断活动，我们才可以把杂多材料连接起来并让它们形成概念知识。用康德的术语来说，判断就是进行确定的唯一方式，它要基于感性直观与概念知性之间的彼此协作。康德也许会同意判断的结果必然是概念与杂多的功能统一。然而，黑格尔把这个功能性统一体转换成为普遍性与确定性之间的统一。只要孤立的杂多是盲的，人们就会质疑黑格尔是否能够合法地把康德的感性杂多等同为某种确定性。难道不是相反，在康德那里感性杂多中根本就不包含任何确定性内容？黑格尔在这里难道不是在消除康德唯心论中的一个本质基础吗？

在笔者看来，这些对黑格尔的康德式批评仍然十分含混，因为它们并没有区分康德与黑格尔对于对象知识所持的不同视角。基于自己的官能理论，康德把本质上不同的功能分别分配给直观和知性。对于他而言，对象的真正知识必须包含由两个官能共同构成的内容。黑格尔则把这个功能性差异内容转变成为构成对象统一体中的结构差异要素。从这个视角出发，在对象统一体中，杂多就与概念处于直接的统一关系中。这虽然并没有消除直观的意义，但是却削弱了它与其他官能之间极端分离的特征。离开直观与知性的功能性分离，康德所谓的盲的杂多就不再具有意义。这样，黑格尔似乎并不是错误地把康德的对象统一体转译为普遍性与确定性之间的统一。

对于黑格尔来说，这个转换还会导致另外一个结果，即对立者可以被纳入到基础自我意识中来。在他看到来，纯粹“我”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并不同于事物与属性之间的关系。用费希特的术语，我们或许可以说黑格尔的纯粹自我关系由对象的自我关联形式构成。换言之，这个纯粹的“我”只有在并通过概念的本原综合活动才可以建立起来。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讨论。这里我们只需知道纯粹的自我关联需要对象概念中的本原综合。这个思考与康德B版演绎中的基本洞见并不矛盾。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自由概念试图成为康德先验自识的继承者。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黑格尔转换了康德的思考，以便解释B版演绎中的基本命题。对于黑格尔而言，对象性是自识或他所谓概念的本原综合统一体。尽管黑格尔这里并没有误解康德，然而一个纯正的康德主义者或许会质问黑格尔是否可以合法地转换康德的思想。
〔12〕

 事实上，在康德那里，并不是所有理性的概念都必须在经验范围中找到其为真的基础。根据富尔达（Fulda）的研究，直到《教育全书》的§420中，黑格尔才发展出与康德先验分析相同的任务。因此，人们决不应该把康德的知性范畴与黑格尔的逻辑概念混淆在一起。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像康德通过先验自识一样，黑格尔试图通过他的自由概念来为我们对象知识为真的可能性奠定基础。

2．纯化先前于概念的要素

在上一部分中，我们试图指出，尽管黑格尔对于康德的解释与B版演绎的本意不尽相同，但他的自由概念却与康德先验自识概念一样扮演着奠基功能。然而，令我们疑惑的是，黑格尔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对康德先验哲学进行逻辑式的转换。当高度赞扬了康德的基础洞见之后，黑格尔从第十七段开始批评康德的先验唯心论。他批评道：





首先，知性阶段之前被假定有感觉和直观阶段，而且康德先验哲学的一个本质命题是，离开直观，概念就是空的，概念的有效性仅仅在于作为直观中被给予的杂多的关系。（GW 12:19）





事实上，黑格尔的这第一个批评把康德的先验唯心论视为“心理学唯心论”。在他看来，他的心理学批评包含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个批评涉及康德在第一批判中的官能理论；而另一方面，它涉及康德关于人类认知进行展示的域所（topos）。下面，我们将依次分析黑格尔与康德的批评性对话的这两个方面。我们需要强调的是，黑格尔批评的目标不是要抛弃康德，而是要更好地遵守康德的基础洞见。

首先，黑格尔证明了康德对于知性之前各阶段的描述是不完整的。在他看来，康德在第一批判中只允许感觉和直观先于知性阶段。相反，无论在黑格尔自己的心理学或现象学中，我们可以看到知性之前还有很多其他的阶段。在他的心理学中，先于知性的通常有感觉、直观和复现。而在他的现象学中，知性之前必须经过感觉意识和知觉。在这个批评中，黑格尔表面上忽略了康德的想象官能。在第一批判中，康德把想象放置在直观与知性之间的位置中。然而，事实上黑格尔并非彻底不了解康德对官能的细微划分，而是提到康德在直观和知性之间插入了反思概念。

尽管如此，黑格尔仍然远离康德的认知官能理论。康德非常清楚人类心灵的各种不同的官能（CpR: A649/B699）。然而，康德要按照逻辑原则尽可能地把它们置于“理性统一体假设”之下。
〔13〕

 黑格尔的批评性解读很显然失去了康德官能理论的重要理论背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黑格尔对于康德官能理论的批评是基于对第一批判的年代错乱式的阅读。

黑格尔认为，他的第一个批评还没有触及事情本身。他的本质批评要涉及的是被他称为官能主题化的体系性错位。在黑格尔看来，直观形式、复现形式等仅仅属于自我意识的精神。因此，他的逻辑学所代表的基础理论根本不可能。在黑格尔自己的哲学体系中，自我意识的精神只有在自然哲学之后才到来。它和自然哲学一起同属于实在哲学的领域。而逻辑学则构成了精神形式的基础和内在结构。我们在此并不企图处理这里所谓的基础关系。尽管如此，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黑格尔逻辑学与实在哲学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同于传统哲学中普通形而上学与专门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这个具体关系的变化不会影响逻辑学本身的基础性位置。黑格尔使用“逻辑学”这个书名旨在暗示他与康德第一批判中先验逻辑的连续性。另外，他不同意心理官能的这些内容可以在哲学基础领域得到解释。黑格尔这第二个批评应该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康德本人在B版演绎中也一定程度地削减了官能性术语。

然而，康德并没有彻底消除认知官能理论，因为他强调它们在构成对象性知识统一体中的不同功能。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直观只是用以接受感性杂多的被动官能，而知性则是用以综合这些杂多的活动性官能。对于康德而言，知性必然是概念性的而不是直观性的。然而黑格尔也并不试图消除概念之前的各个阶段。他只是想把康德的功能性官能转变成逻辑概念——即《逻辑学》中的存在、本质和概念三个阶段。这构成了他逻辑式地纯化先验哲学的心理学要素的第一步。对于黑格尔而言，逻辑学是理性必须与这些实在形式区分开来的基础科学。

黑格尔对康德的“心理学唯心论”的批评并不局限在对心理学要素的简单剔除上。在他对康德心理学唯心论第一个批评的第二部分中，黑格尔关注的是概念与其先前阶段之间的关系。黑格尔认为：





无论在普通心理学还是在康德先验哲学中，对于这个关系的理解是经验材料，即直观和复现的杂多，首先是独立地在那里，然后知性接近它，带给它统一性并且通过抽象把它提升到普遍性的形式中。（GW 12:20）





令人惊奇的是，黑格尔会对康德批判哲学进行这般心理学式的解读。他甚至大胆地把康德先验哲学与普通心理学归为同类。这样，他似乎彻底地混同了康德先验唯心论和基于先验实在论基础上的心理经验主义。人们甚至会质疑在这里黑格尔是否正确地理解了康德。

在此为了避免轻率地得出这种怀疑结论，我们现在要更加具体地观察黑格尔的论证本身。黑格尔对于康德的批评指向直观与知性之间的分离。对他而言，它们之间的这种外在关系就意味着把知性从直观材料中抽象出来。这里的抽象是指，为了主体的目的把一个确定的标记从具体的对象中提取出来（GW 12:21）。这样的普遍形式通过抽象而获得，而其他的属性和特征则被放弃。因为直观材料被抽象掉了，剩下的普遍形式只能是空的，没有任何实在内容。与此同时，被抽象掉的材料仅仅被搁置在一旁，并没有丧失它们的实在性。因此，黑格尔批评认为，由于抽象，康德的知性无法吸纳直观材料的丰富内容并得到满足。

在这样的解读中，康德的直观和知性无法构成黑格尔所期待的对象认识的两个结构要素。它们被分离开来并相互对立。因此，黑格尔坚持认为康德一定给予直观杂多独立的实在性。由于这个实在性，“感性的和个体的显现”就会等同于真。而作为普遍形式的概念则只能是一个随意选择的空的标记。我们由此可以推论，对于黑格尔而言，通过这样的抽象并不能获得真。

黑格尔的批评对于普通心理学或许是恰当的，但对于康德的思考而言则失之偏颇。在第一章中，我们看到在康德那里比较、反思和抽象如何在形成判断的过程中起作用。对于康德来说，抽象并不假设经验对象的实在性，而是判断活动的综合。康德的抽象并不意味着随意拣选内在于已知对象的标记，而是通过确定概念实现判断活动的综合功能。的确，作为判断规则的知性范畴会展现在判断活动的终点。然而，这个现实展现与范畴的对象有效性无关。在康德那里，知性范畴的有效性必须基于纯粹自识。

黑格尔当然清楚地意识到了康德的基本命题。所以，当批评完康德的抽象之后，他很快补充说，自识的本原综合是思辨哲学发展的最深层的原则（GW 12:22）。黑格尔的这个表白使得上述他的批评变得十分微妙，因为他在这里把康德最深的洞见与康德哲学体系整体分离开来。黑格尔对于抽象的批评因此仅仅关涉到有缺陷的康德哲学体系。在他看来，康德的哲学体系无法真正解释它自己的基础原则。

我们可以问，黑格尔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发现了什么样的缺陷？黑格尔如何可以把心理学意义上的抽象引入康德的先验唯心论中？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只要直观杂多是外在于知性概念的，就不可能在概念中具有差异和本原的综合可能。这样，人们就很容易把康德的综合概念理解为直观与知性之间的“外在统一”或“简单联合”。这样，在他看来，在康德哲学体系中自识的综合统一根本不可能是本原性的。黑格尔据此指出，康德哲学只能是概念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反射。他批评道：





它［康德哲学］宣称知性认识和经验是现象内容，不是因为范畴本身是有限的，而是，在心理学唯心论基础上，因为它们只是出自自我意识的确定内容。（GW 12:22）





因此，黑格尔批评康德体系是心理学唯心论是基于概念的外在有限性。由于直观杂多的外在性，知性概念本身不可能包含任何差异要素并执行综合活动。作为一个抽象的普遍形式，知性概念只是一个形式性的抽象统一体。

对于黑格尔而言，康德的知性中本原综合的缺失并没有在纯粹理性那里得到改善。黑格尔显然不满于康德把纯粹理性的功用界定为约束性的。他认为，康德把理性对于范畴的使用界定为辩证的，并且其结果是“无限的虚无”。对于黑格尔而言，这意味着对于自识本原综合的再次缺失。因此，他说康德在把理性的概念称为理念中失去了“全部的真”。

至此，我们已经考察了黑格尔批评康德心理学唯心论的第一部分内容。很清楚，他的批评集中在自识的本原综合问题上。对于他来说，既不是康德的知性也不是他的纯粹理性可以成为理性的无限统一体，并在其中既包含差异也包含统一。通过心理学式的解读，黑格尔把康德对于官能的功能性区分解释成对象性知识中两个结构要素的分离。通过这样的方式，他试图指出康德理性定义中的结构性缺陷。黑格尔相信，只要知性或纯粹理性是脱离直观杂多的，康德的体系就不可能真正地为真的概念奠定基础。

如果真的概念可以被当成是哲学中的对象，在黑格尔看来，我们必然要更正康德对于理性界定中的结构缺陷。这要求的正是把心理学要素从先验哲学中纯化出去。一方面，作为基础理论的逻辑学不应该包含官能理论。另一方面，差异（或否定）必须内在于概念之中，以便使本原综合得以可能。这两个批评可以称为黑格尔关于康德基础思考的“思辨转型”。通过这样的转型，我们或许会质疑黑格尔是否会彻底摧毁康德唯心论的洞见。难道这个思辨转型不是把概念知性变成了直观知性？难道康德不是已经警告我们，人类的思想不可能是神性的逻格斯？在这里，我们还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然而，我们至少可以确定，黑格尔对于康德的转型是试图要吻合康德哲学的一般精神的。

3．《逻辑学》中真的概念的基础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黑格尔对于康德先验逻辑的思辨发展最终是否可以获得成功。对于康德而言，人类知性必须是概念性的，否则它就会成为神性的智性直观。人类知性的综合功能必须假设直观中杂多材料的被给予。当知性范畴以三段论的方式被进一步提升为理念的时候，它们就会远远地超出了人类经验的领域。在经验感知领域中，当综合活动没有被范畴规范时，判断所依赖的综合活动可以是纯粹主观性的。康德把范畴的约束性及对象有效性奠基在纯粹自识之上。这个奠基并不是指在理性中真现实地存在。相反，它敞开了理性的内在结构来引导我们的认知功能。真的概念是通过直观和知性的协作而要寻找的目的。

当黑格尔要求概念中内在的本原综合时，他如何可以坚守康德所建立的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呢？难道黑格尔认为所有的真理都现实地存在于人的理性当中？这些困难把我们带到黑格尔与康德批评性对话的第二个部分。这个批评部分涉及的是概念与真的关系问题。黑格尔指出，





概念已经被宣称为知识的对象性要素，并且这样成为真。但另一方面，概念仅仅被视为主观性事物，由此我们不可能抽出实在性，这个实在性要被理解为对象性，因为实在性是与主观性对立的；并且，泛泛而论，概念和逻辑要素被宣称只是形式性的，由于脱离了内容，它不包含真。（GW 12:19）





事实上，黑格尔这里试图证明康德并没有真正地把真的概念奠基在他的先验唯心论中。在他看来，这个失败是基于康德哲学中概念的悖论性本质——既作为真又作为形式性的抽象。

黑格尔从康德第一批判中推导概念悖论本质的方式看起来很成问题。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康德把对象定义为在其中直观杂多被统一起来。而且，康德把对象统一体奠基在自我意识统一体之上。基于这两个命题，黑格尔得出结论说，康德把思考的对象性等同于概念与事物的同一性，因此等同于真。由于以下两个原因，黑格尔这里对于康德B版演绎的阅读的确是偏颇的。第一，他没有考虑康德B版演绎第一论证步骤与第二步骤之间的差别，而单独地依赖第一步骤的证明结果。第二，黑格尔对于第一步证明的阅读也是有偏颇的。他忽略了在§19与§20中康德关于判断逻辑功能的论述。正是黑格尔有选择的阅读策略导致了他对康德先验哲学自身特征的忽略。然而，我们不应该局限于这类对于黑格尔的学究式的和历史性的批评。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是，黑格尔通过他的批评想要阐发的哲学意义。

对于黑格尔而言，真这个概念是指思想把一个被给予的对象纳入到自身之中。通过这个纳入关系，对象要经历一番变化，在其中它从感性转变成被思考的。黑格尔对于真的概念定义与康德在B版演绎中对于对象性的定义是十分不同的。在康德看来，黑格尔这里所谓的被给予的对象似乎像是在复苏独断论。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被给予的内容只能是感性直观中的杂多。在先验哲学层面，在这些杂多内容被带入意识的统一体中之前，没有一个对象可以被建立。对于康德而言，对象必须通过判断活动来构建。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永远不会承认从感性被给予的对象到被思考的对象之间的转变。

为了理解黑格尔的真的概念，我们必须解释被给予的对象、从感性的到被思考的转变以及纳入关系这几个要素。黑格尔所谓的被给予的对象不应该直接从康德先验哲学的基础上来理解。我们或许应该通过所谓的转变来确定黑格尔被给予对象的概念。黑格尔说：“这个转变并不改变对象的本性，而是仅仅在概念中的对象才是在其真之中的，相反在它的直接性中它只是显现和偶然。”（GW 12:24）这样，黑格尔所谓的对象转变涉及的就是从显现与偶然向真的转变。在其中，被给予的对象就是在其直接性中或在其显现与偶然中的对象。

但是，什么是这里所谓的直接性以及显现/偶然呢？另外，黑格尔所谓的被给予的对象与康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在“概念原理”导论第十五段中，黑格尔说，只要对象在直观或复现中它就是显现。对于他来说，直观或复现的对象通过直接性被我们获得，并因此是外在的和异质的。毫无疑问，黑格尔把被给予对象视为没有真理的独断论假设。而且，他认为康德并没有真正拒绝关于被给予对象的独断论。为此，他指向康德第一批判的B版序言，在那里康德说我们对于作为物自身的对象一无所知（CpR: B XXVI）。对于黑格尔而言，这分明意味着人的认识不可能获得真的内容。然而，黑格尔的批评并不意味着他要退回到前批判哲学的经验独断论中。相反，黑格尔认为康德由于假设了物自身或者说是被给予的对象，因而无法真正忠实于自己的批判哲学。在他看来，在直接性被给予的对象中根本就无真可言。对象的真性或实在性在于它的概念之中。

我们或许会问在某种意义上是否黑格尔把人的知性视为神性的。而且，他甚至抱怨康德没有坚守“直观知性”的观念；而康德认为这样的知性对于人类而言是不可能的。这样，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似乎又要退回到前批判哲学的理性独断论中。然而，这同样不符合黑格尔批评的本意。他同样归给直观与复现对象以实在性，他否定的只是这个实在性独断的自我独立性。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对象的自持与自为存在必须被转变成被设定的存在。这样，黑格尔的最终要求就与康德的先验哲学保持一致了。对他而言，康德对于直观与知性的区分无法避免独断地假设了被给予对象。然而，黑格尔的批评确实误解了这里康德式区分的功能性含义。对于康德而言，直观只是一个从外部接受被给予杂多的被动官能。尽管黑格尔误解了康德，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批评中看到他与康德一致的哲学动机。

黑格尔的真的概念包含着这样一种关系：思考把被给予对象纳入到自身当中。上面，我们已经解释了黑格尔的被给予对象的含义。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解释这里所谓的纳入关系。黑格尔说，对于对象的认识是把它认识为自持和自为的。黑格尔所谓的概念就是对象性本身。像我们已经提到的，黑格尔概念性地把握对象就是要把对象的直接性转变为被设定性。这个转变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概念被建立为存在与本质的无条件基础；第二，它们的实在性通过概念的内在辩证得以被推导出。这里我们并不企图解释这个推导是如何可能的。我们只强调这个推导的目的是，拒斥对于对象被给予性的独断的和直接性的假设。

这样，黑格尔对于康德先验哲学的转变并没有背离后者的批判精神。黑格尔不同意康德的是，他所观察到的第一批判中的体系。对于他而言，康德对于直观与知性的分离不可能忠实自识的本原综合。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试图揭示黑格尔对于康德体系的阅读是一种歪曲。然而，他对于康德的批评却遵循着康德先验哲学的精神。换言之，两者都试图用先验唯心论反对先验实在论。在先验唯心论中，对象的真性必须基于自识的本原综合。由于康德的官能理论被错误地混淆为心理学，黑格尔就不难批评康德哲学体系仍然包含着独断论的残余。

事实上，黑格尔并没有隐瞒他对于康德体系两面性特征的惊奇。当他完成自己的主要批评之后，他指出：





这始终是个神话：康德哲学如何可以把它未曾超越的思想与感性实在的关系看做是单纯显现的相对关系，并且很好地在理念一般中并且例如在直观知性理念中认识，并宣称两者［思想与感性实在］的更高统一体；但同时停步在相对关系中，并断言概念是并始终是与实在彻底分离的。（GW 12:25）





在黑格尔看来，真必须基于自识的本原综合。如果康德的体系被混同为心理学，它根本就不会允许这样的综合。康德认为直观知性不属于人类，因为它不允许康德意义的综合活动。相反，黑格尔试图让我们注意通过理念进行本原综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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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知性范畴的真被奠基在本原综合之上，那么它就必定已经把杂多包括于自身。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对于知性的分离不可能不把知性范畴作为普遍性的空的形式。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说，黑格尔的《逻辑学》是要矫正康德体系中原本的缺陷以图更好地展示批判哲学的精神。黑格尔对于康德的批评要证明，真的概念或人类认识的对象有效性不可能在康德的先验唯心论中被奠基。在他看来，康德的错误在于他的心理学意义的唯心论。只有通过逻辑学，对于真的概念的思考才可以被重新建立。的确，这个对于真的思考同时要求对于基础自我意识的重新思考。对于黑格尔而言，康德式的主体“我”总有着外在的否定。而正是这个否定奠基着对象的独断直接性。这里，就真的概念而言，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黑格尔的概念试图成为康德“我思”的认识论功能的继承者。

第二节　通过绝对否定性实现费希特的绝对“我”

在他与康德的批判性对话中，黑格尔试图用自己的自由概念替代康德的先验自识，以便更好地辩护康德第一批判中的基础洞见。根据康德的看法，先验自识由“我思”统一体构成，而后者通过基础自我意识产生。只要黑格尔的自由概念把康德关于“我思”的功能性界定转换成结构性特征，它就会迫使人们进一步反思“我思”所假设的基础自我意识本身。这一点黑格尔通过在《逻辑学》中对费希特的批评来完成。

在《逻辑学》中，对于费希特最为重要的批评之一是“本质逻辑”（即《逻辑学》第二卷）第一章中关于假象概念的讨论。的确，这并不是对费希特本原思考的一个准确的体系性定位。然而，正是通过批评这个被误解的费希特，黑格尔才把我们带入到“概念之概念”之中。尽管其批评不合法，黑格尔的根本意图却展示了与费希特基础思考的深层一致性。就像他对康德的批评一样，黑格尔对于费希特的批评同样构成了对于后者关于基础自我意识原创性思考的进一步发展。即使黑格尔本人一生中很少承认他从费希特思想中受惠，在这一节中，笔者将试图证明黑格尔的自由概念或“概念之概念”是费希特基础自我意识结构的后继者。

在假象概念这一节中，黑格尔的批评关涉到费希特在《全部知识学基础》（1794/1795）（以下简称《知识学》）中所发展的“无限阻碍”的概念。对于他而言，费希特的阻碍概念等同于“我”的直接性不存在或说“非我”，这是不可超越的。根据黑格尔的解读，费希特的绝对“我”首先被表达在《知识学》§1中自我设定的（本原）行动概念中。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费希特的绝对“我”由于没有内容，因而不可能与“非我”处于相互否定的关系中。简而言之，费希特的（本原）行动所产生的绝对“我”是自由本身。因此，黑格尔在正确地确定了费希特绝对“我”的基础上，误解了它与“非我”的关系。

黑格尔对于费希特的误解有着自己的历史根源。在1795年1月26日一封致黑格尔的著名书信中，荷尔德林清晰地描述了他所理解的费希特哲学。对于荷尔德林而言，费希特的绝对“我”试图要超出理论意识中主体—客体之间的对立。这个绝对“我”因而只是一个主体—客体相互等同的意识/自我意识的一个特殊例子。根据荷尔德林的描述，如果“我”因其绝对包含了所有实在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是“我”，因为它不可能具有对象。如果“我”可以被对象化的话，那么它根本就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费希特把绝对“我”视为自己知识学的终极基础原则，而荷尔德林怀疑它只是一个斯宾诺莎式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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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著名的论文《判断与存在》中，荷尔德林进一步质疑了他所理解的费希特的基础自我意识。因为在他的理解中，这个自我意识不可能摆脱主体—客体之间的二元关系，自我意识的可能性必须要假设它们的绝对同一体——存在。当黑格尔来到法兰克福与荷尔德林重逢后，他通过与荷尔德林及其朋友圈的讨论更加熟悉上述对于费希特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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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逻辑学》中，黑格尔对于费希特“阻碍”概念的批评仍然带有荷尔德林影响的痕迹。在他看来，费希特的“我”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它还承担着无限阻碍作为它的直接否定。

尽管黑格尔批评费希特的无限阻碍概念及其与基础自我意识之间的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彻底抛弃任何对于绝对“我”的限制。在黑格尔看来，正是通过阻碍的中介，基础自我意识最终才可能建立起来。这难道不是又与费希特《知识学》§5中发生证明的论题相类似吗？

在这一节中，我们首先分析黑格尔关于假象概念的逻辑论证。这将帮助我们理解他是如何批评费希特的无限阻碍概念的。其次，我们将解释黑格尔如何在本质之内建立对于假象的中介的。最后，我们将通过本质概念中包含的绝对否定性概念。基于他自己的误解，黑格尔批评费希特的绝对“我”只是智性“我”。然而，他通过自己的绝对否定性概念赎回了费希特的基本思考。

1．批评费希特“无限阻碍”概念为假象

“存在逻辑”（即《逻辑学》第一卷）中的逻辑发展最终导致了向本质逻辑的过渡。黑格尔首先把本质概念定义为“通过对于存在整个领域的否定与自身的简单同一”。这样，由于进入了一个更高的概念阶段，存在的整个领域必须被否定在本质概念之中。在本质领域中，存在首先被表达为非本质者；而与之相区别，本质则是被作为本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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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样的区分，本质概念被用于绝对者进行定义的一次新的尝试。
〔18〕

 因此，本质概念必须是确定的并因此与存在概念相区分。然而，上述的初步定义还无法真正地区分存在与本质。这个定义将两者拉回到定在概念领域并成为确定存在与它者。这个简单差异性对于两者的区分只能通过一个任意的第三者来进行，因为两个概念中的任何一个都跟另一个一样确定。这个怀疑性结论导致了对本质概念与存在概念的重新区分。鉴于第一次的失败尝试，这个新的定义必须避免简单差异性中的外在否定关系。

因为本质概念是对于存在概念整个领域的否定，因此它必须通过与后者的区分来被定义。这样，它就必然作为一个确定存在与另一个确定存在的存在概念处于外在否定关系之中。但这个否定关系因为我们上述的怀疑性结论被摧毁了。因此，必须纳入一个双重的否定，从而满足本质概念得以区分的两个条件。黑格尔因此说本质是存在的绝对否定者（GW 11:245）。这个绝对否定者并不意味着自我关联的否定（活动）已经被获得。在这个论证点上，它意味的是一个被重复的否定，它既否定了直接性存在也否定了承担着简单差异性的外在否定关系。这样，存在概念与本质概念得以区分开来；后者通过双重性否定来被构造。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在这个关系中的直接性存在要被表达为“非本质”或者说假象。这个直接性存在将首先被视为本质的它者，而这个它者性质又要被再次否定。

这样，假象概念继续的是逻辑学中区分存在概念与本质概念的任务。只有通过这样的区分，本质概念才可以确立下来，以作为对于绝对者的重新定义。正是这样的逻辑任务构成了黑格尔绝对否定性概念的基础语境。在这一节中，我们并不关心假象作为逻辑概念的具体任务。我们想要澄清的是，这里涉及的黑格尔绝对否定性概念所具有的哲学含义。绝对否定性概念的复杂结构可以通过分析黑格尔假象概念中的逻辑论证而获得。通过这个绝对否定性概念，黑格尔可以超越有限“我”，从而重新获得绝对“我”。费希特同样要在《知识学》§5中力图完成这一点。

作为非本质，存在概念还不能真正与作为本质者的本质概念相区分。只要它们可以被区分，作为非本质的某种直接性就必然在存在概念中发挥作用。然而，这个直接性在本质概念中被否定并由此转变成为假象。黑格尔由此开始了第二次尝试来区分存在与本质这两个概念。他开始于一个看起来非常悖谬的命题“存在是假象”（GW 11:246）。这个命题的悖论性在于，作为幻影的假象看起来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存在。这样的话，幻觉假象如何可以被用来谓述至少包含直接性的存在概念？事实上，这里的悖论本质上是基于对作为虚无性表象的抽象思考。

黑格尔很清楚这个命题所包含的悖论特征。他立即转入对于“假象之存在”的分析当中。这个转移不应该被视为是要在假象中找到稳定性特征。这里所谓的“存在”是指假象概念的独特性。黑格尔不无讥讽地说：假象的存在就独独地在于存在之虚无当中（GW 11:246）。离开这样的虚无特征，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假象。换言之，假象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稳定的存在作为锚点。

可是，我们该如何理解黑格尔这里所说的存在之虚无呢？这是否意味着与“存在原理”中所说的虚无一样的概念呢？毕竟两者都意味着一种虚空含义。虚无这个概念出现于《逻辑学》的开篇之处，至此已经远远地被逻辑进程所超越了。尽管假象概念是存在之虚无，它不再是虚无这个概念中所包含的简单的自我同一关系，也因此不是彻底空洞。为了把假象与虚无这个概念加以区分，黑格尔说假象的存在只在本质中有其虚无。表面看来，他似乎在玩弄德文文字中所特有的言外之意。在他看来，德文中的“gewesen”是系词“sein”的过去式。然而，这个经验时间的含义是不应该出现在逻辑学—形而上学这个基础体系中的。通过“gewesen”，黑格尔只是想强调事物并不真是它们直接呈现给我们的那个样子。这个哲学意义表达了这个事实——本质是存在的绝对否定性。由此，本质被构成于一个双重否定之中，它否定了作为非本质的存在或说本质的它者。这个对于表象之虚无的界定根本不应该被视为对后面论证的期待。换言之，它还并没有涉及假象如何可以从本质中发展出来。在当下的论证语境中，唯一的论题就是把假象与本质相互区分开来。

至此，假象的独特性已经展现出来了。它是存在的虚无，而且这个虚无同时异于虚无这个逻辑概念本身。作为结果，黑格尔指出，假象是“否定性者被设定为否定性者”（GW 11:246）。这里，我们还无法充分地理解其中的小词“为”的含义，因为这涉及对于假象虚无性的进一步分析。这里的“为”充满了独断论的色彩。这个否定性者如何可以是自立的？它难道不涉及任何否定性关系吗？它在与它者的关系中难道不也是肯定性的吗？在我们将要讨论的定在概念领域中，黑格尔会证明纯粹的否定性者是基于某种抽象。

但是，这里对于假象的独断式区分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否定性者被设定为否定性者”这个命题？像我们已经提及的，存在概念与本质概念的区分是基于前者的直接性。然而，根据我们前述的逻辑证明，存在概念必须被界定为非本质或假象。它是本质的它者并且在它者中被否定。这样，在这样的相互否定性关系中，它就不可能包含直接性特征并由此与本质相区分。尽管如此，假象已经被定义为存在之虚无。这样看起来，我们就必须把这个虚无本身固定为假象的直接性从而与本质区分。

然而，看起来仍然很难理解否定者如何可以是自我独立的。为了进一步定义假象，黑格尔引入了一个他在定在概念领域中发展的“它者”概念。黑格尔认为，它者概念必须包含两个构成要素：存在和否定。通常，人们是在与一个确定事物的对立关系中思考它者。这样，某物与它者之间的区分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通过一种外在的比较，某物与它者之间的区分只能通过单纯的外在关系来实现。在这样的外在关系中，事实上对立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作为某物也可以作为它者。由于在这样的外在交互关系中无法建立它者，我们就必须考虑把它者与某物彻底分离开来以使两者的区分得以可能。这样，它者就必须存在于恒常的自我超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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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它者必须包含的两个要素就是存在及不定在。在它者中，存在与否定者仍然处于直接性统一体中。这个特征使得黑格尔可以区分假象和它者这两个概念。假象不再与存在处于这样的直接统一体之中，因为它已经被界定为“否定性者被设定为否定性者”。另外，与非本质者的概念相区别，假象在与本质的区分中指“存在之虚无”。因此，这个虚无本身必须具有自立性或直接性。因此，黑格尔说：





以这样的方式，假象是在存在意义上确定的直接不定在者，即它只在于它者的关系中，只在它的不定在中具有定在；这个不自足者只存在于它的否定中。（GW 11:246）





假象具有虚无特征这一点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假象是否定性者被设定作为否定性者，它可以与本质概念以及外在否定关系相分离。假象因此成为一个直接的不定在。这个直接性首先涉及的是某种自立性，后者包含独立于本质的“存在确定”。直接的不定在本质上意味着事物的直接终结。可是，事物如何可以存在与它们的绝对有限性中呢？正是这样的一个悖论在存在与本质的差异中发挥作用。毕竟直接性在这里是存在的基础。因此，上述引文的大部分内容试图以最极端的方式表达这个悖论。

既然假象是直接的不定在，它在自身中就是绝对的差异性。它总是处于对自己的绝对否定中。在这样的否定中，那个否定假象的本身同样被确定为不定在。这样，假象就永远不可能停止被否定。其直接性或自立性就是这个绝对的非自足性。像我们已经提到的，这里的悖论是基于这样一个根本假设：存在是与本质区别的直接内容。因此，黑格尔说在假象中始终存在的是直接性的纯粹确定性。然而，当前的这个悖论证明，假象的直接性就是一个独断论假设。

根据黑格尔的看法，近代怀疑论、莱布尼茨式的唯心论以及康德式的唯心论都达到了这第一个结果——假象作为直接性存在不是非本质者。然而，他们仅仅把存在领域中的确定性转换成假象领域中的确定性。离开存在，假象只能依靠纯粹的直接性与本质相区别。然而，这个假象的直接性同直接性存在一样地悖谬。为了表达第二个悖谬性，黑格尔独创了一个悖论性的术语“被反思的直接性”。像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否定性者被设定作为否定性者”是绝对的非自足，并且卷入到否定的无限重复进程中。当这个否定者从其必需的中介中剥离出来时，它就是一个关于“不定在直接性的空的确定”。事实上，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直接性，而必然是被中介的。因此，黑格尔的术语“反思的直接性”暗示着，如果不是彻底的悖谬，至少是不可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解释一个在并通过中介构造的直接性。黑格尔的解释将在后文予以讨论。现在，让我们根据上述对于假象的分析来考虑黑格尔对于费希特的可能批评。

对于黑格尔而言，费希特的唯心论即使消除了物自身，仍然处于假象的抽象直接性中。在他看来，费希特的无限阻碍概念就是离开存在假象的抽象直接性。他批评说：





费希特唯心论的无限阻碍没有奠基的物自身，结果成了我之中的一个纯粹确定性。但是，这个确定是为我的，我纳入它并且扬弃它的外在性；与此同时它还是直接性的，是对我的限制，我可以超越这个限制，但是我在其中［该限制中］有一个中性要素，以致尽管限制是在我当中的，它却包含着我的直接性不存在。（GW 11:247）





由此，黑格尔论证说费希特还没有彻底摆脱独断论。尽管“我”的无限奋进，无限阻碍概念还是被设定为是直接性的。

在他的批评之前，黑格尔首先清楚地界定了费希特无限阻碍概念在他自己的逻辑体系中的位置。被剥夺了自足性，无限阻碍成了“我”之中的一个纯粹确定性。黑格尔认为所有的确定都是否定。假象是否定性者被设定作为否定性者，并因此成为纯粹的确定性。然而，这个在假象中确定性的纯粹性是为了区别于定在概念领域中的确定。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定在的确定与存在处于直接性关系中并因此被称为性质。从前面的证明中我们得知，假象根本不可能具有和存在的直接统一性。对于黑格尔而言，这意味着不可能存在一个物自身，并奠基这里所需的直接确定。因此，他可以确认费希特的无限阻碍是“我”当中的纯粹确定性。

然而，这并没有否定假象具有某种直接性，并由此作为假象的存在与本质相区别。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黑格尔批评了假象直接性的抽象特征。毕竟这个直接性只是从否定的重复中分离出来的。他认为费希特的唯心论就是在这个阶段失败了。对于他来说，费希特的“我”总是在超越阻碍但却没办法彻底消除它，因为无限阻碍概念就是指对于“我”的直接性否定。为此，费希特的“我”不可能是绝对的，也不可能成为整个哲学的基础。

为了理解黑格尔这里的论证点，我们必须记住他对费希特绝对“我”的概念的关注。然而，我们不应该把他对阻碍概念的批评解释成近代主体主义。我们将在后面两个部分中讨论黑格尔关于绝对“我”的基础思考。这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承担着直接性阻碍的“我”必然是被限制的，因而不可能是绝对的和自由的。另外，必须指出的是黑格尔混淆了费希特的绝对“我”与智性“我”。我们已经看到，费希特的绝对“我”是自我设定的自由活动。在《知识学》§1中，他甚至为这个根本的自由活动构造了一个术语（本原）行动。在同一著作的§5中，这个自我设定的“我”因其实践性基础自我意识的要求，必须假设一个“非我”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非我”限制的可能性条件是以构造“我”为基础的。换言之，在费希特那里，理性自由行动或更准确地说对“我”的构造的同时需要对理性自身的限制。

在与阻碍的关系中，费希特的“我”只能是在理论领域中的智性。对于他而言，阻碍只是一个契机来召唤“我”的回应。通过这个回应，“我”在自身中获得了自己的具体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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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样的自我确定，在《知识学》的理论性领域中也可以有智性“我”。很明显，在这个小词“我”当中包含着某种自我意识。通过在理论领域的反思，费希特的确不可能消除主体—客体二元关系并建立绝对“我”。然而，他是在§5实践领域中重新引入基础自我意识的。而这里所涉及的实践性自我反思显然是与理论性的彼此不同。

因此，费希特的绝对“我”只有通过自我意识中的意识环节才得以被限制，但这个限制不是阻碍意义上的。相反这个限制是缘自基础自我意识构建的自身要求。黑格尔对于阻碍概念的批评彻底背离了费希特实际的思考。尽管如此，这个批评却指向了费希特早期《知识学》中一个别扭的论证点。费希特自己在1795年以后用“智性直观”概念替代了他在《知识学》中的反思性表述。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对于绝对“我”的思考可以被视为费希特原本动机的延续。我们将看到，他们两者都试图建立一个超越理论性意识的基础自我意识。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费希特建立的是一个实践性的基础自我意识。而黑格尔的工作则是建立在他自己对于绝对否定性概念的分析之上。同时，正是通过这个绝对否定性概念，他得以超越假象的抽象直接性或说费希特的无限阻碍概念。

2．黑格尔对于假象直接性的超越

在第一步论证中，假象被剥夺了直接性存在并由此被设定成为否定性的。离开这个存在作为基础，假象通过抽象的直接性与本质相区分。根据上一节的分析，这个直接性是抽象掉其双重否定构成的必要媒介。黑格尔构造了“反思的直接性”这个术语来凸显假象直接性的不合法性。然而，这个悖谬的术语只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假象根本不可能是直接性的。相反，它是自我关联的否定活动的结果。尽管黑格尔批评假象的抽象直接性，他还没有充分地证明他的批评的基础。我们仍需要解释的是什么样的反思在假象中发挥作用。只有通过抽离这个反思，假象才可能被视为是直接性的。

这里，我们要检查的是黑格尔第二步论证中的第一部分内容。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把假象与本质加以区分的确定内容将被证明是本质本身的确定性。这个证明应该与从存在领域向本质领域发展的逻辑进程相区别。本质概念的条件是存在概念的整体领域向本质概念领域的过渡。另外，假象不再是非本质者。它已经被剥夺了直接性存在和抽象的直接性本身。把所有这些结果综合在一起，黑格尔指出假象“在自身当中就是虚无的”（GW 11:247）。我们会问这个本性的虚无是否在事实上与假象不同。我们需要注意：本质概念必须与假象相区分以便获得关于绝对的新的定义。通过上一节的第一步证明，我们只获得了假象的合法性定义。根据黑格尔的论述，他的下一步证明要展示假象与本质无法区分。

尽管我们已经提到某种反思在假象中起作用，假象本质上仍然是抽离了反思媒介的抽象直接性。我们已经看到假象本身是虚无的。在第一步论证中，黑格尔没有具体地分析所涉及的反思概念，因为他的中心任务首先是界定假象概念。建立起假象概念定义之后，他立即证明假象的直接性不存在，就是本质在自身中的否定性。我们已经展示本质是作为假象的存在的否定。然而，假象是通过自己的直接性与本质相区分的。当假象被剥夺了抽象的直接性后，它就只是本性的虚无。这意味着它只能是一种自我分裂性或自我关联的否定。这个否定的自我关联是指否定脱离了一种外在的否定关系从而返回自身。与此同时，这个自我关联的否定的复杂结构还没有被充分地表达。因而，它只能是本质在其自身中的否定性。

我们已经看到，存在概念首先是作为非本质者概念进入本质概念领域，并与作为本质者的本质概念相区分。这第一个确定关系把存在概念和本质概念拉回到定在概念领域当中，因而并不能真正地区分这两个概念本身。在对于存在概念和本质概念的重新定义中，本质概念是存在的否定性。这个否定性意味着存在既把自己扬弃为直接性存在，同时也作为单纯的否定。由于与本质概念相区分的直接性，存在概念又被转变成为假象概念。假象概念被证明是不存在的直接性；而后者则是本质在自身中的否定性。这个假象的直接性或许会让人误以为是与自身同一的直接性存在。为了避免这种误解，黑格尔说存在是本质中的不存在，而这个不存在则否定性地与自身关联。在笔者看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又是一个讥讽。因为本质中的不存在根本就没有自足性。他在这里真正的意图是解构独断的存在以及独断的直接性。根据前面的讨论，这个解构的基础是这样一个悖谬——直接性的不存在在其不定在中有其定在。不定在是自我关联的否定，它构成了本质自身的否定性。因此，黑格尔说存在的虚无本性就是本质的否定本性自身。

当假象的直接性被剥夺了与存在的直接统一性时，它仍然可以是不诉诸否定与自身间关系的或中性的。而假象中的不存在就包含着这个直接性的特征。这个直接性的特征也是独断的，因为直接性的不存在一定是否定性地自我关联的。尽管脱离了单纯的外在差异性，直接性否定就会被卷入到绝对的自我超越中。正是这个绝对的非自足性要被否定。本质概念的否定性因此要发展成为否定之否定。黑格尔认为，这是本质概念的绝对的自在。继而，黑格尔讥讽道，不存在的直接性就是本质自己的绝对自在。在直接性中所涉及的独断抽象由此被彻底摧毁了。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了否定性中的两个要素：（1）朝向自己的否定，而不是在外在差异关系中的否定；以及（2）这个自我关系必须是否定关系，在其中否定消解其自身。

黑格尔说本质的否定性就是与自身的同一性。初看起来，这个命题十分荒谬，因为否定性的本性总是绝对的非自足性。在什么意义上自身同一可以被纳入到本质的否定性中呢？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自我反思的否定由否定之否定构成。在这个自我关联的否定中，是同一个否定的行动性在发生作用。这个行动性只能通过否定活动或否定形式而存在。当这个否定行动性产生时，它不得不背离自身并由此构成否定之否定。在这个否定关系中，两个相互关联的关联项同时构成了绝对的同一体。这样，否定活动把自己设定为否定活动。因此它是在设定与被设定之间的直接性自我关系。为此，黑格尔可以合法地把本质中的否定性指为自我同一。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自我关联的否定中出现的关系仅仅是否定行动性统一体中的内部关系。这两个相互关联项只能在否定性统一体中被概念性地区分。像费希特的（本原）行动概念一样，黑格尔的否定性概念首先描述的是直接性的自我关联。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的否定性概念与近代主体主义毫无关系。这个主体主义认为所有的实在都囊括在主体之中。相反，在黑格尔的否定性概念中，只有否定的纯粹形式牵涉其中。他说否定性是“简单的直接性”和“中立性”，它并不处于任何的外在差异性关系中。

另外，在否定之否定中的自我关联避免了自我意识反思理论模型所带来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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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亨里希，自我意识必须是自我等同作为整体的结果。反思理论试图通过主体—我的返回来解释自我意识现象，因而不得不陷入一种理论循环之中。当否定行动性使得自身出现的时候，它必然是一个自我关联的否定，因为外在的差异关系已经从绝对否定性中被彻底排除了。这样，绝对否定性概念就包含着否定之否定；后者的这个对立关系同时是否定行动性的自我关系。这样，黑格尔的绝对否定性概念就可以解释作为整体现象的自我同一体。黑格尔的否定性理论可以构建在绝对“我”所要求的直接性自我关系中。由于它是基于否定行动性来避免反思模型的，我们或许可以把它视为行动性的自我同一。在这里，我们看到黑格尔的思考与费希特哲学何其接近，这两者都以某种实践的方式来思考直接性自我关系。

然而，人们或许会质疑在黑格尔绝对否定性中所构建的“我”如何可以是绝对的？这并不是一个外在于基础自我意识的问题。事实上，“我”这个词必须被我们直接地表达。尽管它包含非常复杂的内在结构，它同时必须是直接的简单的同一体。否则，我们将很难理解“我”被一下子表达的可能。而且，在否定之否定环节中否定的自我同一也会因此失去终极基础。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这个问题。在目前这个论证阶段，我们只需强调黑格尔通过绝对否定性概念建立起一个直接性行动自我关系。面对这个有趣的理论结果时，我们必须记住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引入这个绝对否定性概念时的具体概念背景。我们是在假象这个概念阶段来观察黑格尔的绝对否定性概念。我们不应该把他对于绝对否定性这个基础概念的思考与假象在逻辑学中的体系性位置混淆起来。假象概念并不是黑格尔奠基逻辑—形而上学体系之所在。他的奠基工作是在“概念之概念”上，最终在绝对理念中完成的。然而，这样奠基的可能性依靠对绝对否定性形式结构的思考。如果我们把绝对否定性概念的形式结构与假象的具体论证内容区分开来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识别黑格尔在这里的基础洞见。

现在，让我们返回到假象概念环节的具体论证。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关于不存在直接性的两种独断假定已经被摧毁了。一方面，不存在的直接性不能包含直接性存在以作为底基。另一方面，它的直接性本身也变得不再可能，而是必须被纳入否定的自我关系中。这两个关于假象的要素不仅通过它们的内在荒谬性被摧毁，而且被等同为本质概念的否定性。这样，黑格尔试图揭示用以把假象与本质相区分的确定内容就是本质本身的确定。

这一点显然是在第一步论证的破坏工作后对于假象直接性的进一步批评。的确，这个批评必须基于对本质概念中否定性的思考。我们已经看到作为直接性自我同一体的绝对否定性同时包含内在的复杂结构。其内在复杂结构的绝大多数环节被黑格尔用下述独特的术语来描述：“在自身中”、“自在存在”、“自我同一”以及“简单直接性和等同性”。这里，黑格尔可以说：“存在已经在本质中获得自身，只要后者在其无限否定性中具有自我同一性；正是通过这个自我同一性，本质本身才是存在。”（GW 11:247）假象的直接性被独断式地等同于直接存在，因为这可以帮助后者与本质相区分。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区分会导致一个悖论——“存在的本性虚无”。事实上，虚无的自我同一只有在本质的否定性中才得以可能。由此，黑格尔得出结论说本质本身就是存在。

毫无疑问，存在的独特性是基于假象的独断直接性，这个直接性是对自我关联的否定活动中的抽离。通过“反思的直接性”这个悖论性的术语，黑格尔已经暗示了关于假象直接性假设的自我矛盾性。在此，黑格尔说，





因此，与本质的假象确定性的直接性相对立的就是本质自己的直接性；但是，这个直接性不是单纯的现存，而是作为假象的纯粹被导出的或被反思的直接性——存在，不是作为存在自身，而是作为与媒介对立的关于存在的确定；（也就是）存在作为一个环节。（GW 11:248）





本质的否定性包含着“在自身中”这个环节，这意味着本质自己的否定本性。假象在本性上是不存在的直接性。这个虚无就是本质自己的否定本性。只要不存在的直接性没有与直接性存在统一，它就总是与自身关联着的。这个否定性的自我关联只能是否定性地作用于自身。因此，假象的直接性不可能是真正直接的。它由此被等同为本质自己的绝对的自在存在。而这个否定性的自在存在本性上就是非自足的，因为它包含着自我的否定中的否定关系。与此同时，否定性的否定本性存在于这个否定关系的任意一个关联项中。正是因此，这个简单的否定关系同时是对该关系的消解和否定之否定。在黑格尔那里，本质自己的绝对自在存在必然包含这两个彼此否定的要素作为一个单一的统一体。这样，黑格尔可以得出结论说本质“反思的直接性”就是假象。而且，用以界定假象的独断直接性被转变成通过绝对否定性的绝对媒介之结果。

这里，黑格尔已经完成了他对于假象与本质之间独断区分的批评。假象的确定性不可能与本质的确定性相区分。这个区分的缺乏并不指向一种两者间的交互蕴涵关系。相反，黑格尔试图彻底地摧毁它们之间区分的可能性。他的论证的可能性依赖开始处的假设：假象是独立于本质的。基于这个假设，假象就是自立的，而不是另外一个事物的假象。因为假象与本质不可区分，它就成了并不异于自身的本质的假象。

在黑格尔的第一论证中，他摧毁了假象的独断存在。而在这一部分论证中，他进一步摧毁了脱离媒介的结构直接性。他的破坏性论证基于对本质概念中包含的否定性的进一步解释。通过他的解构，我们看到了使绝对“我”得以可能的否定性的内在复杂结构。然而，否定性中的自我同一关系还没有被证明为是绝对的。这些内在的结构环节只是被假定了，而没有从绝对否定性中发展出来。为此，我们需要证明这些内在结构环节是在一个简单的统一体之中的。与此同时，假象概念所承担的具体逻辑任务还没有完成。在假象这个阶段，独断论始终试图把假象与本质区分开来。黑格尔意图彻底地摧毁这样的独断区分。至此，我们已经揭示出假象的确定与本质的确定彼此相同。尽管如此，假象会基于某种抽象继续宣称自己的独立性，因为它毕竟是本质中否定活动的结果。如果假象与本质之间的区分可以被彻底解构，还需要证明的是本质概念仍有可能通过假象中的直接性存在和抽象直接性而被确定。

3．黑格尔的绝对否定性概念

在假象这个逻辑概念下，仅仅包含了两个论证部分。第一部分是要确定假象概念，以便与本质概念相区分。相反，第二部分论证试图质疑第一部分中对于假象概念的界定。另外，第二部分论证可以被进一步区分为两个子部分。在上一部分中，我们处理了第二个论证中的第一个子论证。在这个论证步骤中，假象概念最终无法与本质概念相区分。在下面这一部分中，我们将关注第二步论证中的第二子部分内容。根据黑格尔的论证，在此我们需要揭示，作为假象的本质确定性要在本质自身中被扬弃。

在论证开始时，假象概念已经被证明是“否定性者被设定作为否定性者”。由于它在自身之中是虚无的，它就被进一步界定为“不存在的直接性”。这样，有两个要素构成了假象概念的整体：存在与虚无。在上一部分中，假象已经被证明是“本质自己的假象”。本质概念被界定为本性的否定性，而假象概念则是脱离了自我关联的否定活动的直接性。因此，黑格尔重新把假象概念界定为“在存在确定中的本质自身”。这意味着自我同一环节必须与本质概念中所包含的否定性之行动性自我相关相分离。

因为假象概念作为结果是具有自己的特征的，它仍然可能与本质概念相区分。毫无疑问，这是基于对否定性内在结构中自我同一环节的抽象。为了解构这个抽象，黑格尔首先询问这个抽象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本质概念的本性是否定性的。其否定性必然包含着自我关联的否定关系以及自我同一体。对于这个同一体的抽象只能导致本质概念转变为自在的否定。因为黑格尔把否定等同为确定，他认为本质因此是“自在地被确定的”并且不同于其绝对统一体。

只要本质被区分为自在的否定，它就具有一个由不存在的直接性所界定的假象。否定性与自身的同一性由此被压缩为自在的。然而，本质的否定性只意味着否定的活动性。它首先强调本质与外在差异性意义上的否定相区分。因此，本质所包含的否定性返回自身并因此与自身关联。因为它的否定本性，自我关联的本质必然包含对于自身的否定关系。与此同时，这两个关系中的否定彼此相同，因而否定性自发地把自身建立为自我同一体。只要否定性是自发的和自我关联的，它在自身中就是一个自持的直接性。然而，这个直接性自我关联同样是自我排斥的，因为否定性活动需要通过转向自身的否定关系来实现。因此，黑格尔说，





否定性是自持的否定性；它是自身与自身的关联，并且因此是自持的直接性；但是，它是对于自身的否定关系，一个排斥自我的否定（活动）（Negieren），并且因此这个直接性的自持存在者是反对否定性的否定者或确定者。（GW 11:248）





只要否定性是自发行动的，它就会是直接性的。因为这个直接同一体中包含着复杂的内在关系，直接的否定性就是自我关联的否定活动的结果。这样，黑格尔的否定性就既是自发行动性的又是该行动的结果。而行动性与其结果之间的区分是基于作为否定之否定中自我关联与自我否定同时共存的悖论。

现在，我们必须思考否定之否定的意义，来寻求解决当前悖论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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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否定性是自发性的，它就不必承担外在的差异性否定关系。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黑格尔的否定性因此可以把自身发展成自我关联的否定活动。在这个关联中，是否定活动本身进入了一个自我否定关系中成为关系项。进一步而言，这个否定活动的自我关系只能被实现为否定之否定。这第二个否定并不意味着通过一个关系形式排除第一个否定，因为这将无法建立否定活动的自我关系。因此，在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中，同一个否定活动既在设定的位置又在被设定的位置。由于否定活动的同一，第二个否定本身的关系本性可以被消除。作为在自身之中的直接存在者，这个被设定的否定就是绝对否定性。黑格尔因此说第二个否定直接地扬弃自身并且“返回自身”。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作为统一体的否定性是“自持和自为的”。而且，这里的自为概念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反思关系。相反，它是以直接的方式进行的否定活动的行动性自我设定。

通过这个自持和自为的统一体结构，自发否定性与作为其结果的否定性之间的差异被消除了。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本质只有在被简化为一个自在的确定之物时才会有假象。尽管这个自在的环节意味着自立，但它并不仅仅意味着简单的直接性。根据我们对否定性的分析，它也意味着否定性的自发式的自我关联。这个自我关联的否定性导致否定性的简单和直接的统一体。因此，存在这个直接确定并不异于假象，它同样也谓述着本质概念中自我关联的否定性。

尽管存在确定并没有帮助我们区分假象，而且还存在着一个直接的否定者作为假象的要素。因此，黑格尔说假象是在其否定中具有其存在的否定者。这对于假象而言是纯粹直接性要素。这样，假象就是绝对的不自足；它彻底地自我分裂，并因此变得虚无。

由于其直接性，作为绝对不自足的假象不再涉及任何单纯的差异性。它不再是与某事物对立的另外一个事物。相反，它就是返回自身的否定者。这种绝对不自足彻底地与单纯否定关系和简单不自足相分离了。

脱离了简单差异性，这里所谓的不自足由于其否定本性不得不与自身形成否定关系。正是这样的否定式自我关系构成了以否定为本性的假象之直接性。因为假象的本性是否定的，它与自身的关联同时使得自身成为它者。进一步而言，假象的这个否定式自我关系就是“它反对自身的确定”，因为黑格尔把否定等同于确定。尽管这构成了假象的自我关系，它同时在本性上也是一个否定关系。当否定者进入这样的关系中时，这个否定者本身必须被否定。因此，黑格尔说不自足者是“反对否定者的否定”（GW 11:248）。

只要不自足者是直接的，它就必须被界定为对于否定者的否定。这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否定之否定中的一个构成部分。我们已经看见，否定之否定事实上是否定性的自我设定行动。作为否定的确定因此被绝对地扬弃了。这个扬弃在此包含两个构成要素：（1）否定之否定必须是否定性复杂统一体中的一个环节，（2）它最终也被消除在否定性的单纯和直接的同一体中。正是自发否定性行动使得否定性得以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它必然是直接性的，既作为否定行动性又作为其结果。我们可以说自发否定性就是绝对否定性，只要它是包含自持自为式的内在结构的直接和简单统一体。

至此，绝对否定性的结构已经初步展示出来了。首先，我们看到绝对否定性是一个本性否定者。然而，这个本性否定者并不是与它者关联中的一个事物，而是与自身关联的。这个自我关联就意味着绝对否定性行动的自发性。换言之，绝对否定性只有通过自身才能被产生出来。第二，自发否定性不只是一个静止的基底。相反，它是否定的活动本身。这个自发否定活动进入存在的方式是通过与自身的否定式关联。因为第二个否定是通过否定行动性产生的，我们可以说这个否定行动性制造了内部活动与活动结果的内部差异。尽管如此，在绝对否定行动性中，是同一个否定活动同时作为否定之否定中否定关系的两个对立关系项。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否定性活动包含内部差异，仍然是同一个否定活动把自身设定为自身。简言之，否定行动性是自我设定自我。第三，自发否定性的自我关联必须由否定性关系来构成。这就意味着否定活动自我排斥，否则，否定之否定就变得根本不可能了。处于这样的否定关系中，否定行动性本身就变成否定者或确定者。行动结果是对于作为条件的行动的否定，因此是直接的自在。然而，这个作为直接否定者的确定就是绝对否定性。因此，它作为确定者的结果返回到自发否定活动中去。通过这个特别的反思，自发否定性不仅设定自己而且把自己设定为被自己设定的。第四，由于在否定关系中关系项的同一，否定之否定消除了否定关系本身并转变为一个否定性的同一体。尽管否定式的自发行动性必然包含内在的复杂结构，它同样把后者吸纳于自身简单与直接的同一体中。这样，自发否定性就成了绝对，因为它把自身的内在结构构建为自持和自为的。

基于绝对否定性理论，黑格尔可以完成他关于假象独断定义的批评。首先，假象是存在领域的残余。黑格尔通过内在的矛盾摧毁了它与存在概念整体的关联。离开与存在概念的关联，还剩下作为假象或不存在的直接性。这个直接性包含着一个重新定义的存在以及一个抽象的直接性。黑格尔证明这两个确定内容不可能把假象与作为否定性的本质区分开来。通过第二个解构，假象被界定为本质的假象。基于其抽象的本性，假象仍保留着区别于本质的自立特征。换言之，假象既是在本质之中的又是关于本质的直接确定性。通过绝对否定性，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确定如何可以在本质中被扬弃。一方面，在本质中的假象被界定为“无限的确定”。然而，这个不自足同样是与自身关联的否定者。另一方面，假象被界定为“存在界定中的本质”；它是自我关联的直接性。然而，这个直接性同时也是绝对的确定性；后者由自我关联的否定性构成。既然绝对否定性是本质，黑格尔最终得出结论：假象就是本质本身，而本质是其自身在自身中的闪现（GW 11:249）。

至此，黑格尔完成了《逻辑学》中假象这个概念部分的具体论证任务。通过本质的绝对否定性，他解构了作为存在概念领域唯一残存的假象概念。通过这个结果，他可以进一步把本质概念重新确定为“反思”。只要本质概念被视为是关于绝对者的新的定义，类似的论证努力就是必须的。然而，我们在此无法进一步讨论这个论题，因为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绝对否定性与绝对“我”之间的关系。假象这个逻辑概念只是《逻辑学》中具体的部分之一，在那里黑格尔呈现了他关于绝对否定性的思考。尽管如此，这里对于绝对否定性的思考的确是《逻辑学》中最为明显的一个部分。

黑格尔把他的逻辑学—形而上学体系奠基在“概念之概念”之上，并且最终奠基在绝对理念之上。这个终极基础由绝对否定性构成。在概念原理的导论部分中，黑格尔把自己的基础性术语“概念”与康德的“我”或说纯粹自我意识相类比。对于他而言，只要他所谓的概念发展成为自身是自由的实存，它就是“我”或纯粹自我意识。通过这个界定，黑格尔认为“我”不仅有各种确定的概念，而且也是进入定在的纯粹概念。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他的绝对否定性概念并不意味着一个稳定的底基，而是自发的行动性。这个否定性直接地设定自身。如黑格尔所述，





但是，我首先是这个纯粹的自我关联统一体；并且它并不是直接地如此，而是抽离了所有确定性以及内容，并返回到不受限制的自我同一的自由中。这样，它就是普遍性；一个作为抽象表面看来与自身统一的统一体，并因此包含所有消解于其中的确定性。第二，我，无论是直接地还是作为自我关联否定性，是个体性（Einzelheit）、绝对确定性，它对立于所有相异者和排斥它的事物——个体人格性。这个直接绝对个体化的普遍性，和绝对被设定并通过与被设定者同一而来的自持—自为—存在，构成了我的本性以及概念的本性；上述这两个环节必须同时既在它们的抽象中，又在它们的完美统一体中，否则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被概念把握。（GW 12:17）





很显然，黑格尔所谓的概念必须包含两个差异要素——普遍性与个体性，以及它们两者的同一性。

为了澄清概念的结构，我们必须追问抽象的普遍性与个体性意味着什么。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只要“我”抽离了所有确定性和内容并返回到不受限制的自我同一，它就包含着普遍性。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绝对否定性是自发行动性；它既包含着绝对否定活动的自持关系，也包含着自为关系。由于这里的直接性，行动与行动结果之间的差异就被消除了。因此，绝对否定活动返回到自身，并由此构成了不受限制的自我同一体的自由。

进一步而言，绝对否定性本性上是否定者，并因此具有直接的确定性。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直接确定性同样也是自我关联的否定性，并包含对于否定者的否定。然而，这个对于否定者的否定不是一般的简单否定关系，而是否定之否定或说对于否定关系本身的消解。否定活动通过这样的自我同一构成了绝对否定性。

最后，普遍性与个体性最终不可能彼此分离。通过绝对否定性或说否定的自我关联活动，在普遍性中被抽离的确定性重新产生。另一方面，绝对否定性把自身设定为自身。这个自我设定活动的确是依赖否定之否定关系。正是因此，行动与行动结果之间的关系是直接同一的。因而绝对否定性就成了这个自我关联否定活动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绝对否定性通过与被设定者的同一关系成为自持和自为的。

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费希特也发展了这样一种关于绝对“我”的实践性概念。然而，黑格尔对于费希特的解读并没有区分绝对“我”与智性“我”；后者总是受到“非我”的否定性限制。在《逻辑学》“概念原理”的导论部分中，黑格尔只是把自己的基础思考与康德的“我思”关联起来，而只字未提费希特。他在这里对于费希特的沉默正是基于他的假设：费希特的“我”总是被“非我”否定。对于黑格尔而言，这个“非我”就是他所讨论的假象概念中所包含的独断直接性。尽管出于这样的误解，黑格尔还是构造了一个相同的绝对行动性的“我”；它既是自在的也是自为的。对于他而言，绝对“我”必须基于绝对否定性包含主体—客体的结构。相较于费希特《知识学》（1794/95）中的（本原）行动与无限奋进的概念，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更加清楚地解释了绝对“我”中包含的直接性自我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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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在澄清了“概念之概念”以后，直接讨论了康德的先验自识。尽管如此，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还是可以得出结论说，黑格尔的自由概念是康德先验自识和费希特绝对“我”功能与结构的双重后继者。

注释


〔1〕
 关于康德以后德国唯心论者之间的“星群”式的关系，参考：D.Henrich: Konstellationen: Probleme und Debatten am Ursprung der idealistischen Philosophie（1789-1795）（《星群》），（Stuttgart: Klett-Cotta, 1991，页30）；以及他的演讲录Between Kant and Hegel: Lectures on German Idealis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页77。


〔2〕
 关于耶拿早期黑格尔对于费希特的批评，笔者近来做了一些初步研究。参考：Z.Liu: “Fichte's Practic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Hegel's Speculation”，于Fichte-Studien（forthcoming），以及“Hegel on Fichte's Concept of Practical Self-consciousness”，于Philosophy Today（forthcoming）。


〔3〕
 这里，笔者并不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德国唯心论中对于自我意识基础论题的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同样，笔者也不认为黑格尔解决了围绕基础自我意识而来的所有哲学论题。根据过去几十年的研究，学者们已经认识到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完成德国唯心论的方案。参考：W.Schulz: Die Vollendung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in der Spätphilosophie Schellings（《在谢林后期哲学中德国唯心论的完成》），（Pfullingen: Neske, 1975），和L.Siep: Hegels Fichte-kritik und die Wissenschaftslehre von 1804（《黑格尔对费希特的批评和1804年知识学》），（Freiburg/Munich: Karl Alber, 1970）。然而在国际学界，这三种解决方案之间的理性关系仍待研究。


〔4〕
 基于主体性论题，黑格尔发展着自己的《逻辑学》。参考：K.Düsing: Das Problem der Subjektivität in Hegels Logik: Systematische und entwicklungs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en zum Prinzip des Idealismus und zur Dialektik（《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问题》），于Hegel-Studien Beiheft（15）, 1976。


〔5〕
 就笔者的阅读范围而言，亨里希是第一个把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概念与自律的理念联系在一起的。参考：D.Henrich:“Hegels Grundoperation: Eine Einleitung in die Wissenschaft der Logik”（“黑格尔的基础操作：逻辑学导论”），in Der Idealismus und Seiner Gegenwart（Hrsg.v.U.Guzonni, B.Rang und L.Siep, Hamburg: 1976），页208—230。


〔6〕
 关于形式—无限主体和真正—无限主体的区分，参考：W.Jaeschke: “Die Unendlichkeit der Subjektivität”, in Das Endliche und das Unendliche in Hegels Denken, （F.Menegoni和L.Illetterati编, Stuttgart: Klett-Cotta, 2004），页103—116。


〔7〕
 与Henry Allison一起，Robert Pippin就康德的纯粹自识论题辩护所谓的“可能性之必然性”命题。根据Pippin，康德的“我思”仅指人类经验的潜在自我反思特征，而不是一种笛卡尔式的自我确定性。换言之，人类经验应该这样来构建，即它允许我们对于我们经验判断活动进行关注。在这个意义上，Pippin说康德的“我”仅仅是我们经验的“逻辑条件”。参考：R.Pippin: Hegel's Idealism: The Satisfaction of Self-consciousnes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页20ff.。因为Pippin混淆了康德的“我思”与笛卡尔式的自我确定，纯粹自我意识论题从一开始就被阻断了。不奇怪，Pippin仅仅单向度地强调黑格尔自由概念理论与康德自识概念的认识论之间的关联。康德自己从来没有解释过产生“我”这个表象的纯粹自我意识。事实上，这个论题只有在费希特那里才得到初步的建立和阐释。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康德的“我思”并不意味着对于自己具体意识活动的关注。相反，像费希特的实践自我意识所建立的，它只是对于判断活动的主体本身的意识。费希特关于康德自识概念的基础洞见保存在亨里希对于康德先验演绎的论证重构之中。参考：D.Henrich: “Identity and Objectivity”，收于The Unity of Reason（R.Velkley编,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页161ff.。Pippin的问题在于，混淆了对于理性主体自身的意识和对于具体意识经验的反思意识。由于这个混淆，Pippin无法回答下述这个法则性根源的论题：为什么我们的理性生活本身必须要有法则性，而不是彻底离散的碎片？康德哲学的传统开始于理性的自我断定以及由此成为理性生活的终极基础。


〔8〕
 参考：K.Düsing: Das Problem der Subjektivität in Hegels Logik: Systematische und entwicklungs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en zum Prinzip des Idealismus und zur Dialektik, op.cit.，页48以及120ff.。


〔9〕
 这里笔者并不是指黑格尔在本质环节中就已经为其逻辑学体系奠定了基础。我们只是借用那里所包含的关于否定性概念的思考来澄清自由概念的本质。只有当黑格尔的自由概念发展到绝对理念时，它才成为整个逻辑学的基础。在这个最后阶段，否定性将被具体化在“方法”这个哲学概念中。


〔10〕
 很早以前，Klaus Düsing就让我们注意黑格尔《逻辑学》中主体性和自我意识这个基础论题。近来，Miriam Wildenauer批评说Düsing没有清楚地区分概念的逻辑形式和作为基础自我意识的自由实存。参考：M.Wildenauer: Epistemologie freien Denkens: Die logische Idee in Hegels Philosophie des endlichen Geistes（《自由思考的认识论》），于Hegel-Studien Beiheft（47），2003，页14ff.。在她看来，黑格尔的“概念之概念”并不是自我意识，因为这要求概念发展到自由的实存阶段。通过这个批评，她试图强调黑格尔与康德“我思”概念在功能上的关联。而这个功能要素最终依赖于对自我意识中意识环节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Wildenauer的批评使我们注意到，“概念之概念”所指涉的正是费希特在发生论证中所引入的自我意识复杂统一体。


〔11〕
 关于黑格尔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参考：H.F.Fulda: “Spekulative Logik als ‘die eigentliche Metaphysik’: zu Hegels Verwandlung des neuzeitlichen Metaphysikverständnisses”（“作为‘本真形而上学’的思辨逻辑学”），于Hegels Transformation der Metaphysik（D.Pätzold et al.编, Köln: Dinter, 1991）。


〔12〕
 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康德式批评，参考：K.Cramer: “Kant oder Hegel: Entwurf einer Alternative”（“康德还是黑格尔”），收于Kant oder Hegel？ Über Formen der Begründung in der Philosophie（D.Henrich编, Sttutgart: Klett-Cotta, 1983），页140—148。 关于黑格尔式的回答，参考：H.F.Fulda: “Das endliche Subjekt der eigentlichen Metaphysik: Zur Rolle des, Ich denke' in Hegels Wissenschaft der Logik”（“本真形而上学的有限主体”），收于Subjekt und Metaphysik（J.Stolzenberg编, Göttingen: Vanhenhoeck und Ruprecht, 2001），页71—83。


〔13〕
 根绝亨里希，康德的官能理论根源于沃尔夫（Wolff）与克鲁修斯（Crusius）之间前批判式的形而上学争论。人类心灵的各种不同官能与实体和能力之间关系的变化相联系。具体而言，能力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实体，而是实体与属性之间的关系，只有实体包含属性的基础。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实体中假设不同的能力而无须认识实体本身。对于康德而言，不是官能的多样性，而是它们的统一性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参考：D.Henrich: “On the Unity of Subjectivity”，收于The Unity of Reason, op.cit., 页27ff.。


〔14〕
 在B版演绎§17中，康德强调人的知性只能是概念性的。在康德看来，如果直观杂多可以通过自我意识直接被给予，那么知性就无须特殊的综合活动把杂多综合为一个意识统一体。相反，黑格尔提到直观知性是为了成就使杂多成为统一体的本原综合。因此，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黑格尔的“概念”视为神性思想。无论康德还是黑格尔都关心综合的可能性。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忽略二者之间的差别。遗憾的是我们这里没有篇幅来充分分析这种差异。在笔者看来，这个差异的基础依赖于它们对于理性统一体的不同视角。


〔15〕
 关于荷尔德林的批评与费希特的关系，参考：J.Stolzenberg: “Selbstbewusstsein. Ein Problem der Philosophie nach Kant”（“自我意识：一个康德之后的哲学问题”），于Revue Internqtionqle de Philosophie（3）, 1996，页461—482，以及V.Waibel: “Hölderlins Frühe Fichte-Kritik und Ihre Wirkung auf den Gang der Ausarbeitung der Wissenschaftslehre”（“荷尔德林早期对费希特的批评以及它对于知识学发展进程的影响”），于Revue Internqtionqle de Philosophie（3）, 1996，页437—460。


〔16〕
 关于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的发展，参考：K.Düsing: Das Problem der Subjektivität in Hegels Logik, op.cit.，页43ff.。


〔17〕
 亨里希正确地指出从存在到本质的进程不是一个直接的和单纯的替代，而是一个理论的继承关系。作为继承者，本质概念必须首先包含对于存在的所有界定。其次，它必须可以识别、界定和敞开存在的领域。最后，它并不更少地与存在处于矛盾关系中。因为本质概念必须包含上述三个特征，我们需要一个迂回来获得关于本质概念的真正术语。无论是“非本质的”还是“假象”，都是朝向关于本质真正定义的过渡要素。在这样的迂回开始点，至少对于存在的否定是必需的，一般在本质领域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起点。参考：D.Henrich: “Hegels Logik der Reflexion: Neue Fassung”（“黑格尔的反思逻辑学：新版本”），于Hegel-Studien Beiheft（18）, 1978，页203—324。


〔18〕
 在《教育全书》§85中，黑格尔认为逻辑确定内容，泛泛而论，可以被视为对于绝对的不同定义。关于这类定义的具体特征将在下一章中具体解释。这里我们仅仅关注在假象概念中黑格尔的具体论证内容。


〔19〕
 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具体分析它者的概念。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只有在定在概念领域，它者的概念才可能出现，因为它一般意味着对于一个确定存在的否定。这里黑格尔之所以可以把这个概念引入假象领域，因为假象仍然处于与本质的简单否定关系中。黑格尔很清楚地指出假象仍是存在领域的残余（GW 11:246）。


〔20〕
 参考：G.Zöller: Fichte's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The Original duplicity of intelligEnze and wi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页51。


〔21〕
 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亨里希就努力尝试拯救近代哲学中的自我意识理论。就笔者的了解，他在这个方面的研究还远未成功。在最近的关于自我意识的讨论中，亨里希还尚未找到解决自我意识结构悖论的方案。参考：M.Frank: “Fragmente einer Geschichte der Selbstbewusstseins-Theorie von Kant bis Sartre”，收于Selbstbewusstseinstheorie von Fichte bis Sartre，（M.Frank编, Frankfurt a.Main: Suhrkamp, 1991），页583ff.。

亨里希的失败促使我们返回德国唯心论哲学传统中，因为正是在这个传统中自我意识本身才作为一个主题被讨论。在黑格尔的个案中，亨里希错误地把他的绝对否定性概念置于反思概念的位置上，并由此批评黑格尔仍然没有摆脱反思模型。参考：D.Henrich: “Hegels Logik der Reflexion: Neue Fassung”, op.cit.，页227ff.。尽管黑格尔的确在反思这个逻辑概念阶段讨论了绝对否定性的纯粹形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自由概念可以等同于此。与亨里希不同，本章试图把黑格尔关于绝对否定性的思考带入到自由概念之中。


〔22〕
 亨里希离开我们当前讨论的具体语境独立建立了一个类似的解决方案。参考：D.Henrich: “Hegels Grundoperation: Eine Einleitung in die Wissenschaft der Logik”, op.cit.。


〔23〕
 这里，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优于费希特的《知识学》。值得强调的是，费希特的《知识学》（1794/95）只是基础性工作，而不是他的全部体系。因为我们这里仅仅关心哲学体系的基础问题，因而只能把关于费希特哲学体系的研究工作留待日后完成。


第四章　真无限概念：朝向黑格尔的辩证－思辨思想

自由概念构成了黑格尔《逻辑学》的终极基础。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证明黑格尔的自由概念或“概念之概念”既是康德先验自识概念的功能继承者，也是费希特绝对“我”这个概念的结构继承者。换言之，黑格尔的自由概念要把真这个概念本身奠基在概念行动性的自我关系之上。他的这个基础性自我关联在绝对否定性中并通过该否定性来被构成。由于否定概念所必需的关系本性，它的自我关联也包含着自我否定关系或否定之否定关系。黑格尔的逻辑学—形而上学体系正是基于这样的绝对否定性概念之上。这是我们在前面章节中能够达到的最远的结论。

如果说前面三章的论证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解释黑格尔真无限概念的理论模型的话，现在的任务则是要开始具体探究黑格尔《逻辑学》中关于真无限概念的逻辑证明。在《教育全书》中，黑格尔指出真无限概念是哲学的基础概念（Enz: §95）。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证明了理性自由概念对于黑格尔而言是终极基础。现在留下的问题首先是自由概念与真无限概念之间关系的本质。我们可以证明黑格尔的真无限概念就是概念的自由吗？另外，真无限概念同样由绝对否定性概念而构成吗？在对于费希特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无限或不受限制性仅仅与绝对“我”相关。既然黑格尔是费希特绝对“我”的继承者，我们就有理由假设黑格尔的真无限概念就是绝对自我关联的无限性。

为了证明这个理论假设，我们需要探索黑格尔关于真无限概念所做的逻辑演绎。的确，黑格尔只在《逻辑学》的结尾之处——绝对理念的概念阶段才最终建立了绝对自我关联这个终极的哲学基础。如果这个自我关联具有无限性的话，无限这个概念就必然以某种方式包含在黑格尔逻辑学演绎的最后环节中。尽管如此，人们或许会失望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无限概念根本就没有在绝对理念这个逻辑阶段中被主题化。这样看来，很难直接把黑格尔的真无限概念与理性自由观念等同起来。

我们知道黑格尔的理性自由依赖于绝对否定性这样一个复杂理论。既然我们无法建立起真无限概念与理性自由之间的直接等同，我们就可以考虑首先建立真无限概念与绝对否定性之间的等同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间接地证明真无限概念与理性自由之间的本质关系。由于黑格尔真无限概念的基础性特征，一些学者把它视为是纯粹操作性的。在这些学者看来，这个操作性的真无限概念是通过整个《逻辑学》中的概念发展而被主题化的。
〔1〕

 在这样的解读中，真无限概念与概念自我关联运动/绝对否定性活动之间的等同只是被独断地假定了，而无法获得合法性证明。人们或许会问在什么意义上真无限概念可以被合法地作为绝对否定性活动。概言之，黑格尔的特殊方法概念所表达的绝对否定性活动不可能在《逻辑学》的开篇之处就被假设，而是需要严格的逻辑演绎来证明。亨里希（Henrich）正确地指出：在黑格尔每一个概念环节中包含的具体论证与整个结构的整体意义之间存在着不一致性。
〔2〕

 事实上，一个形式化的普遍运动结构根本无法替代黑格尔《逻辑学》中每个概念所包含的具体论证。如果我们最终有可能把一个所谓的形式化运动结构引入到对《逻辑学》的哲学思考活动的解读中，我们就必须注意到《逻辑学》通过演绎证明对于哲学家自我理解所作的必要修正。
〔3〕

 因此，我们无法把黑格尔的真无限概念解释成一个操作性概念；或者说，这个真无限概念根本不是被黑格尔逻辑发展所假设的形式化普遍结构。

因此，真无限概念既无法在绝对理念中被主题化，也无法被假定为纯粹操作性的。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真无限概念与绝对否定性概念以及理性自由之间的关系呢？看起来仍然可能的是：证明真无限概念的本质内容是绝对否定性，并由此构成了自由概念的理论基础。仔细阅读《逻辑学》，我们会立即发现黑格尔只是在定在（Dasein）这一逻辑阶段把真无限概念主题化了。这个主题化工作与明确界定无限概念这个具体逻辑任务紧密相关。因此，在这一章中我们要具体考查黑格尔朝向无限概念的具体逻辑论证，以便建立起真无限概念与绝对否定性概念之间的等同关系。

既然我们关心黑格尔的具体逻辑论证（而不是某种普遍抽象的形式化运动结构），我们这里至少应该界定在“对象逻辑学”（包含《逻辑学》中“存在教程”和“本质教程”两个部分）中哲学活动的本质特征。像我们已经提及的，黑格尔《逻辑学》中哲学思考特征可以被一致地界定为是反独断论的。这样的思考本性就是要把怀疑论纳入自身逻辑论证中来作为某种“监控”。因此，没有任何逻辑概念的建立可以被想当然地接受。相反，任何关于逻辑概念的演绎都要受到怀疑论论证的批评和引导。
〔4〕



不幸的是，黑格尔从没有在《逻辑学》中彻底地澄清自己这个被完好控制的哲学思考方法。
〔5〕

 根据亨里希，这个方法论上的缺陷首先是基于在每一个概念充分发展中以及对每一个结论的正确推理中黑格尔所遭遇的困难。黑格尔并非偶然地在《逻辑学》第二版前言中指出：他想要把他的《逻辑学》修改77次（GW 21:20）。另外，黑格尔对于他实际论证方式所保持的沉默也吻合他所处时代的教育传统。尽管如此，黑格尔在《教育全书》中所给出的三个命题还是有助于阐明《逻辑学》中哲学思考活动的具体特征。
〔6〕

 根据富尔达（Fulda）的研究，黑格尔首先把辩证环节等同为怀疑论（Enz: §78）。其次，黑格尔自己指出他的逻辑演绎活动包含下面三个结构环节：（1）抽象或知性环节；（2）辩证或否定性的理性环节；（3）思辨或肯定性的理性环节（Enz: §79）。最后，在哲学思考活动方式或形式的意义上，上述的思考活动原则可以被运用在具体哲学研究对象上。我们不难看出，黑格尔《逻辑学》的论证开始于为极端怀疑论所反对的独断论命题。因为思辨理性活动追随怀疑论活动之后，所以一方面这里所获得的最终结论要依靠前面的怀疑论论证，另一方面作为后继环节它也超出了怀疑论证的怀疑结论本身。当然，上述描述仅仅是对《逻辑学》中哲学活动的大致界定。这个自我监控的理性思考活动最终要依赖于每一个逻辑概念中包含的具体证明。

为了进一步澄清《逻辑学》中的哲学思考活动，我们还需要解释这种思考方式的目标。作为一个具体的哲学领域，黑格尔《逻辑学》涉及一系列的逻辑概念。他的《逻辑学》显然不是这些概念的简单罗列，否则甚至这本书的目录结构都无法理解。相反，它是要体系性地发展作为绝对者理性的纯粹概念。在《逻辑学》的开始之处，我们把绝对者假定为可能的对象。
〔7〕

 与其他科学领域中的研究一样，黑格尔《逻辑学》的体系性演绎所包含的是一系列关于这个绝对者概念的研究与发现。这样，对于这些被发现的概念进行判断就是必须的。在每一个判断中，主词—术语和谓词—术语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关联。然而与其他科学研究不同的是，《逻辑学》中的主词—术语和谓词—术语之间的关联不可能依赖任何经验认识，因为所有的逻辑概念都是属于绝对者的纯粹本质。另外，这个关联也不可能是基于任何随意的选择或设定，因为它们都是关于绝对者纯粹本质的谓述。一个关于绝对者的纯粹性和本质性判断就是关于该绝对者的定义。在定义中，指涉绝对者的概念将被视为是被定义项，而其构成其纯粹本质的谓词则是定义项。

所有科学研究的共同点之一是，关于研究对象的概念是后来形成的，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被设定好的。一个充分的定义则可以准确地分辨出其概念要定义的研究对象。由于逻辑概念的纯粹性和本质性特征，区别和演绎绝对者概念的证明只有通过内在于《逻辑学》的体系性运动才能完成。这个逻辑概念的内在发展由我们前面反复强调的具体逻辑论证来构成。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这个内在性逻辑演绎证明可以被视为是独断论、怀疑论和思辨理性共同作用的哲学思考活动。毋庸置疑，在关于绝对者概念的推导和定义中，怀疑论—辩证环节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促进性作用。从其论证方式上来说，怀疑论活动是基于“均势攻击”（equipollence attack）的证明来反对在初始阶段关于绝对者概念的独断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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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格尔《逻辑学》中，真无限概念出现在定在概念的逻辑演绎中。我们这一章将主要关注定在概念中所包含的具体逻辑论证。正是通过这个论证，真无限概念的含义最终才得以建立。在下面的论证性分析中，我们将通过独断论、怀疑论和思辨三个环节的共同作用来尝试理解黑格尔的真无限概念。尽管如此，我们下面的研究并不企图详细地评述定在概念的整个逻辑章节。具体而言，我们将不考虑黑格尔对其他哲学家的批评，无论是在定在概念的主要逻辑文本中，还是在其中所包含的评注中。另外，我们也不考虑关于这一章的其他可能解释，以便展示黑格尔具体逻辑论证的主要线索。最后，我们并不试图提纯文本中的基础要素来独立地重构整个论证。实际上，对于黑格尔现存论证的分析已经足够困难了。

在进入具体的论证分析之前，我们必须提到在定在与无限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某些明显的不和谐。我们已经证明黑格尔的逻辑进程应该被视为是探究和发现作为绝对者的理性之纯粹本质。在《逻辑学》第一章中，对存在（Sein）概念的定义失败最终导致对定在概念的发现。根据逻辑思考的目标，我们会把定在概念作为关于绝对者的一个新的被定义项。然而初看起来，这样的定义显得十分荒谬。定在这个概念本身蕴涵着某种限制性，因而不可能是绝对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最多可以说，要被定义的是作为定在的理性，而不是绝对者。与此相反，黑格尔宣称：最简单形式的无限这个术语是对绝对者的一个新的定义，而且无限概念是在定在概念的最后阶段被推导出来的。我们或许会质疑关于理性的定义如何可以转变为关于绝对者的定义。我们将在下面具体的论证中讨论这个别扭的转换。这里，我们要提醒读者的是，定在概念这个逻辑部分中出现的无限概念不应该被等同为确定存在者的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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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样的整全解释模型，我们将永远无法了解黑格尔的真无限概念如何可以是自我关联的而同时又处于外在的否定关系之中。

在下面的论证分析中，我们将会看到，真无限概念是通过绝对否定性而被构成的。只要这个绝对否定性既是存在又是定在，它就不可能把（肯定的）无限与有限区分开来。在此基础上，它把逻辑演绎进程推进到下一个逻辑概念——自为存在的阶段中。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真无限概念首先仅仅意味着另一次定义绝对者尝试的失败。另外，由于真无限的纯粹形式是通过绝对否定性而构成的，它因此与构成黑格尔逻辑学基础的自由概念有了紧密的关联。然而，它们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只有在逻辑进程发展到理念阶段的终点处，才可以被完整地建立起来。

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通过四个步骤来解释定在阶段中真无限概念的含义。首先，我们将考察作为定在概念直接条件的存在概念及其逻辑演绎结果。第二，我们将分析在定在一般部分中关于定在概念的独断定义。第三，我们将揭示对于定在概念独断定义的广泛的怀疑论攻击。最后，我们将把真无限概念理解为对于辩证-怀疑论证的概念化把握。与此同时，我们将看到这个怀疑论证所依托的理论资源是绝对否定性概念。

第一节　作为存在概念结果的定在概念

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逻辑演绎的开端总为我们提出极其困难的问题。这个困难在整个逻辑进程的最开始处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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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并不关注逻辑学的开端问题本身，而是仅仅关注在定在概念中的具体开端。与整个逻辑学的开端不同，定在概念已经包含了最小的确定性，因为在整个逻辑进程中它是从存在概念论证中推导出来的第二个逻辑概念。这样，我们似乎不会有任何困难来定义这第二个逻辑概念——定在。

这个印象或许也可以从定在概念在黑格尔逻辑体系中所处的具体论证环节获得确认。黑格尔认为，作为“存在与虚无（Nichts）的简单统一体”，定在是从变化（Werden）这个逻辑概念中推导出来的。这样，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定在概念就应该具有一个简单的定义。然而，这个印象根本不符合第二章开端处的论证。黑格尔在此处宣称：定在是一个具体的开端，包含很多确定（内容）和不同的关系作为自己的环节（GW 21:98）。暂且不论这里所涉及的“具体”这个术语，我们至少可以确信定在概念的开端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事物，因为它已经包含很多环节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定在概念开端处的困难并不限于黑格尔上述界定带来的矛盾。当我们阅读《逻辑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立即发现在其开端处有三个术语：定在、定在本身和定在一般。首先，我们会问：这三个术语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别？其次，如果它们彼此不同，哪一个将构成下面逻辑进程的真正开端？在这一章中，黑格尔没有对此问题给出直接的评述。然而，他在《逻辑学》导论部分中的命题与我们这里遇到的困难相关。他在导论中指出：在这部逻辑学著作中，卷、章和节（还有与之关联的解释部分）的划分以及标题是为了便利预先的浏览，并且它们仅仅具有历史价值（GW 21:38）。另外，他也指出：在这个体系中出现的标题和区分号也同样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而只意味着对于内容的简单罗列（GW 21:39）。因此，我们就可以确定这样一个事实，即定在概念这一章应该开始于在次级标题“定在一般”下面所包含的具体论证。正是在这个位置上定在概念将获得它的第一个定义。

尽管我们可以准确地定位定在概念这一章的开端，但我们还不知道定在、定在本身与定在一般这三个术语之间的差别。的确，在我们的研究现在所处的论证位置上，它们之间的差别仅有历史意义，因为这个差别将通过逻辑进程得到揭示和确定。然而，它们的差别与我们前面所述的黑格尔关于定在概念开端的矛盾界定相关。它难道不是在暗示定在概念的开端既是一个简单统一体也包含很多环节吗？下面，我们将证明在定在概念的开端处存在着某种“意义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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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样的转移，在开端处的定在概念的定义是模糊的（vague）。其后的逻辑进程就是要逐步地消除这里的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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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关于定在概念开端具体性的论述是误导性的。通过这一节和下一节的论证分析，我们将揭示在存在概念领域和定在概念领域之间意义转移是如何发生的。从论证分析中，我们将看到黑格尔关于定在概念开端具体性的误导论述之缘由。

根据亨里希的论述，意义转移理论关涉的是黑格尔《逻辑学》演绎中一个概念后继者出现的方式。一个成功的转移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标准：（1）后继概念必须包含前行概念的本质特征；（2）后继概念可以从自身出发识别、界定和敞开前行概念；（3）后继概念最终与前行概念相矛盾。我们已经指出黑格尔的逻辑可以被视为是关于绝对者理性之纯粹本质的一系列探究和发现。这里提出的意义转移原则将形式性地测度这些探索性研究。具体而言，这些原则将借助怀疑—辩证论证的监控来被执行。下面，我们将首先考察从存在概念中的演绎所推导出来的逻辑结果。我们将要看到，这个推导构成了定在概念开端处意义转移的最低条件。因此，一个关于存在概念中逻辑演绎的简短回顾将会是十分必要的，也会是十分有帮助的。

存在概念构成了关于绝对者的第一个定义。因为存在概念是整个逻辑学的绝对开端，作为存在的绝对者只能通过否定途径（via negationis）来被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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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而言，关于存在概念的第一个独断定义是“不确定的直接性”。一个成功定义的最低条件是，它具有明确的定义项，即通过这个定义项被定义项可以与其相对立的概念区分开来。在日常语言中，虚无概念很明显地构成了存在概念的对立概念。在第一章中，怀疑论证明虚无概念被定义的方式与存在概念无异。这样，无论存在概念还是虚无概念都被定义为“不确定的直接性”，并且因此每一个都是“自我同一的”。怀疑论把第一个关于存在的独断定义视为对作为存在的绝对者的唯一可能定义。均势攻击论证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另外一个可以与第一个定义相竞争的对立的定义。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可能的怀疑论论证都在“虚无概念”部分被穷尽了。由于第一个存在概念定义的独断本质，一个竞争性论证（例如虚无概念）就足以悬置对绝对者进行定义的科学研究。存在概念中独断论的失败通过黑格尔的下述论证得到表达：纯粹存在与纯粹虚无因此是同样的（GW 21:69）。因为虚无概念没有穷尽所有怀疑论证明的可能性，这里所达到的怀疑结论只能被看做是重新获得绝对者定义的最低条件。这样，关于绝对者的重新定义就必须吸纳存在概念与虚无概念彼此相同的这个怀疑论结论，但却并不由此落回到怀疑论结论本身中。换言之，我们必须为绝对者寻求一个新的表达术语，其描述内容必须包含存在与虚无这两个对立内容。对于黑格尔而言，变化这个术语可以表达存在与虚无这两个对立概念“不加分离和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他说：“变化，［是］一个于其中两者可以被彼此区分的运动，但是［这个运动是］通过一个同样立即消解自身的差异［而可能的］”（GW 21:70）。这样，存在与虚无这两个对立概念之间的统一就通过一个特殊的运动概念——变化来被刻画。这个刻画还只是涉及变化这个新术语的抽象界定。只要关于绝对者的新的定义要在变化概念中被思考，我们就必然要进一步定义变化这个存在概念的新的形式。但是在当下的论证阶段，我们首先必须要证明的是变化概念既不同于存在概念也不同于虚无概念。事实上，它与后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在上述的刻画中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展示。

尽管变化概念异于存在和虚无这两个概念，然而这个新的逻辑概念的含义不应该摧毁我们前面得到的怀疑论论证，即存在和虚无彼此相同而无法区分。因此，把变化概念刻画为特殊性运动这个内容必须被吸纳到关于变化概念的定义中。下一步就是要证明存在和虚无概念仅仅是构成变化统一体的两个差异要素。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作为一个新术语的变化概念必须把存在和虚无两个对立概念包含于自身中。这个变化概念的综合统一体因此不可能脱离这两个概念。进一步而言，根据怀疑论论证，存在概念和虚无概念尽管彼此对立，但彼此却无法彻底分离。因此，它们不应该被视为彼此自足的统一体，而是作为差异要素包含在变化概念之中。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变化概念与存在和虚无概念之间的差异性。变化概念是一个统一体，它把存在和虚无概念包含于自身之中，作为两个不同的构成要素。简言之，变化概念与存在和虚无概念之间的差异就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差异。

通过上述界定，黑格尔开始发展关于变化概念的可能确定内容。根据构成要素的差异，变化概念得以被确定并由此构成绝对者的新的定义。因为存在和虚无是两个构成要素，变化概念首先可以被具体化为两种统一体：存在的统一体和虚无的统一体。在前者中，存在是直接性的，并同时与虚无统一；而在后者中，虚无是直接性的，并同时与存在统一（GW 21:93）。这样，变化概念就可以被分别确定为产生（Entstehen）概念和消逝（Vergehen）概念。产生概念意味着变化运动从虚无开始并进入到存在。相反，消逝概念意味着变化运动从存在开始并转入虚无。很明显，产生和消逝概念首先在变化运动方向上彼此不同并由此相互区分。第二，黑格尔证明了这两个运动方向并不是彼此外在和相互分离的。产生与消逝概念之间的差别必然要假设存在或虚无概念的直接性。然而，根据怀疑论结论，这两个彼此对立的概念被修正为变化概念中的构成要素，因而它们失去了自己的自足性并无法成为直接性的。因此，黑格尔得出结论：无论产生还是消逝概念，它们各自在自身当中就是自己的对立者（GW 21:93）。变化概念原本可以通过产生与消逝这两个对立概念来被进一步确定，但现在我们会怀疑变化概念是否根本无法确定。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一个成功的定义至少需要一个明确的定义项，以便与相反的定义相区分。显然，这个最低的定义条件无法在变化概念中得到满足。像存在概念与虚无概念一样，产生概念与消逝概念之间的同一在此构成了一个怀疑论论证，从而反对在变化概念中关于绝对者的独断定义。

这样，在存在概念领域中的最后一步论证就是要表达上述通过变化概念定义绝对者的失败结果。黑格尔指出变化概念的区分最终停止在一个稳定的统一体中。只要这些区分（产生和消逝）本性上是彼此对立的，它们的同一就会彻底地摧毁作为被定义项变化概念的确定性。所以，黑格尔说：“产生和消逝的消逝就是变化的消失。”（GW 21:93）这个结果并不意味着这里的逻辑论证重新退回到前面虚无概念中的怀疑论。因为存在和虚无两个概念已经被修正为两个构成要素，虚无概念所包含的怀疑资源已经被充分地吸收到变化概念及其自身的逻辑发展中。产生和消逝是对变化概念的进一步确定；而变化概念本身已经不受虚无概念中的怀疑论论证的攻击。因此，当下所说的变化的消失就意味着变化概念失去自己的确定特征，并因此无法用以定义绝对者。这个确定性的缺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怀疑论证——产生和消逝这两个对立概念无法被区分开来。

如果关于绝对者的定义要被推到另一个新的概念中，上述这个怀疑论结论同样需要被吸纳；就像前面变化概念包含存在和虚无两个概念统一体一样。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产生和消逝两个概念的差异实际就是作为变化构成要素的存在与虚无之间的差异；因此，我们这里所论证的产生与消逝之间的同一实际就是作为构成要素的存在与虚无之间的彻底同一。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当前的怀疑论结果表达为存在与虚无之间的无差异性。正是两者之间这个彻底的同一关系必须要被包含在下一个用来定义绝对者的新的概念中。

另外，黑格尔认为，这个新概念的统一体必须停留在存在领域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下一步的逻辑发展仍然要被限制在第一章之中。我们已经看到，虚无概念所提供的资源已经在变化概念中耗竭了。我们用以定义绝对者的新的概念必须超出《逻辑学》第一章中所包含的存在概念范围。这样，我们就不奇怪黑格尔很快把他这里所说的存在概念解释为“关于［存在］整体的确定”。在笔者看来，这个解释只是对以后逻辑进程的一个期待。如果我们看看《逻辑学》目录中“存在教程”这一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其中还包含有很多其他概念。这意味着在存在概念的整体领域中，还有很多关于存在的独断表述需要由怀疑论来批评和发展。只有当逻辑进程拓展到本质概念领域，作为整体的存在概念本身所具有的独断本质才可以通过假象概念被彻底地批评。在前面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对于假象的批评本质上是对其独断直接性的解构。因为黑格尔的逻辑进程意味着要一再遭遇怀疑论，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他需要更多的逻辑空间来发展存在概念的潜在确定可能。否则始终会存在一个潜在的危险，即通过对于存在本身的批评或对于本质领域中直接性的批评又倒退回前面的逻辑阶段中。

据此，下一个关于绝对者的定义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包含存在与虚无概念的统一体；（2）超越第一章存在概念这个逻辑阶段；（3）仍然停留在存在概念的整体领域中。在第二个条件之下，我们可以进一步确立下面两个次级条件：（2a）新的概念必须异于并否定变化概念，因为它要超越前面的存在概念领域；（2b）新的概念可以从其自身出发重构存在和虚无概念，因为它吸纳怀疑论论证的结果而不落入怀疑论当中。这后一点将被证明是重新定义绝对者的新概念的必然环节。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亨里希所谓的意义转移的形式条件是如何通过虚无概念和变化概念中的怀疑论来被执行。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上面所有这些条件不可能一下子得到满足，而是需要若干步骤。在变化概念的结尾处，黑格尔仅仅表述了定义绝对者所需的新概念。他说：“作为向存在和虚无统一体的转移，变化是定在；这个统一体作为［当下］存在（seiend）而存在，或者说具有这些要素单侧性的和直接性的统一体。”（GW 21:94）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统一体就是意义转移到新的概念术语中的一个具体条件。根据这个条件，这个新的概念术语被表达为定在。

我们或许会问，定在这个术语的描述项是否包含存在与虚无的统一体。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定在在日常语言中意味着在某个地方的存在。当这个日常术语被引入到逻辑文本中，其经验性的空间意义必须被悬置，因为黑格尔的逻辑学关涉的是纯粹本质概念。定在这个逻辑术语因此仅仅试图包含存在与虚无的统一。这个包含的可能性需要通过另外两个步骤来建立。首先，在“定在”这一章的开始之处，黑格尔把虚无概念转译为不存在（Nichtsein）。这个转译是合法的，因为它有助于区分作为变化构成要素的纯粹存在和虚无。其次，他进一步把不存在概念转译为确定性本身。这个转移同样是合法的，因为存在与虚无已经被统一在变化的统一体中了。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存在与存在处于否定关系，因为它作为一个构成要素而与后者相对对立。对于黑格尔而言，确定就是否定。因此他说，在存在与虚无的统一体中，不存在构成了确定性本身。通过这样两个步骤，存在与否定之间的统一就可以转译为存在与确定性之间的统一。很明显，这个统一关系包含在定在这个术语之中，因为前缀“定”（Da）直接显示了确定性本身的意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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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定在概念中的逻辑发展之前，我们还要询问这个概念是否从一开始就不能对绝对者进行定义。换言之，定在/确定存在如何可以定义绝对者？难道绝对者本性上就是要超越确定领域吗？这里，我们需要提醒的是：黑格尔逻辑学的首要任务是寻求作为绝对者的理性的充分定义。这意味着黑格尔从一开始就拒绝任何关于绝对者的神秘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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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者所是必须以某种方式通过理性思考来被概念化，否则其定义就无法被哲学所接受。既然绝对者要被纳入到定义这样的范畴中，它就成了理性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把绝对者定义为定在就并不荒谬。我们当然可以合法地论证绝对者不可能被彻底地囊括在理性概念中。因为人类有很多方式来表达绝对者，通过概念来理性地思考绝对者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但是，黑格尔的最终兴趣并不是充分地表述绝对者。如果逻辑学可以被视为是形而上学的话，它是一个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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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规避关于绝对者表达之可能性的狂热讨论，我们或许可以更加谦逊地说，定在概念构成了一个对作为绝对者的理性的新的定义。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事实上是要定义和发展作为绝对者的理性。

至此，我们还没有讨论“定在概念”这一章的开端问题。存在与虚无的简单统一构成了绝对者定义从存在概念向定在概念发展的最低条件。这个统一关系已经包含在定在这个术语所包含的描述项中了。与此同时，作为定义绝对者的新概念——定在概念将会超出存在概念这第一个逻辑阶段。黑格尔因此合法地指出定在概念的开端就是存在与虚无的简单统一，并由此脱离了变化概念中的论证媒介。定在的简单概念必须被进一步区分和确定，以便可以定义作为绝对者的理性。这个逻辑发展要通过我们前面所述的三个条件来控制。因为确定定在概念的进程是逐步完成的，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定在概念的开端是模糊的，并因此需要进一步确定。与此同时，这个模糊性的术语携带着逻辑发展的形式条件。黑格尔因此有理由说开端包含着许多环节和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一系列的确定是内在于逻辑进程中的，黑格尔令人困惑地认为开端是具体的。对于黑格尔而言，“具体”这个术语是用来表达被建立的自我关联概念的复杂结构的。在开端这个早期阶段，绝对不可能出现一个具体要素。黑格尔对“模糊”与“具体”这两个术语之间的混同，的确鼓励人们在《逻辑学》中混淆逻辑论证和思想概念的运动。然而，他的绝大多数文本不支持这样的混同。这一点将在后面关于定在的论证分析中被进一步证明。在下一节中，我们将分析定在概念是如何被建立成为作为绝对者理性的定义的。

第二节　定在本身

在上一节中，我们试图指出意义转移进程必然在定在概念的开端处发生作用。这个转移既包含着对于变化概念中怀疑论论证的吸纳，也包含着对其具体结论的超越。毫无疑问，正是这个怀疑论构成了作为理性新定义的定在概念的初步条件。

像我们已经提及的，意义转移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执行。它要求一个逻辑演绎进程，从而逐步地把我们在《逻辑学》第一章结尾处建立的所有条件吸纳到定在概念的理性内容之中。因此，人们或许会说定在概念的初始定义过于模糊了。正是由于怀疑论—辩证环节，这个初始之处的模糊性得以逐步地减少。毕竟，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个先验的领域，因而仅仅涉及属于理性的纯粹和本质的概念。对于理性定义中任何模糊性的澄清既不能求助于经验也无法依赖随意设定。在前一节中，我们已经看到怀疑论如何促动黑格尔《逻辑学》中概念的内在演绎发展。它的这个辅助性的功能将会于定在概念的逻辑发展中被反复地验证。

怀疑论均势攻击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一个关于理性的独断定义。换言之，独断环节与怀疑环节之间的交互作用不应该仅仅被视为关于理性可能定义的建议。相反，第一个独断定义试图清楚分明地定义理性。怀疑论的攻击目的是要证明至少存在着另外一个关于理性的可能定义，并且这个定义与独断论定义相互对立。独断论与怀疑论之间的生死对决通常被展示在对于定冠词的使用中。例如：“定在（Das Dasein）……”，定冠词的使用意味着定在概念能够被很好地区分出来。所以，关于定在的第一个模糊定义同样是独断式的。为了揭示这个独断品格，黑格尔指出，在体系性地位上，定在概念对应着在第一章存在领域中的纯粹存在概念。这样，意义转移就必须通过独断论、怀疑论和思辨思考活动的共同作用来完成。

本章的目标是要建立黑格尔真无限概念的真正含义。这个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对定在概念中逻辑发展的论证性分析。所以，我们下面的分析将追随黑格尔文本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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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黑格尔把定在概念的独断定义确立为定在一般这个逻辑环节。这个定义首先由于性质（Qualität）这个概念而被怀疑；这个怀疑导致把定在概念的定义修正为某物（Etwas）概念。在这个概念中怀疑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最后，在定在本身这个逻辑部分中，对于定在概念定义的失败导致向有限概念的过渡。在这个有限概念中，定在概念获得了新的定义的可能。这就是我们对于黑格尔定在本身这个逻辑概念进行论证分析所依赖的线路图。

1．定在概念的独断定义

定在一般这个概念构成了“定在”这一章中逻辑发展的实在开端。在这里，我们还不清楚定在一般这个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定在本身相区分。这个区分的建立必须要等到某物概念的出现，而与这个区分无关。我们已经揭示出了定在一般必须满足从存在概念到定在概念意义转移的条件。

在“存在概念”这一章的结尾处，定在概念通过绝对者在变化概念中定义的失败被推导出来。根据黑格尔的论述，定在这个术语的描述项可以显示这样的怀疑论论证——存在与虚无这两个对立概念根本无法彼此区分。这个显示的可能需要依赖对怀疑论结果的修正。我们已经看到，黑格尔的修正事实上是让这个结果变得更加尖锐。具体而言，存在与虚无的统一首先被修正为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统一，因为存在与虚无是作为两个构成要素而彼此对立的。与此同时，这两个要素同样被包含在相同的统一体中。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存在与虚无构成了一个否定关系；而这个否定关系通过从虚无到不存在的修正得到展示。毕竟，否定关系本身可以从关系的角度作为一个统一体，并包含两个相互对立的关系项。这样，不存在概念出于两个原因要优于虚无概念：（1）它可以把虚无/不存在展示为一个构成要素；（2）它同时还可以揭示与存在这个构成要素的否定关系。

基于上述这第一步逻辑修正，黑格尔进一步把不存在概念修正为确定性本身。借助斯宾诺莎的命题，黑格尔坚持认为“所有的确定都是否定”（GW 21:101）。因为不存在所包含的就是对于存在的否定，所以在存在与不存在的简单统一体中它构成了确定性本身。清除所有的经验含义，定在概念就是一个表达存在与确定性本身之统一的恰当的逻辑术语。这个统一所包含的首先就是虚无与变化概念中所建立的怀疑论。

在变化概念中，存在与虚无概念作为两个差异性构成要素，被证明是没有分离和不可被分离的。根据意义转移的条件，定在这个新的概念必须认可这个怀疑论论证并因此包含存在与虚无/不存在的统一。这个综合通过从虚无到不存在再到确定性本身的逻辑进程被部分地显示出来。通过这个逻辑修正，确定性本身只是处于与存在概念的否定关系中。我们还不清楚在什么意义上它可以与存在同一。因此，这个定义毫无疑问是模糊的。

另外，作为变化概念的结果，存在与虚无的稳定统一已经摧毁了前者的活动性含义。因为向确定性本身来修正虚无仅仅保留了存在与虚无作为不可分离的构成要素之间的差别。另外，黑格尔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来修正存在这个概念。只要存在与虚无概念的统一仍停留在存在的整体领域中，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直接把存在概念视为定在统一体中的一个构成要素。通过这些考虑，黑格尔获得了关于定在概念的第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包含定在这个术语本身所带有的描述内容。他说：“定在是确定性存在，一个具体者；因此它在自身中展示很多确定内容和它的要素的不同关系。”（GW 21:98）这样，定在概念就被定义为“确定性存在”。但是，这个定义它并没有满足我们前面所论证的意义转移的所有条件。具体而言，关于定在概念的第一个定义与第二个条件——超越存在领域——无关。这个超越要求定在概念必须区别于在变化概念中怀疑论所导致的存在和虚无的稳定统一。离开这个区别，我们就不清楚在什么意义上定在可以是关于理性的一个全新定义。

因为它的模糊性，定在概念需要被进一步确定。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概念确定必须满足意义转移的三个条件：（1）包含存在与虚无的统一；（2）超越这个统一；（3）仍然停留在存在的整个领域中。因为满足这些条件的确定仅仅基于逻辑进程自身，我们可以合法地把这个确定进程视为内在于定在概念自身中的。这个内在发展导致了关于逻辑进程的如下印象——所有的构成环节及其关系已经包含在抽象的和简单的开端之中。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可以理解上述引文中黑格尔含混的命题：“定在是……一个具体者。”

然而，这个内在逻辑发展不应该与被充分定义的概念相混同。第一，黑格尔自己从一开始就指出定在只是一个“存在与虚无的简单统一体”。这里所谓的“简单”就是与具体性相对立的。第二，定在概念的第一个定义十分模糊，因而有待进一步发展。所以，它还不是一个被完好地定义的概念。因此，黑格尔只是通过定在一般这个术语来表达定在概念。最后，作为确定性存在的定在包含着独断的特征。黑格尔的“具体”概念与思辨阶段相关联；而后者根本不可能是独断的。所以，黑格尔把定在界定为具体的这个做法并没有指向这样一种神秘的进程，于其中其他具体概念从定在中流溢出来。它只是指出必须要通过逻辑论证内在地确定和定义定在概念。

在进入下一个逻辑阶段之前，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审视作为确定性存在的定在的这个模糊定义。像我们已经提到的，这个定义实际上包含着独断的特征。在这个阶段，黑格尔仅仅通过添加一个外在反思来指出定在的第一个定义的独断色彩。他说：“［定在的］整体同样是通过存在来被确定，因为存在在变化［概念］中展示为一个环节——被扬弃的、否定性被确定的。”（GW 21:97）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解释了从变化概念中得到的统一体仍属于整个存在领域。黑格尔这里的反思并不是要把定在提升至本质领域。像他所解释的那样，被扬弃的存在仅仅意味着定在的其他形式：某物与它者等等。在定在一般这个概念中，存在还没有根据它与虚无不可分割的关系获得修正。因为存在要素只要是被断定的，定在的第一个定义必然是独断的。下面的逻辑进程中出现的定在概念的其他形式会质疑它的第一个独断定义。事实上，我们将看到，正是通过定在领域中的怀疑论，其他形式的定在概念才得以不断构成。尽管这些怀疑论证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有助于我们理解的是，知道作为确定性存在的定在概念不仅模糊而且独断。这一点是引导整个“定在”章节逻辑发展的线索。在进入怀疑论要素之前，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澄清定在一般的含义。

2．性质概念与怀疑论

因为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概念是纯粹的和本质的，所以它们的发展具有内在性。我们已经揭示，这个逻辑内在运动是通过怀疑论—辩证论证环节来被引导的。这里的怀疑论环节依赖于均势攻击的论证策略。它试图摧毁作为绝对者的理性的独断定义。这个怀疑论攻击必须假设被完好构建的关于理性概念的定义。在我们当下的论证阶段，正是定在这个概念需要被进一步确定和定义。

在前一节中，我们看到意义转移的条件通过从虚无到不存在再到确定性本身的修正被部分地满足。作为这个修正的结果，定在概念首先被定义为确定性的存在。我们已经提到，这个从虚无到确定性本身的修正只能显示存在与虚无作为构成要素的差异。正是它们之间的否定关系被保留在这个修正当中。在变化概念的结尾，一个存在与虚无的稳定统一体已经被推导出来。曾经作为两者统一体的变化由运动构成，而运动则依赖存在与虚无之间的差异或否定关系。因为被推导出来的新的统一体是稳定的，作为变化概念本质的运动就必然被摧毁了。所以，作为不同构成要素的存在与虚无同样彼此相同一，它们根本无法彻底地彼此分别。在目前这个逻辑发展的早期阶段，我们还不涉及它们的同一如何使否定概念的含义复杂化。这里本质的任务是进一步修正确定性这个概念，否则我们将很难区分变化中的怀疑论结果和定在这个新概念。换言之，定在概念必须被证明可以同时包含存在与确定性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统一和差异。以这样的方式，意义转移中的超越条件可以得到初步满足。

黑格尔强调意义转移的三个条件必须一起发生作用。尽管定在概念超越了变化概念阶段，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此被提升至本质或概念领域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指出存在与虚无在定在概念统一体中并不彼此超越（GW 21:98）。所以，确定性概念不可能与存在概念相分裂，而是必须与后者处于统一体之中。换言之，定在概念的综合统一仍然停留在存在概念的整个领域之中。对于定在概念的进一步修正必须与这个条件一起来考虑。

前面我们看到，定在概念的综合统一既包含着存在与确定性的同一，也包含着两者的差异。它们的差异关系已经保留在从虚无到确定性本身的转变中被保留。然而，我们需要解释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同样可以被包含在定在概念统一体中。因为变化概念中的怀疑论论证只断定了存在与虚无之间的同一性。出于这个原因，定在概念在一开始的时候仅仅意味着它们两者的简单统一。换言之，尽管存在与虚无/确定性本身彼此不同，它们也同样处于直接的统一关系中。所以，黑格尔说：“以现存（seiende）的形式被孤立出来的确定性是性质——它是完全的简单者和直接者。”（GW 21:98）据此，确定性概念与存在概念的统一体被进一步修正为性质（Qualität）这个概念。性质概念构成了对于作为确定性存在的定在概念的进一步界定。至此，包含在定在术语中的描述项内容已经被完全地建立在定在一般的概念定义之中了。我们可以说定在是一个具有性质的存在。因为性质概念是指某种稳定的特征，定在由此可以与依赖运动的变化概念统一体相区别。以这样的方式，定在对于变化的超越被部分地完成了。

因为所有定在概念之后发展出来的其他概念都可以被看做是对变化概念的超越，人们或许会问定在概念与后面这些概念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别。很明显，定在概念是变化概念的直接后继者。只要定在概念可以重构变化概念，它作为后继者的直接性就可以得到证明。具体而言，产生和消逝之间的差异要在定在概念领域中才变得可能。在现在这个阶段，对于它们差异性的重构只能通过对性质概念的分析来完成，因为性质概念是区分定在与变化的标志。同时，对于性质概念的确定也是定在概念的本质要求，因为后者试图成为作为绝对者之理性的全新定义。我们知道定义的最低条件是具有明确的被定义项，借此至少可以与相反的定义区分开来。所以，对于性质概念进行区分的目的首先是要确定定在概念，以便建立关于绝对者理性的定义。

然而，黑格尔指出由于其简单性我们对性质概念本身不可能作更多的区分。似乎清楚的是，性质概念就意味着确定性与存在概念之间的直接统一。对于性质概念的这个界定，很明显是基于从变化向定在概念进行意义转移的条件之上。被转移的新术语必然包含存在与虚无两者的稳定统一。尽管虚无是与存在对立的构成要素，但为了把定在与变化区分开来，要首先强调它们之间的简单统一；毕竟变化也以存在与虚无为构成要素。上述对于虚无概念的连续修正可以被视为这样一系列尝试，以满足意义转移中对于变化概念进行超越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定在概念的第一个定义首先被充分地建立在具有性质的存在之中。独断论者已经穷尽了前面逻辑演绎带来的所有条件，并获得了关于定在概念的最初定义——存在与性质的简单统一。所以，毫不奇怪黑格尔这里会拒绝进一步确定性质概念本身。

然而，黑格尔在性质概念标题下的论证并没有随着性质概念本身以及定在概念的独断定义而终结。这样看来，在黑格尔的公开声明和关于性质的实际论证之间存在着某种分歧。如果我们从一开就把概念自我确定的进程混同为逻辑论证过程，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解决这里的分歧。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拒绝了这种对于黑格尔逻辑学的过分简化，甚至是独断的解读策略。在开始时候，逻辑发展的任务是要定义作为绝对者的理性。定在概念这一逻辑章节只是在变化概念失败后对于理性定义的再一次新的尝试。在这些关于理性定义的研究中，怀疑论在推动纯粹概念逻辑进程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可以把性质概念第二部分中看似多余的论证视为怀疑论的均势攻击。作为对独断论的批评，怀疑论的论证不能不展示相关于独断论证的某种外在性。这个事实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黑格尔在性质概念中的进一步论证看似多余的。

毫无疑问，怀疑论者会批评性质概念所建立的独断定义，即直接确定性或现存形式中的确定性。为此，它就必须证明另一种形式的性质是可能的。而且，这个形式的性质是与直接确定性相对立的。黑格尔指出，定在的综合统一体是对作为直接确定性的性质概念定义的单侧性测度。我们前面提到，定在概念的整体也可以通过作为构成要素的存在概念来界定。这就意味着性质概念中对于存在的独断断定需要通过虚无要素被重新思考。黑格尔说，





当直接确定性或现存形式的确定性被设定为被区分的或被反思的确定性时，它［性质］同样通过虚无的确定来被设定；因此，作为对于确定性的确定，虚无也是一个被反思者，是否定（Verneinung）。（GW 21:98）





这里，黑格尔引入了另一种与确定性直接断定相区别的直接性。由此，对于确定性的简单断定成了“被设定的”和“被区分的或被反思的确定性”。但是，这个“被反思的直接性”是如何可能的呢？难道反思和直接性这两个术语不矛盾吗？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证明了被反思的直接性本性上是通过自我关联的否定来构成的。确定性本身是指区别于和否定其他事物。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否定思考为返回自身的。的确，这个视角有助于我们解释黑格尔这里的文本。但是黑格尔这里对新的直接性的解释还没有像被反思的直接性那样完备。他只是把确定性的直接性与虚无以及否定（Verneinung）联系起来。在笔者看来，黑格尔这里过分简化的解释是为前面意义转移的条件所制约。为了把定在与变化概念区分开来，要优先考虑的不是存在与确定性概念之间的差别而是它们两者的同一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虚无及确定性这些概念就不可能被单独孤立出来并由此被主题化。然而，这里的怀疑论论证必须利用虚无与存在概念之间的差异。因此，黑格尔对于被反思直接性的解释不得不是过分简化的。根据他的论述，确定性被反思的直接性（或否定）可以被简化为缺乏（Mangel）概念。只有当不存在/否定（Negation）概念在有限概念中被充分主题化时，为这个被反思的直接性提供更加充分的解释才得以可能。

在当下这个论证阶段，我们只需要知道缺陷也是构成事物性质的一种形式。与论证的困难无关，我们的确可以合理地认为事物可以具有某些特征而没有其他一些特征。不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确定性质都可以用来界定事物。在这两种性质的区分中，肯定性性质被称为实在性，而否定性的则被称为缺乏性。怀疑论论证并没有止步于建立实在性和缺乏性可同样作为性质概念这个结论中。它试图指出的是，这两个关于性质概念对立的确定不可能彼此分离。所以，黑格尔说：“两者都是一个定在。”（GW 21:99）一方面，尽管实在性强调肯定的存在，它同样包含作为不存在或否定的确定性。另一方面，缺乏性不是纯粹的虚无，因为它包含在定在的性质之中。因此，实在性和缺乏性不可能被区分为对于性质概念的两个不同的确定。因为这两个概念彼此对立，所以作为具有性质的存在的定在概念看起来好像失去了自己的确定性。离开这个确定性，定在概念不可能构成关于理性的一个新的定义。但是上述怀疑论的结果同样无法拒绝。因为直接确定性无法区分肯定的性质概念与缺乏，所以定在概念的第一个独断定义——确定性存在——被拒绝了。

3．定在一般概念修正为某物概念

黑格尔通常把逻辑进程中的第一个和第三个环节当做对理性或绝对者的真正定义（Enz: §85）。然而，根据我们上述的论证分析，这个界定并没有给逻辑论证进程提供一个准确的图景。定在概念的第一个定义既是模糊的也是独断的。尽管如此，黑格尔的确合法地指出了第一个和第三个环节之间的某种联系。与怀疑论环节不同，独断论和思辨环节都试图肯定地建立作为绝对者的理性的定义。虽然这两个环节存在着这样的相似性，它们之间的实质差别仍然不容忽视。由于它们之间怀疑论环节的作用，思辨环节必须是对于理性的一个新的定义。在当前的分析中，我们必须揭示作为定在概念初期定义的确定性存在要被修正为某物（Etwas）概念。

这个修正并不意味着单纯地放弃性质概念中出现的怀疑论论证本身，而是相反，这个论证要作为条件被吸纳在新的定在概念定义中。在关于“某物这个概念”的逻辑部分中，黑格尔的论证就是从上述的怀疑论论证出发的, 即实在性无法与缺乏性相区分。实在性不意味着一个不确定的和抽象的存在，而是必然包含否定。与此同时，这个否定也不是抽象的虚无，而是定在或与存在的统一。简言之，实在性与缺乏性作为两个构成要素必须包含在定在概念中。

黑格尔认为，这个结果不等于单纯地取消了实在性与缺陷性之间的差异。它要求的是剥夺直接确定性与否定这两个概念的独立自足性。以这样的方式，这两个对立的要素就被修正为定在统一体中的两个构成要素。

只要构成要素被修正了，我们就可以期待关于定在统一体的一个新的定义。黑格尔定义说：“定在是一个［现存的］确定存在（Daseiendes），是某物（Etwas）。”（GW 21:110）通过“现存的”这个限定部分，［现存的］确定存在作为被修正的定在概念的含义包含了上述怀疑论的结论，即实在性与缺陷性的统一。在上一部分的论证中，我们看到从虚无向性质的转变包含了虚无与存在的同一关系。与确定存在这第一个关于定在概念的独断定义相比较，某物概念包含了直接断定的直接性与被反思的直接性之间不可区分的关系。所以，黑格尔合法地说这个新定义没有退回到开始之处的第一个独断定义中；相反，它是把怀疑论证明吸纳到一个新的定在概念的定义之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某物概念的出现再次依赖逻辑学中的内部概念进程。这或许会导致这样一个印象：某物概念是来自定在概念的自我确定。黑格尔的确也宣称：“对于差异的扬弃是定在的自我确定，因此它是自在存在（Insichsein）。”（GW 21:103）我们应该再一次把这个论述视为黑格尔对于逻辑证明与思想运动进程之间的混同。事实上，对于自我确定的宣称与黑格尔前面对于定在概念的界定相矛盾。在“性质概念”这个部分中，黑格尔已经把定在概念中的存在要素与普遍性（Allgemeine）相区分，把确定性与具体性（Besondere）相区分。因此，这里不可能存在从自我关联的否定向两个差异环节的发展。如果黑格尔的混同被接受的话，他的逻辑论证就会被当做一个外在的反思而拒绝。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结果与我们上面处理的具体论证内容是根本不相符合的。

因为某物是对定在概念的一个新的定义，它必然包含着可以与对立概念相区分的确定内容。为了区分某物这个概念，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怀疑论论证，因为这个概念依赖后者的证明。我们已经指出，黑格尔在怀疑论论证中引入了一个与简单断定不同的新的直接性概念。作为被反思的直接性，这个新的直接性概念在自我关联的否定中并通过该否定而被构成。作为实在性与缺乏性的同一，某物的存在本身就是这个被反思的直接性。因此，黑格尔说：“某物是作为否定之否定的现存。”（GW 21:103）这里的“否定之否定”并不意味着一种连续的否定进程，在其中后面的环节总是否定性地作用于前者。它也同样不是一个二阶的否定，在其中一阶的否定被取消。根据黑格尔，“否定之否定”意味着回复到简单的自我同一关系中。这个自我关联的否定的具体意义只能通过逻辑发展后面的环节来解释，因为定在中否定要素还需要被真正地主题化。这里，我们只能断定实在性与缺乏性之间的简单同一。因此，黑格尔说“某物既存在（ist），也是（ist）一个［现存的］确定存在”（GW 21:104）。这里被强调的“存在”或“是”意味着某物存在的直接同一性。

然而，实在性与缺乏性概念同样是互相区别的。黑格尔因此说：在其本身中某物也是变化，尽管它不再以存在和虚无作为构成要素（GW 21:104）。这意味着某物不只是一个像纯粹存在那样的简单同一体。根据黑格尔，作为某物构成要素的存在实际上是直接性的现存，因为它必须包含否定。另外一个要素则是同样作为定在要素的否定本身，因为后者也构成了定在存在的现存性。黑格尔把这个否定要素称为它者（Anderes）。这样，某物实际上包含的是这两个要素之间的运动。与变化概念不同，这两个构成要素都是现存的确定存在。作为两个现存的确定存在之间的转移，某物概念就被确定为变异（Veränderung）。尽管变异强调实在性与缺乏性之间的差别，这个差别不再被看做是两者之间的外在否定关系。实际上，由于上述性质概念中的怀疑论证明，某物概念的这两个构成要素（实在性与缺乏性）根本不可分离，而是彼此直接地转变为对方。作为对于定在概念的论证，某物概念需要与它者概念相分别。但是，变异概念中包含的直接性转化使我们无法真正地区分某物与它者这两个概念。

变异概念是一个综合统一体。它帮我们敞开了定在统一体中的不同构成要素。通过实在性和缺乏性概念，性质概念中的怀疑论结论已经被吸纳到某物这个定义当中。我们看到，它们两者中的每一个都成了现存的确定存在，并因此被剥夺了独立的自足性。为了超越怀疑论结果，它们可以被区分为某物概念的两个差异性构成要素。因为这个构成差异，人们或许认为某物概念可以被进一步区分为两种现存的确定存在统一体：一个是某物自身，而另一个则是某物的否定者或它者。如果某物概念可以作为定在概念的一个新的定义，上述这个区分就是必要的。如果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无法彼此分别，某物概念的确定性就会被摧毁。事实上，变异概念已经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怀疑论论证。这个怀疑论论证的最终结果将进一步推动逻辑进程来定义作为绝对者的理性。

尽管我们已经对某物概念的构成要素进行了逻辑分析，但是作为它者的否定要素还仍然没有得到清楚的解释。的确，通过这个分析，定在中的否定要素可以被外在地主题化了。然而，在定在本身这个概念阶段中，作为性质的否定或缺乏性根本无法脱离存在要素而被分析，因为它与后者处于直接的统一体中。所以，黑格尔得出结论说，某物的否定者同样是一个有性质的事物或它者一般。这个对于它者的最弱的主题化很明显构成了定在这个逻辑阶段关于否定的最远思考点。关于它者的进一步思考需要在新的概念阶段中完成。由于这个弱意义上的它者概念，怀疑论的攻击还不能充分展开，以反对作为某物的定在概念。我们最多只看到变异概念所暗示的潜在可能的怀疑论：作为现存的确定性存在，某物与它者彼此无法区分。

这样，我们就需要通过对它者的进一步解释来推动逻辑论证向下一个逻辑概念——有限概念来发展。这个逻辑发展最终是为了揭示某物概念定义定在概念的失败。在定在本身这个初期逻辑阶段中，它者一般概念只是初步提出了一个反对某物的均势攻击。然而，人们会质疑作为某物否定者的它者概念是否已经穷尽了它者概念的可能。如果没有，我们就不能立即得出怀疑论结论：某物与它者这两个对立概念之间根本无法被区分。显然，对于某物概念的怀疑论论证必须依赖对于它者概念的更进一步的分析。如果这个攻击可以充分展开，定在概念的表达形式就必须被再次更新。我们将看到，这个怀疑论论证在有限概念领域中被进一步完成。

第三节　有限

定在概念是包含有否定的存在统一体。从“定在概念”这一章开始，黑格尔的逻辑进展就试图通过一系列研究来确定这个概念本身。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定在概念首先被独断式地定义为确定性的/具有性质的存在。这个关于定在概念的定义是自我摧毁性的，因为性质概念同样可以被两个相互对立但却无法真正被区分的概念来界定——对于存在的简单肯定和否定/缺乏性。这个怀疑论论证在定在本身这一节中推动着逻辑发展的进程。这样定在概念的确定内容就被重新修正为包含实在性与缺乏性统一关系的某物概念。因为某物概念包含着关于定在概念的一个新的定义，它必须满足定义的最低条件——具有确定性并可以与对立者相区别。根据黑格尔的论述，作为［现存的］确定性存在，某物概念由于其构成要素（实在性与缺乏性）之间的不可分离，导致了无法与它者一般这个对立概念区分开来。这个怀疑论证明被包含在变异这个概念之中。基于变异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暂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作为［现存的］确定存在的定在概念就无法获得明确的区分和界定。

上述结果蕴涵着一个初步的怀疑论结论：由于它者不可分离，某物概念无法获得明确的界定。这是定在这一概念部分中最远的结果，因为在这里否定（Negation）作用被束缚在存在要素的直接性形式之中。尽管否定是怀疑论证明所依赖的理论资源，它在定在概念中同样被吸纳在存在领域的一致性中。某物概念确定性的丧失首先要求我们进一步思考它所包含的确定内容。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通过作为直接转变的变异概念，某物概念所包含的直接性存在肯定就被破坏了。否定所包含的潜在差异性被注入到某物存在的均质统一体中。尽管如此，这个差异的独特性还没有被充分地揭示出来。这里逻辑演绎的发展首先要依赖于对某物和它者之间差别的进一步澄清。这构成了下一个阶段——有限概念领域——逻辑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

具体而言，向有限概念领域的发展要依赖对于它者这个概念的异质性的进一步揭示。尽管怀疑论证明在作为某物的定在概念中已经初步展示了它者概念的不同性，但它仍然只能把这个它者概念称为某物的否定者。由此它者成了另外一个［现存的］确定存在。这样，否定所包含的差异性仍然是潜在的并且停留在某物概念领域中。黑格尔遗憾地说在这里否定要素仍然只是它者一般。它者一般的不充分特征与其在定在概念定义研究中所应扮演的重要角色不成比例。正是对于它者概念的区分将构成定在概念发展的新的可能性条件。所以，我们必须超出定在本身这个概念领域以便获得并实现这个可能性。在此，黑格尔没有掩饰他的兴奋并且指出，





另一方面，在这一节中，被包含在定在中的否定性环节要被发展，而且在第一节中它只是否定一般，只是第一个否定，这里它要被确定成为某物的自在存在（In-sichsein），成为否定之否定。（GW 21:104-105）





这样很明显，关于定在概念的新的探究必须基于对它者概念的充分主题化之上。我们有理由期待作为被反思的直接性的存在概念通过发展的它者/否定概念会被更加充分地解释。

这个新的逻辑领域被称为有限性（Endlichkeit）概念领域。它构成了黑格尔《逻辑学》“定在概念”一章中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在笔者看来，黑格尔有理由把这一节标题命名为“有限性”，因为它主要关涉的是否定的“致命力量”——令事物终结的力量。根据前面的分析，否定将在定在概念的这一新阶段中展示自己的独特性。这样，它明确无疑地要摧毁某物存在的直接肯定性。因为否定与简单存在肯定相对立，它的出现将标志着［现存的］确定事物的终结。因此，有限性概念就是一个用来表达［现存的］确定存在被限制的特征的恰当的逻辑概念。

在对有限性概念进行细致分析之前，我们还需要更加仔细地看看某物概念中已有的论证结果，因为这将构成逻辑运动进展到新一阶段的条件。我们已经能够确定这个新的极端的逻辑演绎要依赖它者概念的独特性。在变异概念中，我们已经初次看到了对于某物及其否定者之间进行分别的不可能性。然而，我们不应该错误地从字面意义上来思考变异概念。对于黑格尔而言，变异概念包含的是性质概念中的怀疑论证明结果：实在性与缺乏性两者之间既是对立的又是同一的。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变异概念意味着某物与它者之间的彻底不可分离。然而，这个不可分离并不意味着在两个独立的经验事物或事态之间变迁。

另外，我们应该记住，它者的独特性要服务于更加彻底的怀疑论证明，以反对作为某物的定在概念的独断定义。在某物概念论证的结尾，它者概念仍然是一个具有性质的另一个某物，因而只是它者一般。这个最弱形式的它者概念无法充分地展示怀疑论证的力量。一个有力的均势攻击证明了首先必须进一步界定它者的概念以及与某物概念的彻底无法区分。如果这个命题可以被证明，定在概念本身的确定可能性就遭到彻底的质疑。在这一节中，我们将看到，有限概念逻辑演绎的第一步就是要彻底摧毁某物概念以便可以重新思考和界定定在概念。继而，一系列的怀疑论均势攻击被展开，以反对新的定在概念。正是通过这个怀疑论—辩证环节的监控，无限概念的领域得以被最终敞开。

1．在它者概念中被完成的怀疑论

定在概念被界定为某物或［现存的］确定性存在。作为［现存的］确定存在，定在概念的合法性通过变异被初步质疑。然而，在某物的简单统一体中，某物与它者之间的差别首先被遮蔽了。即使它们之间的差别被提及，它者这个要素也只是被确定为某物的否定者，因此是指另一个［现存的］确定存在。这个它者一般概念还没有充分地显示出与某物的差异性。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它者概念构成了有限性概念领域中第一步证明的直接条件。

有限性概念的第一个环节被命名为“某物与它者”。在这个论证小节中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涉及的是它者概念的独立意义。第二部分涉及的则是通过前面对于它者概念的发展来进一步质疑某物概念。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首先考查黑格尔对于某物否定者的界定。从这个角度，这里对它者的主题化是对某物概念论证结尾处的它者一般概念的进一步发展。这个发展的必然性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某物的否定者无法在定在本身这个逻辑阶段中被充分地建立。然而，正是对于这个否定者的进一步界定构成了定在概念得以确定的条件。毕竟，通过变异概念我们已经看到它者一般概念无法与某物概念相区别。

毫不奇怪，黑格尔在有限性概念阶段中的逻辑论证开始于他对某物与它者之间的区分。我们已经证明定在的实在性不是纯粹存在，而是包含着否定。同时，定在的缺乏性也不是纯粹虚无，而是作为定在的性质。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被综合在某物概念中作为它的构成要素。在某物这个综合统一体中，实在性与缺乏性这两个要素被分别区分为某物与它者一般。由于实在性与缺乏性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同时与自己的对立要素相同一。黑格尔因此说：“首先，某物与它者都是确定存在或某物。”（GW 21:105）我们已经知道，某物概念无法与它者概念区分并由此获得确定性。这个区分的失败首先在于它者被界定为一个与某物同样的［现存的］确定存在。

在黑格尔看来，这个对于它者概念的第一个界定还没有真正表达出它者中的它性。在定在的统一体中，每一个构成要素都与另外一个相统一。其每一个构成要素都可以被界定为一个确定存在。如果它者的它性可以被表达的话，它与某物的差异/否定关系至少应该得到解释。这是某物概念可能获得界定的基础。很显然，这个否定首先是指一个简单的否定关系，于其中每一个关系项都被另一个关系项所否定。根据黑格尔的论述，在简单否定关系中无所谓是A还是B要被视为某物。当我们把A确定为某物时，B就会被界定为它者；反之亦然。在简单否定关系中，关系项的每一个都异于另一个，因此可以被确定为它者。黑格尔说：“某物与它者中的每一个都同样可以被确定为它者。”（GW 21:105）尽管在这个简单的否定关系中，它者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然而对于它的这第二个界定已经优于某物概念中的第一个界定——作为另一个［现存的］确定存在。毕竟，这里重点强调了它者中所必需的它性或与某物的差异性。

当我们更进一步观察它者概念的界定，其缺陷特征与它者一般这个概念的界定同样明显。因为无论某物还是它者都可以被确定为它者，作为定在确定内容的某物还是无法与它者概念相区分。根据上面的分析，在简单否定关系中，它者概念的建立完全依赖于一个外在的比较。正是因此，它者概念仍然没有与某物概念真正区分开来。黑格尔说：“两者［某物与它者］都同样地被确定为某物或它者，因此它们是相同的，在它们之间没有分别”（GW 21:106）。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某物与它者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分无法依赖简单的外在否定关系来建立。因此，对于它者概念的主题化就要求把它者概念与这样的简单否定关系相分离。没有这个分离，它者概念就永远无法建立，与此同时，某物概念的确定可能性也无法获得。

很显然，这个与简单否定关系相分离的要求是由于我们前面对于它者概念界定的失败。然而，人们或许会质疑这个要求在原则上是否可以被实现。离开两个相异关系项之间的否定关系，它者概念本身似乎就无法具有意义。无论如何，它者必须是某物的它者，因此与某物处于简单的否定关系之中。因此，黑格尔说被孤立出来的它者必须既在与某物的关系中又外在于这个关系成为自为的。但我们这里所面临的悖论是：如何把这两方面综合在一起？当它者概念被剥离了与某物的简单否定关系时，它难道不是背离了自身的本性吗？毋庸置疑，理解这里所谓的孤立的它者概念是解释黑格尔下面论证的钥匙。我们将看到，正是为了解释这个特殊的它者概念，黑格尔引入了否定之否定或自我关联的否定理论。而且，这个孤立它者的概念最终将通过否定之否定达到某物的存在同一体。那时，怀疑论的均势攻击证明才可以完成，从而反驳把定在概念界定为某物。

黑格尔采取了若干步骤来解决孤立它者概念所造成的悖论。根据上面的分析，它者必须区分于并因此异于某物。但是，一个简单的外在否定关系无法真正确立某物与它者之间的区别。根据这个论证，黑格尔合理地要求通过剥离与某物的外在否定关系来建立它者概念以及与某物的差异。这个被分离出来的它者成了自为的它者或说自足的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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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同样正确的是这个分离会摧毁它者概念本身，更不用说与某物的差别。本性上它者概念就依赖于与某物的外在否定关系。为了把分离与异质这两个相互冲突的要素综合在一起，黑格尔首先进一步把这里所谓的分离解释成为“自我关联”（GW 21:106）。尽管它者的自我关联并不更容易理解，但这个解释至少使我们可以把某种关系引入到自为的它者之中。毕竟，它者概念的意义要依赖一个否定关系。

这样，分离与异质两个要素之间的矛盾就转换成为它者的自我同一体与其所蕴涵的否定关系之间的矛盾。在简单的否定关系中，它者仅仅意味着异于和否定某物。可以确定的是，它者概念的意义无法离开“否定……”这样的关系结构。因此，人们可以把分离出来的自为它者理解为在否定性自我关系中的它者，以避免把它者概念变得无意义。这个在自我关系中的它者同时也意味着它者返回到自己的同一体中。换言之，这个自我同一的它者使自己与自身相异来满足其本性所需的结构要素。所以，黑格尔说：“就其本身而言，它者不是某物的它者，而是在自身中（an ihm）的它者，即自己的它者。”（GW 21:106）

黑格尔利用自然与精神之间的关系来阐释“在自身中的它者”和“自己的它者”这两个概念。在他看来，自然首先与精神处于外在关系中。但是，精神是为真的事物，而自然本身是与精神对立的。当自然被视为自为的时候，它就成为在自身中的它者，或者说是“外在于自己的现存”（Ausser-sich-Seiende）。例如，空间总是在尺寸上不断拓展；时间不断地向前流逝。对于黑格尔而言，在自身中的它者或自己的它者就意味着“自身中绝对不相同的、否定自己的和改变自己的事物”（GW 21:106）。

人们通常把绝对的不相同理解为一系列的否定，在其中后面的阶段总是否定性地作用于前面的阶段。在人类欲望那里，我们会观察到对于一个欲望的满足总是一个新欲望的开始。新的欲望或者说一种缺乏总是对于前一种满足的否定。这样看来，人类的欲望总是处于不断超越的进程中。尽管这个无限地超越可以解释绝对的不相同，但它无法真正地解释黑格尔关于它者概念的思考。我们不应该忘记，在黑格尔那里“自己的它者”首先是用来解释处于自身关联中的它者概念的。黑格尔清楚地说：“自为的它者就是在自身中的它者，由此是自己的它者，［以及］因此是它者的它者——所以它是在自身中的绝对不相同的、否定自己的、改变自己的事物。”（GW 21:106）毫无疑问，这是黑格尔关于它者概念最富于思考的表达。首先，黑格尔通过在自身中的它者或自己的它者概念来界定自为它者概念。这样，很清楚，单方面地强调绝对不相同性无法包含在自身中的它者或自己的它者概念的全部意义。在无限的超越中，后面的阶段必然不同于前面的；否则连续性的否定活动就变得不再可能了。但是在这样的无限超越中，它者概念的自我关联从一开始就被排除了。

除此之外，黑格尔还引入了一个新的术语“它者之它者”来制造和强调它者的自我关联。因为它者概念本质上基于“否定……”的关系结构，“它者之它者”就意味着否定之否定。人们通常把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简化为双重否定。后者或者是指一系列依次进行的否定，或者是指二阶的否定。首先，在无限超越进程中，我们看到每一个后面的阶段都是前面的它者。这样的绝对差异关系同样可以被表达为双重否定，但是这样的双重否定概念无法解释它者的自我关系。

另外，人们也试图把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概念理解为二阶否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样有很多这种二阶否定的案例。例如，命题“A是男性”可以被转译为命题“A不是女性（=不是不是男性）”。通过双重否定，A的男性属性得以被重新断定。在这样的双重否定中，对于命题“A是男性”的断定在开始时必须被假设。二阶的双重否定只是返回到最初的断定命题，而没有构成否定的自我同一。对于黑格尔而言，正是自我关联的它者必须被展开为“它者之它者”。因此，必须是同一个否定在自我关系中处于两个不同的关系项的位置上，并由此最终取消了自我差异关系本身。

这样, 我们就必须寻找其他的途径来解释“它者之它者”以及自为的它者。人们或许会质疑是否有必要通过这样的“它者之它者”理论使得自我关联的它者复杂化。根据前面的分析，正是被分离出来的/直接的它者才能被转译为自我关联的它者。我们已经看到它者的自我关联由否定对于自身的返回来构成。在自为的它者中，正是否定本身成了它自我关联中的关联项。然而，它者的自我关联必须由简单的否定关系来构成，因为它者概念的本质结构是“否定……”。因此，自我关联的它者就导致了自我异化并由此排斥自我同一。这个自我关联的它者带来的悖论被显示在“自己的它者”这个术语当中。正是为了消解这个悖论，黑格尔引入了上述的新术语——“它者之它者”。

但是，在多大程度上这个新的它者之它者可以恢复它者的自我同一呢？在上面我们看到，自我关联的它者是通过否定的自我关联来被构成的。出于它者概念的结构特征，这个自我关联只能是自我排斥。与相对于某物的外在否定关系不同，它者的自我排斥或自我异化关系以自己作为该关系中的对立项。无论是作为否定者还是作为被否定者，每一个关系项都被确定为否定本身。因此，毫不奇怪黑格尔会用“它者之它者”这个概念解释它者的自我关联。实际上，“它者之它者”这个表述本身表达了对于它者自我排斥关系中否定关系的消解和自我同一的回复。以这种方式，黑格尔通过修正自己的它者结构中的一个关联项恢复了它者的自我同一。不同于作为简单直接性的存在，这个自我同一的关联所构成的直接性来自否定之否定所包含的复杂关系。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自为的它者在自身中内在地包含着一个复杂的否定性结构体。就其本性而言，自我关联的它者与自我关联的否定有着相同的形式结构。黑格尔的这些术语——在自身中的它者、自己的它者和它者之它者——都是自我关联它者理论中的构成性结构要素。
〔19〕

 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在本质概念领域中否定之否定导致了被反思的直接性。这个新的直接性被视为批评存在概念的简单和独断的直接性。在定在概念领域中，逻辑运动仍然停留在存在概念的整体领域中。这里，简单的直接性与被反思的直接性还无法区分开来。因此，它者概念可以合法地替代否定概念本身，以强调后者与存在的直接统一关系。所以，黑格尔得出结论说，





它［它者］因此通过对于它性的扬弃被设定为对于自身的返回，被设定为自我同一的某物，由此，同时作为其环节的它性与之相区别，而且不属于这个某物。（GW 21:106）





因此，它者之它者并没有导致被反思的直接性本身，而是构成了与存在的直接同一体。而且，它者之它者是自为它者概念的最终逻辑结果。它与存在的同一意味着否定与存在之间具有直接的同一性。然而，它们之间的这种同一性恰恰就是对于作为某物的定在概念的界定。这样，它者概念尽管与某物概念相对立，但却根本无法与之相分别。

在有限性概念的论证部分，我们对于它者概念的分离首先是为了把它与某物概念区分开来。这个区分也是前面定在概念合法性的依赖所在。然而，当结束了对于自为它者概念的复杂演绎之后，黑格尔最终得出结论说这个它者仍然无法与某物概念区分开来。这个结果在新的对于定在概念的确定中必须被考虑。在定在本身这个概念的最后，定在概念被界定为［现存的］确定性存在或某物。因为定在概念试图定义作为绝对者的理性，为了满足定义的最低条件，作为某物的定在概念就必须能够被确定。我们已经看到，某物概念无法通过作为［现存的］确定性存在与它者一般这个概念相互区分。在上一部分中，我们已经证明了某物概念的确定性通过变异概念而被质疑。现在，即使在有限概念阶段中对于它者概念作了更加充分的探讨，它者与某物这两个对立概念仍然无法彼此区分。我们看到某物的存在直接性来自自我关联的它者。因此，黑格尔说某物本质上既与定在的否定者相同，又与之不相同（GW 21:107）。在此基础上，定在概念本身必须通过其他方式被重新界定，以便获得作为定义项所必需的确定性。

因为它者之它者导致某物的直接同一性，黑格尔把定在概念这个统一体重新界定为“为它存在”。这个对于定在概念形式的修正标志着从定在本身这个概念领域向有限性概念领域的彻底过渡。对于定在概念中存在要素的直接断定被替代为自我关联性否定所设定的结果。这样，定在概念就既不是存在于确定性本身的简单同一体，也不是一个［现存的］确定性存在。现在，它成了“为它存在”的综合统一体。很明显，作为一个新的定在概念形式，“为它存在”这个术语的描述项既包含了直接肯定性的存在要素，也包含了它性本身。

我们已经看到实在性与缺乏性在某物概念中已经被修正为两种［现存的］确定性的存在——某物与它者一般。通过前面对于它者概念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关于定在概念的界定——为它存在。这个新的概念是来自于对前面的怀疑论结论的吸纳：自足的它者仍然无法与某物概念区分开来。这样，为它存在的概念就既包含着某物与它者之间的同一，又包含它们之间的差别。同时，某物概念与它者概念分别摆脱了彼此之间的简单否定关系，因而都需要被修正。我们知道定在同一体这个环节来源于它者的自我关联构成，而且后者的自我同一关系与同时包含的自我排斥关系相对立。黑格尔把作为“为它存在”的定在概念中的存在要素重新定义为自持存在（Ansichsein）。而与这个自持存在对立的它性要素与存在的综合就被称为“为它存在”。

在某物概念中，某物与它者一般概念彼此无法区分开来。作为某物的否定者，它者一般由于其与存在的直接同一仍然是一个［现存的］确定存在。我们知道，某物概念本身的界定依赖与它者一般这个对立概念之间的可区分性。这个区分在被分离的它者概念那里首先得到强调。然而，这个独立或说自为的它者概念最终仍然无法与某物概念区分开来，而且最终导致与后者的同一体。通过上述修正，某物与它者之间的差别被进一步发展为自持存在与为它存在之间的分别。很明显，这个新的分别已经吸纳了前面的怀疑论论证结果：某物与独立的它者彼此无法区分。与后面这两个差异要素不同，无论“为它存在”还是自持存在都包含某物与它者本身的统一。所以黑格尔说这两个概念构成了定在概念统一体的两个差异环节。

可以肯定的是，作为自我同一的自持存在是对于作为自我否定的为它存在的否定，因为前者彻底取消了否定关系本身。这样，自持存在和为它存在是彼此不同的。自持存在与为它存在都包含作为构成要素的某物与它者之间的统一体。它们之间的区分是为了提供确定定在概念的可能性。根据黑格尔的论述，只要某物从为它存在中出来并返回到自身的同一，它就是自持的。但是，某物在自身中也有一个环境，正是在这个环境中它才是为它存在的。很明显，某物的同一与它所处的环境是有差别的。

尽管如此，黑格尔试图指出无法真正区分这两个对立的确定。换言之，它们的差别同样是可以被质疑的。在他看来，这两个要素都可以用来界定同一个“某物概念”（GW 21:108）。首先，自己的它者可以被证明是与它者之它者相同一的。在自我关联的它者中，正是同一个它者既异化自身又同时与自身等同。事实上，因为否定本身成了关联项，自我同一是在并通过自我否定而被构建的。所以，自持存在在其自身中与为它存在相同一。另外，为它存在也无法与自在存在相区别。某物由存在的简单自我关系而构成。在前面，我们看到为它存在首先是对这个简单自我同一关系的否定。当某物具有为它性质的时候，它就处于绝对的自我不相同之中。然而，这个被独立出来的它性就是由它者的自我关系而构成。这个自我关系最终将导致某物的同一体。所以，为它存在也无法与自持存在区分开来。两者都是否定性与存在的直接统一。由此，黑格尔最终得出结论：





某物也在自己的环境中有着它自持的特征，反过来，它作为为它存在所是的也是自持的——这就是自持存在与为它存在的同一；根据这个确定，某物本身就是属于两个环节的同一个事物，这两个环节因此在其中不可分割。（GW 21:108）





由于自持存在与为它存在不可区分，作为某物的定在概念就缺乏必需的确定性，因而无法构成关于理性的定义。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某物概念没有构成对于定在概念的恰当界定。

至此，在某物概念的结尾处初步提出的怀疑论证明现在被充分地建立起来了。逻辑演绎通过怀疑论的均势攻击彻底摧毁了作为某物的定在概念的确定性，及其作为定义项的合法性。我们必须认真地接受这里所给出的怀疑论证明：自持存在与为它存在无法彼此区分。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它们的同一关系将构成性质的一个新的形式——确定化（Bestimmung）。然而，现在我们还不清楚，确定化这个概念是否可以吸纳自持存在与为它存在之间的同一与差异。

2．确定化概念和构成与界限概念中的怀疑论

定在概念包含着存在与不存在/否定之间的直接统一。在定在本身这个概念领域中，这个直接统一性被视为简单的肯定。开始时，定在概念被定义为确定性存在。怀疑论均势攻击指出，缺乏性尽管是对存在的简单统一体的否定，却仍然可以被用来界定性质概念。当这个怀疑论证明被吸纳后，定在概念被重新界定为［现存的］确定性存在或某物。为了构成一个合法的定义项，作为某物的定在概念必须是确定的，并因此与对立的概念相区别。然而，在定在本身这个逻辑阶段，某物概念不可能与它者一般概念相互区分，因而初步丧失了确定性。这样，对于某物概念加以确定的可能性就有赖于对它者概念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已经看到，推动有限性概念领域之出现的动力来自于更好地定义定在概念的需要。这个向有限性概念的逻辑发展要依赖于对它者概念的充分解释，因为这至少构成了这个阶段获得定在概念确定性的最低条件。在上一部分中，我们已经揭示出黑格尔试图把它者概念从与某物的简单否定关系中分离出来，从而获得独立它者的概念。毫无疑问，这个分离首先满足了确定某物概念的形式条件，因为分离首先意味着它者概念与某物概念之间的可区分性。然而，通过逻辑演绎，我们看到某物与它者之间的差别最终还是被解构了。基于否定之否定的复杂理论模型，对它者概念所做的分离最终导致它者与某物概念的同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某物与它者”的统一可以被看做是对变异概念中怀疑论的充分发展。它意味着作为某物的定在概念彻底丧失了确定的可能性。

在定在本身这个逻辑阶段，某物概念被建立为定在概念的一个逻辑表达形式。当某物概念被证明是与它者概念相同一时，两者之间的综合统一体仍然是定在的直接统一。然而，这个直接统一不再像定在本身那个概念领域中那样，是基于对存在要素的简单肯定。相反，这里存在要素的直接性是通过它者否定性自我关联的设定。这样，定在概念被确定的可能性就依赖于新的概念——自持存在的确定性。换言之，它依赖于自持存在与为它存在之间的可能区分。

根据我们上一部分的论证，以某物概念作为定在概念的逻辑形式是不合法的，因为它无法摆脱怀疑论证明的反驳。毕竟，自持存在和为它存在这两个概念彼此同一而无法区分。这意味着作为某物的定在概念可以同时被两个相互矛盾的特征所界定。这样，丧失确定性的定在概念就根本无法用来定义作为绝对者的理性本身。显然，这是对变异概念中的怀疑论资源的最后发展。正是由于某物与它者概念，或更准确地说，自持存在与为它存在之间的同一关系，定在概念的形式必须被进一步修正。黑格尔把自持存在与为它存在的统一体表述为确定化。通过这样的修正，逻辑发展得以在新的基础上寻求对于定在概念的进一步界定。

我们知道，在黑格尔的逻辑学进展中，一个新的逻辑术语必须首先在其描述项中包含前面的怀疑论结果。在此，确定化这个逻辑术语的合法化，首先就基于确定化与确定性这两个相近表述之间的差别。黑格尔说，





确定化是这样的一个肯定确定性，即定在中的某物在反对其所由决定的它者中所始终坚持的自持存在，在自我同一中保持自己，并且使这个自我同一在为它存在中始终有效。（GW 21:110-111）





很明显，与确定性概念相一致，确定化概念必然要涉及某种肯定的确定性，尽管是通过自持存在的形式而不是对于存在的简单肯定。然而，确定化与确定性的差别是，在其中它者概念必须作为一个构成要素出现。具体而言，确定化是某物在与它者的纠缠中所始终维持的自我同一。因此，确定化概念必然包含两个构成方面：对于自我同一的维持和对于外在它者的敞开。某物不得不通过敞开自身来（不断）变得确定。与此同时，它也必须在自我敞开中坚持对于自身同一存在的肯定。

黑格尔通过人的思考的理性特征来阐释确定化概念中所包含的自我同一与为它存在之间的统一体。首先，思考一般意味着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确定特征。第二，人是自持思考的，因为这个特征有别于人的自然存在和感受本性。与需求和欲望不同，人的思考为其自身的目的而被执行，因此是处于自我关系中的。第三，思考也是人的一个具体的确定性，因为它是人自持本性的现实化。而正是在这个确定特征的含义上，理性思考并不完全与人的自持存在相同一。相反，它成了处于外在否定关系中的人的具体属性。具体而言，同一的思考理性之存在无法离开具体的思考，而任何人的思考都是关于某物的思考。这样，思考就不得不陷入一种对象性的关系之中。而对象在形式上显然是对于思考主体的否定。因此，黑格尔最后说，思考是具体性的，因为思考理性必须同时既是人的同一存在又是人朝向外在的具体确定性。黑格尔对于人的思考理性的澄清十分类似于费希特那里作为人的确定化/使命（Bestimmung）的奋进概念。在第二章中，我们已经看到费希特的奋进概念既包含“我”的自我关系，也包含它与外在的关系。无论是费希特的奋进还是黑格尔的思考，确定化并不意味着人在自身中的自我封闭和对于自身本性的彻底实现。相反，思考或奋进的自我关系都要求人始终处于对人的理性本质特征的实现过程中。德国唯心论的实践与行动性精神事实上已经滥觞于康德的批判哲学之中。

因为确定化概念既意味着肯定性的自我同一又意味着为它存在，所以它的确可以吸纳前一节中所包含的怀疑论证明：自持存在与为它存在彼此不可分离。黑格尔因此说：“通过简单某物的自持存在与它的另一个环节——为它存在——的本质统一所构成的性质，可以被称为确定化。”（GW 21:110）某物的具体确定性只是对于其本性的现实化。作为自持存在与为它存在的直接统一，确定化是一个对于定在概念的新的界定。像前面的逻辑进程一样，这个新概念作为定义项的合法性将由怀疑论—辩证论证来检验。

根据上述分析，确定化是包含自持存在与为它存在的直接统一体。在确定化概念中，为它存在作为确定性要素被吸收进来，以填充某物的自持存在。即使确定化必须负担“为它”这个异质环节，它同时也会从某物的自我同一中排斥掉这个异质性。然而，为它存在不可能彻底等同于填充或实现确定化的确定性。为它存在本身意味着独立的它性或否定性本身。这个外在关系不是要去填充确定化，而是本身要构成对于某物的确定，而且这个确定并不属于某物的自持存在。黑格尔把某物的这种确定性称为构造性（Beschaffenheit）。

这样，构造性概念是通过其外在影响和关系来把握对某物的概念化的。某物只有通过与它者的否定关系才成为确定的。这个外在关系看似非常偶然。但是，黑格尔说向外在影响敞开并具有构造性是某物的性质（GW 21:111）。如果这一点是可以证明的，那么“确定化”这个术语将不再是对于定在概念的明确确定。

首先，构造性看起来与某物的性质毫无关系。它仅仅是在某物中将要发生变化的内容。人们可以把这个在某物中的变化方面解释为“不稳定的表面”。在人的思考这个例证中，我们已经看到思考这个自在本性必须通过思考这个具体特征来被现实化。作为现存的确定性，思考构成了人的确定性质或者说是否定与人之存在的直接统一。但是，作为确定性或否定，思考同时也可以与人的存在同一性相分离而成为人的一种偶然特征。某物的本性是由其自我同一构成的。在确定化的概念中，正是自持存在使某物得以在无尽的变化中维持自我同一。在我们当下的案例中，无论人的现实特征怎样变化，正是理性思考构成了人的自持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自持存在对立于作为实现某物确定特征基础的为它存在。

尽管如此，上述被排斥的构造性概念同时也可以作为某物的确定。在复杂的否定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被孤立的否定本身同样导致某物的同一性。以此为基础，人们会把确定化视为某物的本性，而把构造性视为非本质特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确定化概念与构造性概念之间还是可以相互区分的。

但是，它们两者之间的差别会再次受到怀疑论均势攻击证明的挑战。黑格尔说：确定化直接地进入构成，反之亦然（GW 21:112）。这意味着确定化和构成两个概念在这里根本无法相互区分。一方面，某物自持地所是的必须现存于它那里，并因此负担为它存在。这里的确定化概念不是简单的肯定确定性，而是通过某物与它者的具体关系来被填充者。所以，作为确定化的性质必然包含与自持要素相区别的否定者要素。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某物的自我关联必然撕裂自己从而变得现实。正是这个现实化要求把某物的自持存在设定成为一个构成环节。另一方面，构造性概念是基于被分离的为它存在。这个分离意味着自足的它性。在上一节中，我们看到被分离的它者必然转变成为自我关联的它者以便具有意义。而且，它者的自我关联在其直接统一体中包含着不同的构成环节：在自身中的它者、自己的它者和它者之它者。这些要素构成了它者直接性自我关联的内在复杂体。我们已经看到，通过它者之它者，被分离的它者概念最终导致某物的同一性。当然，这个同一性不再是对于存在的简单直接断定，而是通过自我关联它者的活动被设定为自持存在。它者与同一性的这种不可分离性意味着为它存在与自持存在的统一。而这个统一关系正是前面我们对于确定化概念的界定。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确定化与构造性两个概念根本无法相互区分。

当确定化与构成性是对定在概念的平行界定时，人们会把构造性视为纳入到某物中的偶然确定性。现在，构造性概念已经被证明是属于某物自持所是的。这个基于构造性概念的确定偶然性同样被设定到某物的自持环节当中。这样，怀疑论—辩证证明就再一次否定了定在概念的确定可能性，以及作为定义项的合法性。

这个怀疑论证明的结果通过界限（Grenze）这个逻辑概念表达了出来。在对这个新的逻辑术语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充分地表达前面在确定化和构造性概念之中的怀疑论证明。首先，上述怀疑论论证重新导致定在概念的简单统一体，其中确定化与构造性概念彼此不可区分。第二，确定化与构造性同时又彼此对立。出于这个差异性关系，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确定存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确定化与构造性再次成为独立自足的两个概念。相反，它们只是构成定在概念统一体的两个不同要素。这样，它们的差异就仅只是内在于定在统一体中的差异。最后，由于它们是不同的构造要素，定在概念就可以通过这两个构成要素之间的区别来寻求新的被确定的可能。

然而，关于定在概念的这个新的逻辑界定将遭到进一步发展了的怀疑论的质疑。根据上述证明，基于自我关联的否定理论，确定性与构造性这两个对立概念被证明是不可区分的。的确，某物本质上与它者相关联，因为它自身的存在中包含着自在的否定。只有通过这个自我关联的否定，某物成为一个肯定的定在。第二，我们已经证明自我关联的否定必然是自我否定。它者性质上异于并外在于来自自我关联否定的肯定同一性。只有通过对于它者的否定，某物才成为肯定的同一存在。这样，某物在自身中的存在就被转化为某物与它者之间简单的否定关系。某物的自持存在是对与之区别的它性的排斥。因此，某物的同一性是对它自身中它者的否定。最后，这个自我关联的否定也是否定之否定。这样，某物的它者就被恰当地理解为在自身中存在的否定之否定。这样，悖论的是，自我关联的它者既是某物的自持存在又是对某物同一性的一个简单否定。在自我关联的它者结构中，自我同一性与自我差异性这两个对立环节是彼此统一的。

这是在确定性与构造性逻辑环节中所达到的最远的怀疑论结论。自持存在与为它存在必须通过否定之否定而被综合为一个统一体中的两个构成要素。黑格尔说，





存在一个关于两者的单一确定性，这一方面与作为否定之否定的某物在自身中的存在相同一，另一方面，因为这些否定彼此作为其它的某物而相互对立，这个单一确定性通过它们的本质既联结又分离它们，每一个都是对于另一个的否定：这个单一确定性就是界限。（GW 21:113）。





黑格尔利用界限这个概念来把握上述的怀疑论论证：自我同一性与自我差异性这两个要素（或说确定化与构成性）不可分离。在日常语言中，界限这个术语关涉到事物的简单确定性。与有限这个概念相比较，界限只是把上述怀疑论结论简单地吸纳进自身，因为否定之否定的复杂结构将会在其中被遮蔽。这个简单特征以前面对于确定化与构造性的简单修正作为条件——两者都被修正为某物的统一体。

我们现在首先需要探寻的问题是：界限概念是否可以构成对于定在概念新的逻辑形式？

在“某物与它者”这一逻辑部分后，定在概念通过某物与它者的统一体来被重新界定。在这个统一体中，直接性存在来自它者的自我关联，而不再是抽象的和简单的肯定。其后，无论是自持存在与为它存在之间，还是确定化与构造性之间都无法获得必要的区分。作为确定化与构造性概念阶段中怀疑论证明的直接逻辑结果，界限概念试图综合自持存在与为它存在之间的同一与差异，并由此更好地来界定定在概念。

黑格尔的逻辑证明开始于对界限这个术语本身的分析，目的在于揭示它是否有可能在前面怀疑论的前提下重新表达定在概念。首先，界限概念看起来似乎只是意味着“它者的不存在”，因为自我关联的某物利用它来排斥它者。然而，在这样的简单否定关系中，某物同样是它自身它者的它者。所以，界限也是对作为某物的这个它者的排斥。简言之，无论某物还是它的它者都为界限所否定。又由于在简单否定关系中，关系中的它者同样是另外一个某物。所以黑格尔说：界限不只是它者的不存在也是某物本身的不存在。在这个命题中，界限概念本质上是由简单的外在否定关系本身构成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界限概念的引入是为了综合前面所述的在自我关联的否定中自我同一性与自我差异性这两个对立要素。显然，在这个统一中的否定关系本身不再是单纯的外在性否定。在这个统一中的否定事实上是对于它性或否定的排除。正是通过这样的否定或界限概念某物才存在。因此，黑格尔说：某物是通过界限为其所是，并且在界限中具有其性质（GW 21:114）。而且，他还把这个对于它者的排除解释为某物的自我同一与它者之它者之间关系的显现。

无论如何，界限概念现在既被界定为某物的不存在也被界定为其存在（或它者的不存在）。这样，黑格尔说：“界限是这样一个中介，通过它某物和它者中的每一个既存在也不存在。”（GW 21:114）因此，某物在界限中既存在也不存在。界限既可以规定某物的定在也可以是它的非定在。很明显，界限的这两个特征相互对立。但是，仔细分析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区别最终是不可能的。

可以肯定的是，两者之间这种不可分离的关系最终导致的是新的怀疑论均势攻击的可能。根据黑格尔的论述，因为界限是对于某物定在的否定，某物就仅仅存在于界限之外。这样，某物就退化成了定在一般。与此同时，被分离的非定在通过否定的自我关联也是某物。因此这个某物的非定在也同样作为某物而外在于界限。这样，无论某物还是它者都是不受限制的。作为不受限制的事物，两者或者仅仅是某物，或者是它者一般。换言之，界限概念无法区分某物与它者。与此同时，界限概念也构成了确定性本身。通过这个确定性，某物与它者处于相互否定的外在关系中。在这个意义上，界限概念同时又是对于某物的界定和对于它者的排除。从黑格尔的否定理论角度来看，界限概念的这两个界定的不可区分性就依赖于自我关联的否定中自我同一关系和自我否定关系两个环节的同一。简言之，某物一方面仅在其界限中具有自己的定在；另一方面，它在自己的界限中也是一个“不定”（Unruhe）。而且，界限的这两个特征无法彼此区分。基于这个怀疑论证明，黑格尔以悖论的方式嘲讽道：界限就是某物与它者“共同的差别性”（GW 21:115）。界限概念的这个自我矛盾导致了定在概念作为定义项的合法性被摧毁。

界限概念中所包含的怀疑论证明把逻辑学演绎导向了一个新的逻辑阶段。像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黑格尔首先借助一个新的逻辑术语来吸纳和表达这个怀疑论证明的结果。他指出：“某物的界限被设定为是与其自身相矛盾的，带着这样的内在界限的某物由此被引导和推动超出自身；这样的某物就是有限者（Endliche）。”（GW 21:116）在德文表达中，有限者（Endliche）这个术语很容易被理解为一个构成事物本质的不存在。换言之，有限物的自我关联是否定性的自我关联。有限者的同一性就是对于自己的否定。因此，有限者这个新逻辑术语的描述项中吸纳了上述怀疑论结论——界限对于某物的内在性。

3．有限性

在黑格尔《逻辑学》的“定在概念”这一章中，对于它者概念的分析使得整个逻辑概念演绎的基础落在了自我关联的否定理论基础之上。在有限性这个概念领域中，定在概念首先通过确定化与构造性概念之间的区分来获得可能的界定。然而，随后的怀疑论均势攻击使得这两个原本相互对立的概念无法区分开来。界限概念在此怀疑论证明的基础上对定在概念进行确定的又一次逻辑尝试。由于界限概念吸纳了前面的怀疑论结论，最初它看似可以免疫于前面的怀疑论的攻击。然而，上一节中逻辑演绎的进程证明，界限概念同样是自我矛盾的。界限概念的两个可能界定虽然彼此对立但却不可分离，因而无法构成定在概念的确定形式。界限概念中被发展的怀疑论证明首先被吸纳在有限者这个概念之中。只要我们试图通过有限者概念来确定定在概念，有限者概念就必须满足定义项所要求的最低形式条件——可确定性，或至少可与其对立概念相区别。

首先，有限性这个逻辑概念是以界限概念中所建立的怀疑论论证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它必须包含某物与其内在界限的综合统一体。因为这两个构成要素的同一关系，某物的断定存在就不再与其消亡的特征相区别。两者之间的综合统一可以导致这样一个令人忧伤的表述：某事物出生的时刻就是它死亡的时刻（GW 21:116）。因此，正是否定的必然性构成了有限者的本性。

第二，正是基于自我关联的它者，前面的怀疑论结论才从界限概念中被推导出来。如果有限性概念可以超越界限概念，那么它就需要被确定。在这个意义上，有限性概念就退回到与存在的抽象对立中，就像在虚无和消逝概念阶段中的情况一样。由于有限性概念的直接性，有限事物拒绝在任何意义上成为肯定的。因此，它注定要走向消亡。黑格尔得出结论：“有限事物的使命就只是它们的终结。”（GW 21:117）通过对于“终结”的强调，黑格尔指出消亡构成了有限事物的本质。有限性概念看起来似乎是恒定在自身中的否定，并因此与肯定极端对立。在这个意义上，有限性概念可以与作为［现存的］确定存在的定在概念区分开来。如果这个区分是可能的，定在概念还是可以被确定下来。但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朝向消亡的使命并不能真正地界定有限性这个概念，也不能使之与定在概念区分开来。

黑格尔试图通过怀疑论来揭示上述关于有限性概念初步界定的虚假性。他批评说有限性概念是基于知性的固执。知性使不存在成为事物的一个绝对确定。以这样方式，事物的有限性可以与它们的肯定性相分离。然而，这个不存在本身通过知性的绝对分离成为永恒。在关于有限性概念最初和独断的界定中，作为否定的有限者与作为肯定的无限者处于永恒的分离关系当中。这样，有限事物的暂时性就被当成了最终的结论。然而，事实上这个暂时性本身根本不可以被当做最终结论，而是必须保持暂时性的本质。这就意味着知性对于有限性概念的界定会导致这样一个怀疑论结论：作为暂时性的有限性由此成了绝对的和永恒的，因而不再有限。

我们已经证明，有限性这个新的术语是为了让定在概念重新获得确定的可能性。根据上述的怀疑论证明，直接的有限性很难与其对立概念区分开来。这样，它就根本不可能与作为肯定存在的定在概念区分开来。以此为基础，这个怀疑论结论促使逻辑进程修正有限性概念，以便更好地与定在概念相区分，并由此使后者确定。像前面的任何一次逻辑演绎一样，这个逻辑修正必须吸纳这里的怀疑论证结果。黑格尔因此说：“消逝，这个虚无，不是最后的确定，而是其本身必须停止存在。”（GW 21:118）

这个怀疑论结论指出，直接的有限性根本无法与无限的肯定性相区分。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我们必须反思这个肯定者的准确含义。根据黑格尔，自从对于它者概念的逻辑演绎之后，某物的存在就不再是简单的肯定断定。在构造性这个逻辑环节之后，某物的存在被进一步发展为自持存在，它来自自我关联的它者。如果这个命题是可以接受的，有限性概念又如何可以被界定为直接的有限性呢？这个有限性概念又怎么可以包含简单的存在断定呢？

事实上，有限性概念是界限概念丧失确定性的直接逻辑结果。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看到界限概念试图吸纳确定化与构造性之间的直接同一性。因为这个直接性，作为自我关联否定中的自我之它者的构成性概念无法在界限中被真正考虑。我们已经看到，界限概念既可以是某物的不定在也可以是它的定在。这两个彼此对立的界定无法彼此分离。它们的直接同一关系首先导致了直接的有限性——朝向消亡的使命。这个有限性概念所遭遇的怀疑论挑战要求我们进一步考查确定化、构造性以及界限等概念中的否定结构本身。毫不奇怪，黑格尔对有限性概念的修正开始于对前面逻辑进程的综述。以这样的方式，直接有限性与肯定者可以被修正为作为自在存在（Insichsein）的有限性概念的两个构成要素。与此同时，这个有限性概念吸纳了直接有限性与无限肯定性之间的怀疑论悖论，因而可以与界限概念区分开来。

根据前面的分析，确定化与构造性两个概念只有通过外在反思的视角才可以被区分开来。事实上，构成某物自持性质的确定化不得不包含为它存在。一方面，与简单确定性不同，确定化本质上是需要被具体化的肯定本性。这个具体化只有通过某物存在之同一与其偶然的确定特征之间的否定关系才可以完成。另一方面，当构造性与确定化分离时，它就不再处于与某物同一存在的简单否定关系之中。通过这个分离，作为为它存在的构造性变成了被分离的它者，以及导致某物同一体的自我关联的它者。这个确定化与构造性之间的同一关系导致了界限概念。在黑格尔看来，通过界限的简单统一体，确定化和构造性概念被进一步修正为界限的两个对立特征：某物的定在和某物的非定在。然而，构造性中的它性不仅是对于某物的简单外在否定，而是构成它者的自我同一关系中的必要环节。而这个自我同一最终设定的是某物的同一存在。黑格尔因此说：“某物与自身的同一是其朝向自身的关联，是作为自在的确定化与内在于某物的界限之间的关联，是一个于其中内在界限被否定的关联。”（GW 21:119）因此，某物的直接自我同一是依赖自我关联的它者或自我的它者而被建立的。尽管自我的它者与自我同一彼此对立，但它们却不可以被分离。

以这样的方式，界限概念中彼此矛盾的界定可以被综合在有限者这个概念统一体中。我们已经看到自我关联的它者包含下面三个环节：在自身中的它者、自己的它者以及它者之它者。这里，某物的自在存在要依赖自我关联的它者而被构成。它者的自我关联也是否定自身的关联，因为它者的否定特征要求“否定……”的关系结构。尽管在自我否定中作为它者同一体的某物被卷入到一个简单的外在否定中，这个否定关系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对于某物的一个外在限制。事实上，这个简单的外在否定关系同时也是构成它者的自我关系的环节。在自我关联的否定理论中，自我否定关系同时也是否定之否定，也即对于否定关系的消解。某物的同一存在要在它自身的它者之中获得自身。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内在的否定就被设定在某物的自在存在之中。因此，它就不再是对于同一某物的简单外在界限而是成为某物自身的局限（Schrank）。与此同时，这个返回某物自身的同一体也处于自我的它者这样一个简单否定关系中。所以，黑格尔说：“作为与其界限以及作为局限的自身进行否定关联的这个自持存在是应该（Sollen）。”（GW 21:120）

尽管局限属于某物的自在存在，它对某物的自持存在构成了否定。另一方面，某物的自持存在尽管与局限的关联是自我关联，但是它同样受到后者的否定。显然，局限概念与应该概念之间的区分依赖于自我否定关系与导致自我同一的否定之否定关系之间的分别。依靠局限与应该概念之间的分别，有限性概念似乎可以被界定下来，并与作为同一某物的定在概念分别开来。如果这个分别是可能的，那么定在概念作为定义项的合法性就得到了证明。

但是，黑格尔运用怀疑论策略指出，应该概念同样不可能与局限概念相分离。一方面，就其本性而言，应该这个概念被界定为某物的自持存在与作为限制/局限的自身之间的否定关联。因此，这个否定关系就构成了应该概念所指涉的某物的同一存在。换言之，应该概念本质上在自身中就蕴涵着局限概念。与此同时，局限同样是对于同一的否定，因而要从应该中分离出去。毕竟，应该概念是对作为自持存在的某物的肯定确定。由此，黑格尔说：“应该存在者”存在，同时又是不存在者。如果它已经存在了，我们就无法说它应该（要）存在。以这样的方式，黑格尔试图撕开应该概念所包含的自我同一关系的封闭领域。但是，这样的语言分析不能替代逻辑论证，我们必须寻求这里悖论关系的逻辑证明基础。

黑格尔认为，某物概念可以被设定为应该，仅当构成它的自持存在的同时是不存在。这个悖论关系可以通过构成某物自在存在的否定之否定关系来建立。我们知道否定之否定既是对否定关系的消除，也是对自我的否定。因此，作为自在存在的否定活动同时与自身处于简单的否定关系中，并把自身当做它者。由于这个简单的否定关系，作为否定自在存在的它者就是一个外在界限。又因为这个界限是通过否定活动的自我关系而被设定，它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外在否定，而是属于某物的（自我）局限。与此同时，某物作为否定活动在自身的局限中返回到自身的同一体。否定活动本身的同一既是应该又是局限。所以，应该这个概念无法与局限概念区分开来。我们可以说应该与局限属于同一个自我关联的否定活动。

至此，黑格尔已经证明了局限与应该之间的不可区分性。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与另一个综合成为自在存在的统一体。这样，黑格尔说：“无论应该还是局限，两者是有限者的（构成）环节，并且因此本身是有限的。”（GW 21:120）换言之，有限性概念不可能借助局限与应该的区分来获得界定。而且，由于这两者之间的同一，有限性概念的丧失同时导致了定在概念的再次丧失。这个怀疑论的结论规定着规定下一步可能的逻辑演绎进程。

有限性这个概念领域的最后一步证明被命名为“从有限者向无限者的转移”。人们可以根据上面的逻辑论证证明应该与局限这两个概念彼此不可区分。这个怀疑论结论会导致有限者这个统一体的自我摧毁。由此，逻辑进程要从有限者向无限者发展。黑格尔对无限性概念的引入开始于对有限性复杂结构的概括。我们已经看到应该概念与限制概念的同一导致的是自在存在。但是，这两个不可区分的概念同样相互对立。由于这样的逻辑悖论，有限性概念再次挑战了作为某物的定在概念的确定性及其作为定义项的合法性。这样，超越有限性概念的逻辑演绎就变得十分必要，因为至此我们还没有成功获得关于作为绝对者的理性的确定性定义。

在进入下一个逻辑阶段之前，人们或许会问这里的逻辑进程是否将仍然停留在定在这个概念领域中。难道定在概念中的否定要素不是已经在有限性概念中被穷尽了吗？黑格尔自己认为有限性概念是被推到极致的性质性否定（GW 21:117）。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看有限性这个概念阶段的逻辑任务。在进入有限性概念阶段之初，我们就已经指出，如果作为某物的定在概念具有逻辑合法性的话，它就必须与它者概念区分开来。因此，有限性的整个逻辑阶段都是对它者概念的充分发展。在这个发展中，我们不断地看到自足它者概念的诸多形式都无法与定在概念区分开来。而这些怀疑论的理论资源依赖自我关联否定的复杂理论。当否定的资源被穷尽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者概念所提供的怀疑论可能被穷尽了。因此，必须在它者概念带来的悖论基础上重新界定定在概念。

我们已经证明，应该与局限这两个对立概念不可区分。正是否定本身构成了有限性的本质。然而，这里所谓的否定不再是简单的外在否定关系，而是依赖否定之否定的自我关联。这样，有限者就在自我否定中回到自身同一体之中。这个由否定之否定的复杂活动设定的自我同一体仍然是一个直接性的肯定存在，因为它是对否定关系的消解。因此，自足的它者概念最终导致的逻辑结果是消解否定关系本身的某物同一体。只是这个同一体不再是被独断式地断定，而是通过复杂的否定性活动被设定。尽管如此，作为对否定关系的消解，这个简单同一体与有限性概念就处于简单的对立关系中。因此，黑格尔首先把有限性概念中包含的怀疑论结果表述为无限（Unendliche）。

看似悖论的是，否定的自我关联最终会导致简单的同一存在。在笔者看来，这个悖论是由逻辑发展的最初任务所导致的。我们已经知道，黑格尔的逻辑学从一开始就不断尝试定义作为绝对的理性。对于这个任务本身的修正要等到对象逻辑的终结处才可以完成。定义活动的最低形式条件是具有一个明确的定义项，并至少可以与对立的概念相区分。在这个意义上，应该与局限概念的同一将成为重新界定定在概念的基础。作为它们同一结果的直接继承者，作为绝对者定义项的新形式必须与有限性概念相区别。尽管无限者概念是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它同样是对于否定本身以及有限性概念的排除。受定义活动的约束，无限者概念不得不被强调为是对于有限性概念的简单否定。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无限者概念才可以是确定的，并构成新的关于绝对者理性的定义。基于这个理由，无限者概念仍然停留在定在概念的逻辑阶段中。

第四节　无限性

经过一系列的逻辑演绎和概念修正，定在概念现在通过无限性概念被重新定义。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逻辑学》的任务首先被假定为定义作为绝对者的理性。通过《逻辑学》第一章存在概念的发展，定义项已经被修正为定在概念。只要作为被定义项的绝对者被理解为人的理性，它就至少可以通过一个肯定方式被确定。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用定在概念表述绝对者的做法并非彻底荒谬。当逻辑进程发展到无限性这个概念阶段时，黑格尔立即宣称：在其简单概念形式中无限者可以被视为是关于绝对者的一个新的定义（GW 21:124）。

前面三节的论证分析展示了所有导向无限性概念的逻辑发展进程。在定在本身这个概念阶段，定在概念从定在一般最终被修正到某物概念。某物概念中包含着实在性与缺乏性的综合统一。然而，某物概念作为［现存的］确定存在无法与它者一般概念相区分，从而丧失了定义理性的可能。通过对它者概念的主题化，某物概念所引发的怀疑论进一步发展成为某物和它者的彻底不可区分。这个发展了的怀疑论导致了对定在概念的进一步逻辑修正。由于自持环节与为它环节不可分离，定在概念再次被发展，并通过确定化这个概念来定义。与简单的性质概念不同，确定化概念意味着作为自持存在的某物的肯定确定性。它总是需要某物的具体特征来使它本身被具体化。然而，这个确定化概念无法与作为某物和它者否定关系本身的构造性概念相区分。这个逻辑论证中的怀疑论促使逻辑进程发展到界限概念。界限概念本性是指某物的定在，然而，它同样意味着某物的不定在。这个新的怀疑论论证导致黑格尔的逻辑进程发展到有限性概念阶段。在上一节中，我们看到有限性概念同样是自我摧毁的。正是由于有限性概念中局限与应该两个对立要素不可区分，关于定在概念的逻辑研究被推进到无限性这个概念领域阶段。

黑格尔承认，在有限性概念的整个阶段中对于作为绝对者的理性的定义探索是失败的。对于他而言，这些尝试失败的理由在于，有限性概念领域中的各种概念形式只能作为确定性，并因此是有限者一般。这样，他就把简单形式中的无限者概念当做构成理性定义的最恰当概念，因为这个无限者是对有限者的否定。黑格尔这里的命题在笔者看来十分含混。首先，定义的最低的形式条件是要具有明确的定义项。在有限性概念阶段中，各种形式的概念如何可以因为确定性而遭到质疑？第二，黑格尔自己声称对无限者的确定是对有限者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无限者并不是一个彻底超越确定性的概念。如果是这样，无限者与有限者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如果更仔细地审视黑格尔的命题，我们会看到他试图否认确定性可以用来定义作为绝对者的理性。他的命题只是要重新捡起这样一个论证结果，即定在概念的界定不能只依靠抽象否定来构成。正是对自我关联的否定把逻辑进程推进到无限性这个概念阶段。关于上面的第二个问题，我们暂时还无法回答，因为它需要无限性概念阶段逻辑演绎的进一步发展。然而，黑格尔提醒我们，最为重要的是区分假无限（schlechte Unendlichkeit）和真无限（wahrhafte Unendlichkeit）这两个概念。前者是被有限化了的无限，因为它处于和有限性概念的简单否定关系中。我们将看到，只有到肯定无限这个概念环节的终点，真无限概念才可以建立起来。在此，我们可以预期真无限概念的功能在于揭示这样一个怀疑论结果——肯定无限最终不能构成作为绝对者的理性的定义。否则的话无限概念之后的逻辑演绎就变得多余了。下文将具体分析真无限概念中包含的怀疑论。这里我们只需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黑格尔的自我反思并没有远离我们所进行的论证分析。

黑格尔在讨论局限和应该这两个概念时利用了否定之否定的复杂结构。我们知道自我关联的它者包含以下三个要素：在自身中的它者、自我的它者和它者之它者。正是在它者之它者这个环节中某物的同一体得以被重建。毫无疑问，这个同一体是自在存在，因为它来自于自我关联的它者。我们可以确定，这个自在存在的同一体中排除了它性。局限与应该不可区分的怀疑论论证本质上依赖自我否定所包含的悖论结构：自我关联的否定关系同时是否定之否定或自我同一关系。无限性概念就是要把握局限与应该这两个对立概念之间的统一关系。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期待自我关联的它者在这里把其内部的复杂结构发展到极致。无限这个概念统一体中将综合自我的它者与它者之它者这两个要素。与此同时，无限者必然要超越有限的概念领域，因为有限性概念的本质仅仅在于否定之中。

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概念演绎始终被怀疑论—辩证要素所推动。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怀疑论活动内在地监控并引导关于绝对者定义的研究。人们当然有理由怀疑定义绝对者这个任务是否可以充分地解释黑格尔逻辑学的意义。我们已经多次承认这个被假设的定义任务并不是逻辑学的全部含义所在。尽管如此，在现在这样的初步演绎阶段，逻辑学的任务仍然被限制在对绝对者进行定义的任务之中。毫不奇怪，黑格尔会用自己的对象逻辑部分替代传统的形而上学，因为这些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无一例外地会遭受怀疑论的挑战并丧失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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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限者一般

无限者这个概念是从有限性概念阶段推导出的直接结果。首先，无限者概念的含义由逻辑进程中的意义转移所规定。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看到，无法区分局限与应该这两个在有限性概念中对立的确定内容。于是，无限者试图成为一个可以把握局限与应该概念同一性的新的概念。有限性概念中的怀疑论论证依赖自我关联的否定这样一个复杂理论。因此，无限者这个新概念就需要把自我关联的它者综合成一个统一体。

自我关联的否定包含着在自身中的否定、自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这三个构成要素。作为其整体结果的肯定性自我同一体是对否定性本身的彻底摒除。局限与应该之间的不可区分依赖于自我否定与否定之否定相互同一的悖论结构。无限者这个新概念不仅要包含两者之间的差异关系，而且要包含它们的同一关系。因此，黑格尔在无限者一般这个概念演绎的开始之处说：“无限者是否定之否定，是肯定者，是从被限制性中构造出来的存在。”（GW 21:125）很显然，这里所谓的存在概念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复杂活动而被设定的肯定存在。

因此，这里的存在概念不能等同于逻辑演绎之初的纯粹存在概念。纯粹存在作为不确定的直接性早已被超越了。对于黑格尔而言，无限者的存在是“从局限中提升出来的”。尽管无限者是一个直接性的同一体，它却在自我关联的否定中并通过该关联而被构成。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这个直接性不再是简单的肯定，而是被反思的直接性。只要被反思的直接性与抽象的直接性有别，黑格尔就可以合法地说：“无限者是存在。”（GW 21:125）这是对于无限者的第一个定义。不可否定的是，存在这个简单术语通过其直接同一性遮蔽了很多逻辑环节。这种遮蔽具有逻辑演绎的必然性，因为这里的无限者，首先是前面有限性概念中怀疑论结论的吸纳者和对于有限性概念的否定者。

作为绝对者理性新定义的无限者概念，它必须区别于前面的有限性概念，否则它将陷入原来的怀疑论结果当中。一方面，无限者与有限性之间的差别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分离，因为无限者的直接性是有限性概念的演绎结果。另一方面，两者之间的差别也不意味着我们的理性从有限性提升到了无限者。在黑格尔看来，所有其他关于无限者概念的理论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超越自身、否定自身并产生无限，这些是有限者的本性。前面的怀疑论证明已经明确反对有限性与无限者之间的抽象对立。只要它们彼此分离，有限者的消逝本性就不再可能消逝。这样的话，有限者的直接性就变成了绝对的和永恒的。同样的悖论可在任何对于无限与有限进行对立区分的理论中找到。所以，黑格尔认为有限性既不分离于也不低于无限者。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略这个事实，即有限性把自己提升为无限者，并由此异于后者。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区分有限性和无限者，但却不能孤立二者。为此，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有限性概念中逻辑演绎的最后阶段，因为无限者概念是这个论证的直接结果。我们已经看到某物的自在存在要通过自我否定来构成。作为否定的自我关联，某物的同一必然需要一个自我否定的构造环节，因而包含着简单的否定关系。但是这个简单的否定关系本质上是否定的自我关联。因此，这个对于同一存在的否定就成了局限要素，并被包含在构成某物同一存在的应该当中。另一方面，自我否定同时也是否定之否定，也即对于否定关系本身的消除。对于局限这个差异要素的否定就成了自我超越和应该。正是由此，自我否定才可能导致一个肯定的同一体。这个对于否定关系的消除就构成了从有限性向无限者的过渡。因此，黑格尔说：“有限者就是这样的事物，通过自己的本性自己转变成为无限者。”（GW 21:125）无限者就是自在的有限者所是的“肯定确定化”。

自我否定通过否定之否定导致肯定的同一体，因此排除了否定性或它性。在有限性概念领域中，定在概念试图通过对于它者概念的充分发展来获得自身的确定性。在有限性概念演绎的终点出现的怀疑论造成了无限者的出现。这个无限者既包含自我否定也包含否定之否定。只要无限者概念包含着后者这个要素，有限性就消失在无限者这个综合统一体中。同时，正是对于它性本身的消解奠定了无限者概念直接性的基础，并使其构成了关于定在概念的新的可能定义。基于这个对否定关系的消除，无限者概念可以与有限性概念区分开来。

然而，在无限者一般这个概念初始阶段，无限者概念的直接性仍然十分模糊。我们还不知道如何界定这个无限者，因为无限者一般概念还只是有限者的肯定确定。作为一个新的定义项，无限者概念至少可以与有限性概念区分开来。当然，这个区分已经蕴涵在从有限性向无限者的意义转移中。毕竟，无限者的存在是有限性的消失。然而，仅仅把无限者界定为直接性存在还远远不足以把这个概念区分出来。

2．有限者与无限者的交互确定

无限者是被反思的直接性，它既是被设定的确定断定又是有限性的消失。因为无限者被视为是关于绝对者的新的定义，所以它必须要与对立的有限性概念相区别。这个区分就包含在无限者的直接性存在含义中。黑格尔因此说：“在这个直接性中，无限同时是对它者、是对有限的否定。”（GW 21:126）

然而，这个界定并不能真正地把无限者概念与对立的有限者概念分别开来。首先，在这个界定中的无限者是存在要素与它者不存在要素的统一体。经过这样定义的无限者概念就退回到已经被超越的作为［现存的］确定存在的定在概念阶段。第二，作为定在新的逻辑形式的无限概念来自于对简单确定肯定性的扬弃。这个扬弃既包含自在存在也包含其不存在。这样，无限者概念就等同于带有界限的某物。第三，这样被界定的无限者概念与有限者概念处于性质性的否定关系中。在这样的外在关系中，无论无限者还是有限者都可以被视为某物。因此，这里的无限者概念就不是对有限者概念的否定，而是重新激活了后者的存在。基于以上理由，无限者概念不可能通过与有限者概念的简单否定关系得到区分。

然而，只要无限者概念与有限者概念相区别，它就不得不与后者处于简单的否定关系中。而否定必然以简单的否定关系作为其本质结构。为了避免这里的悖论，我们不应该把简单否定关系中的两个关联项限于两个简单的差异事物。黑格尔认为，有限者是被设定为局限的限制。这意味着有限者是这样的一个定在，它要转向自持存在并变成无限者。相反，作为对有限者的否定，无限者是前者的自在和应该。这个应该是基于否定之否定的自我关联的肯定存在。出于这个理由，否定本身彻底从无限者的肯定存在中消失了。无限者的自在存在因此与有限者对立并被确定为肯定的，而这个肯定性实际上由否定之否定构成。排除否定本身的无限者是一个性质性的自我同一——存在。这样，无限者就成了与有限者相对立的概念。在这个简单否定中，无限者的否定性本质只是被当做一个抽象的、肯定的存在者。

即使经过上述关于有限者和无限者概念的发展，这两个对立的概念仍然无法彼此区分开来。首先，有限者与无限者仍然构成了一个简单的否定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有限者作为对立者同时仍然是［现存的］确定存在。第二，在简单否定关系中的无限者，只意味着“非有限”，即“通过否定来规定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无限者概念超出了断定确定性的领域，成为一个根本无法被确定的“不确定的虚空”。基于这样两种可能，无限者概念无法通过简单的否定关系来与有限者概念相区分。

经过这些对于无限者概念加以界定的失败，黑格尔得出结论：这里的无限概念只是假无限，因为它与作为它者的有限处于简单的对立关系中（GW 21:127）。在它们的简单否定关系中，有限者始终是与无限者对立的一个确定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无限者概念就根本不可能是对于有限者的否定。进一步而言，在简单否定关系中的每一个关联项或者可以被确定为一个确定存在，或者为一个它者。这里的无限者只是一个它者和对有限者的界限，而这个界限同样也会限制无限者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假无限概念就等同于一个“有限化的无限”。这个怀疑论证明质疑了对无限者概念的初步定义——无限者只是对于有限者的否定。

为了彻底解构这个关于无限者的定义，我们必须把怀疑论发展到充分的阶段。作为对绝对者的一个新的定义，无限者概念要包含局限与应该的同一和差异关系。无限者的存在由否定之否定或否定的自我同一性构成。在上一部分中，我们已经看到有限者本性上是要超越自己进入无限者的。而这个无限者同时也是有限者的不存在。有限者的自在存在通过导致肯定同一性的否定之否定而构成。毫无疑问，无限者就是有限者的肯定性存在。然而，有限者同时也被其自身向肯定者的转移所否定。出于这个原因，无限者概念在这里仅仅被界定为对于有限者概念的否定。这个否定构成了一个外在关系，于其中作为被否定的有限者仍然停留在某物的概念层面。这样，无限者和有限者就被分别置于两个不同的领域——有限者是在此世的定在，而无限者则是遥不可及的彼岸。

由于无限者与有限者通过简单否定关系彼此关联，这个否定就成了一个界限，由此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与另一个相对立。在简单否定中，无论无限者还是有限者都可以被视为它者。作为界限的否定构成了它们各自的自持存在。因为这里的否定仍然是简单的，无限者和有限者两者仍然是有限的。因此，有限者与无限者就无法区分开来。

然而，无论无限者还是有限者都是一个肯定存在。它们各自与自我关联并因此否定它们的界限。无限者这个界限因此被设定为外在于有限者本身的对立它者。有限者以无限者为其不存在，反之亦然。被孤立出来的有限者是自我关联的否定，它必然导致作为无限者的肯定存在。假无限在这里被把握为对于自我关联的肯定的抽象中，并因此排除了有限者概念。我们已经指出，无限者是通过否定之否定得到的肯定存在。这个作为单纯性存在的肯定存在也把否定之否定转化为一个简单否定，并因此取消了否定本身。这个简单否定构成了无限者的不存在和界限，并从后者的自持存在中被排除。出于这个原因，有限者与无限者两个概念彼此无法区分。但是，它们的这个本质的同一性关系被这样的事实所遮蔽：肯定者同时是对否定之否定的排除，尽管这两者彼此相同。

在当下这个阶段，我们仍需要把无限者概念与有限者概念区分开来，以便无限者可以构成绝对者的一个新的定义。根据上面的论证，或者无限者和有限者都是有限的，因为它们处于简单的否定关系中。或者它们中的每一个都立即进入对立的一方，因而彻底地失去了自己的确定性。这个直接的转移被称为“有限与无限的交互确定”。根据黑格尔，有限者首先转移到无限者中。这个无限者看上去像是一个超越有限的虚空。并且其中无限者和有限者都可以被视为是自我关联的存在。但是，作为肯定者的无限来自于否定之否定。它把这个作为条件的自我关联的否定设定到有限当中。这个简单否定关系为无限者设定了一个界限。这使得无限者仅仅成为一个超越有限的虚空。当无限者具有界限的时候，它本身就变成了有限者。因为有限者是肯定的自我关联，它在无限者中具有自己的界限或不存在。这个无限者与有限者之间的变异进程可以被无穷地延续。另外，从这个进程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无限者与有限者不可能被分开，因为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在与对方的关系中才有意义。所以，黑格尔说：“每一个都是自己与对方的统一，因此其确定性既不是自己所是，也不是对方所是。”（GW 21:129）

可以证明无限者与有限者不可能彻底分离。这个怀疑论结论将导致对于无限性概念的修正。但是黑格尔进一步说，上述的转移只是有限者与无限者统一的“表现”。我们可以确定无限性概念的新的界定必须以这里的怀疑论结论为条件。因此，无限者与有限者的不可分离关系就要被吸纳到新的无限性概念的逻辑形式中。与此同时，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可以首先从无限性的新的形式中被重构出来。

进一步而言，这个无限性概念的新形式必须与前面的假无限概念有所区别，因为后者无法与有限者概念相别。当上述的变异进程无穷拓展时，其中的无限者始终是抽象的超越者。这个超越者本身却永远无法被超越。这个超越者的抽象性依赖于有限者与无限者之间的简单分离。只要这个分离由简单否定关系构成，其中的无限者就是被限制的，因而像有限者一样是有限性的。实际上，这个无限者概念是从否定之否定中得到的肯定存在者。这个肯定性把无限者概念设定在与有限者的简单否定关系中。这样，无限者同样变成了有限的。对于黑格尔而言，只要无限者仅仅是作为有限者的外在否定，它就始终是假无限。无论假无限者还是有限者都始终是有限性的。无限性概念的新的形式必须既包含无限者与有限者的统一，也包含它们的差别。由此，它也将与上述无穷变异的进程相区别，后者本质上是关于作为有限者之否定的无限者概念的怀疑论。

在前面一部分中，无限者概念被视为意味着反思直接性的存在。这个模糊概念首先被确定为作为有限者之否定的无限者的存在。在这一部分中，我们看到这样被确定的无限者概念无法与有限者概念相区别，因而是假无限。因为无限者概念试图成为关于绝对者的新的定义，我们必须再次修正这个概念以便把它与有限者概念分别开来。基于上述假无限概念中的怀疑论结论，无限者将被修正为肯定无限（affirmative Unendlichkeit）这个概念形式。

3．作为扭曲真无限概念的肯定无限

在《逻辑学》中，正是对于绝对者进行定义的任务首先规定着逻辑学中哲学思考活动的本性。在无限性概念阶段中，黑格尔逻辑发展的任务始终是要寻求对于绝对者定义的可能。只要绝对者可以被人类的理性所把握，它就不可能是神秘的超越，而必须具有某种可能的确定形式。出于这个理由，黑格尔可以在包含确定性的定在概念领域合法地寻求对于绝对者表达和定义的可能。在迄今为止的逻辑发展中，我们已经看到一系列对于定在概念进行区分的失败。所有对于定在概念的界定都缺乏一个定义项所必需的确定性形式条件。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这样的概念缺陷总是通过怀疑论—辩证论证环节来被监控和发现的。

在有限性概念阶段之后，无限性概念成了关于绝对者的新的定义。然而，作为其最初形式的无限者一般概念却十分模糊，因为它既是有限者概念的直接结果又是对后者的否弃。黑格尔自己僭越了这个逻辑概念阶段，并宣称精神以无限的名义进入到自我关系和自由之中（GW 21:125）。他的过度评估正是基于无限者一般概念最初的模糊含义：由反思的直接性构成的存在。因为这个存在概念要素包含了局限和应该的直接统一体，它不可能真正地解释两者之间的差别。出于这个理由，无限者一般概念还不是无限性概念的充分形式，即使它已经是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被建立起来的。因为无限性概念的这个最初形式是模糊的，它必须被进一步确定以便构成绝对者定义的定义项。这个确定是通过无限者与有限者概念之间的区分来进行的。我们已经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分意味着一个简单否定关系或截然分离。在这样的外在否定关系中，无限者概念或者降级为一个有限存在，等同于某物一般或带有界限的某物；无限者或者是超越有限者的虚空，成为自我关联的肯定者。对于黑格尔而言，这个被孤立出来的无限者实际是通过否定之否定来被设定的。然而，这个建构活动的结果消除了本应包含于否定之否定中的活动本身。作为一个虚空，无限者概念被置于一个简单的否定关系，其中有限者作为它的对立者保持着实在性和独立性。这个有限者的独立存在使得无限者本身成了有限，因为它受到前者的否定。所以，作为有限者之否定的无限者只能是假无限。

据此，最初的无限性概念根本无法被确定。为了进一步通过无限性概念定义绝对者，我们必须把它修正为肯定无限。假无限概念所带来的怀疑论结论构成了这个逻辑演绎的基础。具体而言，这个肯定无限的概念要把假无限和有限者的同一吸纳进来。与此同时，这两个概念同样可以保持它们的对立特征。所以，肯定无限概念是假无限与有限者的综合统一。黑格尔对于确定无限概念的逻辑演绎开始于重述无限者与有限者循环转变进程中的怀疑论证明。在他看来，这个变化进程外在地表达了无限者与有限者的真理（GW 21:131）。很明显，在这个进程中无限者与有限者这两个对立概念根本无法分离开来。

在获得无限性概念的新形式之前，怀疑论结论首先导致了对于前面无限者概念和有限者概念本身的修正。具体而言，无限者和有限者这两个概念都分别包含着两者之间的同一与差异。因为这样的综合统一关系，被修正的无限者概念看起来似乎已经满足了真无限概念的要求。但是黑格尔提醒我们，这个被修正的无限者概念只是对于真无限概念的扭曲形式。这意味着被修正的无限者概念和被修正的有限者概念之间仍然是彼此对立的。换言之，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新的无限性概念形式的怀疑论—辩证性挑战。

根据前面的分析，直接的无限者概念意味着对于有限者概念的简单超越。因此，它首先被确定为对于有限者的否定。相反，在这个否定关系中，有限者只能是被超越者。因为有限者在此同样具有直接性，对于有限者的否定就成了无限。在这样的简单否定关系中，无论有限者还是无限者都可以被视为是它者。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都外在于对立方，并因此相互分离。

然而，无限者与有限者之间的无穷变化进程证明了二者的不可分离。在这个进程中，两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会立即追随另一方而出现。在此，离开有限者的无限者根本不可能具有意义，反之亦然。因此，有限者概念不可能在任何关于无限者本身的定义中缺席。黑格尔说：“为了在无限中发现有限的确定作用，我们只需要意识到我们在说什么。”（GW 21:131）事实上，无限者和有限者的统一是基于自我关联否定的复杂结构，这个统一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容易被理解。然而，当下的逻辑演绎必须依赖前面的怀疑结论来修正无限性概念本身。另外，这个被修正的无限性概念只是对真无限概念的扭曲；而后者又通过自我关联的否定构成。这样，我们就可以合理地简化关于无限和有限之间统一关系的论证。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在与无限者分离关系中有限者只是否定性者。由于这个分离，有限者的否定性本身成为永恒的，而分离中的有限者变成了自足的、自我断定的以及无限的。进一步而言，在这样的分离关系中，无限者和有限者作为关联项都是自足的存在。它们分别都在另一个相对立的关联项中具有自己的界限。因此，这里的无限者概念只能是被有限化了的无限。因此，黑格尔说无限与有限的统一体依赖于二者的分离。换言之，无限与有限两个概念根本无法被区分。黑格尔得出结论：





被视为彼此关联的无限和有限——这个关联仅仅外在于它们，但也本质地属于它们，离开这个关联它们都不可能是自己所是——每一个在自己的确定中都包含另一个；就像每一个，就其本身而言，都在其自身中被考虑，把另一个包含其中作为自己的要素。（GW 21:132）





据此，无限者就被修正为有限的无限者，而有限者则被修正为无限的有限者。

借助这样的修正，有限的无限者和无限的有限者似乎可以区分开来了。在它们的区分中，两者首先都被设定为自立的和被否定的。在这样的统一体中，无限者和有限者两个概念都被转变成为构成要素。出于这个理由，有限的无限者和无限的有限者这两个概念不再受假无限中所包含的怀疑论的挑战。

然而，黑格尔宣称有限的无限者和无限的有限者只是“被贬值的有限与无限的统一”（GW 21:132）。在他看来，在这两个统一体中（有限的无限者和无限的有限者），无限概念仍然被假定是与有限概念相分离的。相反，真无限概念必须彻底地取消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分离并把两者统一起来。如果真无限概念可以被建立的话，有限的无限者和无限的有限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会再次变得可疑。这难道不是一个可能的反对无限性概念的新的怀疑论均势攻击吗？现在，我们就要展示被修正的有限与无限概念如何不能彼此区分。

新的无限性概念形式把无限和有限这两个概念综合为两个构成要素。通过与无限的有限者的区分，有限的无限者可以被视为是这个新无限性概念的可能界定。在有限的无限者中，有限作为其中的界限被包含，而无限则构成了这个统一体的自在存在。因为有限与作为自持存在的无限者绝对对立，无限的统一体事实上成为彻底的“有限化的无限”。在无限的有限者中，无限作为有限者的本质被包含，因为有限者本身只作为非自持存在而存在。这样，有限者本身就被否定而成为“无限化的有限”。很明显，在有限的无限者中，作为自持存在的无限者被有限所摧毁。相反，在无限的有限者中，作为否定性的有限包含无限并由此向对立概念转变。通过重新表达这两个统一体，黑格尔强调在有限的无限者和无限的有限者的区分中，有限和无限的差别再次丧失了。无限性概念根本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被确定。

根据黑格尔，上述怀疑论结论基于这样的事实——无限与有限概念之间的性质性区分仍然被保持着。就其本质而言，这两个概念只能作为无限性概念整体中的两个构成要素。这个无限统一体既不是把两者联系起来的简单否定关系，也不是异于它们本质的集合。相反，无限和有限本质上就不可分离。它们中的每一个在自身中都是两者的统一体。有限者在自我超越中包含了肯定的无限。无限者作为对于有限的超越同样成了有限。所以黑格尔得出结论：“有限并不像被一个外在的力量那样来被无限扬弃，而是它的无限性就是由对自己的扬弃所构成。”（GW 21:133）这显然是对前面怀疑论的一个清楚表达。以此为基础，无限和有限就被彻底地吸纳到无限性概念统一体中作为两个构成要素。这里，它们之间的区分首先是作为构成要素的区分。

在黑格尔看来，有限者的无限维度就是扬弃自身。这个扬弃并不是像在某物概念阶段那样的变异，包含的仅仅是某物与它者一般之间的直接转变关系。无论无限还是有限都不再被确定为［现存的］确定存在了。这里的无限者首先被确定为一个超越有限的虚空，并因此超越了确定性一般。有限者只是通过否定来被构成。换言之，无限被确定为“否定有限（的活动）”，而有限被确定为不存在。因此，黑格尔指出有限者的扬弃由“在否定中扬弃自我的否定构成”（GW 21:133）。无限这个要素因此被确定为“对于有限的否定性者”或“超越的虚空”。与此同时，有限要素是“对于作为自持否定性者的超越的否定”。这样，无限就是一个自我同一的否定，而有限则是对于这个自我同一否定的否定。根据黑格尔自我关联的否定理论，自我同一的否定和对于自我同一否定的否定是两个不可或缺的构造环节。这样，无限和有限似乎可以在构造要素的意义上彼此不同。

然而，对于黑格尔而言，真无限概念包含的是无限与有限的彻底同一。这意味着它们两者作为构成要素的区分也要受到质疑。为了发展这样的怀疑论，黑格尔分析了有限与无限变化的无穷进程。毕竟，在这个进程中，无限与有限是作为构成要素的。首先，无限和有限在这个进程中都被否定了，因为进程本身超越了它们两者。第二，无论无限还是有限在这样的进程中仍然作为自为的肯定存在。由此，它们仍然彼此区分。第三，两者之间的同一关系也同样被包含在这个无穷变异的进程中。两者的同一关系在进程中显现为转换（Abwechslung）。这三个要素界定着无限与有限之间的无穷转换进程。

根据黑格尔的论证，在这个进程中对于有限和无限的否定首先是简单的、分离的和连续的。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进程开始于有限向无限的超越。无限是否定有限的界限。继而，另一个有限出现并否定无限。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双重的否定还没有满足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同一关系。然而，这个进程的无限性包含的正是无限与有限之间的转换关系。无限与有限都经过双重否定后重新出现。有限通过向无限的超越开始了这个进程，而无限则又被新的界限即有限所超越。同样的双重否定进程还可以运用在无限环节上。所以，黑格尔得出结论：





无论无限还是有限都是这样一个运动，在其中它们中的每一个都通过自己的否定返回自身；它们都是与自己的媒介，而且每一个的肯定性中都包含着它的否定性，是否定之否定。（GW 21:135）





这样，无限和有限两个要素就不再如其开始时所是。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作为否定之否定这个媒介活动的结果而存在。因此，无限和有限要素不再彼此区分。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在对立要素中达到自己。

尽管如此，人们或许会通过上述进程的不同开始方式来区分无限和有限这两个要素。如果这是可接受的话，它就意味着无限和有限两者构成了作为统一体的进程的两个具体确定可能。然而，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观察这个进程，我们就会发现该进程与从哪里开始无关。无论从无限开始还是从有限开始，两者中每一个都是进程的结果。所以黑格尔说：“它们在其中被区分，但每一个同样是另一个的构成环节。”（GW 21:135）这样，我们就不可能把这个进程区分为两个彼此不同的有限和无限的统一体。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有限的无限者和无限的有限者是对于新的无限概念可能的初步确定。黑格尔已经给出了一个怀疑论攻击来反对它们两者之间的彻底分离。上述进一步发展了的怀疑论甚至否定了无限和有限作为要素进行区分的可能。这样，无限与有限的差异性就被彻底否定了。被修正的新的无限性概念也由此丧失了确定性。为了定义绝对者，黑格尔在无限概念阶段的逻辑演绎就是要把无限与有限区分开来。在无限性概念的最后证明中，这个意图被彻底地拒绝了。最终，我们无法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获得关于无限性概念的明确界定。

这个怀疑论结果必须被充分地表达以便构造新的关于绝对者的定义。在无限性概念进程中，无限和有限都被综合为构成要素。它们在进程中既相互区分、彼此否定，同时又不可分离。对于它们作为有限性要素的否定被命名为真无限。在它们的复杂统一体中，无限和有限都具有歧异性。首先，有限者是与无限者对立的构成要素。这样，有限这个概念既可以用于有限者也可以用于它的对立要素无限者。无限者首先是与有限者对立的要素因此只能是假无限。但无限概念既是对于（假）无限者也是对有限者的否定。所以黑格尔得出结论：





无限者事实上是进程，于其中它被沉淀为确定之一，即有限者的对立，并且因此成为有限者之一，继而，把这个与自身的差异提升到对于自身的肯定并通过这个媒介变成真无限。（GW 21:135-136）





这样，真无限就是这个包含有限与无限同一和差异的统一体。作为有限性的对立，真无限既否定有限者也否定无限者。在真无限中，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差别被彻底消除了。这个结果是怀疑论式的，因为它造成了无限性概念确定性的丧失。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三种区分无限和有限概念的途径。第一，无限者与有限者通过简单否定来被区分。在这种关系中，无限本身成了有限。第二，无限概念被视为是有限者的无限者，并由此区分于作为无限的有限者这个有限概念。在这个区分中，不论无限还是有限概念都被彻底地消解了。第三，无限和有限概念作为上述无穷转换进程的构成要素被区分。然而，它们实际上只是这个进程中否定之否定活动的结果。因此，它们在该进程中作为构成要素的区分也被否定了。

由于上述的一系列失败，我们不再可能把无限性概念与有限性概念区分开来。我们看到，真无限概念作为有限性的对立，既否定了有限者本身也否定了与它相别的无限者。黑格尔说，





作为返回自身的这个无限，这个自我关系，是存在——但并非不确定的抽象存在，因为它已经被设定为否定否定（的活动）；因此，它也是定在，因为它包含有否定一般以及由此而来的确定性。（GW 21:136）





这样，真无限概念通过对于有限者和无限者的否定仍然可能是确定的。人们或许会质疑在多大程度上这个否定不会使真无限重新退回到假无限当中。我们已经知道假无限概念仅仅意味着超越虚空，因为它是对于实在者有限的否定。这样，假无限只是第一个抽象的否定，以有限者作为它者。相反，真无限是指“否定否定（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对于否定本身和有限性的消除。与此同时，无限性的这个对于否定的消除仍然使用否定的关系结构，因此它在自身中具有确定性和定在。相反，假无限只有通过外在关系才有定在。

如果真无限概念包含着对于否定本身的消除，在多大程度上这个概念可以保持其为真性？黑格尔指出真无限的自我关联是通过“否定否定（的活动）”来实现的。因为否定本身就是否定之否定，这个“否定否定（的活动）”就是对于否定之否定的消除。我们知道自我关联的否定包含在自身中的否定、自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当否定被剥离了简单的外在性关系时，它可以被界定为否定的活动性本身。然而，这个否定活动必须通过否定关系来实现，这个被孤立出来的否定活动只能在与自我的关联中才具有意义。由于否定所必须的否定关系结构，这个自我关联本质上是自我否定。在这样的自我否定中，否定者本身负担着否定关系一般。但是被否定项同样是否定本身。因此，自我否定就被转型成为否定之否定；后者是否定活动在自我否定中对于否定关系的消除和自我同一性的构造。这样，否定活动同时既排除否定关系又无法离开后者。在这个意义上，真无限既可以保有自己的自我同一性，同时又在自身中包含确定性。

以这样的方式，无限概念可以彻底消除否定性或有限性而又不会退回到假无限概念中。黑格尔得出结论说：“真无限，如果一般地作为被设定为反对抽象否定的肯定的定在，就是实在性。”（GW 21:136）毫无疑问，这个实在性不同于定在一般这个概念阶段中的简单实在性。我们已经看到，简单实在性是存在与确定性的直接同一。相反，真无限的实在性则以否定之否定为中介。因此，肯定无限概念就是表达这个真无限含义的唯一概念形式。

但是，肯定无限这个概念同样是成问题的。根据黑格尔，它的缺陷已经显示在实在性这个要素之中，因为后者毕竟是属于早先的逻辑演绎阶段。由此，黑格尔试图指出真无限对于否定关系的消除简化了后者这个被消除项（GW 21:136）。在他看来，真无限概念对于否定的消除事实上是否定之否定。因此这个消除本身既是彻底排除否定关系，同时也是否定关系本身。这样，这个被消除的否定关系就被确定为观念性的。所有这些方面不可能被包含在无限者与有限者之间的简单否定关系中。这个简单否定关系会再次把真无限概念扭曲成一个抽象的否定性者和假无限。

至此，黑格尔已经通过怀疑论论证解构了对于无限性概念进行区分的所有可能方式。无限性概念被证明永远不可能是确定的。因为无限性概念要作为对于绝对者的定义，所以它的确定性的丧失正是逻辑学定义任务的失败。这个失败就像前面进程中一样，引导逻辑演绎发展到下一个概念阶段。与定在概念这一章中的逻辑发展不同，这次的逻辑运动要敞开一个新的概念领域。在这个新的逻辑阶段，作为绝对者的被定义项要被重新表达。这个对于定在概念的彻底超越根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定在概念中包含的否定资源在无限概念阶段已经被穷尽。在我们的分析中，定在概念的不同定义是通过否定概念本身可能包含的各种环节来被发展的。当这些环节被穷尽的时候，定在概念的范围也就被推到了极点。我们下面会看到，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下一个表达绝对者的逻辑概念是自为存在（Fürsichsein）。

第五节　向自为存在概念的转移

从一开始，无限性这个逻辑概念就试图构成关于绝对者的定义。这项定义任务一次次地推动着这里的逻辑进程来研究无限性概念的确定含义。我们先后看到了无限者一般、（假）无限者和肯定无限这样三个概念。在这样三个无限性概念形式中，我们始终无法把无限性概念通过与有限性概念区分而加以界定。我们看到在与有限性概念的绝对分离中，无限性概念始终面临着被有限化的危险。换言之，无限性概念根本就无法与有限性概念分离开来。正是由于这种确定性丧失，无限性概念无法满足定义活动所必需的确定性要求，从而也失去了定义绝对者的可能。

黑格尔借助怀疑论均势攻击证明来解构无限性概念。这个怀疑论的结果最终被记录在他所谓的真无限概念当中。根据上一节的分析，真无限概念通过一个有限与无限交替循环的无穷进程来被构成。另外，这个进程的概念本质上是自我的否定与否定之否定两个要素的统一。在两者的这个统一体中，无限既与作为它者的有限处于否定关系中，又通过后者回到自身。毫无疑问，这个无限概念只有在与有限的区分中才可能具有肯定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无限与有限构成了一个简单的否定关系。在简单否定中，肯定无限被有限化了，从而再次受到真无限概念所包含的怀疑论的攻击。因此，黑格尔说：观念性可以被称为无限的性质（GW 21:137）。这意味着被有限化的无限和有限本身都要被真无限概念所否定。

然而，无限与有限的上述对立只是自我的否定与否定之否定统一体中的一个结构环节。事实上，其中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同时也导致了否定关系本身的消解。真无限概念的综合统一体正是由之而来的自我同一体。作为否定有限的无限因而不是与有限的简单分离。相反，作为否定活动的无限性的同一体就是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否定关系。与此同时，在这样的自我关联的否定中，否定本身同时也被消解并由此返回到存在的同一体中。因此，这里的自我同一与否定关系尽管对立但也同一。在我们当下的逻辑任务规定中，这意味着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区别是自我解构的。所以，黑格尔说：无限本质上就是变化（Werden）和转移（Übergang）（GW 21:137）。

真无限概念所包含的正是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差异与同一。在我们当前的定义活动中，真无限概念这样的特征只能意味着其概念确定性的丧失，因而充满着怀疑论的色彩。这个怀疑论结论将被吸纳到新的关于绝对者的定义概念中。进一步而言，真无限概念中对于有限性的否定不是外在于而是同一于否定之否定。所以，肯定无限中包含的简单否定关系实际上是作为否定活动的无限的自我返回。因此，真无限概念所包含的无限与有限的统一将被表达在自为存在概念中，而不再属于定在概念阶段。上述关于无限性概念怀疑论的建立依赖的是自我的否定与否定之否定相统一的结构。在这两个要素的统一中，否定活动的自我关联不再是直接被假定的，而是从其对立环节中向自身的返回。与此同时，这个返回不是一种外在的认同，而是构成了自我同一体。在这个意义上，真无限概念所包含的无限与有限的统一关系首先借助从定在概念（Dasein）到自为存在（Fürsichsein）的语义转移获得了描述性表达。

这样，绝对者的概念就被再次修正为自为存在这个新的逻辑概念。这个新的术语敞开了下一个定义绝对着的逻辑空间。当然，黑格尔对于绝对者定义的探询不会止步于自为存在概念阶段中。我们已经通过这一章的分析表明，无论如何黑格尔逻辑性定义探询活动是通过怀疑论—辩证环节来监控和推动的。对于怀疑论结论的吸纳构成了所谓的思辨环节。思辨环节不是要彻底抛弃怀疑论，而恰恰是为先前怀疑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条件。至少在《逻辑学》对象逻辑阶段，黑格尔的哲学思考活动以这样的方式被构造，以便最终可以寻求到绝对者的可能定义。尽管这个定义活动还没有穷尽所有逻辑学哲学思考的含义，但它至少是其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

在这个由定义任务规定的逻辑学早期阶段中，真无限概念只是要表达用无限性概念定义绝对者的失败。真无限概念的这个怀疑论内容依赖的是否定之否定的复杂理论。我们已经看到否定之否定同时导致的是否定活动直接自我关联的/自发的活动性。正是由于这个自发的否定活动性，黑格尔把真无限概念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概念”。毕竟，他所谓的概念也具有同样自发活动性的自由。

注释


〔1〕
 与E.Fink和G.Schmidt相同，J.M.Lardic把真无限概念解释为在每个逻辑概念中发生作用的本质运动。在他看来，这个运动进程只有通过方法概念才能被充分地表达出来。参考：J.M.Lardic: L'Infini et sa logique: Etude sur Hegel（《无限与它的逻辑》），Paris: L'Harmattan，1995，页102ff.。在笔者看来，Lardic的解读包含着以下两个缺陷：（1）它只是假设了真无限和绝对否定性概念，而没有办法提供其有效性证明；（2）他没有办法区分概念自身关联的活动性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具体逻辑概念证明。


〔2〕
 参考：D.Henrich: “Hegels Logik der Reflexion: Neue Fassung”（“黑格尔的反思逻辑学：新版本”），于Hegel-Studien Beiheft（18）, 1978，页222 ff.。


〔3〕
 这个变化首先发生在绝对者这个逻辑环节中，继而在真理的理念中。通过这个变化，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不是普遍一致地以定义绝对者作为自己的任务。只有在反独断论的意义上，逻辑思考的行动可以被视为前后一致的。参考：H.F.Fulda: Hegel, München: C.H.Beck, 2003，页106—123。


〔4〕
 就笔者的阅读范围而言，H.F.Fulda是第一个清楚地解释了怀疑论在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哲学意义的研究者。参考：H.F.Fulda: “Philosophisches Denken in einer spekulativen Metaphysik”，于Hegels Transformation der Metaphysik, （D.Pätzold和A.Vanderjagt编, Köln: Dinter, 1991），页67—71。


〔5〕
 D.Henrich是第一个把黑格尔学术研究导向对《逻辑学》中具体论证进行关注的学者之一。参考：D.Henrich: “Hegels Logik der Reflexion: Neue Fassung”, op.cit.，页222ff.。另外，W.Desmond多次强调黑格尔哲学研究需要某种细腻性。在笔者看来，他的研究方法诉求本质上与Henrich对于黑格尔具体论证的强调相一致。尽管具体论证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但笔者试图强调这个对于具体论证的关注必须与对黑格尔哲学整体理论方向的关注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对黑格尔哲学思考自以为是地随意解释。


〔6〕
 参考：H.F.Fulda: Hegel, op.cit.，页111。


〔7〕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在黑格尔《逻辑学》的开始之处绝对者被假定为可能的对象。事实上，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哲学活动并不是从前至后完全同一性质的。在对象逻辑学部分的结尾之处，我们已经发现绝对者这个概念。并且它无法与其相反的概念相区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前面被假设的可能对象修正为概念。而且，即使这个修正本身也将在真理的理念部分中被怀疑。在这里，作为对概念定义的哲学活动将被修正为对于理念概念的展示。作为定义活动的继承者，展示活动不会彻底摧毁前者而是把前者吸纳于自身之中。参考：H.F.Fulda: Hegel, op.cit.，页111—118。


〔8〕
 根据Forster，均势攻击是古典怀疑论的本质特征。参考：M.Forster: Hegel and Skeptic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9〕
 A.Peperzak在其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解读方案。参考：A.Peperzak: “Unendlichkeit ZWischen Hegel und Lévinas”，收于Das Endliche und das Unendliche in Hegels Denken，（《黑格尔思想中的有限与无限》），（F.Menegoni & L.Illetterati编, Stuttgart: Klett-Cotta, 2004），页186—203。


〔10〕
 Henrich已经给出了一个关于黑格尔《逻辑学》中开端问题的启发性分析。参考：D.Henrich: “Anfang und Methode der Logik”，收于他的专著Hegel im Kontext（Frankfurt a.Main: Suhrkamp, 1971），页73—95。正是在这篇论文中，Henrich首先指出了逻辑论证与思考运动在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区分。


〔11〕
 就笔者阅读所见，是Henrich首先把意义转移理论引入关于黑格尔逻辑论证进程的研究中的。参考：D.Henrich: “Hegels Logik der Reflexion: Neue Fassung”, op.cit.，页309ff.。


〔12〕
 关于黑格尔《逻辑学》中模糊性的有趣解释，参考：H.F.Fulda: “Unzugängliche Bemerkungen zur Dialektik”，收于Seminar: Dialektik in der Philosophie Hegels, （R.P.Horstmann编, Frankfurt a.Main: Suhrkamp, 1978），页50—61。


〔13〕
 参考：D.Henrich: “Anfang und Methode der Logik”, op.cit.；以及H.F.Fulda: “Über den spekulativen Anfang”，收于Subjektivität und Metaphysik，（W.Cramer编, Frankfurt a.Main: Klostermann, 1966），109-127。


〔14〕
 通过以上的论证分析，在此我们可以合法地把黑格尔的术语Dasein翻译为定在。毕竟，“定”这个前缀包含有我们所需要的确定含义。与此同时，它也包含在“存在”一章结尾处所述的结果中：变化进入稳定统一体。


〔15〕
 对这一点的强调，笔者要感谢与Luc de Vos教授的讨论。然而，笔者想补充的是，我们需要谨慎地不把寻求绝对者定义这样的理性主义贯穿到整个逻辑学中。一方面，黑格尔的主体逻辑学把被定义对象从绝对者转移为概念。另一方面，在这部分逻辑进程中，不再只是定义而是展示活动构成了逻辑学的任务。通过这样的修正，黑格尔的逻辑学最终被证明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因此，把黑格尔视为虚妄理性论者的传统批评错过了他的哲学的中心点。黑格尔对任何种类的神性逻格斯都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自由思考本身的真。


〔16〕
 Fulda系统地批评了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各种不同的本体论解读。在他看来，黑格尔的“本真形而上学”或说逻辑学是要把康德在第一批判中对于传统形而上学所作的批判极端化。参考：H.F.Fulda: “Die Ontologie und Ihr Schicksal in der Philosophie Hegels. Kantkritik in Fortsetzung Kantischer Gedanken”，于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4）, 1999，页466—476。


〔17〕
 就在黑格尔去世之后，《逻辑学》“存在原理”的第二版出版了。在这个新版本中，黑格尔对具体的逻辑论证做了很多实质性的修改。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集中关注1832年第二版的文本。关于前后两版之间差别的研究只能留待以后处理。这里，我们关心的是从定在概念论证中得出的无限概念的意义。


〔18〕
 黑格尔说，自为它者的概念来自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黑格尔与柏拉图的关系须专门研究才能澄清，下面我们将仅仅关注黑格尔自己关于它者概念的思考。


〔19〕
 Henrich在黑格尔的文本之外，系统性地发展了否定的不同形式。然而，在笔者看来，他没有区分他性与否定这两个概念。他的混同会削弱从存在到本质概念逻辑发展所包含的批判功能。Henrich的这个缺陷首先与他的研究策略有关。他把黑格尔的“自律否定”作为逻辑运动的“基础操作”，并以此来寻求主体与实体的和谐以及黑格尔的本体—宇宙论。参考：D.Henrich: “Formen der Negation in Hegels Logik”（“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否定形式”），收于Seminar: Dialektik in der Philosophie Hegels，（R.P.Horstmann编, Frankfurt a.Main: Suhrkamp, 1978），页213—227。


〔20〕
 在《逻辑学》的导言中，黑格尔宣称他的对象逻辑部分（包含存在原理和本质原理两部分）将替代构成德国形而上学传统中普通形而上学部分的本体论（GW 21:48）。替代本体论并不意味着要重复这个传统的哲学领域，而是批判性地展示它的基本概念。另外，黑格尔的对象逻辑部分也批判性地包含了传统具体形而上学的对象，只是这些对象被处理为纯粹思考的形式。在这一节中，我们仅仅关注黑格尔对无限概念本身的批判性论证。其中，他对于别的哲学家的批评将只能留待以后的研究。


一个预制性的结论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试图像侦探一样来探查黑格尔关于无限的概念。尤其是通过康德的先验逻辑来勘定一个特殊的路线，在其中我们可以找到黑格尔《逻辑学》的特征。与康德的先验逻辑不同，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不涉及对象的知识可能性的问题，而是仅仅关注人类理性本身的真实本质。黑格尔的无限概念在逻辑进程的辩证话语中被主题化。通过对这个无限概念的分析研究，我们也考查了作为黑格尔逻辑学终极基础的思考的自由行动性，因为用以概念化这个自由行动的自我关联的“概念”本质上是无限的。然而，我们并不因此企图声称我们的研究已经穷尽了黑格尔的无限概念。这不仅因为我们没有探究黑格尔无限概念广泛的历史背景，而且因为该概念的理论空间在这项研究中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里的结论只能被称做是预制性的。

首先，我们必须通过无限概念的否定性含义来结束我们这里的研究。通过论证分析，我们试图把黑格尔的逻辑学辩护为关于人类理性自由的“思辨唯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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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无限概念恰恰构成了他思辨的和唯心论的哲学核心。黑格尔自己宣称真无限概念是哲学的基础概念（Enz: §95）。对他而言，真无限就是包含无限与有限的同一与差异的进程。当无限概念与有限概念进行区分的时候，它立即会转变成有限这个自己的对立概念。根据黑格尔的看法，有限概念的真理就是它的观念性。哲学唯心论因此就建基于这样的一个命题之上：有限者是观念的，因此不是孤立自足的。在《逻辑学》中，黑格尔的思辨唯心论最终将奠基在理念概念之上，在那里无论主体性还是客体性都被转化为构成要素。在绝对理念中建立的辩证-思辨进程展示的将是概念的无限自我关联（Enz: §215）。

我们看到，在对象逻辑学部分，无限概念由探究绝对者概念定义的思考活动来规定。因为真无限概念既包含有限者也包含无限者，人们会质疑黑格尔是否放弃了康德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传统形而上学要给出关于绝对者的知识。这个质疑首先可以通过黑格尔对于他的对象逻辑学的性质界定来被拒斥。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他的对象逻辑学要替代先前的形而上学，后者仅仅试图通过思想来成为对于世界的科学构造（GW 21:48）。由于对象逻辑学所具有的这个替代作用，黑格尔根本不想退回到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传统中。第二，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提供的形而上学体系无法满足黑格尔的批判雄心。在康德的第一批判中，概念不仅仅包含知性的范畴，而且也包含理性的理念。对于康德而言，理性的理念总是已经被具体化为专门形而上学的特殊对象——灵魂、宇宙和上帝。因此，包含在这些具体对象之中的理性理念本身从来没有在康德的第一批判中被主题化。相反，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他在一套话语中不仅批判地检查了知性的范畴而且检查了理性的理念。为了这样一个任务，我们就必须离开康德的先验演绎，并构造一个新的哲学方法论。我们已经看到，黑格尔新的哲学方法论本性上要把怀疑论—辩证环节内在化于逻辑发展进程中。通过这样的辩证活动监控，哲学家将不仅避免关于绝对者的独断定义，而且甚至包括关于哲学思考本身的独断假定。正是因此，在传统形而上学或康德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解读黑格尔就会彻底地错过了他的核心思考。

进一步而言，尽管黑格尔把整体作为真理，他的真无限概念必须与任何形式的整全区分开来。黑格尔的辩证-思辨逻辑既批判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也批判康德形而上学。他的无限概念必须在这样一个新的学科领域中被解释。大致而言，通过整全概念来解读黑格尔无限概念有三种方式。第一，佩玻查克（Peperzak）的勒维纳斯式解读把黑格尔的无限概念解释成为包含所有有限物于自身的“存在者的宇宙”。第二，霍斯特曼（Horstmann）的解读把黑格尔的无限概念解释成为囊括所有关系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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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亨里希（Henrich）的解读把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视为否定神学和自然世界本体论的中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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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无限概念被视为世界的整体，或“所有一”（Au-Einheif）。在其中各种个体和它们的关系被概念化为这个整体的结果。这三个关于黑格尔无限概念整全解读共同的假设是：它们把黑格尔的无限概念视为是关于绝对者的直接定义。下面，我们将指出整全式解读黑格尔无限概念做法的不合理性。通过这样的批评，我们试图拒绝这些整全解读方案，而且要看到在多大程度上黑格尔把真理等同为整体的命题需要被界定。

在关于黑格尔无限概念的各种整全解读中，佩玻查克的解读是最偏颇和独断的。在他看来，黑格尔的逻辑继承被还原为一个欲求的过程，从而吸纳并克服否定的力量。这个进程最终导致他所谓的“存在者的宇宙”这个结论。对于佩玻查克而言，这种欲求进程首先被展示在定在概念的逻辑进程中。这里的概念进程终结在真无限这个概念之中。根据他的解读，真无限概念将被建立成为一、无所不包的和无限的整体。这个独断的解读无法真正面对黑格尔在定在概念中的实际具体论证。在最后一章中，我们已经论证性地分析了黑格尔的真无限概念。他的论证与佩玻查克的解释所造成的抽象和形式化的印象构成了鲜明的对立。定在概念中的逻辑演绎与对于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的欲求毫无关系。

的确，在黑格尔《逻辑学》的开头，哲学思考的中心任务被假定为定义绝对者。这个任务要求每一个构成绝对者定义的逻辑概念必须具有确定性。在定在概念章节中，我们看到了一系列作为候选定义的逻辑概念。但是，所有这些概念在面对各自的怀疑论均势攻击中丧失了自己的确定性。借助这些攻击，作为定在概念的绝对者理性之定义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修正。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可能的被定义项的定在概念也变得越来越准确。因此，我们在定在概念的逻辑演绎中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定在本身、有限和无限。在其中的每个阶段，定在概念都被定义和修正到极致。我们已经证明，肯定无限最终根本无法与有限区分开来。尽管真无限的进程会返回到自身作为存在，但是它不可能是肯定无限的简单同一体。因为，这样它将再次无法与有限概念区分开来。这意味着关于绝对者的定义根本没有在肯定无限这个概念中被建立起来。真无限概念所包含的进程只是证明了有限与无限之间的不可区分关系。这个不可区分导致无限概念确定性的丧失，因而无法满足关于绝对者的定义要求。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真无限概念仅仅概念化地把握了均势攻击的怀疑论结果。由于真无限概念包含的怀疑论，逻辑进程必须要发展到自为存在这个新的概念阶段。佩玻查克的解读混淆了真无限与肯定无限这两个概念，因而根本无法解释前者。由于这个混淆，他错误地把真无限概念当成是整全和他所谓的“存在者的宇宙”。另外，他关于逻辑进程的形式化界定——朝向整全的欲望进程——也违背了黑格尔在定在概念中的具体逻辑论证。与佩玻查克相对立，黑格尔真无限概念所指的不是关于绝对者定义的最终获得，而是关于绝对者定义的再次失败。

与佩玻查克不同，霍斯特曼和亨里希并没有在对象或实体意义上把黑格尔的无限概念错误地解释成整全。他们正确地把绝对理念作为黑格尔逻辑学的唯一对象。对于黑格尔而言，真无限概念是由一个进程来界定的，而不是无限和有限的静止统一体。我们已经指出真无限概念包含的进程是由否定之否定或自我关联的否定构成。这样的否定行动性及其结构同样定义着黑格尔所谓的概念（Enz: §215），以及最终绝对理念的自由。只要黑格尔逻辑学的任务始终是关于绝对者的定义，我们似乎就可以合理地把真无限中自我关联的否定进程视为绝对者的定义。这样的分析模式既存在于霍斯特曼也存在于亨里希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解读中。

在笔者看来，他们两者解释模型的缺陷在于忽略了黑格尔《逻辑学》中关于哲学思考任务的内在修正。由于这个忽略，无论霍斯特曼还是亨里希都把真无限所包含的进程当作绝对者的直接定义。实际上，在《逻辑学》中哲学活动的界定同样通过逻辑演绎而获得修正。无须细致的论证，只要人们稍微浏览一下《逻辑学》的目录，就会立即发现绝对这个概念在对象逻辑学部分的结尾处已经被获得了。然而，在这个阶段中的绝对者无法获得明确的界定。正是绝对概念的确定性丧失导致逻辑演绎发展到概念阶段。后者是前面绝对概念的直接后继者。以这样的方式，在主体逻辑学中，对于绝对者的定义活动就会被对于概念的定义活动所替代。而且，这个对于逻辑学中哲学思考任务的修正会在真的理念这个概念阶段再次被刷新。在后面这个阶段，自由概念的存在要受到质疑。通过怀疑论的均势攻击，黑格尔逻辑学发展就最终被修正为“概念的展示”。这个展示既包含理论的方面也包含实践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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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这项研究中，我们很显然不可能再进一步讨论后面这两次关于逻辑学任务的修正。尽管如此，现在至少清楚的是黑格尔逻辑学并不是一致地要以定义绝对者作为任务。

这里，我们并不试图否认黑格尔逻辑学中有关于整体的观念。在笔者看来，我们需要质疑的是如何解释这个整体观念。可以肯定，整体这个观念首先指向的是定义绝对者的失败。我们已经看到真无限概念就是包含有限与无限两者的整体。因为其中有限与无限的不可分离性，绝对者最终无法通过无限概念来被定义。因此，黑格尔的真无限概念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立场，由此人的理性可以神性化，或者说由此哲学家对于绝对的理解会使他像上帝一样对于所有的实在进行把握。既然黑格尔把真无限概念视为其唯心论的基础概念，他的《逻辑学》无论如何都不是关于绝对者的原理。

第二，真无限概念的整体性是由绝对否定性的进程来构成。这个自我关联的否定同样构成了概念的自由。我们已经证明黑格尔的自由概念事实上是费希特绝对“我”的结构后继者。在第三章中，我们证明黑格尔把费希特的“我”误解为表象式的智性。在他看来，费希特的“我”总是处于与“非我”的否定关系中。对于黑格尔而言，费希特的“非我”是独断实在论的残余，因为这个“非我”意味着存在的直接性。在对于“非我”概念所包含直接性的批评中，黑格尔证明它的直接性事实上是反思的直接性，是通过否定的自我关联活动构成的。正是这个绝对否定性构成了黑格尔的概念的自由。这个直接的和行动性的自我关联与费希特的绝对“我”具有同样的论证方向。对于费希特而言，绝对“我”就意味着由康德纯粹自识概念所开启的自由观念。在第二章中，我们已经指出费希特的绝对“我”是在（本原）行动中并通过该行动来构成的。这个（本原）行动就自我设定的设定活动，或说前反思的自我关联。这个思考方向与黑格尔否定之否定观念十分相似。在黑格尔那里，否定之否定同时也是否定活动的自我关联。通过否定之否定理论，黑格尔可以比费希特更好地解释前反思/直接性自我关联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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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作为整体的真无限观念最终会超出对于绝对者的定义范围，成为对于概念自由的界定。

最后，我们至此关于整体概念的微妙分析还没有穷尽黑格尔的真无限概念。黑格尔的真无限概念不仅包含否定（活动）的自我关联，也包含否定之否定这个自我差异关系。这两个要素的同时共存构成了黑格尔的绝对否定性理论。另外，黑格尔的绝对否定性理论与他的思辨概念相关。根据富尔达的研究，黑格尔的思辨（Spekulation）概念来自拉丁语中的“镜子”（speculum）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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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意味着黑格尔的思辨概念关涉到某种显示。当人们利用镜子察看角落或观察自己时，曾经不可见的内容现在变得可见了。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概念的自由构成了黑格尔逻辑学的终极基础。这个自由是概念的直接性自我关联，于否定性活动的自我关联中构成。因为其直接性特征，概念的活动总是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发生基础作用。这样，我们就需要一面镜子把这个直接的/自发的活动带入到我们的视野范围中来。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理念是概念的最后形式。在对于理念概念阶段的导论中，黑格尔说：“概念作为一个灵魂存在，但它还没有充分地成为灵魂。”（GW 12:177）概念中的缺陷在于它还没有作为自为概念存在。在《知识学》（1794/1795）§5中，费希特试图解释基础自我意识具体化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基础自我意识的建立以来“非我”的限制。与费希特对于具体自我意识的关注相似，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需要理念概念来使得概念中所包含的前反思/直接性自我关联具体化。换言之，他需要的是建立自由概念自身的纯粹自我意识。人们会询问黑格尔真无限概念与这个纯粹自我意识之间的关系。根据绝对否定性理论的结构环节，我们这里可以预期：当自由概念的纯粹自我意识被建立时，真无限概念才可以被充分地建立成黑格尔思辨唯心论的基础概念。

在当前的研究中，我们局限在对概念本身真无限性所建立的自由性质之上。我们可以证明黑格尔的真无限概念界定的是概念或理性的自由，而不是绝对者。这里，我们不可能处理自由概念的纯粹自我意识论题，但这个问题最好留待以后研究。毫无疑问，我们这里关于黑格尔真无限概念的研究为以后的这个基础自我意识研究提供了基础性工作。尽管由于研究范围的局限性，我们现在至少可以得出结论：解释概念/理性的自由是黑格尔《逻辑学》的终极目标。

注释


〔1〕
 参考：C.F.Fulda: Hegel, Müchen: C.H.Beck, 2003，页68ff.。根据Fulda，唯心论这个概念并不是唯物论的对立概念，唯物论主张把所有的实在都视为物质，与唯物论对立的是唯灵论，唯灵论把所有的实在都视为精神的，与唯心论对立是实在论。对于实在论者而言，存在着一个实在的和独立于思考的自在之物。黑格尔的思辨唯心论与两种实在论类型相对立：一种是被具体化为“我”的主体活动的实在论，另一种是被具体化为其对象性发生的实在论。


〔2〕
 参考：R.P.Horstmann: Wahrheit aus dem Begriff: Eine Einführung in Hegel, Frankfurt a.Main: Anton Hain, 1990，页75ff.。


〔3〕
 然而，Horstmann和Henrich的整全解读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简化从本质到概念的逻辑进程。因此，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把这两个解读思路放在一起处理。


〔4〕
 这个修正并不意味着对于绝对者的定义任务和概念展示任务两者之间的彻底断裂。作为定义活动的方法后继者，展示活动同样要包含前者。作为后继者，对于自由概念的展示也可以被视为关于绝对者的定义。但是，这个定义与Horstmann和Henrich所坚持的关于绝对者的直接定义根本不同，它是关于绝对者之真理的定义。参考：H.F.Fulda: “Philosophisches Denken in einer spekulativen Metaphysik”（“思辨形而上学中的哲学思考”），收于Hegels Transformation der Metaphysik，（Detlev Pätzold et al.编, Köln: Dinter, 1991），页67—71。


〔5〕
 《全部知识学的基础》这部著作并不是费希特哲学思考的终点。事实上，费希特一生都在不断探寻其关于基础自我意识原初洞见的充分表达。无论如何，贯穿其思考始终的一个命题是：费希特的绝对“我”由直接自我关联的行动构成，在这个行动之后没有任何实体或底基。


〔6〕
 参考：H.F.Fulda: “Spekulatives Denken und Selbstbewusstsein”（“思辨思考与自我意识”），收于Theorie der Subjektivität，（K.Cramer, H.F.Fulda, R.P.Horstmann和U.Pothast编, Frankfurt a.Main: Suhrkamp, 1987），页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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